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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价值链（GVCs）中的国际生产分割正在挑战我们看待全球经济

的方式。了解全球价值链是如何运作、如何影响经济表现以及什么样的

政策才能使我们从中获益更多，对我们而言都至关重要。本书列举了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OECD）针对全球价值链所开展的主要工

作及其政策影响，包括贸易政策、投资政策、创新政策、框架和结构政策，

并说明了这些政策如何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经济体）从价值链中获益，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

OECD 对全球价值链以及其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关注由来已久。在

2004 年 OECD 部长理事会上，部长们认为 OECD 可以通过相关举措帮助

各国消除其对工业生产中日益增长的外包化的担忧。他们认为，虽然许

多 OECD 成员都高度关注该问题，并将其列入议事日程，但是对于其发

展与趋势，全球仍缺乏一个系统的经验性概述。

2007 年，OECD 科技工业司发布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向

价值链上游移动》和《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全球价值链研究纲要》，

并在 2007 年 5 月 OECD 部长理事会上简要介绍了这些报告。 

除此之外，还有一份更为广泛且 OECD 中不同司局均已参加的工作

方案，上述报告正为这份更广泛的工作方案奠定了基础。OECD 科技工

业司、贸易农业司、统计司、金融和企业司都参与了本书的编撰。发展

中心和发展合作司也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点评并提供建设性意见，特别

是对“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 5 章）。

与此同时，OECD 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WTO）联合以新的

标准（即以增加值而不是总值的方式）核算了国际贸易。OECD/WTO 贸

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倡议旨在提供坚实的依据，帮助识别这个全球

价值链时代中的政策问题，以及提出相应的对策。2013 年 1 月第一版研

究结果发布，2013 年 5 月第二版研究结果发布，该版涵盖了更多的年份、

国家和指标。OECD 和 WTO 将继续更新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提高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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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可靠性，并扩大其产业及国别覆盖范围。

针对全球价值链所开展的工作跨越 OECD 多个司局，本书不同章节

由 OECD 不同委员会进行讨论、分析与解释，包括主导这项工作的产业

创新与创业委员会（CIIE）、贸易委员会、统计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各

成员代表也对本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2013 年 5 月，OECD 部长理事会发布了一份综合研究报告。该报告

包括了 OECD 执行委员会和 OECD 部长理事会所讨论的主要政策信息。

除此之外，不少 OECD 工作人员也对本书做出了贡献。在安迪·威

科夫（Andy Wyckoff）、肯恩·阿什（Ken Ash）和玛蒂·杜兰德（Martine 

Durand）的指导下，工作人员完成了本书的撰写。德克·派拉特（Dirk 

Pilat）负责全面指导本书的撰写工作，科恩·迪·巴克（Koen De Backer）

负责总协调，他也是第 1 章（全球价值链的崛起）、第 5 章（全球价值链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 6 章（全球价值链和竞争力）、第 7 章（全球

价值链的升级：知识资本的作用）和第 8 章（全球价值链：管理风险）的

（合）著者。 本书其他（合）著者有纳迪姆·艾哈迈德（Nadim Ahmad）（第

2 章 核算贸易增加值）、塞巴斯蒂安·梅洛特（Sébastien Miroudot）和多

罗泰·路泽特（Dorothée Rouzet）（第 3 章 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迈克·耶斯特林（Mike Gestrin）（第 4 章 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投资）和八

代尚光（Naomitsu Yashiro）（第 7 章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知识资本的作用）。

伊莎贝尔·迪斯努瓦耶 - 詹姆斯（Isabelle Desnoyers-James）、洛朗·穆

西哥特（Laurent Moussiegt）负责本书的统计工作。此外，卡洛斯·阿

尔瓦雷斯（Carlos Alvarez）、安德烈·贝尔特米罗（Andrea Beltramello）、

克 劳 福 德· 法 尔 康 纳（Crawford Falconer）、 弗 兰 斯· 拉 莫 森（Frans 

Lammersen）、 卡 罗· 迈 农（Carlo Menon）、 何 塞· 拉 蒙· 佩 雷 亚（Jose 

Ramon Perea）、 卡 琳· 佩 尔 塞（Karine Perset）、 拉 德· 萨 法 蒂（Raed 

Safadi）和保罗·施赖尔（Paul Schreyer）参与了本书的研究和点评，使

我们获益良多。佛罗伦萨·赫洮特（Florence Hourtouat）和萨拉·弗格森（Sarah 

Ferguson）为本书提供了行政支持，而朱莉娅·格雷戈里（Julia Gregory）

和约瑟夫·洛克斯（Joseph Loux）负责整理本书的最终手稿。

本书中的经验性证据主要基于 OECD/WTO 贸易增加值倡议，我们对

此表示诚挚的谢意。OECD/WTO 的合作研究工作受益于欧盟委员会支持

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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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研究人员的相关工作。多年来，贸易增

加值倡议在 OECD 投入产出数据库基础上发展而来，该数据库得到日本

的资助。

OECD 贸易增加值研究团队包括山野典彦（Norihiko Yamano）、纳

迪 姆· 艾 哈 迈 德（Nadim Ahmad）、 塞 巴 斯 蒂 安· 梅 洛 特（Sébastien 

Miroudot）、 科 林· 韦 伯（Colin Webb）、 艾 格 尼 丝· 西 姆 伯（Agnes 

Cimper）、苗冠男（Guannan Miao）、多罗泰·路泽特（Dorothée Rouzet）

和博韦斯（Bo Werth）。我们尤其要感谢他们对本书的贡献，因为新的贸

易增加值研究结果为证实全球价值链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

提供了所急需的经验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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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天，“你是做什么的”（公司或国家从事的活动）比“你是卖什么的”

（最终产品）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更为重要。全球价值链使企业和经济体能

够从其他地方获得并使用中间品和服务，“从事”全球价值链中它们最擅

长的一部分，而无须参与整个生产环节。全球价值链会影响国家的竞争

力及贸易和投资模式，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潜在的发展机会，但它同时也

意味着风险。

旧样式的扶持政策忽视了全球价值链中生产活动之间的相互互联性

以及对国际竞争和开放性的需求，因而可能会导致保护主义；但是若想在

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具备进口高质量资源的能力，也需要具

备相应的出口能力。经济体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互联度不仅创造了重要

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政策挑战。

一、竞争力

若想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我们就需要加强生产过程中的 

“薄弱”环节和不可能通过跨越国界生产实现的环节。这意味着需要投资

于人力资本、技能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并鼓励加强工业与大学之间的

联系和学习其他隐性知识。此外，机构和政府的高效运转也很重要。

外包和离岸外包能够使企业与国家获得更便宜、更具差异化及更高

质量的资源投入，进而加强其竞争力。虽然服务也是创造更多价值的一

个来源，但是制造业仍然是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活动。发达经济体的政

府可以通过支持对包括传统产业在内的先进制造技术和技能的投资，以

及加强网络和合作的政策，进一步促进生产及价值创造。

由于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优势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有助于

大型企业的出口，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培养它们的创新能力、促进它们

的产品达标，帮助它们加强与国际企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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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贸易

贸易促进措施，如快速、高效的港口和海关程序，有助于全球价值

链的平稳运行。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大约有 1/3 的进口中间品最终会以成

品形式出口。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关税和其他进口壁垒都相当于有

效的出口税。出口限制也可以阻碍全球价值链的高效运转，提高其成本。

尤其是当零部件生产需要多次跨国界合作时，贸易保护的负面影响就会

被进一步加剧。

第三国上游或下游之间的贸易壁垒与直接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壁垒

一样严重，而且最好能够一起解决，而全球价值链可以通过促进多边贸

易谈判，进而改善全球经济状况。此外，趋同的标准、认证要求和互认协议，

都可以减轻出口企业的负担。

虽然取消关税仅仅是创造新的贸易机会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全球价

值链也需要高效的服务，需要实现人才、资本和技术的跨国界流动。在

许多 OECD 成员中，服务项目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全球价值链所创造价

值的一半以上，在中国，这一比例也已经超过了 30%。规制改革与服务

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对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生产力和服务质量而言

至关重要。

三、投资

相对产业活动而言，投资政策需要更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活动，因

为对内和对外投资的促进与实施都将决定全球价值链是否能够取得成功。

鉴于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作用，降低投资壁垒是促进国家参

与的一种有效方式。此外，跨境投资障碍也会通过抑制全球价值链的有

效运作，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各国政府应共同努力以确保多边投资体制能继续支持经济增长。数

以千计的双边和区域投资协议组建的政权并不足以反映经济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相互互联性。为了继续保持开放和可预测的国际投资环境，促进

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投资，我们需要多边合作和协调。各国政府也不应

该为吸引全球价值链中的高价值阶段而发起激烈竞争。

四、发展

全球价值链整合能够帮助我们获得网络、全球市场、资本、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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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发展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开放贸易和外国直

接投资市场、加强国内从事国际贸易的能力，进入全球价值链。它们需

要改善它们的商业环境，支持知识型资产的投资，如研发和设计，从而

促进经济能力如技能和管理的发展。

由于全球价值链涉及跨国公司及独立供应商之间与各自内部的合约

活动，因此保证合同的执行能力至关重要。对于较为复杂的行业而言，

其出口更多源自于具备健全的法律制度的国家，而那些需要复杂合同确

保的工作，也多在国内契约性机构运作良好的国家内完成。

许多低收入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缺乏天然资源，缺乏基

础设施或商业环境恶劣，至今还未能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这些制约

因素有时候可以通过能力建设加以克服，但是对于那些现在还需要通过

“贸易援助”倡议获得资助的最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些可能较为

困难。

五、调整和风险

在全球价值链中，随着一些生产活动的增长和其他生产活动的衰亡，

以及生产活动的跨国界转移，生产成本不可避免会发生改变。因此，各

国就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以及教育和技能投资，促进这一调

整过程。此外，结构性政策也有助于加强经济的灵活性和弹性。 

鉴于全球价值链的广泛福利效应，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都

需要保持警惕，关注自身的监管作用和职责。全球价值链中一些突出的

大型跨国公司包括一些国有企业，也提出了一些政策问题，例如对竞争

和较下游市场的影响。

虽然各经济体之间日益增加的互联度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弹性，

但是当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时，它也可能会导致恶性事件

的蔓延。虽然企业需要对这些风险负首要责任，但是多方利益相关者包

括政府也应该支持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帮助应对风险。大型国际合作

有助于协调国家政策与经济活动全球性本质的一致性。

明智的政策需要良好的数据和分析。此外，要衡量投资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作用，以及全球价值链对就业、技能和收入的影响，仍需更

多的努力。





  第一章  全球价值链的崛起

随着公司逐渐将其生产工艺和本地生产活动分散到各个国家，全球

价值链正在显著地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更低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日

益下降的运输成本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进步，使得商品和服务的生

产分割及某些活动和任务的外包变得更为容易。最近的文献证实了全球

价值链的快速出现、各个国家的参与和在其中的地位以及大小型公司在

其中发挥的作用。为了充分获得全球价值链所带来的利益，并尽量减少

潜在的调整成本，全球价值链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政府政策对经济全球化

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

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见专栏 1.1）。通

过独立供应商及其分支机构，企业逐渐将不同的生产阶段定位于不同的

  ※※ 本书以色列的统计数据由以色列有关当局负责并提供。根据国

际法的规定，OECD 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不会影响戈兰高地、东耶路撒

冷和以色列殖民地在约旦河西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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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生产工艺的地域分布也随着变得更为分散（OECD，2007a; WTO 

and IDE-JETRO，2011）。2009 年的一次调查表明，全球 300 家年销售

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平均而言其 51% 的零部件制造、47% 的总装、

46% 的仓储、43% 的客户服务以及 39% 的产品开发都是在国外完成的（麻

省理工学院交通与物流中心，2009 年）。

专栏 1.1  什么是全球价值链

一个产品从构思到最终消费者使用及后续，这整个过程中

所涉及的所有企业活动，就是价值链。它包括设计、生产、营销、

分销和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支持服务等多种活动（Porter，1986 ；

Gereffiet al.，2001）。价值链中的活动可以由一个公司独自完成，

也可以分散由几个（供应商）公司共同完成。任何商品和服务

都拥有自己的价值链，这些可以集中在一个地点完成，也可以

分散在不同地点实现。 创造“全球价值链”一词，主要是为了

体现价值链活动日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强烈趋势。许多公司已

经打破了它们的价值链，并将其不同生产阶段的活动分散在许

多不同的国家；同时，它们也把它们价值链之中的一些活动外包

给了其它合作伙伴。

各行业、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都非常庞杂。

某些部分价值链活动遵循传统的装配线安排，也就是一种产品

或服务进行顺序组装（即“蛇”型价值链），而其他价值链活动

则包括组装成（最终）产品或服务的几个中间品（即“蜘蛛”

型价值链）（Baldwin and Venables，2010）。

随着生产阶段和技术的流动日益频繁，许多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值都

贯穿在世界各国整个生产过程中。图 1.1 描绘的是一个简化的全球价值链。

这表明，零部件的生产、最后的组装及最终产品的销售都由多个国家共

同完成。全球价值链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由最适合该阶段的国家完成。

相应的贸易格局表明，一个经济体生产的产品将通过出口进入其最终消

费市场，这其中包括其他经济体内供应商（一级供应商）的投入，而它

们的这些投入来自第三经济体（二级供应商）。

普遍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在过去 20 年中已经有了大范围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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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于全球价值链中的活动分拆，可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见

专栏 1.2）。虽然全球价值链可能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Gereffi and Lee，

2012），但它们是现代全球化的一个典型特征，特别是其对经济全球化进

程速度、规模和复杂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也加深了全球化进程的地域

范围（通过包括更多的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现）、部门范围（通过影响制

造业及越来越多的服务业部门实现）和功能范围（通过生产、分销、研

发和创新实现）。

最终消费

最终装配

输入贸易（二级供
应商）

输 入 贸 易 （ 一
级供应商）

制成品贸易

 

图1.1  简化的全球价值链示意图

注：2、3、4代表被组合成 1（即制成品）的中间品；作为中间品 4本身也是

由投入资源 5、6和 7构成的。

资料来源：OECD（2012a）。

专栏 1.2   经济全球化和分拆

经济全球化或国际经济一体化，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

当时，国际贸易和跨境金融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出现显著增长之

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各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全球

化处于停滞或回落状态，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再次

腾飞，此后继续扩大。

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点是：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国际贸易

出现了强劲增长；由于技术创新，运输成本下降；国际投资也逐

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一种补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通过消除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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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经济一体化，而总部设

在 OECD 成员的跨国公司也逐渐开始在国外市场设立分支机构。

在拥有大量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国家中，货物贸易通常会保持

强劲增长。

鲍德温（Baldwin， 2009）将此描述为分拆的第一道工序，

即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因为运输成本和关税的下降使国际间船

舶和货物运输、贸易成为可能。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

最初在一个地方通过大规模制造工厂开展所有经济生产活动非

常符合成本经济效益，而地理集中的产业也反映了各国的比较

优势。大多数公司都会完成生产过程中的所有经济活动，因为

统筹不同地理位置的活动非常困难且价格昂贵。

这些都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通讯成本的大幅下滑发生了改

变，此次改变促进了下一阶段的经济分拆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随着现代通信网络的发展，各个生产阶段可以跨越远距离完成；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仍然非常重要，但是仅在个人活动层面重

要，而不是在行业水平上。这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

和特点：当今，除了最终产品的贸易之外，中间品的进口与出

口在国际贸易的组成中日益重要。而除了货物贸易，现在也有

“任务贸易”（Baldwin，2009 ；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

2008）。

近期扩张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的崛起紧密相关。第一，

今天全球化的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全球价值链中增多的中间贸易

也是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的一个主要原因。外

商直接投资的强势崛起，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发展；按面值而言，一些跨

国公司已经超过了某些国家。然而，金融危机已对全球化造成了显著影

响。有迹象表明，“阴暗”或隐藏的贸易保护主义已有所增加（OECD，

2010）。

第二，随着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

参与者，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规

模迅速扩大。在这些新兴巨头的背后，越来越多的小型经济体也正在努力，

以求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立足之地。在持续的技术变革及广泛的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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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动下，新兴国家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

第三，虽然在国际贸易中制成品仍然占据最大份额，全球化也日益

扩展到外国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虽然并不总是能获得可比的统计数据）。

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使从国外采购服务变得便利，许多服务活动也构成

了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快速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也增加了许多服务

活动的可交易性，并创造了新的流通服务。全球价值链正在显著改变全

球经济的性质和相互互联性。各国现在也开始了 “垂直分工”，即所有国

家仅专注于垂直分工中价值链的特定阶段和任务。对于特定的商品或行

业而言，这可能背离了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 —— 比较优势。伴随着全球

化产生的全球资源再分配已经饱受了多年的争议，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必

定会加剧这些讨论。虽然在许多国家全球价值链已经获得了政策制定者

的关注，但是它们的政策启示尚未被清楚阐明或赢得广泛的理解。本章

作者认为，全球价值链指出了重要的政策问题，并将重塑对经济全球化

的政策性思考。后面的章节将进一步介绍全球价值链对多个政策领域的

影响。

二、认识全球价值链

（一）探索全球价值链的理念

随着公司将其生产业务分散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都

包含有多个国家的投入。中间投入品如零部件及元件等在一个国家生产，

再经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进一步的生产和 / 或装配，最终形成最终产品。

图 1.2 显示了两种商品的全球价值链：一件简单的 T 恤和一部高科技手

机。里沃利（Rivoli， 2005）描述了一件 T 恤到达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历程：

在美国种植的棉花出口到中国进行制造，之后它又返回美国印上了标志

和图案，以供最终的批发和零售；有时（旧）T 恤也会被出口到坦桑尼亚

再次销售，或切丝做成家具填充物。一部移动手机的生产则展现了高科

技商品的运转过程，位于技术光谱的另一端，生产一部苹果手机通常会

涉及世界各地的资源，需要大量的、由不同公司生产的中间品（Linden et 

al.，2009; Dedrick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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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处理器（韩国）

无线电频率：射频基带，

无线电接收器（德国）

显 示 器 / 相 机 显 示 器

（韩国或日本）触摸屏

（美国或中国台湾）

电池（韩国）

接口和传感器，触摸屏控制

器、音频编解码器（美国）

电 子 罗 盘 （ 日 本 ） 加 速 度

计、陀螺仪（法国）

电源管理设备

主要设备（德国）

网络连接：

WIFI / BT、GPS（美国）

内存闪存（韩国）

 

图1.2  全球价值链：从服装到电子产品

资料来源：基于里沃利（2009）的 T 恤生产案例 ; iPhone 4 的例子基于

IHS Isuppli 的分析（拆解分析只考虑了组件，而不包括其他费用，如制造费、

软件费、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

全球价值链一词源于管理文献，与经济文献中的概念也有所互联，如：

共享全球生产（Yeats，1997），国际分割（Jones and Kierzkowski，1990），

垂 直 专 业 化（Hummels et al.，1998）， 多 级 生 产（Dixit and Gro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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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分包、离岸和外包（见专栏 1.3），以及最近的任务贸易（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虽然概念可能有所不同，但不同的术语都能

够体现垂直生产和跨国贸易链（即一个国家的进口产品被交易到其他国

家进行进一步的生产处理）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国际生产分割概念涉及了企业、行业和国家之间的国际生产网络（Coe 

and Hess，2007）。价值链是指顺序生产（增加值）活动引起最终生产和

最终使用的生产活动，生产网络则是指将各企业链接在一起的关系。从“产

业链”到“网络”的关注点转移反映了全球生产商和供应商之间日益复

杂的互动关系：“概念化的经济进程必须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联系和反

馈回路的电路，而不是‘简单的’电路或者更糟糕的线性流动”（Hudson，

2004）。

（全球）价值链的理念与供应链的理念密切相关，后者代表从供应

商流向最终用户的实物商品总量以及伴随着供应链产生的业务流程的广

泛整合，如（流入和流出）物流、库存管理、采购等。供应链管理的重

点是供应的成本、效率以及从不同的供应商到最终消费者之间的物资流

转（Feller et al.，2006）。而价值链则有一个更为广泛的目标，因为它

可以将文献中的元素融入产业组织、国际商务、贸易和竞争力，进而发

现（全球）产业组织中的决定因素（Porter，1986）。此外，价值链也可

以整合整个链条中正在创建（或增加）的价值理念，从而与经济效益建

立了密切联系。 

专栏 1.3  外包和离岸外包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将其业务重组或外包及离岸生产等活

动，调整其经济结构（OECD，2007b）。外包是指从外部专业提

供商处购买中间品及服务，离岸外包是指中间品和服务的企业

从国外供应商购买。离岸既包括国际外包（即将活动承包给国

外的独立供应商）和国际采购（特定任务在公司内转移到海外

子公司）。外包的跨境，即从国外采购商品和服务，这确定了价

值链中日益明显的全球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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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企
业    




国
外
企
业

    





企
业

国
内
外
包

国
外
垂
直
整
合

外
包

离岸外包

全球采购

国内企业外包

国际内销

国际外包

国外子公司国内部门/子公司

国内供应商 国外供应商

位  置

国内                                国外

企业外包和离岸外包策略

 

资料来源： OECD（2006），OECD（2007A）and Miroudot et al.（2009）。

将特定生产活动外包出去的决定包括是否要“制作”或“购

买”的决定，即从国内或公司内生产还是从外部独立供应商处

购买。离岸生产主要是为了寻找开展生产活动的最佳地点。随

着“制造或购买”的决定日益全球化，企业必须不断优化其地

域和组织分布。随着生产活动地理及组织距离的增长，协调和

管理的成本也在普遍增加（Contractor et al.，2010）。

经济文献中已经广泛探讨了外包和 / 或境外生产的决定，包

括将生产活动分割成垂直价值链、将一些生产经营活动承包给

非互联方或将生产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地点等相关的决策（Mankiw 

and Swagel，2006）。理论贡献包括贸易模型中的交易成本文献、

代理理论、产权贸易研究和知识资本方法，以此来分析相关外

包决策（Antrás ，2003 ； Antrás and Chor，2012 ；Acemoglu 

et al.，2007 ；Grossman and Helpman， 2005，et al.）。 然 而，

结果往往依赖于模型中的假设。因此，不同的假设可能导致不

同模式的外包和离岸（WTO，2008）。

实证研究表明，企业一般不愿意将其较为复杂或高价值的

生产活动外包出去。因为这些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公司的核心业

务，具有战略意义。出于有可能会丧失对这些生产活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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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一般公司都不愿意将此离岸外包生产，而宁愿在其全

资拥有的分支机构中独自完成。相反，它们往往会将低技能或

低标准的生产活动外包给外部供应商，因为外部供应商的成本

往往更低，而其生产能力也更为高效（Alfaro and Charlton，

2009 ；Costinot et al.，2011 ；Corcoset al.，2012）。

（二）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

商业和监管环境的变化、企业思路和企业组织的转变都促进了全球

价值链和国际生产分割的产生。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这降低了产品和

服务的跨越国界移动成本）， 由于通信 / 信息成本的暴跌（这有利于协调

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使得中间品的国际采购更加便宜和容易，公司已经

把外包和离岸外包作为其全球策略的一部分。

在过去几年中，贸易成本（即产品或服务从设计 / 生产工厂或办公室

运到最终消费者手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的总和）已有了显著降低。对于

货物而言，贸易成本包括运输和港口费用，运费和保险费用、关税、非

关税措施产生的相关费用，以及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加价。对于

服务而言，运输成本则为通信费用取代（虽然服务也可以由自然人提供，

即服务者前往消费者所在国提供服务）。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往

往会发生多次跨越国界转移，因此，贸易成本在全球价值链中很可能发

挥着重要作用（Yi，2003; Ma and Van Assche，2010）。

此 外， 连 续 几 轮 的 开 放 也 促 进 了 贸 易 和 投 资 的 壁 垒 迅 速 下 降

（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 ；Baldwin，2009）。商品尤其是制

成品的关税已经下降，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逐步降低也促进了商品和服务

的国际贸易。具体的协议，如消除信息技术产品关税的信息技术协议，

也促进了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多边和双边协议实

现的投资自由化，使企业能够使用外国直接投资扩展它们的生产活动，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改革也有助于这些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

之中。

运输成本的下降、关键运输和基础设施行业的监管改革，促进了生

产活动的跨越国界转移。胡梅尔斯（Hummels， 2007）提供了经验性实例，

证明了技术的进步（喷气发动机）降低了空运的运输成本；尽管海运集装

箱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是能够证明海运成本降低的证据尚不太充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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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轻，近几十年来买卖商品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OECD，2008a）。虽

然贸易成本一般以重量为基础衡量（因为数据的可用性和可度量性），相

对于运输货物的价值而言，运输成本可能下降得更多（以价税方式衡量

贸易成本时，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下降趋势）。此外，贸易成本也并不

总能及时反映收益及不同运输方式随着时间推移的质量变化。

虽然几十年来贸易成本的下降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化发展，但

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则主要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所取得的快速进步。

鲍德温（Baldwin， 2009）将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比作全球价值链扩张和

第二次分拆背后的技术突破（见专栏 1.2）。国际分拆活动需要协调其地

理分布，因此只有当协调或交易成本（如通信、信息和治理成本）低于

预期的成本优势时，全球价值链才能得以发展（Jones and Kierzkowski，

1990）。更加廉价和更加可靠的电信、信息管理软件及日益强大的个人电

脑显著降低了公司内部与公司之间长距离复杂活动的组织与协调成本。

此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增加了可交易的服务种类。数据录入、

信息处理、研究和咨询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或远程视频

会议实现，而越来越多的呼叫中心也都开始外包。

随着竞争环境的改变，公司也都调整并优化了自身跨公司及地域的

价值链活动。一般来说，如果不同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度不同，那么企

业就会有动力将其生产阶段分散到不同的地点，例如将劳动力密集的

生产活动转移到低收入国家。虽然分销、销售和生产活动已经处于领先

地位，但是研发和决策活动的（再）分布也日益趋于国际化（OECD，

2011a）。

各种因素都能够推动实现价值链全球化，但是提高效率是最重要

的驱动因素。由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外包生产和销售

活动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Smith，2006 ；Statistics 

Denmark et al.，2008）。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

是企业之外，从低成本或高效率的生产商采购原料都有助于降低生产成

本。此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可能（只）在特定零部件 / 组件和服务

的专门供应商处存在，而这些也可能会导致成本优势（Kommerskollegium，

National Board of Trade，2010）。

第二个重要的驱动力是国外市场的进入渠道。因为当地的办公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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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和探索外国市场。几个大型非 OECD 成

员的人口结构变化和快速增长意味着，现今越来越多的全球经济活动都

发生在 OECD 以外的地区。如果企业想从这些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中充

分受益，那么它们必须在这些地区有机构设置；其市场规模和增速是重

新定位这些经济体的分销、销售和生产活动的最重要原因之一（OECD，

2011a）。在国外市场上设立一个子公司有助于保护公司的专利知识；在市

场上存在合作伙伴或子公司，也有助于公司更加容易地寻找机会充分利

用其知识产权，并避免滥用其知识产权。

第三个驱动力是获取知识的能力。最近几年来，其重要性日益提升。

公司可能会转移一些包括创新在内的活动以获得所谓的战略资产 —— 技

术熟练的工人、专业技术或争夺竞争对手和供应商 —— 从他们的经验中

学习。吸取利用先进的国外知识已成为研发活动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OECD，2008b）。

（三）全球价值链中的主要参与者 

为了给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提供理论框架，格里芬（Gereffi）等人（2005）

详细讨论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主要参与者：跨国公司及其海外子公司以及国

内外市场上的独立供应商。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交易包括公司总部与分

支机构的公司内部交易以及公司与独立供应商之间的交易（对规格、质

量及产品设计等有明确规定的公平贸易和交易）。权力分配和知识流动的

方向也会根据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类型而有所不同。它们可能会密集于龙

头企业 / 跨国公司或由龙头企业与（上层）供应商共享。许多因素如交

易的复杂性、开展交易的能力和供应基地的性能都是相关影响因素（Gereffi 

et al.，2005）。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也将能重塑利润和风险的分布

（Gereffi and Lee，2012）。 

“生产者驱动”和“买方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跨国

公司及独立供应商的不同角色。买方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主要围绕大型零

售商（如沃尔玛、耐克）和成功的品牌推销。通常而言，它们的产品比

较简单，如服装、家居用品和玩具，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资本及技术工

人也相对较少。这些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军企业几乎完全集中于市场营销

和销售，它们自身拥有的工厂很少，多是从独立供应商组成的大型网络

中采购产品（通常是通过中介机构，如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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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比之下，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则通常存在于高科技行业，如

半导体、电子、汽车和医药行业。因为这些行业依赖于技术和研发活动，

大型生产制造商如通用、索尼和苹果控制了产品的设计以及大部分组装，

这些活动在很多国家进行。技术（包括设计）和生产专业技术是这些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由龙头企业或其分支机构和专属供应商内部开发，

以避免与竞争对手共享技术。跨国公司在这些网络中的重要性也可以体

现在与不同经济体内子公司之间的联系。

几十年来，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跨国公司不

断开展外包活动，以寻找最佳的地理位置。传统理论有水平和垂直跨国

公司之分。水平（或寻求市场的）跨国公司寻求使生产更贴近客户以消

除贸易成本，同时实现规模经济。它们的海外工厂与本国工厂一样，生

产类似的产品，从而节约了出口成本。垂直（或寻求效率）的跨国公司

通常将不同的生产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内实现，根据所需生产要素的密集

度及其成本确定不同生产阶段的地理分布。一个国家的生产产出可以作

为其他国家的生产投入，因此这种类型的跨国公司被认为是促进了国际

生产分割。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都既有水平分

布的特点又有垂直分布的特点；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往往

既能利用迅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又能受益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见

第 4 章）。

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不仅有利于本国当地市场的发展，它们也是全球

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因为它们也为其他（邻近）市场服务，而其产品

也可作为跨国公司网络中的其他子公司的投入品。通过其联属公司（即

离岸外包）以及与其他公司 / 供应商的公平交易（即外包），跨国公司也

可组织、协调不同地理位置的生产活动。事实上，跨国公司及其联属公

司之间的跨境贸易，通常称为公司内部贸易，现今已经在国际货物贸易

中占据很大份额（见图 1.3）。

由于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领军地位。

企业层面的证据表明，少数大型跨国公司往往驱动着出口。例如，迈耶

和奥他维阿诺（Mayer and Ottaviano，2007）证明了占比 1%、5% 和 10%

的跨国公司出口额占欧洲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不小于 40%、70% 和 80%。

证据表明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Bernard et al.，2007）。然而，这些发

现低估了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的参与作用，这些中小企业经常为本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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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企业提供中间品，并因此融入国内价值链。斯劳特（Slaughter，2013）

计算表明，一家典型的美国跨国公司每年从 6000 多个中小微企业收购超

过 30 亿美元 —— 或约占这些公司采购总投入 25% 的中间品。国际贸易

统计只能显示直接出口，却无法反映这些国内供应；美国的估计显示，当

把这种间接出口加上之后，2007 年中小企业的出口份额将从约 28%（总

值出口）上升至 41%（增加值出口）（USITC，2010）。

瑞典 

意大利

以色列

波兰

荷兰

日本
美国

 

图1.3  1997—2010年公司间出口占外资控制附属公司出口总额的比重

注：波兰的数据仅仅指制造业部门。

资料来源：OECD（2010）。

随着（较小）企业活动的升级及地位的强化，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

者和联系也可能会发生变化。虽然通常而言中小企业很难进入国际市场，

但它们也可能会抓住新的发展机会，扩大其海外业务（OECD，2008d）。

例如，汽车业的供应基地已取得全球化发展，这就促使已成为主要供应

商的中小企业（即二级甚至一级供应商）迅速实现了国际化。通常情况下，

汽车装配商在新的地点成立最终组装厂时，他们就已经帮助或敦促他们

的供应商与之一起移居海外（Van Biesebroeckand Sturgeon，2010）。生产

分割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也为中小企业创造了新的创业机会，帮助

其进入国外市场，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类型的微型跨国公司，这类公司一

开始就由从事全球活动的小企业组成。互联网和新型商业模式使这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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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模较小 —— 常常以服务为导向 —— 的公司以最低的成本进入外国市场成

为可能（Mettler and Williams，2011）。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在管理及财务资源和内部技术的升级与保护方

面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整合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障碍，包括规模不足以支

持充分研发活动、人员培训以及在产品标准和质量方面严格履行要求等

产生的开支。此外，提升中小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通常意味着承担

更广泛和更复杂的任务。它们必须要促进产品开发、组织和管理子供应

商网络，以确保其产品符合更广泛的标准，并能以富有竞争力的价格保

证产品的质量与运输（OECD，2008d）。

三、全球价值链图示

（一）从案例研究到更积聚的证据

虽然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很明确，其测量并不简单。直到最近，这

主要涉及具体产品的案例研究，早期的例子包括芭比娃娃（Tempest，

1996 ；Feenstra，1998），“美国”汽车（WTO，1998）和上文讨论过的 T

恤。虽然这些案例研究提供了有趣的事例，对成本、增加值和利润的地

理分布进行的更程式化的分析赢得了极大的关注，苹果产品的知名案例

研究（Linden et al.，2009; Dedrick et al.，2009）也促进了其他产品的分析

（见专栏 1.4）。行业一级的案例研究为全球价值链中的许多行业提供了额

外的经验证据：服装、木材、汽车等行业。行业案例研究通常以发展的

角度进行分析，以研究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和整合程度。1

专栏 1.4  螺丝刀经济学：具体产品分类项数据

经济研究人员越来越依赖于（有时是保密的）企业层面的

信息，以更好地了解全球价值链中特定产品的信息。这种“逆

向工程”有助于确定不同组件的起源， 估算其成本，并获得价

值链中单个商品和服务的具体分类项数据。

芬兰经济研究所（ETLA）已经将这种方法用于种类繁多的

基础和更高端的产品，包括食品、工程、消费类电子产品、手机、

金属产品、商业服务、纺织品、机械及纸制品。研究内容包括

不同产品之间是如何创造价值的，不同的国家是如何增加或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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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价值的，总装和总部的位置（和无形资产的位置）是如何影

响价值分布的，产品技术生命周期的影响是什么等（Ali-Yrkkö 

et al.，2011; Ali-Yrkkö，2013）。

下表为两种产品（智能手机和自行车）的增加值明细，由

两个总部设在芬兰的企业（Nokia Oyj and Helkama Velox Oy）

生产，在芬兰销售。

全球价值链成员之间增加值的分布（销往芬兰的产品）

智能手机 自行车
最终在中国或芬兰

装配
最终在芬兰组装

分销及零售 14% 27%
制造商 50% 36%
第一级供应商 14% 14%
物资投入的供应商 19% 23%
不明投入 3% 0%

增加值在地区间的分布，销往芬兰的产品 

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 自行车
最终在中国或

芬兰装配
最终在芬兰组装 最终在芬兰组装

芬兰 53% 55% 67%
欧盟27国 13% 13% 13%
亚洲 15% 13% 11%
北美 14% 14% 4.5%
其他 5% 5% 4.5%

这些数字表明，芬兰增加值最高，这首要归功于分销及零

售利润（这两种产品都在芬兰市场上出售）。此外，虽然这两种

产品的大部分组件都来自亚洲，但总部设在芬兰的制造商和品

牌商获得了最大份额的利润。这就是无形资产或知识型技术（设

计、研发、品牌等）的重要性，这种无形资产主要在芬兰发展，

并由公司总部把持。智能手机的最终组装仅占总增加值的 2%。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技术一体化的程度、

行业技术标准的地位及替代运输方式和各自的成本。自行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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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因此，智能手机最终组装的离岸外包是可行的，但对于自

行车却行不通。

迅速增长的跨国公司文献也为全球价值链提供了一些实证证据，虽

然这些文献较少关注它们的组织。通过分析跨国网络中的贸易和投资

流动，这些研究已经证明了跨国公司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OECD，2010）、与国内企业相比跨国公司的结构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对

东道国和其本国的贡献。

展示全球价值链总水平的证据非常有限，而且直到最近，能够表明

全球价值链中各经济体重要性的国际可比数据也不多。然而，在过去的

几年中，OECD 已经解决了全球价值链的测量问题，并已经为大量 OECD

和非 OECD 成员开发了新的数据和指标，测量全球价值链。

OECD 指标显示了过去几十年中全球价值链的崛起（OECD，2011a）。

例如，大多数 OECD 成员都经历过“生产深度”降低：产品增加值比重的

下降直接反映了中间品使用的增多以及生产活动离岸外包和外包的增加。

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都快于 GDP 增长，有

些国家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甚至超过了 100%。贸易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例的逐渐增加，直接反映了全球价值链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因为

货物或服务在到达最终消费者之前，中间品需要经历多次跨越国界转移。

由于国际贸易数据均以总产值表示，它们也就包括了每个边境口岸进口

的中间品的价值。相比之下，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增加值的概念，只衡

量了各个国家对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增加的国内价值。

OECD 使用了极其详细的贸易数据显示了贸易的中间投入为什么是

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直接证据来源。由于价值链的全球化意味着将需要不

断地进口和出口中间品，因此中间品和服务的贸易数据可能会有助于我

们更准确地了解整个画面。米若多（Miroudot et al.（2009）和最近的约翰

逊和诺格拉（Johnson and Noguera， 2012）估计，中间品占国际贸易的大

多数（大约 2/3 ：货物贸易的 56% 和服务贸易的 73%）。2

（二）投入产出视角下的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提高了人们对投入产出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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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表能够衡量一个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商（包括进口）与

商品和服务的使用者（包括出口）之间的关系 3。因此，它们可以被用

来估计进口中间品对一个国家的生产和出口所做出的贡献。第一种类

型的指标是芬斯特拉和汉森（Freestra and Hanson， 1996）提出的离岸指

数，该指数计算一个行业使用的进口中间品占总（非能源）中间品的份

额。在过去的 20 年里，几乎所有的经济体中该指数都呈上升趋势，这反

映了国外投入采购的增长。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离岸外包更多（De 

Backer and Yamano，2012）。 

第二种应用广泛且具有影响力的指标是“垂直分工”方法，该方

法估计了境外中间品对出口的货物生产和服务的贡献（Hummels et al.，

1998 and 2001），计算了出口产品中直接和间接进口部分所占的比例，但

它仅适用于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局部。例如，如果电脑制造商进口了某些

组件（如电脑芯片），那么直接进口贡献即为这些电脑芯片的价值占计算

机总价值的比例。如果计算机制造商从国内供应商处购买了其他组件，

而这些组件的生产过程中也使用进口中间品，那么这些进口中间品也应

被列入出口产品中总进口含量的计算 4。自 1995 年以来，这一指标在

OECD 的各个经济体之中都一直保持着强劲的上升趋势，因此，这个指标

也能表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日益增加（De Backer and Yamano，2012）。

OECD/WTO 贸易增加值数据库将国家投入产出表与双边贸易数据联系

了起来，进而形成了国家间的投入产出表，为全球价值链提供大量的指标

（见第 2 章）。其中有一个指标是出口产品中国外增加值的含量，这与上文

描述的垂直专业化指标非常接近。然而，胡梅尔斯假设各经济体的进口完

全来自国外，这种假设有时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Hummels），进而使国内

增加的增加值部分也被列为国外进口。与垂直专业化指标一样，在过去的

20 年中，出口产品中国外增加值的含量也表现出了普遍的增加 5，但是各

经济体增加的幅度却有着显著不同（见图 1.4）。很明显，国外增加值取决

于经济体的规模和专业化模式。规模较小的经济体的出口产品中国外增加

值部分的比例往往较高，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可获得更多的国内采购的中间

品，因此也较少地依赖外国进口的中间品。拥有大量天然资源的国家，如

澳大利亚，其出口产品中的国外增加值部分较少，因为开采活动及其生产

过程中所需要的中间品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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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所占比重

（1995年和2009年）

注：当比较 1995 年和 2009 年中国的数字时必须要谨慎，由于从 2005 年起

可获得的出口数据只分为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出口两大类，这可能会影响结果

（见第 2章）。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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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也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中国外

增加值含量。全球价值链中不同产品和产业之间存在高度的异质性。全

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分割与生产产品的技术特性相关，而且在制造业中远

比服务业中更为成熟，进而导致不同的产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 6。与制

造业产品相比，服务很难实现分割，特别需要提供者和消费者进行面对

面接触的服务。基础产业的国外增加值含量较多，因为基础产业大量运

用进口的初级产品，如焦炭和精炼石油、基本金属、化学品、橡胶和塑

料制品。生产分割对于高科技产业的模块化产品也具有重要意义。通常

情况下，零部件很可能会在一个国家生产，并远销到另一个国家进行组装。

这种国际劳动分工在许多行业内都存在，如电力机械、无线电或电视和

通信设备、办公设备、会计和计算机械以及汽车行业（见图 1.5）。

模块化是商品的一种技术属性，描述了一个产品的不同组件之间是如

何交互作用的（Van Assche and Gangnes，2007）。非模块化产品要求特定的

组件彼此适应，从而限制了生产活动的可分性。相反，模块化产品的多个

组件之间通过既定的标准交互作用，从而使公司能够根据需要将价值链划

分为多个彼此独立的生产阶段。产品说明和业务协议的国际标准发展也促

进了产品的模块化发展和交易的形成，并创造了新的流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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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的平均水平，1995年和2009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20 （三）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点

除了其日趋全球化的特色之外，全球价值链仍然有很强的区域特点：

经济体出口产品中的国外增加值部分，很大程度上都源于邻近的经济体

（见图 1.6）7。在大多数欧洲国家，60% 至 70% 的出口增加值都来自于其

他欧洲国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极其倾向于北美

自由贸易区内的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其出口中涉及的进口中间品几乎

有一半左右都源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亚洲也存在类似情况，其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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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缅甸和老挝除外；2. 阿根廷、巴西和智利。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第
一
章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崛
起

21

品中所需的中间品大部分都源于亚洲区内，这也反映了亚洲工厂的重要

性，即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等通常生产（高级）部件和组件，然后

将其出口到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并越来越多地出口至）越南和柬埔

寨，在这些国家内将中间品组装成成品。

这是与垂直贸易中距离和贸易成本的作用有关，因为要素输入往往

需要多次运输。虽然运输成本在不断下降，它们依然会产生影响，特别

是对于重量与价值比率较高的产品（Harrigan，2010 ；Van，2012）。胡梅

尔斯（Hummels， 2007）估计，平均而言美国出口商每支付 1 美元的关税，

就需要支付 9 美元的个人装运运输成本。此外，中间品的及时交付对于

全球价值链的顺利运作至关重要（Hummels and Schaur，2012），哈里根

和维纳布尔斯（Harrigan and Venables， 2006）表明，采用及时生产技术

有助于企业将时间敏感性元件的生产地定位于与本国较近的地区。

（四）全球价值链中个体经济的参与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体既可以作为外国的输入品的使用者，又可

以作为其他经济体的出口提供所需的中间品和服务的供应商（Koopman et 

al.，2011）。图 1.7 所示的参与指数表明了国外投入占经济体出口的份额（反

向回顾）和第三经济体出口中国内生产的份额（正向前瞻）。OECD 成员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较高，但是，大型经济体较少地依赖国际贸易和

生产，而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更高。与大型经济

体如美国或日本相比，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如卢森堡、斯洛伐克或比利时，

从国外进口及为全球价值链提供的产出品都更多，因为大型经济体内位

于国内的价值链份额更多。尽管如此，参与指数和国家规模的互联度比

相对于出口中国外增加值。含量的互联度比要低，因为这其中也涉及了

第三经济体的投入。例如，美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大约是 15%，但是当

将其他经济体出口中美国中间品的含量考虑在内时，美国在全球价值链

的参与度就会上升到近 50%（Miroudot and De Backer，2013）。

同样，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如新西兰，距离

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OECD 成员和其他经济体之中，参与全球价值

链的程度大致相同。与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或中国台湾相比，大型经济

体如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中源自垂直贸易的投入份额较少。8

各经济体的专业化决定了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或是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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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与指数是指胡梅尔斯（Hummels, 2001）VS（进口投入在一个国家

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与VS1（出口货物和服务被其他经济体用作进口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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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iroudot and De Backer（2013）。

而其地位也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在生产过程的初期阶段，上游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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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所需的原料或知识资产（如科研、设计），而下游经济体则组装加

工产品，或专注于客户服务。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影响

着其从价值链中获益的程度；研发和设计，也包括一些服务，往往会比

组装创造更多的增加值（见第七章）。米若多和迪贝克（ Miroudot and 

De Backer，2013）讨论了OECD成员和其他经济体在个别行业中所处的

位置。

四、全球价值链：一个新的经济范式的一部分

（一）关于全球价值链对立的观点

当前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引发了有关全球价值链对国民经济影响的讨

论。一些学者认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挑战了我们对经

济全球化的思维模式，这需要一种新的模式（Blinder，2006 ；Balder，

2009; 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另一些学者认为，全球价

值链“完全符合建立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

（Mankiw and Swagel，2006）。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的原则仍然有效，但

需要更多地从生产阶段、活动和任务而非产品甚至产业方面加以解释。

这种观点由（有限的）经验性证据的支持 9，如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活

动基本上已经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新兴国家，而知识密集型活动则仍然主

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OECD，2011c ；Van Assche，2012）10。

同样，人们也还讨论了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特别是对生产力和就业

方面的影响，能否在现有的贸易模式内被理解 11。经济全球化包括全球

价值链和离岸外包的进程，有不同的影响：积极的（即利益）和及消极的（即

花销）、分散的和集中的、短期的和长期的 12（OECD，2007）。可见的短

期负面影响（例如就业下降），通常是媒体和公众最为关注的内容，因为

它们很容易被测量，而长期的间接收益却是较难计算的。短期成本往往

是短暂的或一次性的，而长期收益却是经常持久的。然而，全球化的收

益只能间接地造福于丢失了工作的人们。

开放市场的倡导者通常将重点放在全球价值链的高产性上；由于公

司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并以较低的成本从国外采购非核心任

务，公司的生产率就会提高，成本会下降，而提高了的竞争力，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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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得出的结论是贸易占 GDP 的比重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长期平均

劳动生产率将会上升 1.4% 至 9.6%。马林（Marin， 2010）的结论是，近

年来德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首要原因之一是将生产外包到东欧提高了俄

罗斯和乌克兰的生产力。但是史密斯（Smith, D. 2006）指出：“由于相关

经济增长离岸外包而获得工作的人，往往会将他们的好运气归结于偶然

和自身的努力，且与海外经济体的公司决策并无关系。”

相应的，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指出了价值链全球化对就业

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对因离岸外包而失业的影响（OECD，2007a）。此

外，由于外包不再局限于制造业，而逐渐延伸至服务业，受影响的工人

也将不再仅是低技术的生产工人，也包括中等熟练的文员及服务业员工

（见下文；OECD，2006）。那些通常认为不会受全球化影响的工作也逐

渐被外包生产 13。在公开辩论中，生产活动的离岸外包和转移通常会被

视为是就业机会的海外转移，是一个国家及其工人的净损失（Deardorff，

2005）。

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观点都正确，离岸外包提高了生产力，也导

致对劳动力需求的转移，使一些工人收益却也损害了另一人的利益。全

球价值链中的一些作用力量往往会促使其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作为全球

价值链的一部分，离岸活动在最初很可能会导致短期的就业损失。但是

我们在看到这些损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预期的收益，这些收益往往会在

较长时期内在经济的其他领域得以体现。此外，在没有离岸外包的情况

下可能也会发生此类的失业：为寻求更高的效率而所采取的其他措施（生

产力增强、自动化等），也可能会丢失因离岸外包而造成的部分或全部就

业机会。

总而言之，现有的贸易和跨国公司模式已经包括了许多元素，能够

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全球价值链（的逻辑），因此全球价值链可能并不需要

一个全新的理论。此外，全球价值链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与过去所观察到

的全球化的影响大致相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都赞同进一步扩大这些模

型，以便更有效地研究全球价值链的特点。通过将全球价值链的特定元

素（例如连续性的生产阶段）加入国际贸易模型，可能有助于揭示对生

产力和就业的额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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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率、经济增长和全球价值链的贡献 

文献一致表明，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开放密切相关（Newfarmer 

and Sztajerowska，2012）。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一般也

会更快，且收入水平也会更高（Dollar，1992 ；Sachs and Warner，1995 ；

Harrison，1996 ；Edwards，1998 ；Frankel and Romer，1999 ）。 Noguer and 

Siscart（2005）估计，国家开放程度每提高 1%，人均收入水平也将增长

1%。除了开放商品市场之外，有竞争力的服务产业也逐渐被公认为是经

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决定因素。

虽然国际贸易被看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减少贸易壁

垒本身并不会自动地促进经济增长。扶持政策（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充足的财产权利、有效的监管等等）对于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潜在收益非

常重要。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让这些政策切实到位，

成为贸易自由化的必然结果，进而充分利用贸易机会。

静态贸易收益通常来自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得益于技术优势（李

嘉图贸易模型）或要素充裕度（赫 - 俄贸易模型），贸易可以帮助本国高

效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打开外国市场。另外，贸易为企业打开了更为广阔

的市场之后，企业反过来也可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如

不完全竞争贸易模型所示）；这些都是当企业的销售仅局限于国内市场

时，上述的那些优势就会无法实现。此外，动态收益不仅可以体现在生

产力水平上，也可以体现在其长期增长速度上，如专业化深化、投资回

报的增多（资本和研发活动）、日益激烈的竞争、技术和知识的扩散以及

相关的溢出效应（Nordas et al.，2006）14。

除了贸易之外，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增多也可以通过扩大生

产能力、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人力资本、扩散创新和技术等方式，对一

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这些积极影响的效果也取决于东道国

的经济和企业，如在人力资本方面（Borenzstein et al.，1998 ；Alfaro et 

al.，2010）。企业层面的事实显示，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将大幅影响其从

跨国企业获益的能力（Keller，2004）。

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对总生产率（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

资源向高增加值活动即相对更加高效的行业和生产力更高的企业的重新

配置得以实现 15。例如，由于其专业化及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出口企业往往规模较大、生产力较高。实证证据表明了贸易自由化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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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能够通过（部门间）的再分配机制及改善企业层面上的效率低下等

问题，显著提高其生产力。

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贸易、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因此经济全球化所

产生的“一般”收益也都适用于全球价值链。此外，由于进口中间品可

能意味着更低成本或更高质量的输入，全球价值链也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生产力；有确凿证据表明，国际贸易对生产力的影响也依赖于商品的种

类。除此之外，与进口不影响国内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相比，进口资本

货物和中间品可能会引进相关技术，进而对国内生产力产生更大的影响

（Keller，2004）。米若多等 （Miroudot et al.，2009）证明在 OECD 成员内，

中间品进口比例较高的行业通常会显现出更高的平均生产率，这主要是

因为外资投入多体现为生产技术，并有助于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源重新配

置。阿米蒂和康宁斯（Amiti and Konings， 2007）发现，印尼进口输入品

的公司的生产效率比无任何进口输入品的公司的生产效率平均要高 9.2%。

此外，与最终成品关税壁垒的降低相比，等幅的中间品关税壁垒的降低

对印尼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哥德博格（Goldberg et al.，2009）表示，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进

口中间品的价格（降低幅度超过最终产品）；扩大了进口中间品的范围；

提升了最终产品部门的竞争力（在销售、生产和引进新品种方面）。更

通俗一点儿也就是，进口中间品可以通过多方式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 ；FontagnéToubal，2010 ；Cadot et 

al.，2011）：

价格效果：更高的进口中间品会加剧中间品生产商（包括国内生产商）

之间的竞争，从而降低国内中间品的价格。

供应效果：更高的进口能增加国内经济中间品种类的多样性。

生产力效果：新型中间品可能会更好地适应最终产品生产商的技术

（即进口和国内投入具有更强的互补性）和 / 或通过所获得的国外知识，

促进最终产品领域的创新。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允许公司获得先进技术投入的国家，无

论这些投入来自哪个地方，其生产效率都会高于不支持先进技术投入的

国家。一个国家在一个或某些特定产业中可能处于劣势地位，但是这些

经济利益也有可能在其享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得以释放。中间品贸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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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高没有外包行业的效率和生产力。

（三）就业模式的转变和全球价值链的作用

关于全球化和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已经有很多，在这里我们基于

OECD 的部分研究（见专栏 1.5），总结一下最重要的观察结果。

第一，经济全球化对总就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或影响较小。广泛的

经验证据表明，如果国内政策合适、到位，全球化与高就业率就不会矛盾。

在过去几十年，虽然 OECD 成员的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其

就业人口比率也有上升，且失业率也出现下降的趋势（OECD，2007b）。

例如，显著的服务业内就业增长已经足以弥补制造业的转移及随之造成

的失业。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贸易最为开放或其开放度增长最迅速的 OECD

成员，其总就业表现并不比其他经济体差。同样，贸易开放和失业率之

间的跨国差异也并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互联。从长远看，整体就业水平

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宏观经济变量和劳动力市场相关机构的增长，而不

是全球化的发展（Hoekman and Winters，2007）。

专栏 1.5   近期 OECD 针对全球价值链、全球化和就业开展的工作

一段时间以来，OECD 一直在研究世界经济中全球化和就业

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年中，具体的分析研究已经证明了全

球价值链对就业的重要性。OECD 发布的不同报告都呈现出了这

些研究的结论：

国际贸易与就业合作计划（ICITE）是 10 个国际组织的联

合承诺，由 OECD 发动及协调。该项目旨在研究贸易与就业之

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促进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并帮助达成政策

相关的结论。OECD（2012b）已发布了该项目的主要成果，即

由 D. Lippoldt 主编的《国际贸易与就业的政策重点》。第一

章“瞬息万变世界中的贸易与就业”由 R. 纽法默（R.Newfarmer）

和 M. 斯泽杰洛斯卡（M. Sztajerowska）合著，总结了项目的主

要结论。

OECD 就业、劳动和社会事务司的工作体现在：OECD《2007

年就业展望》及第3章“全球经济中的OECD员工：越来越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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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OECD 2007 年政策简报 “全球化，工作和工资”，OECD 2011《划

分我们的立场，为什么不平等现象持续加剧》，OECD 《2012 年就

业展望》及第 3 章 “因资本丢失的劳动力：日益下降的劳动收入

份额是因为什么？”

《OECD 贸易政策工作文件》第 117 号，“任务贸易”（Lanz 等，

2011）计算并讨论了国际贸易中的任务份额。

第二，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组成的影响超过了其对总就业水平的影

响。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际分工，由于较低效率的企业和部门的出局和

裁员，某些行业（如制造业）可能会遭受失业。OECD 的分析表明，海

外竞争降低了开放程度最高行业的就业机会，而且来自非其他经济体（主

要是产业间贸易）的进口比 OECD 内贸易（主要是行业内）对裁员会有

更大的影响（OECD，2007b）。

劳工市场能够促进资源（即就业机会）从夕阳产业或行业转向朝阳

产业或产业，进而在充分利用（潜在的）全球化收益的过程中起着核心

作用。但是，这种调整过程并不总能顺利进行，因为失业工人往往缺乏

从事这些新工作的必要资格，而且这些新产生的就业机会也可能位于其

他地区。全球化对某些类型的工人可能会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而且其

影响往往非常集中。国内劳动力市场机构能够促进此类调整进程 16。因

此我们需要有效的国内政策，以减少失业工人所承担的调整成本（OECD，

2007b）。

第三，全球价值链和离岸外包对劳动力构成及就业水平的影响遵循

一般模式。若干生产阶段的离岸外包（如用进口中间品和服务替换当地

生产），能够降低生产相关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而就业机会也会相应地

减少。但是，正如上面所讨论的，离岸外包也提高了非外包活动的生产

力和竞争性。兰兹等（Lanz et al.， 2011）回顾了不同国家在企业层面的

一些研究，明确了从事离岸外包活动与不从事外包活动的企业的积极影

响（生产力、创新等方面）。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销售额增多创造的就业

机会，完全足以抵消劳动密集度下降造成的就业损失。尽管如此，调整

过程也充满了困难，因为新增职位对技能的要求往往更高，且与那些已

损失的工作职位的技能要求不同。

第四，全球价值链尤其是离岸外包服务对劳动力市场具有特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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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成员过去对全球化和就业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低技术工人在劳动

力市场上不断恶化的地位。但是经典理论表明，专业化的提高会带来从

低薪资国家进口的低技能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增多，特别是在较为传统的

（通常是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会降低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然而，也

有人认为，贸易对此的影响非常微弱，而技术进步则是一个更重要的决

定因素 17。例如，价格下降的计算机会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

多对较高技术工人的需求。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劳动力需求从低技能工人转向了高技能

工人，进而清楚地表现出了两极分化：所需的技能等级越高，就业增长就

会越快。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等技术工人的份额开始下降，而

高等技能工人所占比例将继续大幅上涨，低等技术工人的份额则出现适

度上涨。在 21 世纪，中等技术工人的份额继续下滑，低等技术服务工

人的份额急剧上升，而高等技能工人的份额则保持相对平稳（AUTOR，

2010）。有证据表明，其他国家（如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等，2009，欧洲）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日益明显，高等技术工作与低等技术工作所占份

额的增长日益迅速，中等技术工作所占的份额则日益减少。

第五，全球价值链在劳动力市场的任务贸易方面具有分类别的不同

效果（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中等技术工人往往执行手

动或认知任务，这些任务本身可被自动化或编纂（例如簿记、监测流程

和信息处理）取代。由于这些任务可以由机器或外包（作为服务）实

现，对中等技术工人的需求就会下降，他们的技能所得到的回报也会减

少。高技能工人往往会利用信息技术，从事非常规的认知任务。随着信

息技术投资的增多，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也会增加。低技能工人往往从

事涉及服务活动的非常规任务，如经营车辆、协助和照顾他人。迄今为

止，这些活动受贸易或技术的影响较少，就业机会也多转移到了这些领

域（Lanz et al.，2012）。

一些（中等技能的）工作将逐渐可以通过自动化和外包生产的方式

得以实现，这个事实已经被用来估计由于（服务）外包和国际生产共享

带来的失业数目。这些估计在公共辩论中已经赢得了大量的关注，因为

它们往往最具代表性；然而，理论上可以实现外包的工作并不总能进行外

包生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7a）回顾一些研究，发现一些估计如

“工作存在被外包的潜在风险”、“很可能被外包的工作”和“能够有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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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岸外包的工作”之间通常存在较大差异。事实上，兰兹等（2011 年）发

现，由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企业往往觉得将特定任务分拆并不合算。

此外，如果这些任务进行了外包生产，其交易和协调成本（由于隐性信息、

不可预见性事件及合约的问题的重要性）就会显著上升。

（四）工资、收入不平等、工作条件和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中的任务贸易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作为决定工资因素的技

能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18（Lanz et al.，2012）。最近的证据表明，对于任

何一种由教育和经验来衡量的技能水平、工资变化与不同职业都具有显

著关系（AUTOR et al.，2010）。此外，对可被自动化或外包取代的技能

的回报有所下降，因此，中等技能工人就业率的下降通常伴随着中等技

术工人为主的体力工作与认知工作职位的工资也会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萎

缩。最后，从事与高等技能与低等技能工作互补任务的工人，其工资随

着离岸外包似乎也会有所上涨（AUTOR，2010 ；Firpo et al.，2011）。

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大多数 OECD 成员中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日

益加剧，经济全球化对工资的影响已成为热门话题（OECD，2011d）。近

几十年，在几乎所有 OECD 成员中，劳动报酬（包括工资、薪金和福利）

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均有所下降（OECD，2012b）。这种下降掩盖了收

入群体的显著差异。平均来看，在可以获得数据的国家中，工资收入最

高的 1% 人群，他们的工资增长了 20% ；相反，尽管低等技能工人的就

业率上升了，但教育程度最低人群的工资也出现暴跌（OECD，2012b） 。

据估计（OECD，2012b），虽然其他因素看起来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

入份额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至少 10% 的下降应归因于日益发展的

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部分全球价值链的迁移及从低劳动力成本国家

的生产公司进口进而加剧竞争等产生的压力。增加（国际）竞争不仅降

低了雇主和工人共同承担的租金，也降低了工人的议价能力。然而，在

OECD 成员中，很难证明全球化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收入和工资）

的影响 19。事实上，技术变革也有助于提高劳动技能的价值，而我们很

难从全球化模式中分解出技术变革的影响。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和

通信技术，仍落后于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国际分割和生产外包。

新兴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 OECD 成员更加显著，尤其是在南

非、巴西和阿根廷地区（OECD，2011d）。虽然如果以一些指标衡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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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20 年中，巴西、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在减少不平等现象的过程中已

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等国的不平等

现象却有些加剧。随着国际分工（基于竞争优势）的发展，不同国家之

中这种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似乎有所不同；有些人或许认为随着劳动密

集型活动由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新兴国家中的低技能劳动力将会

从中受益。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中的低技能工作，可

能与新兴经济体中的高技能工作类似。

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另一个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被提出了，

这就是全球化和工作环境之间的联系。国际竞争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各

国争先降低劳工标准和工作环境。虽然类似的情况确实也已经时不时地

发生了，但是目前这样的“竞相杀价”似乎还没有系统地出现（Newfarmer 

and Sztajerowska，2012）。事实上，总体证据表明，国家的开放与改善

的工作环境密切相关，与封闭的经济体相比，开放的经济体明显具有更

好的工作条件、更少的工作时间，而其也更少发生事故等等（Flanagan，

2006 ；Flanagan and Khor，2012）。

经发现，外商独资型和出口导向型公司也更容易受舆论压力的影响，

进而改善工作条件 20（见专栏 1.6）。国内消费者和非政府监察机构也关

注着企业是否遵守劳动法（Newfarmer and Sztajerowska，2012）。非常注重

信誉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行为准则，以确保劳工标准和人权，尊

重他们整个供应链中的海外子公司（OECD，2008c），公众也逐渐开始关

注全球价值链中部分跨国公司是否存在不道德行为（Lessard，2012）。 

OECD 跨国企业准则非常负责任地为参与价值链的企业提供建议，除了

保护环境和反腐败斗争问题之外，这些准则还涵盖了劳工和人权方面的

问题。 遵守这些准则的 44 个 OECD 和非 OECD 成员已设立机制，以促进、

监督他们持续遵守（见第 4 章）。

专栏 1.6   国际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是如何影响当地工作条件的：

              以中国的苹果企业为案例

全球化意味着国际竞争，但同时也意味着国际施压集团的

影响力的增加。虽然全球性公司可能会受到诱惑，以走捷径的

方式增加自己的利润空间，例如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或损害工人

的权利等方式，国际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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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此类行为和影响重视名誉的国际买家对企业产生影响。例如，

近期一个名为劳工公平协会的监督小组检查了设在中国的为苹

果生产电子的产品工厂。该检查发现了普遍存在的违规行为，

主要集中在工作时间方面。虽然这在中国很寻常，但这些研究

结果还是上了报纸头条，并引发了抗议和请愿。然后几个劳工

权利组织开始审议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因此，富士康作为供应

苹果电子零件的制造巨头，迫于对重视名誉的客户的压力，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承诺，大幅削减工时并大幅提薪。有人认为此

举有可能帮助提高中国的整体工作条件。①在对于声誉很重要的

全球市场，国际公司会对客户压力做出反应，非政府组织在改

善当地市场工作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①尽管如此，仍然能够通过监督和检测，发现雇用童工

和工作条件较差的情况。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2012 年 3 月 30 日 Newfarmer and 

Sztajerowska（2012）。

五、新政策思路的必要性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全球价值链是目前（贸易）模型的延伸，因此是

不需要发展的一种新理论，但是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标志着国际经济一

体化的政策思路已发生了重大转变。 范·阿驰（Van Assche，2012）建议：

“虽然没有新的范式来系统地思考全球价值链和贸易任务，思考‘全球价

值链和贸易任务’本身就是一种范式的转变。”目前的政策仍然经常通过

第一分类的棱镜来观察全球化（Baldwin，2009）：即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在

其领土内生产的货物和服务，生产链集中在一个个单一的国家，全球化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内）行业水平。然而，第二分类法明显改变了游

戏规则，这更需要重新思考针对经济全球化的政府政策。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分割他们的生产过程，并把不同的价值链活动

定位在许多国家，国内产业或者甚至是国内企业的概念都变得越来越分

散（见专栏 1.7）。此外，随着中间品和任务在贸易中逐渐成为最终产品

和服务贸易的补充，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口包含了从国外采购的中间品。

因此，全球价值链改变了政府与全球化有关的政策基本原理，如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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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政策、竞争力、创新和升级。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更加详细地

讨论全球价值链在这些不同政策领域的影响，这里我们将介绍全球价值

链中的一些一般性的政策含义。

专栏 1.7 全球价值链的世界中“国内”或“国家”指什么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各国的经济已经形成了跨国链接，

并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企业之间的跨境联系就产生了越来

越多的专业术语，如“国家”产业、“国内”公司及“国有”跨

国公司等

“我们”是谁？ 

罗伯特·赖克于 1990 年讨论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竞争力时提

出了这个问题。他对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和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

力做出了明确区分；全球价值链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使这一区别变

得更加明显。由于全球化日益加深，将美资公司的总部设在美

国不再是确保美国竞争力的唯一手段。外资企业将资金大量投

入在美国总部的生产设施上，工人甚至可能做出了更多的贡献。

此外，赖克认为，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越来越不受重视，而劳

动技能却变得至关重要，外资企业还可以帮助美国工人增加价

值。斯劳特（Slaughter，2013）还探讨了美国公司——美国跨

国公司和总部设在美国的外国子公司——“全球参与度”对美

国竞争力的重要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证据表明外资企业

对一些国家经济的重要性（2011a）。

“我们”与“他们”？

由于不同国家对最终产品和全球价值链中进口和出口的中

间品都有增加价值，这使得计算的贸易收益变得更加复杂，国

家之间的利益就会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在国际贸易统计中，进

口产品被全部分配到最后的“原产国”，即使这些进口包括第三

国生产和向最后申报国家出口的中间品。这种中间品的双重或

多重计数可能使双边贸易产生偏差，隐藏国家间双边交流的真

实经济情况，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见第 2 章）。商品和

服务“日益增加的世界化”有时将改变在贸易争端中关于二进

制数字的讨论，“他们”和“我们”究竟是谁，国外产品的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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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增加值有谁买单呢？

以增加值而不是贸易总值表现出来的双边贸易平衡，也表

明了一国货币升值或贬值产生的影响的复杂性。在其他条件平

等的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一国出口产品中国内投入含量越

低对该国货币贸易量升值的影响就会越小（Koopman et al.，

2008）。由于进口商品中含有大量出口，货币贬值将降低出口中

最终产品的价格，但国内生产者进口的元器件却变得更加昂贵。

参考纳伊汶特和弗朗索瓦（Evenett and Francois， 2010）对更

加强势的中国货币可能影响的讨论。

（一）更详细的层次分析法

在对第二分类法的描述中，鲍德温（Baldwin， 2009）指出，“全球化

与高分辨率”的到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阶段和任务，而不是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崛起改变了各经济体是“做

什么的”和“生产什么的”的概念，出口不再仅代表国内活动，而是包

括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生产的中间品。国际分工也不再发生在产业水平

上，而是体现在阶段、活动和任务水平上。虽然竞争优势的驱动力仍然

相同，但是会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个别生产阶段中；公司也会在全球分散其

生产价值链，以便从各个国家的不同区位获得最佳收益。

个人，而不是企业、行业和技能群体。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都被传

统地描述为行业或技能群体，但是全球价值链和贸易任务也可能影响同

行业或技能群体中的个人和企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些生产活动将

会发生迁移，而其员工和公司可能会遭受损失，但是也会有人从中受益。

教育和技能似乎已经不再是决定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主要因素，这主要是

因为任务的特点、编纂和国际可交易性已经变得更加重要 21。旨在缓解

全球化的调整成本的政府政策，可能会发现它们将会很难再按照简单类

别来区分工人。

不可预测性。离岸任务的成本取决于下列因素，如通信和运输成本、

分拆任务的可能性、管理国外任务的难易，所有这些分析起来都相当的

困难。这就造成国际迁移的“引爆点”尚不清楚。政策制定者通常不具

备企业层面的信息，不知道哪些生产活动最好是放在一起，哪些生产活

动可以（容易）外包。因此，很难预测未来哪些企业和行业的哪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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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务会外包出去。

突发性。信息和通信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大大降低了跨地理位置的

协调或交易成本。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影响取决于互动交流的任务和复杂

性；现在广泛认为还未受到全球化影响过多的工作，以后可能也会成为可

外包或国际迁移的业务。

“旧”的政策思路体现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统计数据上，这一般只在

经济和（子）行业层面上适用。国家间可比数据细化的级别受到了限制。

这使得衡量和分析全球价值链变得更加困难。贸易数据在高度分解的产

品水平是可取的，但只能够显示出口货物和服务的总体价值。在出口值

方面，他们不允许区分进口中间品和国内增加值。政策制定者越来越需

要了解全球价值链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第 2 章将详细讨论 OECD/WTO

贸易增加值数据库如何提供全球价值链数据，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更

明智的政策。）

（二）更广泛的国际绩效方法

在评估全球化如何影响本国经济时，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更广泛的

网络，适当考虑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他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国

家的国际业绩仍然需要通过出口和外来投资的条款来评估，这是大多数

重商主义的观点（即业绩取决于挣得的外汇金额）。然而，全球价值链的

重点转移到进口（出口主要基于进口）和对外投资（海外活动会提高国

内的生产率）。

在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世界里，全球范围内高效采购的投入（包

括服务）决定了公司的竞争力。一个有效的在国外执行的生产阶段的迁移，

可以使其国内同行业更具竞争力。中间品的进口并不一定意味着引进了

外国竞争，因为进口任务经常可以作为国内任务的补充（Van Assche，

2012）。企业和国家不再完全仅依赖国内资源生产和出口的商品和服

务，而它们的出口也越来越依赖于其进口中间品的国家的技术、劳动

力和资本。

这对贸易政策有着重大影响，因为“较厚的”的国界使国际采购投

入变得更加复杂。贸易政策工具，如进口关税、原产地规则、反倾销等，

可能会直接影响国内产业的竞争力。（第 3 章将讨论针对国际生产的快速

变化，贸易政策调整存在的必要性。）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36 像进口中间品一样，对外投资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性能。想要

从快速增长的国外市场中获益，公司必须通过贸易和投资扩大至国外。

此外，出于对涉及的专有知识的依赖，公司可能更愿意从国外子公司而

不是从国外供应商处获得相关中间品。国际投资已成为竞争力和经济增

长的关键，其目标包括削减成本、提高效率、增强获得国外市场知识的

途径等，全球价值链重构了关于投资政策的讨论，过去这种讨论长期仅

专注于吸引国际投资。通过创造额外的投资、就业机会、人力资本、知

识和技术外溢，一般我们都假定跨国公司的外来投资有利于东道主国的

经济发展。22

对外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好处往往鲜为人知。对外投资，它通常

被认为是工作和资本的迁移，损害了国内的生产活动。然而，美国的证

据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活动是对其国内生产活动的补充还是取

代，这主要取决于离岸外包的活动类型和离岸生产的地点 23（Desai et al.，

2005；Hanson et al.，2003；Harrison and McMillan，2010）。斯劳特（Slaughter，

2013）报告指出，在 2009 年 90% 的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的生产

都销往国外，而不是再进口到美国。（第 4 章将讨论全球价值链对投资政

策的影响。）

驱动竞争加剧的因素越来越多源自国家政策范围之外。这限制了政

策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的直接影响力。单个企业真正实现全球化

的战略，包括它们的全球价值链和“国民”政府针对当地的就业机会与

增加值（见专栏 1.8）的政策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第 6 章讨论全球价

值链对国家的竞争力意味着什么。）

（三）国际竞争和相互依存的新模式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都试图在国外市场上获得一个立足点，经济的

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竞争。海外竞争通过进口和日益增多的跨国公

司，改变了国内行业的特点和结构，推动了国际分工并提高了生产力和

效率。目前，随着新兴经济体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伙伴，经济全球化

的竞争也越来越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位置将在第 5 章中阐述，着重强调全球价值链对发展政策的影响）。

此外，全球价值链也带来了一种越来越垂直的国际竞争（Ma and Van 

Assche，2010）。全球化早期阶段的特点是个别公司在同行业间的竞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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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断增长。目前，国际公司与位于下游和 / 或在同一国际价值链上的

公司竞争，获得了较大份额的增加值和利润。虽然一些公司发现自己已

经被锁定在低价值的活动之中，但是其他公司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

了较好的位置，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第 7 章着重于“上涨的价值链”

和升级，在此背景下，强调知识型资产的作用。）

在这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际上各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

趋势也将越加明显。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全球价值链将越来越多的企业、

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分销、生产、研发等）和国家（OECD 成

员和新兴经济体）联系了起来。公司业绩也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生产网络

的性能，同样，随着不同国家都为本国最终产品的价值做了贡献，国家

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也日益加深，贸易收益变得更不容易评估。 有时双方

的竞争关系“我们对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国际贸易谈判和纠纷也

会受到影响：在国外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上到底“他们”还是“我们”负责呢？

互联性的增加往往也意味着对源于其他国家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更加

敏感。全球价值链可能传输和放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更高的相互依存

度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使个别国家更容易受到新形式的冲击。（第

8 章探讨全球价值链之间的联系和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即当系统的一部分

坍塌时，整个系统便会面临崩溃。）

（四）国际一体化的新渠道

虽然国际贸易和投资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全球价值

明显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政策议程超越了传统的贸易投资二分法。由于全

球价值链包含了公司将产品和服务从概念转移到最终消费者身上这个过

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活动，它们构成了一个个劳动、物质和人力资本、技

术和知识的跨越国界的流通网络。第二个分拆显然已经加剧了对国际流

动性的管理。本文调用一个不同（国际）政策领域的一致的框架，包括

贸易、投资、技术和移民。一个高效的服务部门对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

也越来越重要，交通、电信通讯和商务服务使全球价值链能够快速和无

缝的运作。

经济一体化意味着（非实体）技术的国际转移越来越多；全球价值链

国际化的知识活动不仅限于跨国公司网络（例如，通过建立国外研发实

验室），还存在于独立的合作伙伴之间（通过联盟、合伙等）。专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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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历来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这可能对全球价值链更加重要（Globerman，

2011）。这些大型的国际知识流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尚未明确；知识

的日益国际化也会提高人们对本国国内创新能力减弱的担忧（“国内经济

空心化”）。然而，国际联系给企业提供了获得国外知识的机会，并有助

于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的地位。政策

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制定相关政策，支持企业的国际知识活动，同时最

大限度地为国内经济带来益处。

对于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的

国际流动必须有效地与国内生产能力联系起来。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政

策议程，不只是所谓的“边界”政策；作为有效的“边界背后”，政策还

必须能够充分利用开放的国际资源。如果（新兴）国家要整合全球价值

链的生产网络（见第 5 章），它们需要的是开放的环境，但是国内（经济）

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哪个位置和它们

能够创造和捕捉什么样的价值。与过去相比，知识和创新对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经济体的竞争力和长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发

达经济体被迫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因为它们只能通过发明新的技

术、创新产品和工艺流程以及设计新的管理方法和业务模式来实现经济

增长。目前被视为最具创新性和实验性的产品和服务，最终将可以作为

商品在全球任何地方生产。（第 7 章将讨论知识型资产，包括研发、设计、

品牌、软件、复杂的系统集成、管理和技能的成功创新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作用）。

注释

1. 请参阅卡塔内奥等人（2010）对 2008—2009 年经济危机余波对特

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的讨论。

2. 联合国广义经济货物分类指出了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之间的区别。

为进一步阐述这种分类，OECD 最近开发出一个新的资料库（按行业和

最终用途交易，www.oecd.org / STI / BTD），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货物，包

括国际贸易中行业的中间品水平。

3. 投入产出表的一个主要优点是，该表可以根据商品的使用范围（作

为另一种产品的中间品或作为最终产品）将商品分类。相比之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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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如联合国的 BEC 分类方案），是根据它们描述的特征，将产品分

为中间品和其他类别的商品。此外，投入产出表还包括服务业的投入信息，

从而能够分析快速增长的服务贸易类别。

4. 使用投入产出信息计算出口产品中的进口含量，利用了一些隐含

的假设。例如，对于出口的被认为是最终需求的货物和服务，它通常假

设其具有相同的输入—输出量。

5. 2009 年的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含量有所减少，表明之前对全

球价值链所做的巩固工作在金融或经济危机期间已经得到了体现，最

有可能是经济危机期间国际贸易同时迅速下降的直接结果（见第 2 章和

第 8 章）。

6. 然而，服务行业信息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不详细，由于垂直专

业化的指标受到了部门聚合度水平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

响结果。

7. 约翰逊和诺格拉（2012）指出，对于远距离贸易伙伴，所谓的双

边出口增加值较高（即出口的增加值比总体出口“运行的距离远”），因

此在地域上，中间品贸易相对较为集中。 米若多等（Miroudot et al.， 
2009）也证实了中间品贸易具有较强的区域集中性。

8. 图 1.6 只包括新兴经济体，不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预计将

会低非常多。

9. 除了一些产品和行业（见上文）案例研究的证据之外，任务、活

动和阶段方面的贸易数据还不充足。

10. 对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研发活动离岸外包的不断增长可

能会引发一些关于优势模型的疑问，因为发达国家都仍拥有大量的高技

术科学家和工程师（Manning et al.，2008）。
11. 由于模型都是基于特定的假设，理论不能够轻易地预测出对就业

的影响。当更多的复杂性（行业的数量和不同的商品）被引入到这些模

型中时，其影响就更不可预测（Lanz et al.，2012）。
12. 价值链的全球化影响了就业、生产率的增长、价格、工资、通货

膨胀、贸易等方面，而且影响也会因生产活动、地区和社会群体的不同

而不同。

13. 马库森（2005）和巴格瓦蒂等（2004）认为，可交易的服务应该

和交易货物（最终和中间品）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分析。唯一的区

别就是传输方式：电话或互联网的方式，而不是传统的物理式传输（2004
年给美国总统的经济报告，斯瓦格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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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4. 由纽法默和斯泽杰洛斯卡（Newfarmer and Sztajerowska， 2012）
撰写的文献综述指出了贸易开放性与额外驱动增长之间的联系，如增加

投资、深化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15. 近期企业层面的贸易模型表明重新分配资源以及提高整个公司以

及企业生产力的重要性。 梅利兹（Melitz， 2003）描述了降低贸易成本将

如何促进更多的资源被重新分配到生产企业，而非生产性企业则将逐渐

退出。此外，梅利兹和奥塔维亚诺（Melitz and Ottaviano，2008）模型指

出降低贸易成本是如何增加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降低产品的加价和企

业的 X- 效率。

16. 贸易增加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往往仅反映了小部分的失业情况。

17 学术文献中一个有趣的讨论，其主要内容是技术变革或贸易是否

是当前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原因。虽然各学者并没有达成

共识，但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技术是主要原因。参考阿西莫格鲁（2002）。
18.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发现对以往公认的事实——与非技术工人相

比，技术工人的工资已有所增加——提出了质疑。

19. 有些研究认为，除监管和劳动力市场机构外，技术是造成不平等

的主要原因，而也有人认为，贸易全球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一现象有

更大的影响（OECD，2011D）。

20. 对工作条件的影响的证据并不明确：对三个发达国家和两个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计量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增加外国子公司的工

人工资，但并不一定会影响其工作环境（OECD，2008c）。
21. 教育和培训必然会帮助工人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而工人学习的

具体知识可能很快就会过时，因此学习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22. 在一定程度上，最近的研究描述了溢出效应对国内公司包括中小

企业的影响规模，并已经证明了这些公司对潜在溢出效应的最大吸收能

力的重要性。

23. 例如，结论表明，国外分公司较高的销售额会引起了美国对劳动

力的需求上升。然而，就业收益却分布不均：低技能的外国工人取代了美

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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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核算贸易增加值

    近几十年日益增多的国际生产分割，挑战了对贸易传统的感知和理

解。传统的贸易交易计数记录了商品和服务每次跨越国界的总流量。在

这个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世界中，这将导致许多人所谓的“多重”计

数贸易，继而可能会误导政策措施。OECD/WTO对贸易增加值的核算可

以更好地解释全球价值链中的世界贸易。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也可以促进

国家统计数据的生成，更好地反映全球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

一、什么是贸易增加值

全球价值链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日益增多的国际生产

分割挑战着对贸易统计数据的传统感知和解释，尤其是与其相关的政策。

由于传统的交易计数记录了商品和服务每次跨越国界的总流量，它们可

能会导致误导性决策。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广泛参考了个别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多项

研究，以此揭示这个问题。也许最有名的例子是苹果公司的 iPod 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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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en et al.，2009），这表明 iPod 的 144 美元（中国）出厂价低于中国

增加值的 10%。大部分组件（价值约 100 美元）是从日本进口，而其余

的大部分则是来自美国和韩国（见第 1 章）。 

然而，这种程式化的方法，经常被称为“螺丝刀经济学”（见第 1 章），

一般只适用于特定的产品，即使是这样，它也只能部分解释到底是谁从

贸易中获利以及全球价值链是如何运作的。通常，它只能够显示出各种

中间组分是在哪里生产的， 而不能显示出各种中间组分的零件是怎么生

产的以及在哪里生产的，或者是组成零件的零件又是怎样生产的，等等。

例如，在 iPod 的例子中，如果从日本进口的 iPod 零件本身需要中国生产

的中间品，那么传达的信息则会有显著不同。

为了处理大局，理解所产生的所有经济影响，并夺得所有的上游效

益，一些研究都基于跨国家或世界的投入产出（IO）表采取了类似的宏

观方法（Hummels et al.， 2001 ；Daudin et al.，2009 ；Johnson and Noguera，

2012 ；and Koopman et al.，2011）。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WTO 与

IDE-JETRO 及 WIOD（世界的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一些开创性举措都有

助于加速用于构建这些统计结果的改进。

但是这些研究和举措一直只是单方面的努力，而且往往需要使用非

官方的统计数据。所欠缺的是对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

以形成一个主流。对此，在 2012 年 3 月，OECD 和 WTO 联手开发了一

个基于贸易增加值指标的数据库（贸易增加值数据库），并在 2013 年 1

月发布了第一次结果。

由于中间品和服务需要多次跨越国界，贸易增加值举措解决了隐含

在当前贸易流量总额之中的重复计算问题（而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崛起，

这种情况将会越来越多）。相反，它可以测量一个国家生产任意出口商品

或服务生产过程中所增加的价值（劳动报酬，其他的生产税和经营盈余

或利润）。

图 2.1 中那个简单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国家 A 出口了 100 美元

的商品，这些商品完全由 A 国生产出口到 B 国，在 B 国经过进一步的加

工处理之后，它们会被进一步出口到 C 国被最终消费掉。 B 国的加工为

这些商品增加了 10 美元的价值，之后会以 110 美元的价值出口到 C 国。

传统的贸易测量方式表明该商品全球出口和进口总额为 210 美元，但是

只有 110 美元的增加值是在他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常规的测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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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也表明了 C 国对 B 国有 110 美元的贸易赤字，而与 A 国则完全没有任何

贸易。尽管事实上，A 国是 C 国消费的主要受益者。

国家
国家

出口总额（100）

增加值（100）

出口总额（110）

增加值（10）

国家

图2.1  简化的贸易增加值示意图

资料来源：OECD（2012）。

通过跟踪增加值流量，我们可以依据 C 国从 B 国以最终需求的方式“购

买”的增加值，重新计算 C 国对 B 国的贸易赤字。这样 C 国对 B 国的贸

易赤字就会降低 10 美元。如果以同样的方法计算 A 国的增加值，C 国将

会对 A 国产生 100 美元的贸易赤字。C 国对世界的整体贸易赤字依然会

保持在 110 美元。有所改变的仅仅是其双边持仓。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揭

示了，一个国家消费者是如何影响另一个国家的产出的以及影响的程度

（例如 C 国的消费者驱动了 A 国的产出），但是它也为我们理解全球价值

链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例如，它表明了 B 国的出口显著依赖于从 A 国

进口的中间品，因此也揭示了从 A 进口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会损害其出

口商，进而损害其竞争力。通过提供特定行业水平上的信息，它也可以

为其他领域提供新的视角，第 3 章将讨论服务业对国际贸易的实际贡献。

图 2.2 对此进行了扩展，将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生产者纳入了考虑范

围，显示传统的贸易统计记录了从欧洲到北美的出口总额（1），从俄罗

斯（5）、日本（6）及澳大利亚（7）出口至中国的出口总额（4），以及

从中国、南美（2）和非洲（3）出口到欧洲的出口总额。但是，这些流

量只能部分解释这种贸易，也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全球性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北美的角度来看，它只与欧洲有贸易往来，但是北美消费者的需求才

是驱动整个全球价值链运作的动力。因此，贸易增加值方式就是想通过

将一个给定的总出口值按其增加值部分细分至零部件（按国家的起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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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进而确定国际之中复杂的相互关系。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多项指

标都遵循了这个基本原则。例如，一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指标，也根据

谁最终消费了体现在（总）出口品中的增加值以及每一段增加值的起源，

重新分配了各国的贸易总量，从而创造了消费者与所有上游生产者之间

的双边联系。

最终消费

总装 

出口总额分解

贸易投入（一
级供应商）

贸易投入（二级
供应商）

最终产品贸易

二级供应商

的增加值

一级供应商

的增加值

一级供应商

的增加值

图2.2  简化的全球价值链

资料来源：OECD（2012）。

二、为什么核算贸易增加值非常重要

（一）需要更好的政策依据

政策制定者往往想要寻求更好的政策依据，以及确定（国家）政策

需要根据全球价值链做何种程度的改变。后面的章节将使用贸易增加值

中的新成果，讨论全球价值链在政策领域产生的广泛影响。

了解出口商品或服务创造了多少国内增加值，对于理解贸易是如何

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一些经济体已经通过发展全球价

值链特定部位的比较优势，在价值链中占据了一定位置。例如，目前中

国出口的许多商品之中都涉及高水平的海外装配工作，进而使其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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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和 2009 年之间的国内增加值产出比出现了显著下降。但近年来的数据表

明，中国可能会开始沿着价值链向上转移（见第 5 章）。然而，国际生产

分割的这种模式已经不再仅局限于中国（见图 2.3）。数据显示，在这个

生产分割的世界中，获得高效的进口与获得市场准入一样的重要。图 2.4

通过显示用于最终出口商品和服务中进口中间品的总含量，进一步加强

了这一现象。

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出口市场之中的进口中间品所占份额非常显著。

许多国家中欧洲生产中心所占的份额达 50% 左右。在匈牙利，近 2/3 的

进口中间品经进一步加工之后会被运往出口市场，电子中间品进口市场

中该比例已达到了 85%。亚洲工厂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存在类似的

模式。

法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墨西哥    英国  美国  中国   印度  南非

图2.3  国内出口份额

（国内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份额，1995—2009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此外，经发现，国内增加值不仅体现在出口商品中，也包含在进口

商品中：国内行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可以作为中间品运往国外，并以其他

进口商品（通常是同行业）的方式再次返回国内经济市场（见第 3 章）。

因此，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和贸易措施也会影响外国生产商及国内上

游生产商的竞争力（以及上文提到的下游生产商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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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捷克     匈牙利    奥地利     波兰     法国      意大利

图2.4  体现在出口上的进口中间品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例如，在美国只有 5% 左右的进口中间品总价值反映了美国增加的

价值。此外，这些也只是保守估计。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目前 OECD/

WTO 贸易增加值方案下做出的估计是在一些保守性假设之下做出的，因

此，目前对出口商品中国外增加值含量及增加返回值的估计可能都较为

保守（偏向下游）。例如，美国向墨西哥出口大量货物作进一步加工。为

了更好地反映这些贸易流量尤其是更好地估计墨西哥出口中的国外增加

值含量，很可能会大幅增加美国进口商品中的增加值含量。OECD 与国

家统计局一起，致力于这些数据的整理与汇编，以提高贸易增加值结果

的质量，并减少这些保守性假设的影响。

从增加值的角度审视贸易有助于解释国内上游行业对出口的贡献，

即使这些企业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国际市场。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

服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3，但是总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服务在全球

贸易总量中的含量还不到 1/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很大

份额的服务输出一般都不可流通，如政府服务、大多个人服务和虚拟值

如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假设房主向自己支付的租金（在大多数发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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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体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 ～ 10%）。但是，它也反映了一个事实，服务

业为国内制造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中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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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服务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注：OECD 成员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差异的部分解释反映了近几十年中

OECD 成员相对较高的服务资源外包（主要是国内），这表明类似的过程可能会

有助于提高新兴经济体制造商的竞争力。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对商品生产过程中服务部门所创作的增加值的解释表明，在大多数

OECD 成员中，服务占出口总额的 50% 以上，而这一比例在英国则将近

60%（见图 2.5 和第 3 章）。加拿大自然资源出口比重较大，而自然资源

出口中涉及的服务往往较少，因此加拿大出口中的服务含量为七国集团

中最低，但是即使如此，在加拿大该份额也接近 40%。通常情况下，新

兴经济体和其他的自然资源出口大国，如澳大利亚、智利和挪威，其服

务所占比例都很低。但是，在印度其一半以上的总出口值都源于服务业。

消费品行业往往需要从国内外供应商处采购大量的中间服务投入（见

图 2.6）。从贸易增加值角度来看，可以发现鼓励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更多

外国直接投资并因此有助于获得更高效服务的政策，可以提高消费品行

业的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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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2009年服务增加值占货物出口产品总额的比重

（OECD+金砖国家）

注：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南非。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将贸易增加值（特别是中间零部件贸易）和“任务贸易”纳入考虑

范围之后，对贸易失衡问题的讨论就会改变。虽然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

各国的贸易平衡总值并没有改变，但是其与合作国家的盈余和赤字会被

重新分配。在总量方面，因为它合并了外资投入的价值，最终产品生产

商的贸易逆差（或最终产品的贸易顺差）就会被夸大。但是事实上，它

与为向最终生产商提供投入的国家存在潜在的不平衡（至少部分地）。出

于持续赤字背景中重新平衡增长的压力，全球价值链末端的各国面临着

直接保护主义的风险，因为其对贸易不平衡的起源存在错误的理解，如

图 2.7 中所示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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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德国      印度    意大利    加拿大   法国     英国   美国

图2.7  中国的增加值和总值贸易结余

（亿美元，2009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例如，以增加值角度衡量，2009 年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将减

少 600 多亿美元（1/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最终需求中美国

进口增加值的份额有所增加和“亚洲工厂”的现象，即 1/3 的中国出口

中都含有国外增加值。由于韩国和日本销往最终消费者的出口产品中有

很大一部分都需要经过中国加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明显较小，

但日本和韩国往往与其他国家也存在较高的贸易顺差。同样，数据显示，

以增加值角度衡量，韩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会出现显著下降。

贸易增加值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借鉴角度，以了解宏观

经济冲击对贸易的影响。2008—2009 年金融危机发生时，所有经济体中

的贸易同时崩溃，全球供应链对因信贷短缺造成的市场需求冲击的影响

也已经被讨论过（见第 8 章）。对贸易增加值流量的更好理解有助于政策

制定者预期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政策。贸易对短期

需求的影响的相关分析，是基于贸易流量总额，因此很可能存在强烈的

偏见。

该数据库显示，在金融危机期间，出口物中的国内增加值含量逐渐

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次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放缓对全球价值

链的影响。显然，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被分割得越多，就越有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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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贸易和需求的影响，而此次金融危机正是以贸易和需求的同步放缓

为主要特点。

有关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一些研究曾试图估计贸易之

中“工作的含量”。贸易增加值估计也有助于从更细节的角度，澄清贸易

和就业之间的联系，并显示贸易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地理位置。划

分各经济体（包括国内经济）对出口商品的价值的贡献，可能会对此有

所帮助。传统对贸易总额的考量，通常认为进口就意味着就业机会向商

品产出国转移。但是，如果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

的画面。例如，装配阶段的工人可能会失去工作，但是基于增加值的措

施也将显示出因增加值而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在营销、设计、研发等领域）。

当将比较优势应用于 “任务”而不是“最终产品”时，出口产品中国内的

劳动技能水平反映了参与国家的相对发展水平。因此，工业化国家倾向

于专注在高技能型任务，如研发活动（R ＆ D）、设计和营销，这些活动

获得的收益较高，且在总增加值之中所占的份额也较大。

以增加值方式测定贸易流量也有助于另一个领域的政策制定，即贸

易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它们对气候变化的潜在作用的

担忧，引起了人们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研究。生产

和消费的分拆以及国际生产分割，要求我们以贸易增加值的角度去了

解贸易中 CO2 是在哪里产生的。OECD 的各种研究发现，工业活动的重

新定位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基于消费和基于生产的测量方式有显著的影响

（Ahmad and Wyckoff，2003）。

（二）需要全国统计数据以（更好）地反映全球相互依存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斯通 (Stone) 进行开创性工作开始，国家统计系统

在不断地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改善。相关例子包括 1953 年、1968 年、

1993 年和 2008 年的国民核算制度等国际标准以及《收支平衡》手册自

1948 年出版至 2009 年的六次修订。

和其他标准一样，这些国际标准对于提高国家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

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基本上只能衡量一个经济体及其直接

贸易伙伴的活动。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趋势越来越

强烈，这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对统计汇编国家视角的传统关注是

否需要改变，以应对这一新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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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虽然对政策制定者而言，GDP 无疑仍会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总量指标

（虽然由于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一些国家中已逐渐向国民总收

入转移），但是它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其组成成分。从“输出”方面看，

这意味着我们将知道哪些行业提供商品和服务、创造了利润和就业机会，

以及如何提供和创造；从需求方面看，这则意味着知道消费者购买了什么

以及从哪里购买的。

当商品和服务完全是在一个国家内生产，而进口和出口只是典型的

最终产品的时候，传统的统计就足以反映政策需求。然而，这种情况已

经逐渐发生了改变。一般来说，当进行行业统计及分析时，人们都会假设，

不同类别的所有企业都会进行类似的生产活动，即对于一个给定的产出，

各企业都有类似的生产功能、生产效率及采购模式等。当然，这些都是

出于便利的考虑，但是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国际生产分割意味着，在今天

它可能更是如此。

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新类型的公司（以及类似的词汇，如无工厂 1

生产者及加工商）越来越多，它们都使国际统计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带

来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语言，而且极大地加大了国际贸易的多样性，并在

企业（主）最终产品或活动的基础上，挑战了企业的分类。此外，跨国

公司，正如本书中证明的一样，完全不同于纯粹的国内生产者，它们很

清晰地组织它们的活动，尤其是它们获得投入的方式（从国外的分支机

构中进口重要的中间品）。

全球价值链要求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编制统计数据。由于有关企

业需要根据其主要的生产活动，进行更详细的拆分，我们应该开始在更

聚集的行业分类中，审视分拆活动的更广泛的特征，如所有权（外商独

资或国内独资）和所涉及的任务企业，因为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越来越

多的异质性。

这些特征也为了解企业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了依据。本书中提

到的证据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的生产过程中通常具有较高的

外国含量。因此，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国内价值增含量，而企业生产的商

品和服务对国内市场和就业的影响也会不同。然而，传统的统计数据并

不能够反映这一点。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因为目前的国家统计数据不

能够体现这种异质性，本书中国外增加值的估计值可能较为保守并向下

偏斜。体现这种异质性对于提高国家统计数据的分析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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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国际统计数据和贸易增加值指标。

但是，若想提高全国统计数据，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超前。人们早

已知道，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统计数字（总额）也并不总能匹配。

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口记录很少与该国的进口（即使是在考虑价

格差异之后）相匹配。事实上，全球的出口与进口也并不匹配。更好地

了解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将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

进出口差额，特定产品的进出口差额往往更大。

正如下文将要看到，贸易增加值倡议利用平衡程序和一些假设，解

决了这些差异，但是它也提醒了我们要注意，解决国家官方统计资料之

中的分歧。 贸易增加值倡议通过相关扩展如贸易收入（见附录 2.A2）和

对跨国公司的更好统计，更好地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特别是融入全球价

值链和未融入价值链中的企业的异质性。因此，TiVA 倡议可以被视为是

创造一个良性循环的势头，将会有助于逐渐改善统计结果。

三、贸易增加值核算

如前所述，一些举措已经解决了测定世界生产分割背景下的贸易流

的问题。2 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IO），使用标准的列昂

惕夫逆阵（详情见 OECD-WTO，2012）。

国家投入产出表描述了国内产业及这些产业与最终需求（家庭、非

营利型家庭服务机构、政府、投资和出口）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它

们还表明了是谁购买的进口，并按类型细分购买群体。

表 2.1 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显示的是一个只有两个行业的经济体的投

入产出表。Aij 代表的是行业 i 以行业 j 产出的基本价格所消耗的中间品。

表 2.2 显示了每个进口条目是如何被分割成等价行业进口来源。

这些全国性的表格构成了分析全球价值链所必需的全球投入产出表

的基础。事实上，这些表格本身也可以作为“螺丝刀”分析的基础，从

一个角度进行深度探讨，显示一个国内产业的产品输出是如何使用国内

其他行业的投入和进口。它们不能显示的是这些行业所使用的进口中间

品是如何生产的以及它们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哪些投入。此外，国家投入

产出表也不能被用来说明报告国的进口中它们本国的增加值占多少。这

需要一个全球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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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表 2.3 描述了一个全局表，共包含两个国家，且每一个国家中都有两

种产业。这个全局表可以推广，并适用所有国家。在当前的 OECD 全球

投入产出表包括 57 个经济体和 37 个行业的数据。全球其他经济体（ROW）

的计算则使用其 GDP、出口和进口总额等相关数据。

该表使用的标志与表 2.1 和表 2.2 中的符号一样，除了 A2ij 代表的是

行业 i 在国家 2 消耗的行业 j 生产的中间品。其他实体的符号也遵循相同

的规则。全球投入产出表不包括再转口（XM 在表 2.1）。国内最终需求相

当于家庭最终消费支出、非营利机构服务（NPISH）、政府一般最终消费

和总投资的总额。

因为所有的贸易流量都以基本价格记录，因此表中还有额外的一行，

“税减产品补贴”，这代表行业和最终需求消费者在购买中间品和最终商

品时，支付的税收及获得的补贴。对于大多数行业，实践中这些条目都

相对较小。在大多数国家，该条目都反映了主要由最终消费者支付的增

加值税。在大多数行业中，多数公司都可以收回它们为购买中间品所支

付的增加值税，如金融服务和非市场生产者与低于增加值税阈值的企业

一样，也为其输入支付增加值税。为方便起见，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中所

有的贸易增加值流，都将这些款项记做行业的增加值估计。

表2.1  简化的国家投入产出表

行业1 行业2 家庭

住户服务

的非营利

机构

政府 投资 出口

行业1 A11 A12 H1 N1 G1 In1 X1
行业2 A21 A22 H2 N2 G2 In2 X2
进口 M1 M2 HM NM GM InM XM

税减产品补贴 TP1 TP2 HTP NTP GTP InTP XTP
基础价格增加值 V1 V2

行业
运营盈余+混合收入 OS1 OS2

职工报酬 COE1 COE2
税减产品补贴 TPr1 TPr2

产出 O1 O2

表2.2  简化的进口流量表
行业1 行业2 家庭 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 政府 投资 出口

行业1 M11 M12 MH1 MN1 MG1 Min1 MX1
行业2 M21 M22 MH2 MN2 MG2 Min2 M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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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简化的两个国家（全球）投入产出表
国家1 国家2 国家1 国家2

产业1 产业2 产业1 产业2 国内最终需求 国内最终需求

国家1
产业1 A11 A12 M211 M212 D1 MD1
产业2 A21 A22 M221 M222 D2 MD2

国家2
产业1 M11 M12 A211 A212 MD1 D21
产业2 M21 M22 A221 A222 MD2 D22

税减产品补贴 TP1 TP2 TP21 TP22 DTP D2TP
基础价格增加值 V1 V2 V21 V22

产出 O1 O2 O21 O22

绘制全局表是一个数据密集型过程，其中充满了许多挑战。一个主要

的挑战是识别并建立起一个国家的出口与另一个进口国的采购行业（作为

中间消耗）或最终需求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OECD 所面临的数

据问题与其他项目，如 IDE-JETRO（亚洲投入产出表）或世界投入产出数

据库（WIOD），所面临的数据问题类似。OECD 和 WTO 也都积极参与了这

些项目（如 USITC），以分享经验并总结推导出一套最佳做法。

OECD 的数据来源都非常正规，均来自官方网站中统一的投入产出

表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双边贸易系数 3。制表的规格说明和估计程序可以概

括为如下：

准备参考年份的投入产出表时，采用最新公布的数据源，如供应和

使用表（SUTs）、国民经济核算及贸易统计数据。

创造双边贸易进口矩阵：

按最终使用类别准备参考年份的双边商品数据。按照分析的目的对已

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进行适当调整（如机密流量、再出口、废物及废料产

品和贵重物品）。公用服务设施的贸易系数是根据跨境能量转移进行估计

的。服务业的其他贸易系数则是基于 OECD 贸易服务和联合国服务贸易

统计进行估计的。然而，目前许多漏算的贸易流量则是使用计量模型估计

的。

进口数字从成本、保险费、运费价格（CIF）为基础到离岸（F013）

价格为基础的转变，以减少进出口国贸易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如上所述，

由于申报出口和进口国家的贸易统计口径不一致）。

调节（遗漏的部门，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等等），并采用双比例的

方法尽量减少差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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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投入产出表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OECD 一直都致力于维护并不断更新

统一的投入产出表，通常是根据国家发布投入产出表基准的节奏，将中

间贸易流分到国内原产地和进口表中。第一版的 OECD 投入产出数据库

可以追溯到 1995 年，涵盖 10 个 OECD 成员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的投入产出表。2002 年发布了该数据库的第一个更新版本，将

所覆盖国家的范围增加至了 18 个 OECD 成员、中国和巴西，并将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的数据用统一表格进行了表示。现在，该数据库包括 57

个经济体 4（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麦、

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

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

美国、阿根廷、巴西、文莱、保加利亚、柬埔寨、中国、中国台湾、塞

浦路斯 5 、印度、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马耳他、

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泰国和越南）

的投入产出表。

投入产出表显示出了国内产业之间的交易，也是将进口总量按用户

（行业和最终需求的类别）细分的辅助用表的一种补充。一些国家的进口

表是由国家配合其投入产出表一起提供的，但有些国家的进口表则是来

自 OECD。

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

目前，OECD 投入产出数据库中所使用的行业分类依据第 3 版的 ISIC

（见表 2.4）。因此，它与其他行业为基础的分析数据库相匹配，特别是与

OECD 双边货物贸易行业数据集（这来自货物贸易统计数字，通过商品

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转换至“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相匹配。为了最大限

度地提高跨国可比性，数据库相对聚集。但是，为了改善贸易增加值的

结果的质量，有必要区分给定部门的公司类型（特别是出口和非出口公

司）。今后的工作中可以使用微观数据来探索如何提高结果的质量（见附

录 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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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OECD投入产出行业分类
ISIC第3版代码 描述

1+2+5 1 农业、狩猎、林业与渔业
10+11+12 2 采矿和采石（能源）

13+14 3 采矿和采石（非能源）
15+16 4 食品、饮料和烟草

17+18+19 5 纺织品、纺织制品、皮革和鞋类
20 6 木材和木材制品及软木制品

21+22 7 纸浆、纸、纸制品、印刷及出版
23 8 焦炭、精炼石油产品及核燃料

24ex2423 9 化工不含药品
2423 10 制药业
25 11 橡胶和塑料制品
26 12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

271+2731 13 钢铁
272+2732 14 有色金属

28 15 金属制品业（机械及设备除外）
29 16 机械及设备，不另分类
30 17 办公、会计和计算机械
31 18 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
32 19 收音机、电视和通信设备
33 20 医疗、精密和光学仪器
34 21 汽车、拖车和半拖车
351 22 建筑以及船舶维修
353 23 飞机与航天器

352 +359 24 铁路运输和运输设备，不另分类
36+37 25 制造业不另分类（包括家具）;回收

401 26 电力的生产、收集和配送
402 27 煤气的制造，气体燃料通过输配分销
403 28 蒸汽和热水供应
41 29 水资源的收集、净化和配送
45 30 建筑

50+51+52 31 批发和零售贸易；维修
55 32 旅馆和餐馆
60 33 陆路运输，管道运输
61 34 水上运输
62 35 航空运输
63 36 支持和辅助运输活动；旅行社的活动
64 37 邮政和电信

65+66+67 38 金融和保险业
70 39 房地产活动
71 40 机械设备租赁
72 41 计算机及相关活动
73 42 研发活动
74 43 其他商业活动
75 44 公共行政及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80 45 教育
85 46 卫生和社会工作

90-93 47 其他的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
95+99 48 私人住房及其他领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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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国家统计局都能够提供制定全球投入产出表的大多数模

块。然而，虽然有一些国家能够估计某一特定行业中所使用的一个给

定产品的总进口量，许多国家却不能够作此估计。而且，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系统地显示相关行业（或最终需求类）中这些进口的来源（国家

和行业）。

因此，对跨国行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流量的估计，是制作一个全

球投入产出表的核心所在。但是，各国之间对贸易（出口和进口）的估

计并不连贯（即使在调整价格差异、CIF 和 FOB 之后）。制作全球投入

产出表的过程中需要涉及中间品和服务的贸易流，该贸易流中也直接存

在这一问题，并且是将各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有效联合起来的一种手段。

因此，制作全球投入产出表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工作，将有助于揭示全球

贸易失衡的来源。这些结果及其政策影响揭示了在国家层面上协调这些

贸易流量的重要性。在未来几年，这将通过其货物和服务贸易工作小组，

成为 OECD 工作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构建全球投入表的进口流量（和出口流量）的过程中，OECD 必

然要依赖于一些假设。创建进口矩阵的过程中所作的主要假设是“均

衡”，即在一个国家中任何行业所消耗的某一产品的进口份额与（国家）

某一行业所消耗的原始进口份额相同。对于那些无法提供任何“进口流

量”矩阵的国家，（即各行业按产品或行业划分，消耗的中间进口产品）

OECD 则认为，一个给定的进口中间品在中间品总消费量中所占的份额

在所有采用了该中间品的行业中一样（相当于进口中间品在该产品所消

耗的总中间品之中所占的份额）。

在任何情况下，OECD 都能够通过创建新的双边贸易（商品）数据库，

根据交易产品的性质（中间品、家庭、投资以及其他），将进口（出口）

细分，进而提高所涉及的假设的质量。按行业和最终用途类别 6 的双边

贸易数据库（BTDIxE）来自联合国统计司（UNSD）的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库（COMTRADE），该数据库根据产品分类和伙伴，编译了进口和出口的

价值和数量。

COMTRADE 数据按照申报国家（即国家提供的信息）、合作伙伴国

（即进口原产地和出口目的地）及产品（即按照统一制度，HS）进行分类。

根据数据收集时申报国家所使用的产品分类，对贸易流量进行分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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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持有的源数据均根据 1978—1987 年的第二版国际贸易标准

分类（SITC）、1988—1995 年的协调制度（1988）、1996—2001 年的第一

版 HS1996、2002—2006 年的第 2 版 HS（2002）和从 2007 年至今的第 3

版 HS（2007）。

为了生成按行业和最终用途类别划分的货物贸易估计，COMTRADE

每个版本的 HS 中的 6 位数字产品代码在第 3 版 ISIC 中都被分配到一个

独特的产业和独特的用途类别之中，从而分配到了国民账户体系（SNA）

的基本商品类别中（见表 2.5）。

表2.5  现行的广泛经济分类（BEC）和国民账户体系类（SNA）商品
终端使用者

中间品 终端需求商品 其他

产品

特点

基本产品

食品与饮料（111）

工业原料（21）

燃料与润滑剂（31）

家庭消费品
工业资本

货物
食品与饮料（112）

加工未成

品

食品与饮料（113）
燃料与润滑剂如汽油（32）

食品与饮料（121）

工业原料（22）

运输设备的零部件（53）

资本商品的零部件（42）

加工已成品

包装药物（部分63）
非工业运输设备（522）

不耐用消费品（63）

半耐用消费品（62）

耐用家用消费品（61）
耐用个人消费品如手提电脑（部分61）

手机（部分41）

客运汽车（51）

固定电话（部分62）
资本货物（41）

工业运输设备（521）

其他
未分类货物

（7）

注：数字全部为BEC代码。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http://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regcst.

asp?Cl=10&Lg=1（于 2013 年 5月获得）。

尽管双边贸易统计中存在已知的不对称问题，这些双边统计数据在

调整之前，也被用于构建 OECD 全球投入产出表的国际商品流量（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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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业的双边贸易统计数字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根据官方双

边统计的估计，是原先估计国家进口与出口的基础。然而，服务行业双

边贸易统计数字的质量也不容乐观。因此，原来用于计算国际服务贸易

投入产出的合作伙伴分摊系数是在比重模型技术（Miroudot et al.，2009）

的基础上进行的，随后在整个系统内调整、平衡。

只有极少数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进口和出口）与它们的供应和

使用表（创建国家投入产出表的基础）及其国民账户相一致。这反映了

一个事实，至少对于货物而言，双边贸易流量遵循货物贸易会计准则。

由于增加值流量与官方的 GDP 统计一致，它们也与记录在国民经济

核算中的潜在出口总额和进口流量一致。这些贸易数字可能会与基于商

品会计标准的贸易统计有所不同（一些国家会显著不同），当构建双边贸

易余额时，这种差异往往会更大。调整这些差异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

国家统计局的一个首要任务是，编制与潜在供应用表相符的双边贸

易流量。

第一章贸易机密。在一些国家中，披露规则压制了 COMTRADE 中 6

位数字的 HS 组件，甚至更高 2 位数的 HS 章节水平。我们应该采取其他

保密措施，如抑制另 6 位数字的类别，尽可能地避免这种现象。

第二章再出口。需要调整再出口，这主要在大陆贸易中心中非常显著。

目前，调整中国经香港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数据来源充足，但调

整其他主要枢纽的数据尚不足。

第三章识别二手资本货物。 HS 编码及 COMTRADE 中报告的交易并

不区分新资本货物与二手资本货物（如二手飞机和轮船）。从增加值角度

估计这些流量中的国际贸易，需要制定详细的投入产出框架，以某一时

期内与全球总增加值相符的方式记录这些流量。

第四章不明废料和废品。某些类型的废品和废料没有单独的 6 位 HS

编码，如供出口回收的个人电脑和其他电器设备（通常是出口至发展中

国家）。

在服务方面，各国被鼓励在伙伴国家和产品类型方面提供更多的细

节（根据 EBOPS 2012）。

协调国际贸易流量的不对称性仍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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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衡

尽管存在分辨率和实施问题，OECD 的全球投入产出表也通过一套

准自动（RAS）平衡程序，限制每个国家向已发布全国账户总数的出口

和进口（同时也制约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进而平衡了全球贸易差异。

该项工作尚处于进展之中，需要持续努力不断改善平衡过程（Ahmad et 

al.，2013）。

要认识到数据库中的指标是估计值，这一点很重要。国家统计局对

国际贸易总额的官方统计中，全球出口总额和全球进口总额的数据并不

一致；将双边伙伴国的位置纳入考虑之后，这些差异数字会被进一步放大。

全球投入产出表派生出了贸易增加值指标，消除这些差异，如反映各国

对再出口和过境贸易不同对待的差异（例如，通过中国香港之类的中心）

以连贯全球贸易。对于呈现数据的那些国家，出口和进口总额与官方国

民核算估计一致。

（四）需要更多努力

全球价值链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特色，OECD 和 WTO 的贸易增加值

数据库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中的贸易。在此过程中，它也

需要一些假设最大程度地反映事实，国家统计数据将会继续带有各个国

家的特点。但是，这也正逐渐转变，而且最近几年，大型统计区也开始

使用新的指标并推出新的措施，以应对全球价值链所提出的挑战。OECD

和 WTO 的倡议就是他们所作的一部分努力，但该倡议也可以作为一种激

励，可以加速这些举措，并作为聚光灯，突出我们仍需要努力的领域。

其中一个领域是需要更加重视解决长期存在的统计问题，如进出口

国贸易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另一种是需要思考国家统计编制的方式，使

国家统计编制从下往上体现全球价值链，而不是作为一个事后想法或外

溢部分。OECD 正在与其他国家和国际伙伴密切合作，通过多项措施（如

识别并反映供给使用表中的异质性、企业层面的贸易和商业统计、更好

地整合外国子公司贸易统计与其他核心经济统计数据）实现这一结果。

最终结果将会被纳入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以提高其质量。此外，OECD

正在与其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激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改善其核

心官方统计，以便扩大 OECD 和 WTO 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库的国家覆盖范

围，超越其目前 95% 的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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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最后，有计划将这些指标扩大到全球价值链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它

们对工作的含义，并包含（和重新分配）外国子公司（贸易收入）创造

的收入流量。未来的这些计划和举措将在附录 2.A2 中详细描述。

注释

1．无工厂生产商负责硬件设备和半导体芯片的设计及销售，而将这

些设备的制造或“代工厂”外包给专业的制造商。

2．2010 年 9 月 21 日，OECD 举办了“全球价值链的新度量”研讨会。 
2011 年 2 月 2 日—4 日，WTO 与欧洲统计局、联合国统计署和联合国贸

发会议合作，举办了贸易统计数据全球论坛。

3．一些研究型举措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来自 GTAP 数据库。然而，

这些并不是基于官方统计数据。

4．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www.oecd.org/sti/inputoutput。
5．土耳其的注意事项：

本书中有关“塞浦路斯”的信息，是指该岛的南部。该岛上并不存

在任何单一的权威机构代表该岛上的土耳其和希族塞人。土耳其承认北

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TRNC）。在联合国范围内提出一个持久和公正

的解决方案之前，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应保持其立场。

所有 OECD 成员中的欧盟成员和欧盟的注意事项：

除土耳其之外，联合国的所有成员都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iprus）。本书中涉及该地区的信息，都来自塞浦路斯共和国

政府的有效控制区域。

6.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www.oecd.org/sti/b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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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A1  指标描述和定义

总贸易指标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评论
EXGR 按行业分的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所有变量都符合官方国民核算对总出口

和总进口的估计，而国内生产总值的估

计包括对再出口的调整。按行业的估计

以来自全局投入输出数据库的贸易平衡

格局为基础（见下文）

IMGR 按行业分的出口总额，百万美元
EXGR_GDP EXGR占GDP的百分比a%

IMGR_GDP IMGR占GDP的百分比a%

TSGR 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余额，百万美元

TSGR相当于EXGR减去IMGR。TiVA

数据库也显示了TSGR之中的双边贸易

仓。这些双边贸易结余与NSIS生成的 

“官方”双边贸易平衡大体一致。然

而，TiVA估计与这些“官方”估计之

间往往也并不一致。这些都反映了：

处理再出口和过境贸易，例如通过中国

香港、新加坡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官方统计报告，全球伙伴国家之间的货

物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和进口不一致

覆盖率和质量问题，特别是官方双边贸

易服务统计数据，如丢失的数据

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中双边贸易结余的主

要焦点应该是TSGR和TSVAFD之间的

差异（见TSVAFD-TSGR）

贸易总额分解（体现在总贸易流量中的增加值）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评论

EXGRDVA

体现在国内出口总额（按行业

分 ） 上 的 国 内 增 加 值 总 量 ，

百万美元

出口中的国内总增加值内容被拆分成如

下三个部分，EXGR_DDC、EXGR_

IDC及EXGR_RIM

EXGRDVA_EX
EXGRDVA在EXGR中的比例

a%（按行业分）

这反映了体现在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

出口的百分比。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测

量方法，测量出每一给定的出口单位中

整个经济体会创造多少的增加值。比例

越低，外国含量越高，进口对出口的重

要性也越高

EXGR_DDC
直接行业增加值（按行业分），

百万美元

这反映了一个行业在生产一种商品或服

务出口的过程中所做的直接贡献

EXGR_IDC
间接行业增加值（按行业分），

百万美元

这反映了国内供应商（分行业）、百万

美元行业通过国内（上游）交易做的间

接贡献

EXGR_RIM
再进口的国内增加值（按行业

分），百万美元

这反映了相关行业在生产进口中间品和

服务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商品和服务其

中的国内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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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评论

EXGR_FVA
出口总额中外资增加值的份额

（按原产国而分，百万美元

这反映了体现在进口中的国外增加值份

额，按原产国细分

EXGR_DDCSH
EXGR_DDC占 EXGR的比例

a%（按行业分）

该份额反映了一个行业每单位出口总额

中产生了多少增加值

EXGR_IDCSH
EXGR_IDC占 EXGR的比例a%

（按行业分）

该份额反映了上游产业创造的增加值，

为出口产业提供国内投入

EXGR_RIMSH
EXGR_IDCSH EXGR_IDC占 

EXGR的比例a%（按行业分）

该份额反映了上游国内产业创造的增加

值，通过国际而不是国内的价值链为相

关产业提供间接的中间投入。指标提供

了一种测量方法，测量保护主义措施是

如何影响为进口提供投入的国内产业的

EXGR_FVASH
EXGR_FVA占 EXGR的百分比

a%（按行业分）

这相当于1减去 EXGRDVA_EX

IMGRFVA

体现在进口总额中的外资增加

值总量（按行业分），百万美

元

进口总额中国外增加值的含量

进口中间品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评论

REI

体现在出口中的

进口中间品占进

口中间品总额的

百分比a%（按行

业分）

这反映了在生产出口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使用的进口

的中间品（直接和间接）所占的份额，即总进口中间品

（按进口类别分）的百分比。该指标有助于衡量进口中

间品对生产出口商品和服务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提高国

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

体现在最终国内需求中的增加值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评论

FDDVA

体现在国外最终需求上的

国内增加值（按进口国和

出口（原产地）行业分）

百万美元

体现在国外最终国内需求的增加值表明，行业如何

通过直接最终出口及间接中间品出口（即通过其他

国家间接向国外最终消费者（家庭、慈善机构、政

府和投资））输出增加值。它反映了产业（价值链

中的上游产业）是如何与其他国家的消费者联系起

来的，即使不存在直接的贸易关系。因此，该指标

表明了在国外市场上游最终需求对国内产出的影

响。它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释为“出口增加值”

FDDVASH
进 口 国 和 出 口 行 业 中

FDDVA占其总额的百分比

FDDVA_

GDP

FDDVA占GDP的比例（按

进口国和出口行业分）

FDFVA

体现在最终国内需求的国

外增加值（按原产国和

（原）产业分）百万美元

体现在最终国内需求中的国外增加值表明了最终

产品或服务中的国外增加值源自哪里（由住户、

政府、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或作为投资购

买的）。这是FDDVA“进口”的必然结果，并表

明了国外产业（价值链中的上游产业）是如何与国

内的消费者联系起来的，即使不存在直接的贸易关

系。它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释为“进口增加值”

FDFVSH
进 口 国 和 出 口 行 业 中

FDDVA占其总额的百分比

FDFVA_

GDP

F D D V A 占 G D P 的 比 例

（按原产国和原产业分）

TSVAFD

伙伴国家的增加值双边

贸易余额（FDDVA减去

FDFVA），百万美元
增加值双边贸易地位

TSVAFD_

GDP

伙伴国家的增加值双边

贸易余额（FDDVA减去

FDFVA）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百分比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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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评论

TSVAFD_

TSGR

贸易顺差（最终需求的增

加值减去贸易总额）的差

异，百万美元

这反映了在双边贸易地位中的变化

FDDVA_

EX

体现在国外最终需求中的

国内增加值占出口总值的

比率

也称为的VAX比例

服务业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评论

SERV_VAGR

服务业内（只）体现在

出口总额（按行业分）

中的国内增加值，占出

口总额的百分比a%

这反映了体现在出口中的服务业国内增加值

占出口的百分比。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测

量方法，表明了服务业对出口的真正潜在贡

献，并可以细分为下面将描述的三部分：

EXGR_DDC_SV，EXGR_IDC_SV，EXGR_

RIM_SV

EXGR_DDC_SV
直接服务业增加值（按

行业分），百万美元

这反映了在生产一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过程

中，一个行业所做的直接服务增加值。根据

定义，所有非服务行业的该项指标均为零

EXGR_IDC_SV

间 接 国 内 服 务 增 加 值

（按行业分），百万美

元

这反映国内服务供应商通过国内（上游）交

易对出口做的间接贡献

EXGR_RIM_SV

再出口服务的国内增加

值（按行业分），百万

美元

这反映了某一行业生产进口中间品和服务的

过程中所使用的商品和服务中的国内服务业

增加值

EXGR_FVA_SV

出口总额中海外服务增

加值所占份额（按原产

国分），百万美元

这反映了体现在进口中的外国服务增加值，

按原产国细分

SERV_VAFD
体现在国外最终国内需求中的国内服务增加值，按原产国和原产业细

分，作为进口国最终需求总额的百分比%

显性比较优势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评论

RCA_EXGR 基于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显性比较优势
RCA_EXGRDVA 基于出口总额中国内增加值的显性比较优势，制造业商品

下面为上述指标的代数描述：

A：总贸易指标

出口总额：

对于给定行业 i，C 国的出口总值可以从 OECD ICIO 系统中直接计算

出，为出口中间品和服务以及出口最终需求的加和。

EXGRc,i= ∑ pEXGRc,p,i= ∑ p(EXGRIc,p,i+ EXGRFc,p,i)

EXGRIc,p,i 代表了由 C 国行业 i 向 P 国出口的中间品总额。 EXGRFc,P,i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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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终需求出口总额，其中 C 和 P ∈ [1，...，N] 且 c ≠ P。

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增加值总额）：

OECD ICIO 框架中的最终需求以各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国内生产总

值 GDP 为基准。

EXGR_GDPc,i= EXGRc,I /GDPC

进口总额：

IMGRIc,p,i 为 C 国向 P 国在一个给定行业 i 内的进口中间品总额； 

IMGRFc,P,i 为最终需求的进口总额。C 国的进口总额以下列方式计算：

IMGRc,i = ∑ pIMGRc,p,i = ∑ p（IMGRIc,p,I + IMGRFc,p,i）

进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增加值总额）：

IMGR_GDPc,i = IMGRc,i/GDPc

贸易盈余总额：

TSGRc,p,i = EXGRc,p,i-IMGRc,p,i

贸易盈余总额占 GDP 的比例（增加值总额）：

TSGR_GDPc,i =ΣpTSGRc,p,i/GDPc

B：贸易总额分解（体现在总贸易流量的增加值）

行业出口总额可细分为国内增加值部分和国外增加值部分。出口总

值中的国内增加值可以被进一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国内行业直接增加

值、间接国内增加值和再进口。

出口总额中的国内行业直接增加值

EXGR_DDCc = VcEXGRc

出口总额中的间接国内含量（源于国内中间品）

EXGR_IDCc = VC（1-Ac）-1 EXGRc-EXGR_DDCc

其中 Ac 为 C 国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而（1-Ac）-1

是对应的列昂惕夫逆。

B =（1-A）-1，是全球 NK × NK 大小的列昂惕夫逆矩阵，A 是全球

投入产出系数矩阵。Bc,c 为大小为 K×K 的 B 对角矩阵，它代表 C 国的

需求增加一个单位，对产出总量的所有要求。 Bp,c 也是一个 K×K 的矩阵，

它代表了 C 国的需求增加一个单位，对 P 国总产出的总要求。

出口总额中再进口国内增加值的含量

EXGR_RIMc = VcBc,cEXGRc—EXGR_DDCc—EXGR_I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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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其中，EXGR_DDCc、EXGR_IDCc、EXGR_RIMc 及 EXGR_ICEc,p 是

K×1 向量，K 代表行业总数。

出口总额中的国外增加值含量

EXGR_FVAc,P = uVpBp,cdiag（EXGRc,p）

EXGR_FVAc,p 是 1×k 行向量，代表 C 国出口中伙伴国 P 的增加值。 

u 是一个 1×k 行的统一向量。

矩阵

Vc  =

Vc1      …     0

 0     …     Vck

… ……

是一个 K×K 的矩阵，C 国各产业 i 的国内增加值份额在对角线上。

对于任一给定行业 i，EXGRc,p 为 C 国向 P 国输出的出口总额 K×1 

矢量，其中 c ≠ p。 EXGRc 为 C 国的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中的四个组成部分也以其占出口总额的份额体现。

出口总额中直接国内行业增加值所占的份额

EXGR_DDCc,I = EXGR_DDCSHc,i/EXGRc,i×100

出口总额中的国内间接增加值份额（源自国内中间品）

EXGR_IDCSHc,i = EXGR_IDCc,i/ EXGRc,i×100

出口总额中再出口国内增加值所占的份额

EXGR_RIMSHc,i = EXGR_RIMc,i /EXGRc,i×100

出口总额中国外增加值所占的份额

EXGR_FVASHc,i =ΣpEXGR_FVAc,p,i/EXGRc,i×100

EXGR_DDCc,i 为 K×1 矢量 EXGR_DDCc 的第 i 个元素，并给出了给

定 i 行业中直接国内增加值占其出口总值中的比例。同样的规则也适用

于间接国内增加值和出口总值中的再进口份额。所有合作伙伴的国外增

加值占出口总额的份额的总和。

体现在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

EXGRDVAc = ∑ pEXGRDVAc,p = ∑ pVcBc,cEXGRc,p

体现在进口总额中的国外增加值：

 IMGRFVAc = ∑ pIMGRFVAc,p = ∑ cVpBp,pEXG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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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给定产业 i，EXGRDVAcp 和 IMGRDVAcp 均为 K×1 向量，

分别代表了体现在 C 国对 P 国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以及体现在 C

国进口中的 P 国增加值。所有合作伙伴的这两个变量份额加和。

出口总额中国内总增加值所占的比例

EXGRDVA_EXc,i = EXGRDVAc,i/EXGRc,i×100

C：再出口中间品

再出口中间品在中间进口总额中的百分比

REIc,i = ( ∑ pAp,cBc,cEXGRFc)i/ ∑ pIMGRIc,p,i

Ap,c 是一个 K×k 的对角线矩阵，代表 C 国从 P 国每单位产出中进

口中间品的要求。

EXGRFc 为 K×1 矢量，代表每个行业 I，C 国对 P 国最终需求中的出口。

Ap,cBc,cEXGRFc 也是一个 K×1 向量，代表 C 国从 P 国向 C 国提供

的出口总额中吸收的中间货物和服务。（ΣpAp,cBc,cEXGRFc）i 指该向

量的第 i 个元素，并体现 C 国从所有国外市场中吸收的 i 行业的中间品

和服务。

ΣpIMGRIc,p,i 是 C 国从各行业 i 进口的中间品总额。

D：体现在最终国内需求中的增加值

体现在国外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

FDDVAc,p = Vc ∑ sBc,sEXGRFs,p

FDDVAc,p 和 EXGRFs,p 为 K×1 向量。EXGRFs,p 代表 S 国的最终需

求，而这些最终在其合作伙伴 P 国内被消耗掉。Bc,s 是全球列昂惕夫逆

矩阵 B 的对角矩阵。当 s =p 时， EXGRFp,p 为 P 国的最终需求。

体现在国外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 —— 合作伙伴份额，国内增加

值总额在国外最终需求中所占的比例

FDDVASHc,p,i= FDDVAc,p,i/ΣpFDDVAc,p,i×100

FDDVAc,i 为 K×1 矢量 FDDVAc,p 的第 i 个元素。

体现在国外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及其占 GDP 的份额（增

加值总额）

FDDVA_GDPc,p,i= FDDVAc,p,i/GDPc×100

体现在国内最终需求中的国外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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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FDFVAc,p = Vp ∑ Bp,sEXGRFs,c

FDFVAc,p 和 EXGRFs,c 为 K×1 向量。EXGRFs,s 代表 S 国产生并最

终返回 C 国消耗的最终需求。

体现在国内最终需求中的国外增加值 —— 伙伴所占份额，国内最终

需求中国外增加值总额的比例

FDFVASHc,p,i = FDFVAc,p,i/ΣpFDFVAc,p,i×100

FDFVAc,p,i 为 K×1 矢量 FDFVp 的第 i 个元素。

体现在国内最终需求中的国外增加值及其占 GDP 的比例（增加值

总额）

 FDFVA_GDPc,p,I = FDFVAc,p,i/GDPc×100

最终需求中的增加值，盈余 

TSVAFDc,p,i = FDDVAc,p,I — FDFVAc,p,i

最终需求中的增加值，盈余占 GDP 的比例（增加值总额）

TSVAFD_GDPc,p,i= TSVAFDc,p,i/GDPc×100

贸易顺差中的差异（最终需求增加值减去贸易总额）

TSVAFD_TSGRc,p = ∑ iTSVAFDc,p,I —（ ∑ i EXGRc,p,I — ∑ i 

IMGRc,p,i）

增加值出口比率 —— 国外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总额占出口总额

的百分比

FDDVA_EXc,p =ΣiFDDVAc,p,i/ΣiEXGRc,p,i×100

E：服务

出口总额中直接国内服务业增加值所占份额

EXGR_DDC_SVc,i= VCc,jEXGRc,i

出口总额中间接国内服务含量（源自国内中间品）

EXGR_IDC_SVc,i= ∑ j ∈ SVc,j（I － Ac） － 1 jiEXGRc,I － EXGR_

DDC_SVc,i

出口总额中再进口国内增加值服务的含量

EXGR_RIM_SVc,i ∑ j ∈ SVc,j(Bc,c)jiEXGRc,I － EXGR_DDC_SVc, I －

EXGR_IDC_SVc,i

出口总额中国外增加值服务的份额

EXGR_FVA_SVc, i= ∑ p ∑ j ∈ S Vp,j(Bp,c)jiEXGR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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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GR_DDC_SVc,i 代表 C 国 i 行业出口总额中的直接国内服务业增

加 值 含 量。EXGR_IDC_SVc,j、EXGR_RIM_SVc,i 及 EXGR_ICE_SVc,i 的

定义类似。

Vc,j 为本国 C 中服务业 j 中增加值所占的份额，其中 j ∈ S j，否则

Vc,j = 0。

（1 － AC）－ 1 为当地列昂惕夫逆矩阵是第 ji 个元素。

(Bc,c.)ji 与 (Bp,c).ji 分别为 Bc,c. 及 Bp,c 的第 ji 个元素。

客源国内体现在出口总额中的增加值服务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SERV_VAGRc,p,I = ∑ j ∈ sVp,j(Bp,c)jiEXGRc,p,i/ ∑ pEXGRc,p,i

SERV_VAGRc,p,I 代表对于任何给定的 i，C 国从其合作伙伴国 P 中

获取的出口总额中服务增加值所占的份额。

体现在国外最终需求中的增加值服务占外国最终需求的百分比

SERV_VAFDc,p,I = ∑ j ∈ sVp,j(Bp,c)jiEXGRFc,p,i/ ∑ pEXGRFc,p,i

SERV_VAFDc,p,I 代表对于任何给定的 i，C 国从其合作伙伴国 P 中

获取的最终需求出口中服务增加值所占的份额。

F：显性比较优势

基于出口总额的显性比较优势，制成品

RCA_EXGRc,I = ΣpEXGRc,p,i/Σp,iEXGRc,p,i /Σc,pEXGRc,p,i/

Σc,p,iEXGRc,p,i

体现在出口总额中的基于国内增加值的显性比较优势，工业制成品

RCA_EXGRDVAc,i =ΣpEXGRDVAc,p,i/Σp,iEXGRDVAc,p,i /

Σc,pEXGRDVAc,p,i/Σc,p,iEXGRDVAc,p,i

其中 i 仅限于制造行业。 EXGRDVAc,p,i 为 EXGRDVAc,p 的第 i 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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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A2  未来的改进之处

一、提高质量

由投入产出（IO）技术创建的指标受到了表中所提供行业细分的程度的

限制。OECD 使用的国家投入产出表是基于一套包含 37 个行业的统一方案。

因此，简单地说，一个特定行业任何给定的指标，假设该行业产出的所有消

费者购买了与该行业分配给所有企业生产的产品股份完全一样。

在实践中，这与对于一个行业中所有的企业只存在一个生产技术（所

有产品）的假设是不一样的东西。显然，这是不现实的，不同的厂商，

即使是那些生产同样产品的厂家也会有不同的生产技术，因此，就会产

生不同的 IO 技术系数。此外，不同的公司生产不同的产品，这些产品将

会送往不同的消费者和市场。

在这方面的主要关注点是能够表明不同的出口系数的证据，而不是

国内市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特别是当出口产品（通常中间品）是全球

价值链中的外商独资子公司生产的时。由于出口企业一般为更好地融入

增加值链中，企业通常会存在较高的外国产品含量比例，特别是对外商

独资的企业来说。因此，一般情况下，在生产贸易增加值估算时，如果

不能解释这种异质性并且有更详细的投入产出表，通常会导致国外产品

的占比低于记录值。

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更多的细节并不一定能够促使其转化为更细

分的行业。对于全球价值链上的指标重要的是企业的详细信息。从这个

意义上说，如果在将现有国家的 IO 或供给使用（SU）表中的企业数量加

倍或将现有产业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组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后者

是可取的。OECD 正在与国家统计机构合作试图引入相应变化，如官方

供应使用和 / 或投入产出表的变化。在中国商务部统筹的全球价值链研

究课题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和 OECD 相互合作，创建了中国投入产出表，

将其所有工业部门分为三类 —— 加工企业，其他出口企业以及所有其他

企业（杨翠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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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贸易与就业

贸易上的增加值带来了更广泛的竞争（除了提供洞察贸易政策），为

说明各国之间的联系，揭示产生最大的价值的活动（或任务），提供了宝

贵的见解。其他指标和见解，可以通过考虑计量框架的扩展来获得。

最即时的一个领域与就业相关。这需要国家统计局对就业措施（就业，

雇主，实际工时）与在供给使用表中的底层增加值估计保持一致。

在产生相应生产力估算（分行业）的需求带动下，国家已经开始在

这方面做出了改善。希望通过对贸易与就业的研究，能够帮助国家加强

和支持国家措施，增强国家凝聚力。再进一步，特别是因为国际行业分

割意味着各国行业间的可比性不如以往（因为它们越来越专注于它们有

比较优势的潜在活动），这使得将就业统计和技能统计联系在一起越来越

存在必要性。

OECD 的 ANSKILL 数据库提供行业方面的就业和技能的信息。数据

库与行业数据匹配水平是 2 位数（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国际标准产

业分类］第 3 版），而其职业的匹配水平也是 2 位数（根据国际标准职业

分类 [ISCO] - 88）。这还包括一个额外的技能代理，员工的教育程度会以

数据（基于国际教育标准的分类 [ISCED-97]）的形式表现出来。该数据

库主要涵盖了从 1997—2005 年 26 个国家的数据，尽管其中 7 个国家的

数据是有限的。

对于 ANSKILL,ISCO - 88 职业分类将职业分为高、中、低技能水平 ,

如下所示 :

类别 1( 立法者、高级官员、经理 )、2( 专业人士 ) 和 3( 技术员和助

理人员 ) 被视为高技能职业。

类别 4( 职员 )、5( 服务人员、商店和市场销售人员 )、6( 熟练的农业

和渔业工人 ) 和 7( 工艺和相关贸易工作者 ) 被认为是中等技能职业。

类别 8( 工厂和机器操作员和汇编 ) 和 9( 初等职业 ) 被视为低技能职业。

在 ANSKILL 中，ISCED - 97 的教育分类将职业分为高、中、低技能

职业，分类如下 :

类别 1( 小学教育 ) 和 2( 初中 / 第二阶段的基础教育 ) 被视为低技能职业。

类别 3( 高级中等教育 ) 和 4( 大专非高等教育 ) 被认为是中等技能职业。

类别 5( 第一阶段高等教育 ) 和 6( 第二阶段的高等教育 ) 被视为高技

能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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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并不总是记录子公司销售的货物和服务事务，

尤其是对于知识产权（IP）类产品。

例如一家企业的子公司，它在所在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被认为是其

所使用知识产权的经济所有者的。该子公司的增加值会在某种程度上反

映基础资产的回报率，即利润（营业盈余）。不论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是

否发生实际流量，这些利润随后将被记录为再投资收益。最终，知识产

权使用的获利者将是母公司（这当然引发了关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所有

权的问题，这一问题是由国际统计界提出，目前正在解决）。

但是，随着国家收支和国民核算中的 IP 记录的增长，企业面临的

困难无法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诠释了（正确地记录符合目前的标准和准

则流量）。通常情况下，例如，母公司经济中的国民经济核算会记录资产，

但也不会出现任何转移所有者及其联属公司的流量，它们通常是以避税

为目的的。所有者也可能将资产转移给联属公司，如具有特殊目的企业，

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可能再次以避税为目的，直接付款给 SPE。

因此，更明确的一点是，为了了解谁确实在贸易及贸易自由化（投

资）中获益，与 IP 相关的流量需要在增加值流之外的会计制度中得以延

伸。有时候，这些流量会增带来增加值，有时又不会。但在这两种情况下，

受益人可以说是相同的（母公司）。

流量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尽管这对多要素生产率的

计算有明显的影响。首先，它们说明了引入转让定价的操作范围后可能

会出现的问题；其次，它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如 2008 年 SNA 的常规资产。

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资产，如品牌和组织资本，也可以增加子公司的附

加价值。即使这些资产在 SNA 中不予确认，联属公司所记录的利润弥补

其用途，并作为再投资收益流动账目使其最终流回母公司。然而，这些

流动通常对于双边伙伴国不可行，更不用说一个以产业为基础的伙伴国，

这是需要类似于贸易增加值收入方面的贸易分析。

因此，记录这些流量很关键。部分解决方案在于获取含有外国所有

权信息的生产供给使用表（或指标）。通过对双边贸易主要收入（从谁到

谁）统计的补充，对收入分类进行拆解（特别是再投资收益和利息），就

像是母公司在本国产业所提供的服务一样，通过处理主要的收入流量（和

明细），扩展贸易的增加值会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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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具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外国子公司的贸易统计数据可以与根据所

有权对信息进行了细分的供给使用表的信息结合。进一步对支付流数据进行

平衡也是有可能的。在这方面，OECD 正在寻找更详细的明细核算框架和一套

建议方案，使之成为估计贸易收入流的基础方案。

为了说明这一流动在多国之间的潜在影响，可以考虑以下因素：在

1995 年和 2007 年之间，日本的外国子公司使他们在中国的就业人数从

10 万增加到超过 100 万，在泰国从 30 万增加到 400 万以上，在菲律宾，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情况也很相似。从 1995 年到 2009 年，

日本的主要收入贸易顺差增加了约 1000 亿美元，超过上年同期不止 50

亿美元。

四、二氧化碳（及其他排放物）贸易

由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框架产生的（和贸易工作）额外的扩展产品是碳

足迹。计算碳排放量通常使用投入产出表来估算（Ahmad and Wyckoff，2003年）。

五、结合资金流动

会计框架的其他扩展是可取的，包括资本贡献会更普遍。因为资金

是记录在会计系统里（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贸易增加值的分析并不

能完全弄清楚跨国生产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一个国家生产的资本

商品（和服务）是如何增加另一个国家的增加值的。例如，所有日本机

械制造商出口给中国的产品的增加值会被记录为中国从日本的进口产品。

可以说，具体化的中国生产和出口的商品是资本服务价值的具体化体现，

日本应该是受益人。这就需要高质量的资本流动矩阵（资本存量）。

六、分销业和贸易

受到关注的一个最终工作领域涉及了分销商销售最终进口货物增加

值。贸易增加值核算不会显示廉价进口产品对于零售商来说是多么重要，

这能够通过销售给消费者产生国内增加值。关税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这些货物的附加成本，因此会抑制需求量，并反过来导致配送环节的增

加值下降。OECD 正在考虑怎样将这些估计纳入其核算框架中来。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本章介绍了全球价值链对传统贸易政策带来的挑战，以及日益增加

的生产分割对贸易政策带来的主要启示。本章旨在澄清一些概念，提供

一些新的政策见解，并帮助政策制定者注意到全球生产网络中需要特别

关注的一些新问题。

一、全球价值链对贸易和贸易政策的影响

随着价值链的全球化，国家贸易政策更加相互依存、更加重要，也

会产生更直接、更普遍的影响。当然，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并不新鲜。长

期以来，一个国家如何应对另一个国家的政策的结果已经成为贸易政策

和贸易谈判的核心部分。全球价值链会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影响贸易政

策才是要关注的重点。

在简单的世界里，所有的货物完全或大部分在一个国家生产，国际

贸易可以看作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之间的竞争。显然，

即使时光倒流，这也只是真实世界中对贸易的一种简单解读 —— 长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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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口原料和中间品已经遍布全世界 —— 但在战后几十年里，世界制

成品贸易越来越接近这一目标。国家会施加一些阻碍措施，抑制消费者

购买国外产品。在政治经济学上，贸易问题在于使国内生产者免受国际

竞争的损失，消费者付出更高的价格，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就算这种方案对过去曾经适用，但它肯定已不再适用于当今世界的

离岸和生产分割流程。在任务层面而非行业层面，随着竞争的日益激

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比通常理解的更加有害，甚至适得其反（Baldwin，

2006 ；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 年）。所谓“国内”生产者，取

决于其进口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率（进口本身可能包含源于“国内”生产

者的优先投入）。当商品（或服务）由“世界制造”时，国家不会卷入“摇

篮到坟墓”的生产过程中来。它们参与了全球价值链的部分活动，并会

因此从中受益。

相互依存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国家”控制竞争力的范围越来越少。

当然，国家贸易政策，始终要考虑在其他市场的政策效果。目标市场上

的高关税会抑制出口需求。对进口原料征收税，也会增加生产和出口的

成本。在全球价值链未形成现代模式之前，决策者认为（虽然他们不能

总是迅速采取行动），对进口商品征税就是对出口商品征税。由于现代供

应链使这种相互依存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即使是相对较低的关税和

其他边境成本也会对供应链产生显著的影响。

此外，国内生产商可能是外资企业的子公司，国内企业也可以在国外

设立生产投入的联属公司。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也会影响对贸易政策的福

利分析（Blanchard，2007 ；Ornelas and Turner，2008）。由于公司内部贸易

占据国际贸易的大部分份额，在外国设立的子公司以及国内经济中的外资

企业的收入，也改变了贸易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国内”公司的外国子

公司受到了国内关税的冲击，所以较高的贸易壁垒造成了福利损失和较低

的汇回利润。当国家拥有对外直接投资时，最优关税就会下降。

这种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具体的贸易政策意味着什么，目

前尚不清楚。一些人认为，全球价值链为有利于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

和产品的统一提供了新的论据。然而，新问题或老问题，可能需要不同

的处理方法。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商依赖于国家一系列的贸易政策

时，在整条价值链中，什么是单边国家的互动、区域和多边贸易自由化？

是否有一个例子能够让我们再次想到优惠贸易协定中在贸易创造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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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章首先讨论的是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普及，关

税的影响是如何改变的；然后将对与价值链各个阶段中相关的非关税贸易

壁垒问题，进行了简要概述。接下来分析在促进全球生产网络的整合中，

贸易协定中的作用，以及单边、区域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相对利益。最

后一节介绍了一些政策意义。

二、关税壁垒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第一，关税仍然从宏观上发挥作用（关税自

由化仍然如此）。虽然名义保护率已经大大降低 1，但在全球价值链中关

税对竞争力的影响变得混乱，损害了出口商和进口商的利益。在制定相

关政策和谈判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影响价值链的边境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

（一）全球价值链放大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多次的多边贸易谈判、区域协定和自主自

由化，制成品的关税已有大幅下降。2010 年 1 月，WTO 成员制成品的平

均关税已经低至 2.6%。自由化无疑已经削弱了全球关税保护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制成品的关税已经不重要。

如果国内生产的制成品贸易，一次性出口到国外供国外消费，那么这

个结论可能会更为合理。然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货物在最终作为制成品

出售之前，会作为中间品经过多次跨国贸易。如果在它生产过程中，需要

进行多次跨国贸易，可能就会出现“小额”关税的相对累加（Yi，2010）。

货物跨越国界次数较多的话，贸易壁垒的成本就会被放大（见专栏 3.1）。

每次货物运送到另一个国家进一步加工时，货物的中间投入就会包括关税

和运输成本。当制成品到达最终消费者时，关税的累积效应可能会显著提

高商品的价格，从而减少需求量，影响价值链中各个阶段的生产和投资。

此外，关税的征收一般是根据进口货物的总值而不是其增加值，这

进一步加强了放大效应。如果国外增加值在产品总值之中的份额较大，

即使关税很少，对成本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例如，在一个垂直生产链中，

A 国投入生产的产品在 B 国装配，即使 B 国在装配上具有比较优势，最

终产品再出口给 A 国消费者时也可能会受到所谓的“低关税”打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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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中，尽管大多数附加价值源于 A 国，关税仍按 A 国进口商品的

全部价值 —— 包括先前产生的贸易成本 —— 征收。因此，跨多国边境口

岸会进一步放大关税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即使小额的名义关税税率也能

够阻碍外国外包（Yi，2003）和企业内垂直生产网络的发展（Hanson et 

al.，2005）2。

专栏 3.1  量化关税放大的影响

在全球价值链中，关税的影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放大：多边

境口岸贸易和进口值与最后一个国家增加值之间的差异。举个

例子，假设经过几个不同阶段的生产加工后，一种商品的价值

增加了100，其中每阶段的生产加工都是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的（最

后的生产阶段，例如市场推广及分销，是在最终目的地国家进

行）。同样也假设每个阶段的生产加工对增加值的贡献等同，且

每个边境口岸都征收统一关税。

下图显示了最终产品的价格是如何根据生产阶段和关税的数额

发生改变的。在一个生产活动高度分散的生产过程中（n = 10），看

似“少”的关税累加起来也会显著提高成本：5%的关税会使最终产

品的价格增加 25%，而 20% 的关税会使同样的价格增长 160%。

价值链中所涉及的国家越多，关税成本的累计效应也会越大。

对于 10% 的关税，五个生产阶段后其累积效应为增加 22%，但

十个阶段之后，累积效应将达到 60%。

多次跨境贸易导致的关税放大：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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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放大效应的第二个来源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国外增

加值往往在出口中占据大量份额。价值链中给定时间内跨越一

个边境时，一个国家的出口商所面临的增加值关税率就相当于

名义关税除以出口商国内增加值的份额（例如，如果名义关税

为 5%，但是出口商对总价值的贡献只有 20%，那么增加值关税

就为 25%）。如果进口投入在增加值中占据的份额较大，低名义

关税也可以转化成高增加值的关税。

下图采用库普曼等人（2010 年）的方法，将出口总额名义

关税税率和国内价值关税进行了比较。这表明，名义关税税率

所显示的关税贸易壁垒并不全面：将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考虑在

内会显著提高可测量的保护程度，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例如，

中国
美国
巴西
泰国
南非
瑞士
欧盟27国
澳大利亚
印度
新加坡
以色列
越南
土耳其
菲律宾
俄罗斯
中国香港
挪威
日本
加拿大
智利
新西兰
韩国
阿根廷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冰岛
墨西哥

中国
越南
土耳其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巴西
欧盟27国
韩国
日本
印度
挪威
冰岛
泰国
瑞士
智利
印度尼西亚
南非
中国香港
马来西亚
阿根廷
美国
新加坡
菲律宾
俄罗斯
以色列
加拿大
墨西哥

农业 制造业
国内VA出口关税 出口总额关税

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造成的关税扩大效应（2009年）

注：数据根据各个部门所占份额及该国农业或制造业出口的

目标市场加权，使用等额从价计征关税。

资料来源：OECD、ICIO 和联合国 TRAINS。

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平均关税率是19%，在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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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利，这一比例分别为10%和5%，但是在这三个国家相应的总

关税则分别为4%、6%和1%。在农业方面，国内增加值的份额往往

较大，但是由于这些部门名义关税自由化的步伐一直较慢，其有

效关税仍然非常高。这些计算确认了投入链中小额关税的累积影

响可能会对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不可忽视的成本增长。

这种效果不仅涉及关税，它还适用于所有边界口岸产生

的贸易成本。这些措施包括非关税措施，如检查和通关延迟

费用。价值链中商品的多次贸易，会受每一个边境口岸费用

的影响，具有潜在的巨大的累积效应。随着名义关税率的下降，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非关税边境成本的相对重要性也会有所上

升。下面将讨论贸易便利化政策在遏制这种成本和延误上的

优势。

（二）国家的贸易壁垒对竞争力至关重要

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壁垒政策不仅会使消费者，同时也会

使生产商和出口商付出昂贵的代价。本质上，这可能并不新鲜，一个国

家提高自身的进口贸易成本对这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的影响，

可能会与目标市场增加了关税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大，甚至可能会更大。

例如，莫斯塔沙里（2011）表明，20 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

商品迅速扩张，更多是得益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贸易自由化，而不

是美国进口关税的削减。但是，全球价值链似乎强化了这种认识的相关性，

也可能因此加强了国家成本抬高措施的相对重要性。如图 3.1 所示，很

大份额的进口中间投入被纳入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之后，会再次出口。在

OECD 成员中，这一比例平均为 46% ；但在小国中，这一比例可能会达

到更高的水平，这也揭示了出口商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在一个全球化的

世界中，出口竞争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从最高效的资源中获

得高质量的投入，而通过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提高进口成本却降低了国家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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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中间品再出口占进口中间品的比重

（2009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这种效果在价值链的下游更加激烈。下游国家（加工和装配活动）

嵌入出口的外资增加值的份额比上游国家多（研发活动及设计服务，还

有原料）。上游国家有更多的间接出口，经过第三国运输回国后增加的增

加值更高（Koopman et al.，2012）。遵循这样的规律，生产阶段越靠下游，

出口商的竞争力越依赖于贸易壁垒。然而，国家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越高，

半成品或制成品的关税风险对为进口产品创造增加值的生产者带来的间

接伤害也就越大。

此问题已经通过出口加工区的增长和退税计划的发展得到了解决，

退税计划是指免征出口企业进口投入上的关税（Engman et al.，2007）。

出口加工区是促进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见第 5 章）以及促进国际贸易

和就业的一种手段。它们可以是全国范围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策、

提高法规的透明度和改善基础设施使用等多种措施。不过，如果出口商

和外国投资者的有利条件不能长久的固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那这种收

益就会增加。几乎可以这样定义，出口加工区的收益只涉及小部分具有

较强出口导向的企业。它们不会延伸到其他地区的企业，或主要在国内

市场出售产品的企业，但有希望作为供应商为外国公司扩大它们的活动。

所有的出口商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退税，但经常会有烦琐的文件和审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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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证明其进口投入是用于生产出口货物）。这个过程可能对在本国和国

外市场销售的企业非常复杂，以至于它们会选择放弃这一选项。一般的，

征收关税不仅提高了进口中间品的价格，而且还提高了国内生产的投入。

对外国竞争者征收关税的结果是，国内生产商可能会抬高它们的商品价

格。出口加工区免税或退税也无法弥补这些与国外企业购买国内投入产

品时的高额成本。

这些原因使得一些国家正在采取更大胆的措施，消除所有投入和资

本货物中的障碍，以增加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份额。虽然取消了对投入

品的关税，并保证对最终商品征收的税额不变，在过去被视为是“垂直”

产品竞争的一种关税升级保护主义策略，但是对于大多数制造产品而言，

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关税都很低，竞争则主要依靠生产和专项投入。

免除中间品的关税有助于降低成本，并提高从国内外供应商处采购产品

的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加拿大在 2010 年单方面免除了制造业投入和设

备的关税，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关免除关税对生产率和就业的影响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见专栏 3.2）。

关税不是唯一的贸易政策工具，它们除了可以对目标出口商和进口

商产生直接影响之外，还可以通过他们的全球价值链联系对其他部门或

国家产生连锁效应。其中一个例子是出口限制。一些国家对特定农产品

和 / 或原材料实行出口配额或出口税。这种限制不仅有针对性地打击了

出口商，当施加限制的国家在全球供应量中占有重要份额时，它们还打

击了所有国外的下游行业。特别是，一系列先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必须

使用的战略金属和稀土生产，而这些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

家的出口限制对世界供给和世界价格，都会有很大的影响（Korinek and 

Kim，2010）。对于这些产品，出口税和配额可以扰乱其生产，提高整个

价值链的成本。其结果是，所有国家包括那些施加出口限制的国家，其

半成品或最终进口产品价格变得更加昂贵。如果中间生产阶段在国外进

行的话，旨在保护国内消费者和促进国内下游产业的出口限制政策，也

可能会伤害国内消费者和国内下游产业。

另一个贸易政策对国内生产商会造成潜在的意外影响的例子是，反

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不均衡使用（国家贸易委员会，2012）。当国内企

业受到不公平竞争的伤害时，全球价值链并没有为了还原一个公平竞争

市场，对贸易保护措施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然而，大多数的反倾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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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05 年到 2011 年印度的反倾销数量最多，但 90% 以上的上述案

例都是针对中间品。范登布谢和维格拉恩（2012）分析的企业数据显示，

在印度，使用中间投入的公司会受到直接影响，而且这些公司为避免

受反倾销措施的影响，往往会改变自己的投入方向。因此，国内生产者

的投入并没有真正受益于这些措施，使用投入的公司的竞争力也可能被削

弱。此外，从贸易流量的增加值角度来看，一定比例的国内增加值可能会

混入“外国”目标产品的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中去。因此，基于各个案

例，我们应该对这些措施进行全面的评估，充分考虑恢复公平竞争的条

件，以及在一个给定的价值链中对所有国内生产者施加措施会产生的预

期影响。3

专栏 3.2  加拿大取消进口关税以提高出口竞争力

2010 年 3 月，加拿大单方面决定取消生产投入、机械和设

备方面的关税。该决定是其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的

一部分。共取消了 1541 种关税，其中大部分立即取消，而有

381 种到 2015 年之前将会逐渐取消。这一时期结束时，加拿大

将成为 G20 成员中第一个生产商的投入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

虽然现在分析其对公司采购策略和加拿大中间投入品进口

的影响为时尚早，但是由于关税变动，OECD ICIO 模型可以被用

于计算跨国间“有效汇率保护”的变化（按照迪亚坎托尼及埃

斯赛特提出的方法，2012）。①有效保护率（ERP）计算了一国的

贸易政策对各部门的综合作用。它既考虑了输出关税（保护部

门），又考虑了输入关税（由部门支付），以及使用了多少进口

投入。对给定下游产业所使用的投入征收关税，将会提高产品

的生产成本，因此可以被视为对该行业的负保护。在全球价值

链的背景下，ERP 是一个有效的工具，能够分析关税对不同生产

阶段的累积影响。特别是它能够显示关税对某一行业进口中间

投入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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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关税前ERP 消除关税后ERP MPN率

食品制造业

纺织业和服装业

运输设备

化学产品和矿产品

其他制造业

农业

基础金属

机械

电子设备

木制品和造纸业

采矿业

取消进口关税前后加拿大的 ERPs（%）

资料来源：OECD 成员间投入产出表（ICIO）和联合国系统数

据库。

在加拿大取消关税之前，不同制造业的保护程度有很大不

同：开采业的 ERP 率较小，甚至可能为负值；但在食品行业中该

比例可达到 54%（见上图）。有趣的是，名义利率并不能完全解

释这些差异。对其产出价值贡献较少的产业，如运输设备或化

学物质和矿物质，尽管名义关税税率低，但其 ERPs 都相对较高。

随着加拿大取消了制造业进口投入的关税，大多数行业的

有效保护都将相对较低，但是各部门之间也有重要的差异。在

制造行业中，化学产品和矿产品的 ERP 降幅最大。在很大程度

上，该行业的产出都包括用于下一步生产阶段的中间品，因此，

新政策有助于该行业从激烈的竞争进口投入中获益。②对纺织品、

汽车和基本金属的有效保护下降得较少。然而，预计农业和食

品产品的 ERPs 将会略微升高。这些行业更接近最终需求，而不

与进口中间品有直接竞争关系，但是却能从较低的中间投入关

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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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它提高下游行业的竞争力并创造就业机会的程度。目前，

尚不能估计消除关税对生产率和就业的影响，但是这项举措却

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先例，并能够在未来证明、评价其影响。从

广义上讲，加拿大和其合作伙伴可以从多个途径获得潜在收益。

取消关税的直接影响是使加拿大公司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

进口更高质量的中间品投入③。进口中间品和国内采购的中间

品的价格都将下跌，因为预计在国内投入的生产商会在这个更

具竞争力的环境中调整自己的价格，并将其节约的成本用于自

己投入中。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投入，也有利于产品的品质提升，

降低有缺陷产品的数量，并提高其生产过程的效率。

从长远来看，随着企业根据新关税环境调整其生产结构，

企业的生产率也将大大提高。只要生产投入品有一定的可替代

性，加拿大企业就会更多地依赖于免税类中廉价进口的中间品。

这种重新分配将会提高免税投入品在生产结构之中的份额，促

进企业从外寻求资源投入，并扩大此类政策的收益。

外国投资的增加也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期收益。取消进口

投入品的关税，很可能会鼓励企业将下游生产活动设在加拿大，

以节约成本，充分利用来自非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的低价进口

中间品。如果在加拿大开设生产设施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也

为北美服务，那么企业的利润就会更大。

加拿大并不是从政策变化中受益的唯一的国家。其合作伙

伴国家也将从中受益。一方面，为加拿大企业直接或间接提供

中间投入的外国生产商，将会发现其市场准入有所增加。另一

方面，取消关税节约的成本将会沿着生产链使需要从加拿大供

应商处购买中间品的外国企业受益（例如，从加拿大购买基本

金属制品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并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注：

①使用了改革之前 2005 年 OECD 对全球投入产出（IO）的数据，并

假设改革后生产结构保持不变（至少在短期内），以区分出关税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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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RP 的影响。2010 年之前适用于每个合作伙伴国的加拿大关税都来自

WTO 综合数据库，并聚集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 3 版 2 位数的水平上。

由于缺乏流经温尼伯自由贸易区（加拿大唯一的出口加工区）进口的数据，

此次分析并不能反映该区域内关税豁免或逐渐取消的影响。 
②由于投入产出数据的聚合水平不足以使我们在产品层面上区分其

差异，计算可能会夸大了国内与国外产品之间的直接竞争。

③从外国中间品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分析，例如阿米蒂和

科宁斯（2007），米罗多特等（2009），谢博德 和 斯通（2011）及丰等（2012）。

（三）各国关税政策高度相互依存

由于全球价值链加大了各个国家和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某一行

业中的贸易壁垒不仅会影响该行业，还可能通过价值链向前及向后的相

互作用，影响到其他部门和合作伙伴国家。对国外最终产品征收关税，

会影响整个供应链上的供应商，包括国内外供应商。尤其体现在间接支

付关税和为保护主义政策买账的货物和服务之上。在全球生产网络中，

商品和服务相互交织，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是一个行业的贸易壁垒也会

影响其他行业。

更大的相互依存度也意味着国家之间吸引外国买家和投资者的竞争

也逐渐加剧，而关税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当企业为其不同的生产阶

段选址时，关税相对水平与绝对水平就变得至关重要了。随着生产活动

的分割，价格和贸易成本的变化就会直接影响企业在何地寻求生产投入

的选择。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关税有多高，还包括与其他国家的

关税相比如何。随着“任务贸易”逐渐超越最终产品的贸易，这个问题

也已经越来越相关。一个成功的出口国也不再需要构建或复制生产活动

的整个价值链，因此全球价值链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作为零部件供应

商进入全球市场的新机会，但对外国供应商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加激烈

的竞争。开放的贸易政策就是决定这场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

集聚效应，如知识外溢或当地供应联系也会影响到贸易和交易成本，进

而影响生产活动的定位（FAITC，2011，见第 4 章）。

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垂直生产网络的建立涉及与供应商的长期合

同关系，或建立海外工厂的固定成本。因此，垂直专业化的优势往往取决

于国家为外国公司提供长期稳定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所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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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当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改变贸易合作伙伴的成本

也会更加昂贵，也使得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外国公司在选择首次投资国家的

时候更加谨慎。国家需要保证不仅现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非常低，而且

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如此。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全球价值链中可靠的合作

伙伴，才能够吸引国内和外国投资。除了关税的相对水平之外，一个国家

贸易政策环境的可预测性（与邻国或类似国家相比的绝对值和相对水平）

也将成为该国能否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

三、全球价值链中的非关税贸易成本

本节回顾了全球价值链中影响生产商的各类非关税贸易成本，以及

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问题。非关税措施包括各种贸易

障碍和法规，如海关行政程序、技术法规和健康或安全标准、定量限制

如配额和自愿出口限制以及补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国内对外国投资

的法规和限制，只要能影响服务的供给，就会被认为是非关税贸易壁垒。

这些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因为有效提供的服务

能够促进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跨境贸易。关键服务部门的效率低下或缺

乏竞争将成为该国出口的瓶颈，并限制该国成功、有效地参与全球价值链。

更广泛地说，贸易壁垒不仅存在于非关税限制的法规中，也可以体现在

其实施过程中。贸易规则和其他程序的实施过程缺乏透明性，这些也会

严重阻碍贸易，并累加非关税措施的影响。

（一）边境瓶颈：交通运输和行政程序

跨国边境快速高效的行政程序对于价值链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并证

明了贸易便利措施在提高竞争力方面的重要性。不同类型的海关、港口程

序或结算流程中产生的费用都会增加出口商的成本，尤其是当投入品需要

经过多次贸易时。如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间品跨越国界时产生的累积关税、

行政成本甚至延误，都将制约世界中间投入的国内出口商。与技术和安

全标准相关的检验和认证要求将在下文讨论，除了这些之外，出口国与

目的国的物流和行政程序都能够减缓全球供应链的运作（见表 3.1）。

物流业务能否顺利，不仅取决于港口基础设施的效率，也受目的地



第
三
章

全
球

价
值

链
对

贸
易

政
策

的
影

响

97

国家规管架构的影响。直接托运要求（阻止货物经第三国运输）、要求通

过指定海关港口以及空运、海运或陆路运输的限制性规定都增加了出口

商的运输成本。过了边境之后，道路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货运服务的竞

争力也成为影响因素。与行政程序一样，海关手续相关的技术措施，包

括适用关税和进口清关，也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运输和海关程序

所产生的成本，像关税，会随着商品多次跨越国界，在全球价值链中放大。

这些障碍的累积效应不仅增加了货币方面的成本，也有可能会导致延迟

交付。在边境处办理清关手续并履行各种程序所需要的时间也迫使企业

不得不保有大量库存，并承担由于延迟销售产生的机会成本。此外，出

口商也可能会承担因技术迅速过时（如消费类电子产品）或物质损失（如

新鲜的农产品），而产生的固定商品折旧成本。据估计，这些损失而产生

的成本已相当于对每天延误进口产品征收其价值 0.6% ～ 2.1% 的关税。

组件贸易对时间最为敏感：中间品进口商延迟一天产生的费用比最终产品

进口商的费用要高出 60%。（Hummels and Schaur，2012）。

表3.1  海关和港口程序的类型
物流程序 行政程序

出发国
仓储 装载前检查

码头程序 出口许可证及要求
轮船装载 支付出口税

目的地国
卸载集装箱 安全检查
调度货物 缉毒检查

集装箱储存 文件要求

海关 进口清关与放行
确定适用的关税
海关实体检查

支付收费

资料来源：费兰蒂诺（2012）。

除了冗长的海关手续或低效的边境基础设施之外，不确定性也将产生

额外费用。在全球价值链中，出口企业需求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这一

状况。如果货物在每个后续制造阶段的港口处都需要停留几天（或几个星

期），那么位于生产链上游并远离最终需求的企业将不能够对最终需求的

增加做出及时回应。对于下游企业来说，为了减轻海关延误造成的影响，

它们需要尽早与国外供应商确定订单，那么当最终需求缩减时，下游企业

就不能及时减少订单。从更一般的角度上讲，如果货物每一次过境都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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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延误，那么出口商就必须在知道其产品是否适合目标市场之前，确定产量

以及其产品的特性。当产品组件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多个国家时，及时

的生产或根据需求变化的快速反应就不再可行。此外，全球价值链中的上

游企业可能不知道货物履行完所有相关程序需要多少时间，并可能会很难

计算出将产品交付给下游企业所需的时间，而其之后的生产阶段也存在被

迫放缓或被闲置的风险。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各个生产阶段的企业不得不

保存较高库存，这不仅非常昂贵和低效，也不利于调用营运资金。

一些国家想要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试图简化进出口程序、投资建

设更高效的港口和存储设备，但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然而，还

有别的办法，在不危及安全和海关检查目标的情况下，积极融入全球价值

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分析表明，高收入国家最显著的贸易成本下降

是通过单一窗口和到达前处理实现的，预先裁定货物分类和适用的关税，

并允许出口商在线寻找有关法规并完成所有程序（Moise et al.，2011）。总之，

这些措施使 OECD 成员的贸易成本降低了 10% 以上（见表 3.2）。在发展中

国家，最有效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是提高透明度和信息的可用性，统一和简

化文件，而较为昂贵的措施，如单一窗口，可以在后期阶段实施。

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于促进小微和中小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非常重要。

难以获得各国有关海关手续、检验要求和行政程序方面的信息，是小微

企业进入新市场的一个具体障碍。遵守文件要求的测试和检验程序，会

产生高昂的固定成本 , 进而对那些进出口量都较少的中小企业造成不成比

例的负担。提高相关在线信息的可及性，及引进单一窗口和简化少量货

物的通关程序都可以降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固定成本。提高边境口岸的

效率，是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一个优先举措。

表3.2  制造业中的贸易促进措施和贸易成本
对减少贸易成本的潜在贡献

简化海关程序 5.4%

事先裁定：份额、延误和透明度 3.7%

自动化办理海关手续 2.7%

费用：水平和透明度 1.7%

边境局对外合作 1.2%

文件份数和接受副本 0.2%

总计 14.9%

资料来源：莫塞等（2011），OECD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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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单方面采取贸易便利化措施，致力于优化边境程序的国家将会

在出口和就业增长方面收获巨大的潜在利益。通过这些措施，国内企业

和当地的外国子公司可以通过更好、更为可靠的途径获得高品质的国外

输入，更高效地利用其生产时间，提高其生产效率，并可以减少其出口

障碍。旨在减轻行政负担并鼓励加工贸易的措施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充分

利用全球价值链。尤其是抵港及离港加工贸易制度和退税举措，不仅使

出口企业节省了关税，也可以降低其履行海关手续所产生的费用并减少

其延迟时间。然而，这类计划通常规模有限而且只能部分替代全面贸易

便利化措施，因为此类资格可能会带来大量的文档中的要求，而且这样

的方案对于那些需要进口中间投入但最终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企业而

言，并无太大益处。

虽然消费者和本地企业的利益为单方面贸易便利化改革提供了理论

基础，但是区域或多边水平上多方面协调一致的努力将有助于取得进一

步的进展。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不仅会受到自己国界产生成本和延误

的影响，也会受到上下游第三国之间贸易成本与延误的影响，因为这些

也可能会破坏价值链或显著提高它们的运营成本。如果许多国家一起致

力于解决这样的程序性障碍，价值链将会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效。这也

意味着，对于那些正在进行昂贵投资，旨在改善他们的海关和港口基础

设施的国家，如果每一个国家的企业都会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

那么它们现有的或潜在的贸易伙伴也会做同样的投资。

（二）服务市场的效率低下问题

物流链中所涉及的服务的质量会影响价值链的成本。服务可以与多

种生产活动互为补充：最突出的是运输和仓储服务，但银行和保险、商务

服务、专业服务和通信服务也贯穿了生产的各个阶段。价值链两端所涉

及的服务包括构思阶段的研发和设计、分销网络、广告和市场营销服务，

或价值链末端的设施维修和保养服务。

总之，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直接和间接创造的价值代表制成品价值

总增加值的 30% 以上（见图 3.2）。但是这些数字只体现了服务为制造产

出的贡献的一部分，因为这只计算了可买卖的服务；其他服务如研发服务

通常并没有得以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服务作为货物贸易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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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跨越国界。虽然服务仅占世界贸易总流量记录的一小部分，但是它

们在增加值流中所占的份额显著较高：OECD 成员 50% 左右的出口价值

来源于服务增加值，而且制造业出口总额中该比例也较大（见第 2 章图

2.5）。

分销维修 运输储存 金融 其他商业服务

  采矿业        机械制造       纺织业      运输设备        食品生产       化学产品

图3.2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中服务业所占的份额

（世界，2009年）

注：分销份额不包括最终产品的分销服务。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虽然有些服务投入（特别是运输成本）的成本依赖于基础设施的质

量，促进价值链中的贸易也需要有效的服务业市场，这有利于竞争的国

内法规和服务自由化，并保证了物流链的高效运转。文献按照限制法规

是否排斥外国供应商或同样适用于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将法规分为两

类，此外还区分了影响进入或经营业务的法规 4（Francois and Hoekman，

2010）。关于后者，监管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哪些限制是出于效率或公

平问题（如纠正负外部性），而哪些则是纯粹的寻租 5。提高效率和解放

竞争之类的原因，往往难以消除进入壁垒和歧视性措施。这些措施可以

降低关键配套服务的效率，并破坏相关的全球价值链。

言下之意就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如果能够与服务贸易自由化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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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并进，那么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收益就会被放大。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

更加高效的基础设施服务将有助于提高进口及出口流的可靠性，从而促

进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来自交通运输部门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迪

尔多夫（2001）从跨境提供服务确定了几个效率收益来源。除了提高福

利的标准措施 —— 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降低固定成本之外，减少边境

摩擦和监管成本也有助于提高潜在收益。这些收益可以通过统一适用于

国内和国外供应商的规定、在不同国家采用类似的程序和设备以及消除

低效延迟（例如，在边境卸载和重装卡车）等措施实现。顺利提供运输

服务，也可以降低众多行业中间投入的国际采购成本。

同样，商务服务的日益开放、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都能够

增加出口竞争力。在这方面的收益主要归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机械、

汽车、化工和电气设备（Fancois and Woerz，2008）。更加开放、更有竞

争力的电信部门能够提高互联网普及率，鼓励更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

投资，进而提高制造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与此同时，这也有利于一

些部门服务价值链的发展，如计算机服务、金融或旅游业服务。

分销服务是全球价值链中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文献中将全球零售商

组织供应链的生产活动记为“买方主导”型全球价值链（Gereffi，1994）。

这种全球价值链与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相关度尤其高，因为寻找国际合

作伙伴、获得国外市场的信息以及遵守进口和出口的标准和程序是这些

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障碍。全球零售商往往是这些

生产商进入全球市场的最简便方式，因为它们通常可以为其供应商就大

部分甚至所有问题提供帮助。然而，进入和外商投资的监管障碍，也可

以降低零售和批发部门的效率和竞争力（Reisman and Vu，2012）。跨过

边界后的这些障碍，可以减少价值链上游贸易以及农业和制造业供应商

分割带来的收益。

（三）多样性标准 6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技术壁垒基本上已成为贸易政策的新景象。随

着配额取消、关税下调，公司进入新市场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符合产品或

工艺的强制性标准，特别是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在许多方面，遵守性

标准在全球价值链中更具挑战和昂贵，因为它要求价值链的各个阶段相

互协调。努力解决复杂的标准（尤其是标准多样性带来的复杂），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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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影响着 30% 左右的国际贸易的、超过 60%

农产品贸易的植物卫生措施（SPS）（Nicita and Gourdon，2012）。只要它

们与原产国的标准不同，并且两国之间没有互认协议，那么进口国的技

术规范和卫生标准就要求出口商调整其生产过程，提供更多的文件支持

材料，并获得认证。产品认证、产品测试和检验，以及具体的包装和标

签要求，都可以大大改变小规模出口商进入国外市场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扩展可能会加强严格执行多样性标准。

虽然政府规定的标准可能会掩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它们往往需要对向

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环境或其他质量问题提出的正当质疑给予回应。

国际生产网络可以增加信息不对称，进而有理由将采用安全和质量标准

摆在首位，例如通过加大跟踪有缺陷产品的源头并将其召回国的难度。

设置技术要求和绩效评估，就意味着更好的消费者保护和限制贸易之间

的利弊权衡（Fischer and Serra，2000）。

但并不是所有的质量标准都必然涉及这样的选择。更为严格的法规，

也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对外国制造产品的信心，扩大贸易。因此，标准

对进口的净影响通常较为模糊，而对 TBT / SPS 贸易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也取得了好坏参半的结果，这取决于参与的部门和涉及的措施（Li and 

Beghin，2012）。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似乎受到标准的负面影响，但标准对

制造业贸易的影响通常较小，甚至是积极的。因此，如果能够协调并有

效地实施，质量和安全标准也可以促进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进入全

球生产网络，尤其是能够通过投资符合国际标准的大型生产商，往往可

以在下游采购商和零售商的帮助下，提高它们的全球网络中的生产率和

可靠性。

最主要的障碍是公共标准在各个国家之中并没有达成统一，而且其

中有些程序可能会限制上游供应商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冗长和

不透明的认证过程明显不利于贸易，同样一个商品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

国家实施的标准如果不一致，也将阻碍贸易。对于相关的技术法规及合

格评定程序，陈等（Chen et al., 2006）估计，以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例，测

试程序要求将降低 9% 的出口份额（主要用于非制造业企业），而获取标

准相关信息的难度则降低约 18% 的出口份额。这样程序也会减少目的地

出口企业的数目，因为满足几套不同的技术规范不仅会导致固定成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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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也会降低参与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跨辖区缺乏一致的标签和包装

要求，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如果不能统一，标准和认证费用也将成为

几个国家供应下游厂商或几个市场消费者服务型生产商交易的主要障碍

（见专栏 3.3）。

符合多样性技术标准增加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的负担。由于生

产流程分散的性质，国际生产网络提高了出口商 TBT 或 SPS 措施的成本。

如果上游的投入供应商不了解最终出口市场，下游企业在以后的生产阶

段很可能会产生适应成本。另外，上游公司可能需要根据每个国家的要

求调整生产，从而失去规模经济效益。

在食品供应链中，遵守 SPS 措施通常需要价值链具有高度协调性、

可监测性和可追踪性。这对零散的生产流程而言，是一个挑战。在这方面，

区分在最终产品的水平上测量的产品标准（如最大的化学残留物）与工

艺标准（如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HACCP）非常有用。对于全球价

值链中的企业，符合工艺标准更加困难和昂贵，因为它需要供应链各个

阶段生产工艺和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信息。所涉及的成本，可以有效地

阻止小型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Kaplinsky，2010）。全球价值链中技术

壁垒造成的贸易限制影响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间品密集型行业 TBT / SPS

措施的进口覆盖比率较低（WTO，2012）。

专栏 3.3  处理不同标准以促进出口：摩洛哥农场的案例

在对摩洛哥柑橘和蔬菜部门的研究中，阿罗伊和肯尼（2005）

证明了符合全球价值链中各种标准的困难度。该价值链由种子、

化肥和农药的供应商，机械设备供应商，农民，包装车间，出

口中间品、进口中间品以及欧盟和美国的外资零售企业组成。

在农场和包装车间阶段，出口商必须遵守与食品安全和质量控

制相关的不同标准，以及目的地国家的巩固标准（HACCP，ISO 

9001，欧盟成员的国家标准）和大型零售商协会所规定的私营

标准（EUREPGAP， GlobalGAP，BRC）。虽然后者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但它们也是有效服务市场的先决条件。

虽然卫生和食品安全标准对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必不可少，

不应该将其视为贸易壁垒，但是研究表明，在国际农业食品价

值链中，遵守这些不同的标准，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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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费用，估计至少为总收购成本的 8%。此外，参与全球价值

链，将摩洛哥农民与美国和欧盟的零售商及农药供应商联系了

起来，但这通常也意味着种植者和包装商需要同时符合几个标

准。受访农民的主要担心是国家标准不统一（例如，不同进口

国及不同年份，对同一农药的最大残留限值要求并不相同）以

及认证机构之间缺乏等价协议（例如通过有机认证的农民可以

不从 EUREPGAP 中被豁免，虽然前者需要满足更严格的标准）。

各国有关农药残留实施的不同质量控制标准，引起的问题

最多。通过合作和出口中间品为几个国家提供投入的出口商，

通常在农产品收获之前并不知道最终产品会在哪里出售，但是

有些农药在欧盟允许使用，但在美国不允许，反之亦然。 SPS

要求之间的差异提高了遵从这些标准和认证的成本，同时也限

制了小型合作和包装商的规模经济效应。趋同的标准和认证程

序，能够显著促进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参与全球价值链。

由此得出结论，全球价值链中贸易流量的增加可以放大监管收敛的

益处。促进各国标准和认证要求趋同的政策，如通过采用国际标准（如

国际标准化组织、食品法典）以及互认协议，有助于减少遵从法规的负担。

它们有助于减少测试和认证程序中不必要的重复。因此，这些政策有利

于各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特别是，只要它们能够在不危及消费者

安全的前提下，降低进口投入成本，它们就可以提高从国外需求中间投

入的出口商的国际竞争力。

四、贸易自由化在全球价值链扩张中的作用

随着公司将其生产活动分散到各个国家，对贸易的分析也会随之改

变。更廉价的中间投入，会影响各国的比较优势，并已成为各国从贸易

中获益一个新来源（Deardorff，2001b，2005）。贸易协定的作用也并不能

从根本上改变：它们仍将有助于减少贸易壁垒，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

然而，贸易开放的方式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原因有三个。

首先，贸易政策不是影响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唯一政策。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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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文献突出了贸易投资竞争关系对贸易成本的作用：从一般意义上

讲，贸易政策应该成为连贯性处理市场准入战略的一部分。其次，对多边、

区域和单边贸易自由化相对重要性的辩论可能需要考虑贸易政策日益增

加相互依存度。最后，在下一代贸易协定中，可能需要考虑与垂直专业

化分工与贸易有关的具体问题。

本部分首先介绍当贸易转换为“垂直”并存在进口贸易时，比较优

势会发生怎样的转变，然后，介绍了三个主要层面上（配套政策、贸易

自由化的适当水平以及需要考虑的新问题）对贸易协定的启示。

（一）比较优势、贸易成本、全球价值链

根据简单定义，当一个国家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生产一种商品或

服务时，就可以说该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重要的不是国家间的

生产成本，如 A 国和 B 国的生产成本，而是 A 国生产产品 1 和产品 2 或

提供服务 3 的相对成本（以及它与 B 国的相对成本比较起来如何）。当买

卖中间投入成为可能之后，同样的逻辑也适用。然而，与没有发生中间

品贸易的世界相比，对生产成本的定义已经更加复杂（Deardorff，2005）。

A 国的生产成本不仅仅取决于 A 国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成本），它还将

受中间品成本的影响，而后者则受贸易政策的影响：如果贸易壁垒增加了

进口的成本，那么国内投入品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因此，贸易模式将

会很容易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而比较优势也不再仅仅取决于一个国家

的劳动力和资本禀赋。现在，国外中间品的价格已经开始影响国内经济

的比较优势。

显性比较优势指标通过比较一个国家某一行业出口在该国出口总额

中的比例与该行业的全球出口占全球总出口中的比例，衡量了一个国家

在某一行业的专业化程度。通过总值和增加值等不同的视角审视 RCA，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品贸易对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当一国的 RCA 高于 1 时，

该国就具有比较优势。总值角度的计算使用了目前可用的贸易统计，但

是增加值角度的 RCA 计算，使用的则是确定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的新统计

数据。以运输设备为例，图 3.3 显示了一些国家在总值方面具有显性比较

优势（其 RCA 大于 1）。但是以增加值角度核算，该国则不具备显性比较

优势（奥地利、葡萄牙和南非的运输部门）。在纺织品和服装行业，新西

兰的情况也是如此，但西班牙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总值方面，西班牙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106 似乎并不具有相对优势，但是从增加值角度衡量 RCA，西班牙实际上拥

有比较优势。因此，为了识别各国的比较优势，我们需要考虑其中间品

贸易，这一点非常重要（更详细的讨论请参阅第 6 章）。

RCA总值 RCA增加值

  奥地利        葡萄牙       南非                    新西兰            西班牙

            运输设备                                纺织品和服装业

 

图3.3  总值和增加值形式的显性比较优势

（RCA，2008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RCA 指数也可以说明当贸易成本变化时，比较优势也会随之改变。

如图 3.4 所示，即使时间很短（1995 年至 2009 年），纺织和服装行业也

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 WTO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新兴国家进一步的区

域贸易协定和单边改革开放，该行业的贸易成本在过去十年中也发生了

显著变化。图 3.4 显示，不同国家的专业化也已发生了巨大改变。例如，

2005 年西班牙纺织和服装行业的 RCA 小于 1，但是三年之后，该行业已

成为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一个具体的含义是，贸易政策对国内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影

响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大。去除贸易壁垒之后，贸易的传统收益如实际收

入会有所增长，因为消费者为最终产品支付的费用会降低，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新的增益。由于企业可以获得更廉价的中间投入，其生产成本

会降低，价值链中也会出现更深层次的专业化，进而增加总增益。例如，

A 国可能曾经在汽车制造业中具有比较优势。然而，当不存在中间品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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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时，A 国在组装汽车之前则需要生产所有的零部件。当国家专门从事

汽车制造业的特定部分时，A 国“汽车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就会被进

一步地增强。其中至少有一段生产活动的成本会相对较低，这就是专业

化进一步增加收益的一个机会。7

此外，由于相对成本取决于投入品的价格（包括外国投入品），这种

新的比较优势将受到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因此，当生产活动被垂直分

散时，贸易政策制定者就有了新的责任。各个国家之前因劳动和资本而

具有的任何成本优势，都会变得不那么“固定”，并可能会受到贸易政策

和其他影响贸易成本的政策的直接影响。8

中国     西班牙 印度尼西亚 印度    墨西哥     波兰   葡萄牙  斯洛文尼亚 土耳其 中国台湾 

图3.4  纺织品和服装增加值的显性比较优势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中间品贸易当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在几十年前这很容易被忽视，

而且大多数人都假定大部分产品都在同一个地方制造，而只有原材料才

可以通过中间投入进行买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日益增加的生产

活动分割使我们很难再无视中间投入品的贸易，及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因此，本节其余部分将探讨贸易协议谈判的具体影响。

（二）贸易协定如何促进企业提高其全球生产力及创造就业机会

贸易协定有助于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企业参与垂直分工，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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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win，2006b ；kimura and Obashi，2011）的作用。 协议所涵盖行业

的全球价值链都特别强，这并非巧合（见专栏 3.4）。去除同一价值链中

大部分产品的关税，可以产生显著影响，而事实上，该协议是基于最惠

国待遇的原则，并涵盖 97% 的 IT 产品世界贸易，以确保各国之间不存在

放大效应（见专栏 3.1）。

然而，ITA 只涵盖了货物和关税，因此并没有解决价值链中的所有

或各层障碍。对 IT 产品而言，服务也非常重要，但该协议并不涵盖服务。

除了贸易政策之外，投资壁垒或竞争问题也可能会阻碍 IT 产品贸易。在

生产分割日益增加的今天，将互补性与其他政策领域纳入考虑范围，也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

专栏 3.4  ITA 和 IT 价值链

ITA 是一个多边协议，取消对关键技术和电信产品的关税，

最初只有 29 个签署国，现在已经覆盖了 75 个国家和地区（包

括IT产品97%的世界贸易）。该协议可以使OECD的所有成员受益，

因为它是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该协议所涵盖的行业，其全球

价值链都尤为强劲。电气和光学设备行业覆盖了大部分 IT 产品，

与运输设备一样，所在行业的价值链长度在 1995 年和 2008 年

之间取得了最大的发展。 

IT 行业价值链的扩张与 1997 年 ITA 协议的实施同步发生

（Anderson and Mohs，2011）。下图虽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因

果关系，但是与没有签署该协议的国家相比，ITA 成员参与全

球价值链的程度明显较高。参与率的计算即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既能解释出口中的进口含量，又可解释第三国出口中国内生产

的中间品所占的份额。在该协议签署之前，所有国家的平均参

与率为 5% 左右。在 2000 年，ITA 的首批成员的参与率都较高（8%

以上），尽管随新成员的加入，参与率略有下降，但仍然远高于

非成员。 

ITA 成员和对 IT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参与指数为出口总额

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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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ITA成员 ITA成员

资料来源：OECD（2012）。 

1. 贸易、投资和竞争政策之间的互补性增多

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也受到全球价值链中劳动、资本和知识

流动的影响。另一家公司在 B 国的投资、一些高技能工人的转移以及进

口一些先进技术，这些都可能会影响 A 国的比较优势。对外投资决策或

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也可以使 A 国的比较优势转移到 B 国。除了贸易政

策之外，投资政策和竞争政策也可以改变相对生产成本，进而影响比较

优势。

因此，比较优势的较大波动性，也受全球价值链中劳动、资本和知

识流动的影响。在过去，存货和自然禀赋决定了某一特定国家的生产力，

但是这一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慢慢演变。由于公司能够在全球价值

链中实现资源转移，现在贸易流就可以塑造比较优势（Henderson et al.，

2002）。投资可以直接影响资本的可用性，并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间接

影响生产力。竞争政策有助于确保企业有正确的激励机制（包括知识产

权方面），外国公司并没有增设租金，而是降低价格，并给予国内企业激

励机制，提高其生产力。

最近有关资金流的理论强调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互补性。根据经典

理论，资本会流向稀缺地区以获得更好的回报。然而，大多数资本都在

流往发达国家，而非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的一个驱动力似乎是资本密

集型行业的出口专业化（Jin，2012），而这更符合实际的资本流动。贸易

和资本流动之间有强大的联系。当企业依据生产成本定义其发展策略时，

这种分工化的政策制定方式就不可持续，因为不同类型的国家法规和它

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会影响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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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进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理想情况下，贸易协定将涵盖市场准入的所有方面，并可解决影响

贸易成本的政策之间的互补性。虽然取消投入品的关税为公司提供新的

贸易机会，价值链也要求有效的服务，以及人力、资本和技术的跨国转移。

一些贸易协议涵盖了服务、投资、知识产权和工人临时流动等方面的贸易，

并解决了国内法规或具体的竞争问题，这样的贸易协议更有助于提供合

适的政策环境，解决企业构建供应链时所遇到的所有障碍。

在国外开展业务并需要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

不仅需要进入特定市场，也需要适当的规则，帮助它们与客户建立合作

关系，使他们能够在与其他企业分享知识和技术的同时不用担心自己的

财产权利受到侵犯，使它们能够汇回利润及转移关键人员，并确保它们

在他国可以受到公平的对待，而不受任何反竞争行为的影响。具有良好

的监管环境和高效基础设施服务的国家，可以增加它们的企业加入全球

生产网络的机会。确保国内企业在国外享受同等条件，已经超出了国内

监管范围。国际规定和各国之间一致的规则，可以促进国际供应链的组

织运营。得益于相互“让步”式协商，它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互惠贸易

自由化的概念。当贸易协定有助于提高价值链中的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时，

它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取得相得益彰的成果，既促进投资又创造就业机会

（Baldwin，2012）。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方法在“深”区域贸

易协定谈判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明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先表现

出来。因为以下几个原因，深度整合是最近一波区域贸易协定的一个重

要的特点（WTO，2012）。首先，事实上，各国都在寻找一系列监管问题

的解决途径，这些监管在全球价值链中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鉴于公司

都想在更具竞争力的行业吸引新的就业机会或鼓励创造就业机会，深度

整合有助于解决一些配套政策，这些政策往往是劳动力调整得以顺利所

不可缺少的。

最后，减少失真，使企业选择最好的策略，获得国外投入和进入国

外市场，理想的情况下，贸易协定在跨国事宜上需要保持一定的中立。

事实上，已有文献强调企业决策的多样性（Benard et al.，2007）。例如，

一些公司更愿意通过公平的贸易为市场服务，而有些公司而更愿意设立

国外分支机构（Antras and Helpman，2004）。在服务业中，有关的供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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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同样也可以寻求一定的中立（例如跨境贸易与商业存在）。出于效率的

考虑，应该推动公司战略的发展，而企业选择成本最低的策略也有助于

提高生产率。

3. 单边、多边或区域贸易自由化

在过去的 20 年里，生产活动分割加速，但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

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大多协商贸易自由化已经实现，但其对全球价值链

的益处仍值得商榷。首先，这些协议大多都是双边的（WTO，2011），

并没有涵盖可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所有国家。虽然货物贸易自由化的程

度相当较高（Crawford，2012），也有证据表明，优惠幅度通常较为温和，

而公司也不能充分使用优惠关税税率（Francois and Manchin，2011）。

此外，区域贸易协定往往调整负相对优惠边际：它们向伙伴国家提供的

待遇，与已经享有更优惠待遇的第三国类似（WTO，2011）。在服务和

投资领域，WTO 的承诺也并不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市场准入。承诺中有“水

分”（Borchert et al.，2010），也就是实际的法规比承诺更自由，而且大

多数贸易自由化已经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单方面发生了（Francois and 

Hoekman，2010）。

贸易协定的这种新景观，与消除贸易壁垒将有利于进口的想法一致，

它可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并鼓励价值链中进一步专业化分工。我

们没有必要等待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举措，因为事实上，先行者具有明显

的“先行者优势”。率先以更廉价的成本获得外资投入的国家，可以增加

自己的市场份额，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有助于它们实现自身的国际市场

定位，并使其后续者很难再与之竞争。全球价值链似乎已经减弱了“互

惠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这是否就意味着贸易协定不再有用？双边和区域交易方面的做法表

明事实并非如此。贸易协定在应对长期承诺和处理一些需要各国合作的

问题（如标准的统一或资格的确认 ) 方面，仍然非常有用。这样的话题，

在区域层面上由于合作伙伴数量有限，可能比在多边合作的背景中更容

易讨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区域贸易协定能够取得成功，它们也有助于

针对多边贸易自由化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当区域贸易协定涵盖区域集团中的部分国家，并引进了有助于该地

区服务、投资和竞争深度整合的条文规定时，它们可能会在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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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阿尔托蒙特和伦吉（2008）指出了欧

盟东扩在欧洲生产活动分割中的作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被描述为一

些北美全球价值链的起源。

相反，文献表明，在亚洲，全球生产网络在协商确定区域贸易协定

之前就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而且这些都不是亚洲价值链近期扩张的主要

驱动力（UNESCAP，2011）。专栏 3.5 为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贸易协定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证据。亚洲和大洋洲成为一致性最大的两个地区

（2008）。这可能是因为在亚洲，区域贸易协定是在全球价值链扩张之后

协商确定的，因此它们更紧贴垂直生产网络的结构。

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方面日益增多的活动，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并

行，这仍然是一个悖论。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政策更加相互依存，这

一事实原则上应鼓励多边贸易协定（如 ITA）。价值链的国际化程度越高，

协议中伙伴国家的范围就应该越广泛。当然，这说明了多边谈判的益处，

而不是双边谈判。

专栏 3.5  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贸易协定

为了评估区域贸易协定 的“意大利面碗”与全球生产网络

的匹配程度，需要计算两个简单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网络贸

易指数（Ferrarini，2011）。对于两个给定的国家，它是指合作

伙伴在报告国进口中间投入品中所占的份额，按该行业在报告

国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加权计算。此外，货物和服务行业都被列

入计算。当价值链中的国家之间没有联系时，该指数值为零；当

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最强时，该指数值为 1（即当报告国出口中

的所有投入都来源于这个合作伙伴国时）。第二个指标是根据由

米罗多特等（2010）收集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信息。当两国

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都无效时，该指数值为零。当这两个国家

之间存在区域贸易协定但仅覆盖商品时，该指数为 0.5。但是当

两者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既涵盖商品又涵盖了服务时，该指数

值为 1。

下表提供了广泛区域内，网络贸易指数和区域贸易协定指

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以该地区所有国家和其世界上的所有贸易

伙伴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为基础计算的平均值）。该值越高，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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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网络就越接近生产网络。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国家已经与

其主要垂直行业的合作伙伴（从这些合作伙伴中采购中间投入

品）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

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匹配度（2008年）

亚洲 欧洲 北美 大洋洲 南美

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与

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

互联性

0.33 0.16 0.19 0.43 0.16

该表显示，亚洲和大洋洲这两个地区的贸易协定网络与现

有的生产网络最为匹配。在欧洲、北美或南美，两者的相关性

平均较弱，这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合作伙伴国对参与全球价

值链的影响较小。

在价值链中，重要的不仅是直接贸易伙伴设置的障碍，之后生产活

动设置的障碍也非常关键。同样，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及中间投入生产商

之间的障碍，也可以阻止企业获得具有成本效益的资源。由于在价值链

中贸易成本可以累积及放大，多边和统一的贸易自由化（即对所有类型

的输入和最终产品）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多边贸

易谈判最终可能也必须要适应全球价值链中的新商业现实。

由于 WTO 多哈回合谈判的僵局，目前存在各国将贸易自由化进程

放缓的风险。在过去十年中，贸易谈判并没有为公司提供进入全球价值

链的其他机会，单方面的改革也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这

种战略，因为它们可以与我们为实现相互支持的结果而付出的努力互为

补充。此外，进一步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也可能会通过部门协议的路径实

现。全球价值链给出的建议是，这样的贸易自由化要覆盖尽可能多的国

家和行业，特别是特定价值链所涉及的企业和国家。例如，ITA 的部门

覆盖非常广泛，且与 IT 产品的价值链相一致。在这些产品的世界贸易中，

97% 的国家都已签署。虽然它与服务和投资之间缺乏一个有效链接，它

还具有另一个优势：其非歧视性最惠国性质消除了人们对原产地规则的担

忧。此外，由于不存在关税，对贸易的潜在扭曲影响也有所减少。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114 4. 需要重新看待的新问题和老问题

虽然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对贸易政策制定者而言并不新鲜，它却提醒

政策制定者重新重视与中间品贸易相关的问题及贸易壁垒的影响。然而，

垂直专业化的一个新的且特有的领域是买家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在这

个阶段，很难说，这应该是贸易协定中的一个新的区域，但是外包肯定

鼓励了政策制定者密切关注公司之间设定跨国合同的难度（Antras and 

Helpman，2008 ；Antras and Staiger，2012）。

公司有可能签署垂直合约，限制供应商向其他公司提供输入的能力，

这也可能会产生新的竞争问题（OECD，1999）。当投入是根据买方的需

求定制，而且不能再以其他方式使用时，也存在投资不足和错过贸易机

会的风险。买方处于最佳位置，能够最大限度榨取供应商的利润，但是

供应商也可以在最初阶段选择不订立此类合同。在垂直分工的背景下，

国际签约环境可能是贸易的决定因素之一。

由于纵向限制，即纵向链中一级限制对另一级产生的影响，对竞争

的影响比较复杂（Slade，2008）。公司使用纵向限制的原因有多种。有的

公司可能会提高效率，旨在减少价值链上游和下游企业决策所产生的外

部影响，或在价值链中重新分配风险。然而，纵向限制也可以用于提高

竞争者的进入壁垒。理论上，国际垂直统筹可以增加企业的战略贸易优势，

与出口补贴所产生的影响相似（Hamilton and Stiegert，2000），但与这一

主题相关的实证文献很少。

与货物原产地规则相关的成本，是一个古老的贸易政策问题，这已

成为较热门的区域贸易协定（见上文）。在服务业中，宽松的原产地规

则也减缓了优惠制度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Miroudot et al.，2010）。然

而，对于货物，严格的原产地优惠规则可能会阻止公司以其他方式受

益，如受益于获得最便宜的投入，因为它们不符合原始材料的要求。此

外，需要文件记录每个国家对增加值的贡献以及获得原产地证书，这一

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行政成本。遵从这些规定的成本，甚至可能会

大于区域贸易协定创造的效益（Brenton and Manchin，2003 ；Brenton and 

Imagawa，2005）。

国家可以通过区域贸易协定给予特定合作伙伴一些优惠政策，原产

地规则就是来源于此，全球价值链也没有理由去质疑它们的存在。但是

生产分割加大了设计出有效原产地规则的难度，因为这些产品中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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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来自不同国家（区域贸易协定之外或之内）的中间投入，进而加大

了清楚辨认它们原产地的难度。在新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如果双边协议

能够在广泛区域水平上取得统一，原产地规则就不会再阻碍各国从自由

贸易区的生产商处进行高效采购，也就会更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例如允许累积或放宽原产材料的百分比（国家贸易委员会，2012）。

五、主要的政策含义

全球价值链既是市场开放的结果，也取决于开放的市场。全球价值

链中的生产分割要求我们至少要改变贸易政策的重点，需要考虑到出口

商和进口商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政策立场。它强调价值链中所有供应

商的贸易成本放大效应。最后，它表明涵盖市场准入所有方面（包括关

键投入的可及性）的贸易协议，可以帮助国家最大限度地从生产共享中

受益。主要的政策含义如下：

尽管名义税率较低，但是当货物需要多次跨境时，关税也可以显著

增加贸易成本。此外，非关税措施强调了关税在价值链中的放大效应。

这种效应加大了开放市场的影响，并呼吁在多边层面上消除关税。

精简边境的行政和海关手续，可以显著提高效率。程序方面的改进，

如提高行政要求相关信息的可及性，以及减少检查和发货所需的时间，

都可以增大中间品进口商的收益。这些赶紧能够节省上游供应商延迟销

售的成本，并改善其库存管理，进而使供应链更流畅地运作。

符合技术标准已成为进入国外市场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我们应

努力在技术规范和认证程序方面，达成统一标准或互认协议。更统一的

产品标准，能够提高小规模出口商作为零部件供应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能力。

全球生产网络依赖于物流链，而物流链需要高效的网络基础设施和

有竞争力的配套服务。为了充分利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益处，需要实现

国内服务市场的自由化，以减轻国内法规对投入如运输、金融和商业服

务提供的压力，避免它们为了迎合法规监管政策目标，而受到更多不必

要的限制。

如果通过服务贸易、投资、竞争和商务人员的临时流动，贸易协定

不仅能够促进商品，还能够促进服务、人员和资本的流动，那么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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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定可以降低贸易成本，最大化生产共享的生产力收益。有关企业获得外

国投入和进入市场的战略，贸易政策应保持中性，也就是说，它不应该

对任何一种进入模式表现出偏爱。

与以往相比，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多边贸易自由化将仍是国家最大

限度地从贸易中获利的最好方式，因为价值链上游与下游第三国之间的

障碍将会与直接贸易伙伴设定的障碍一样重要。如果区域贸易协定涵盖

了足够数量的经济体，与区域生产网络一致，不会导致第三国歪曲、误解，

并且逐步实现多边化，那么区域贸易协定将会有所帮助。但是单边自由

化仍然是一个有效的选择。而且如果与他人协调时，单边自由化可能会

是更好的选择。如果这在政治上不能实现，单边自由化将仍然是改进的

一种方式。

贸易协定可以通过实施国际合同法规以及解决垂直竞争问题的机制，

涵盖一些新的问题，如买家和供应商之间的纵向关系。在全球价值链的

背景下，可以重新评估贸易协定中已设定的其他规则。特别是，可以重

新设定原产地规则，以充分考虑各国之间日益分散的生产活动，促进全

球价值链的发展。

注释

1. 对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从价计征关税分

别相当于为 1.9%、4.3% 和 10.3%，与 1989 年同比，分别下降了 4.6%、

26.1% 和 88.4%（联合国 TRAINS 数据库）。

2. 但注意，生产活动中国外增加值所占的份额与关税对贸易流量的

影响之间的经验关系尚未得到直接证实。对减少贸易的影响幅度的估计

值需要进一步分析。

3. 某些司法管辖区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如在欧盟作为利益共同体

测试的一部分。

4. 影响入境的措施的例子有对持有手机牌照总数的限制（非歧视），

或允许外资股权的最大份额（歧视）。影响操作的措施的例子有价格管制

（非歧视）或对外国公司征收特定税种（歧视）。

5. 在不久的将来，通过 OECD 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我们可以获得

衡量服务贸易政策的开放性的新指标。

6. 这里，仅考虑政府规定的强制性标准。对于“买方主导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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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一部分，全球知名品牌或行业团体对其供应商施加的公司行为规则

和私营标准（对质量、安全、劳工和环境等），并不会在此分析，因为它

们已超出公共政策的范围。

7. 当所有余下阶段的相对成本都相同时，就不会存在进一步的比较

优势，这会限制生产分割和专业化。

8. 第 5 章和第 6 章将讨论如何在价值链中上移，以及影响国家专业

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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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全球价值链与国际投资

    国际投资是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根基之一。跨国企业不断通过国际

投资及撤资将其资源进行跨国界转移并实现其生产活动的地域重组。在

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商业投资重点更集中于商

业投资的核心业务。此外，政府也已逐渐成为了全球价值链中国际投资

的重要参与者。国际投资中的这些结构性变化引起了新的投资政策制定

问题。

一、跨国公司和全球价值链之间的联系

与贸易一样，国际投资是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构建模块。这种关系之

所以令人感兴趣，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对经济发展、企业、技术和创新、

就业机会等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渠道（包括

企业内部和外部）以及跨国公司用于创造价值的无形资产。

2011 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22 万亿美元，而全球贸易

额也超过了 18 万亿美元。在过去的 20 年中，对外直接投资比全球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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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都更快。在 199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价值占全球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 10%，而全球贸易的价值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左右。到 2011 年，这些比率已分别上升至 31% 和 26%（见图 4.1）。

世界贸易/全球GDP% 全球FDI存量/全球GDP%

图4.1  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双驱动

资料来源：OECD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库（www.oecd.org/investment/ 

statistics.htm），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及WTO统计数据库。

全球价值链之所以引人关注，不仅是由于它们已经变得更大、更普遍。

近年来，随着它们的迅速增长，它们的本质也发生了质的改变。许多变

化都源于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已成为新的重大

对外投资商，这些国家的政府也通过其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企业已经成

为某些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参与者。此外，跨国公司也已通过外包和离

岸生产，实现了国际架构的合理化。格里菲等（Gereffi et al.,2005）将最

后的这种发展，视为国际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

化之一，进而导致跨国公司的垂直分工，这种分工正在重新定义它们的

核心竞争力，使它们更加专注创新、产品战略、市场营销以及制造业和

服务业中增加值最高的部分，同时减少它们对 “非核心”功能部分的直接

所有权。

国际投资（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理论文献中有两条主线：交易成本和

内部化理论，以及不拘一格的战略、行为解释。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

的共同观念是，如果公司内部进行国际交易比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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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成本和内部化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市场和公司内部阶层之间的区别（Coase，

1937 ；Williamson，1975，1979）。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些经济交

易通过公司内部交易比市场上的公平交易能够更加高效。此外，市场中

的不完善包括相关的信息费，也进一步促进了交易在公司内部而非市场

上进行（Arrow，1974）。 

交易成本理论强调了国际投资在克服市场中存在的不完善中的作用，

这些不完善在一个纯粹的国内环境中可能并不太明显或甚至不存在。这

些不完善包括，跨越地理与文化距离搜集信息的成本、在不同司法管辖

区保护知识产权（IPR）的难度、公平国际贸易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障

碍，以及会导致先发者优势的市场结构特点。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 1976）和拉格曼（Rugman 1981）

首次使用内部化理论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这个特定的版本又被称为内部

化理论。一旦国内企业根据其技术、成本、财务或其他优势取得了垄断

或寡头垄断的地位，它们就会有动力通过公司内部而非在市场上进行交

易，在国际市场中继续保持这样的优势。通过这样做，它可以对准入门

槛保有控制权，进而可以使它在其国内市场中继续享有垄断利益。

内部化理论预测，当公司通过内部交易（即在该公司的组织结构内部）

比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可以更有效地获得某种形式的优势时，它们就会

愿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当市场不完善通过贸易、许可或任何其他形式

不涉及国外资源所有权的经济交易不利于国际贸易时，就会出现这种情

况。内部化理论激发了许多研究机构，它们专注于两个关键因素：所有

权优势和市场不完善。对于前者，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卓越的技术等因素

（Johnson，1970 ；Magee，1977）、更好产品差异化的能力（Caves，1971）

和管理能力（McManus，1972 ；Wolf,1977）。1

就市场不完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对跨国公司分散风险优势的研

究（Aliber，1970 ；Agmon and Lessard，1977 ；Adler，1981）。 风 险 分 散 假

说的中心论点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各种缺陷，跨国公司为其股权

投资商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方式，而这些方式以其他形式则可能无

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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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国际投资的战略和行为解释

在明确处理对外直接投资过程的战略性质中，第一轮贡献之一是弗

农（Vernon, 1966）试图用产品周期解释美国战后在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

产品周期即是产品“成熟”、生产过程变得更加规范，以及“生产商与客

户、供应商甚至竞争对手之间进行迅速有效交流的需要逐渐减少”的过程。

同时，随着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变得越来越公开，创新公司的早期技术优

势正逐渐消失。随着这种优势的消失，原来有利可图的生产变得会越来

越依赖于降低生产成本，而企业则也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估计海外

低成本生产商带来的潜在竞争威胁。

根据弗农的观点，在产品生命周期的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

推动力是自然成熟的过程，特别是生产相关知识成熟的过程。随着它们

的“新产品”成为“标准产品”，管理人员最初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抵御

潜在低成本竞争的新来源。

在弗农的基础之上，尼克波可 (Knickerbocker,1973）研究了美国跨国

公司投资接近同步的明显倾向，以及弗农关于在国外不同地点的生产成

本信息相对有限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可能会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观察竞

争对手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就是，即使你正在亏损，但只要你的竞争对

手亏损得更多，那么你也算在赢）。格雷厄姆（Graham, 1978）根据“交

换威胁”外国直接投资的概念对这一理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并阐述

了一个博弈模型，他证明在一个特定的市场内，即使一个企业不是成本

最低的生产商，外商直接投资也可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只要这一行业

具有寡头垄断特征（Graham，1998）。

另一份关于国际投资和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或行为文献强调了外国直

接投资在为跨国公司提供有关市场状况的信息方面的作用。例如，波蒂

文 (Boddewyn,1983）发现，决定剥离海外资产的原因可能与原来决定外

国直接投资的原因不同。鉴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是由于感知到会有利

益收入，但是相反的撤资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情况（外商撤资并不一定会

造成损失或负面情况）。

弗农（Vernon, 1966）认为，“撤资的决定并不仅限于下降阶段。相反，

它们也可能是由于企业需要从任何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因为在

每一次转折点企业通常需要新的资源（资金、创业和管理技能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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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不同，因为后者往往是由于跨国公司失去了其竞争优势或面临着

政治上对立的环境，而决定放弃国外市场。”（Boddewyn，1983）。

古特（Kogut, 1985）的概括如下：“国际化战略的制定是基于国家的

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力优势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个优势决定了国际

化战略中两个主要问题的答案：1）增加值链的哪一部分应该跨国界被分

割？ 2）一个企业应该将资源集中用于何种功能性活动？”

（三）全球价值链中的水平投资和垂直投资

水平国际投资涉及一个跨国企业在不同的市场设立具有类似的业务

功能的联属公司（参阅第 1 章）。从内在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它涉及不同

市场企业内部同一生产活动的内在化。服务提供商的国际投资通常本质

上就是水平投资。跨国公司的服务提供商倾向于投资服务于国内市场，

并倾向于与其他的联属公司保持相对自治。例如，一家跨国零售商设在

德国的门店与其设在中国的门店之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业务联系。大多

数跨国电信公司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独特、自主的国家供应商，组织其生

产经营活动。

其中，制造业板块两种都有。它倾向于有更多的垂直国际投资，

但是也有水平投资的例子。例如，即使在如汽车生产之类具有显著垂

直整合的行业，当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建立组装场地生产同一模型时，

它们也就从事了水平投资。采掘产业中大量的国际投资本质上也属于横

向投资。

在服务提供商和采掘业，水平投资通常可以同时对多个全球价值链

做出贡献。零售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跨国零售商如沃尔玛和家

乐福可以同时为成千上万的全球价值链的最终分销阶段服务。在价值链

的另一端，大多数的采掘行业中也都同时参与多个全球价值链之中。一

个铁矿石矿场的国际投资产出，也可以同时为建筑、钢铁造船板和瑞士

手表提供增强钢筋（螺纹钢）。

当某项经济活动是位置 — 绑定型，即某一市场的准入需要企业实体

存在时，经常就会涉及水平外国直接投资。零售商需要接近客户，而矿

工则需要接近矿产。然而，水平式外国直接投资对企业而言还有其他功

能，包括多样化其风险（例如，建立可替换的供应来源作为关键的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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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杠杆化和保护无形资产，如品牌和专有的诀窍与知识。

垂直的外国直接投资涉及全球价值链中企业内部多层价值增加的“内

在化”（请也参阅第 1 章）。至于水平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参与垂直外国

直接投资的程度高度依赖特定的行业，但也受战略和政策因素的影响。

究其原因是，垂直的外国直接投资涉及全球生产链跨国多种业务的管理

和协调，因此必然会增加额外的风险和问题。

垂直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公司内部贸易与外国子公司之间贸易的主要

来源。例如，皇家壳牌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之一，其

拥有丰富的上游活动（勘探、回收、运输）和下游活动（炼油、化学品、

市场营销、零售）。该公司上游业务所产生的收入中超过一半都来自其与

自己下游企业的公司内部贸易与销售。

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往往专注于全球价值链相对狭窄的功能（并往往

横跨多个的全球价值链），与之相比，垂直外国直接投资倾向于涵盖部分

全球价值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整个全球价值链（例如，壳牌公司的

居民消费燃料业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由垂直外国直接投资造成的一个

有趣的特征是，它们是由该公司直接规管的（与主要是基于互不相关的

双方的公平贸易的全球价值链相比）2。下文将会从“管制”的角度，讨

论垂直整合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含义。

总而言之，水平和垂直国际投资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全球价

值链的发展做出贡献。事实上，很难找出一个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对全

球价值链的发展没有做出任何贡献的例子。水平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公平

的上下游商业关系与全球价值链之间有广泛联系，也有助于内在化公司

运营可共享的无形资产，并增加公司所参与的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垂直

的外国直接投资则可通过公司内部的贸易联系，直接创建全球价值链（或

全球价值链中的一部分）。垂直整合的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

该价值链受创建它们的公司所控制。

在现实中，大多数的跨国公司既有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又包括垂直

外国直接投资。此外，由于水平和垂直国际投资可以产生的贸易交易关

系有不同类型，它们可以结合起来，在所在国创造内容广泛且具有各种

各样的联系。图 4.2 有效证实了一个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可能产生的各种

不同联系，以及这些联系与水平和垂直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130 本地销售输

出份额

本地装配FDI 净水平FDI

净HQ 垂直FDI

（无形贸易）

资源开采FDI

本地销售输

出份额

外地加工净

FDI（即出

口平台）

FDI网络

增长的FDI市场需求

FDI和增长的

贸易代替品

图4.2  销售—采购箱形图解

资料来源：鲍德温和大久保（2012）。

二、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投资发展趋势

（一）全球价值链中的投资：一个翻腾的大海

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大和重组其国际业务，它们同时参与投资及

撤资（见图 4.3）。在 2012 年，国际撤资的价值为国际投资价值的一半

左右；这种关系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国际撤资活动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

的水平。国际投资活动中的湍流在行业层面上可能会更加明显（见图

4.3）。在 2003—2012 年，汽车行业通过国际并购开展的国际投资的平

均水平要高于国际撤资的平均水平（两者分别为 110 亿美元与 60 亿美

元）。然而，在 2003 年、2006 年和 2007 年，国际撤资已超过国际投资

（2007 年国际并购和国际撤资的主要差别在于奔驰公司对克莱斯勒公司

的 75 亿美元的撤资）。在个别国家的水平上，也可以观察到这种类型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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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国际撤资

汽车制造业国际M&A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 

图4.3  通过兼并、并购和撤资进行的国际投资（世界，2003—2012年）

资料来源：Dealogic 的并购分析，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二）跨国公司的“垂直分工”

国际并购数据表明，一直以来，跨国公司国际投资都将重点主要放

在其核心业务（见图 4.4）3。在涵盖期间的上半段时间，跨国公司在其核

心业务领域的国际并购份额（如汽车行业的汽车和化学品行业的化学品）

一直保持稳步上升，从 1995 年略低于 50% 上升到 2003 年的 80%。从那

时起，它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平均水平略低于 80%。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和 21 世纪初，国际采购的重点发生了转移，

但是与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许多原因相符，包括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信

息和通信技术的主要进步以及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作为高效生产地点的

崛起等。这些变化似乎也降低了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获得所有权，进

而控制其全球价值链以及其他要素如成本、投入的质量、及时交货、知

识产权保护等的需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投资对于全球价值链已

经越来越不重要。事实上，正如图 4.1 显示，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跨境联

系的价值仍将继续增长。相反，国际投资流似乎也已经发展壮大，而且

变得更加专业（在该公司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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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世界核心商业中国际M&A的比例（1995—2012年）

资料来源：Dealogic 的并购分析，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三）投资于全球价值链的新行为主体——政府

在过去的十年中，政府已经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企业以国际

投资者的身份成为全球经济中的更加重要的参与者。在按其收入排名

的 500 家世界领先公司中，国有企业在一系列的数据计算中都占据

了 20% 左右的经济活动，而这一比例在 2000 年只有 7% 左右（见

表 4.1）4。

表4.1  2000年和2011年的国有企业份额

（“财富”全球500强企业）

2000 2011
国有企业数目 7% 19%

平均资产 8% 19%
平均收益 6% 20%
平均利润 7% 22%

平均股东权益 9% 21%
平均员工人数 19% 30%

资料来源：2012 年“财富”全球 500 强，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图 4.5 给出了自 1995 年至 2012 年，国有企业在国际并购方面的绝对

增长值及其在国际并购活动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自 21 世纪初，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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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投资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开始

急剧加速。中国一直是这类投资的最大来源，占全球国有企业国际投资

总量的 1/3 左右。

SOE国际M&A 总国际M&A份额（%右轴）
十亿美元

图4.5  国有企业的国际兼并和收购

（世界，1995—2012年）

资料来源：Dealogic 的并购分析，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政府控制实体的国际投资增长与两方面

原因相关。第一是这种投资都高度集中于有限的几个部门。除了金融、

保险及各种特殊用途的金融实体之外，如表 4.2 所示，国有企业 97% 的

国际投资都集中于采掘业、石油和天然气、公用事业和能源、采矿、金

属和钢铁制造。

第二个原因是 87% 的国有企业国际并购都发生在这 10 个国家。表 4.3

列出了 2012 年国有企业国际并购投资最集中的十大国家。个别交易可能

非常大，甚至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总体流量，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投资

可谓相当“迟缓”。因此，一些国家国有企业占其总体流量的份额相当高，

尤其是在小的发展中经济体中。

例如，在 2012 年，塞拉利昂的外来投资全部来自国有企业（一个一

体化的综合铁矿石项目有 17 亿美元的投资，包括建设一个新的港口和铁

路）。这个例子显示了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134

表4.2  国有企业国际投资的产业构成

收购行业团体 国际并购活动总量 国有企业的国际并购
国有企业所占比例

（%）

石油与天然气 61814 20869 61

公用事业与能源 40339 7577 22

采矿 42963 3000 9

金属及钢铁制造 34318 1701 5

专业服务 9315 411 1

机械 18085 486 1

农业综合企业 3972 65 0

总计 542517 34202 100

资料来源：Dealogic 的并购分析，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包括那些历来对外国投资者没有很强吸引力的国家。然而，它也可以导

致金融失衡并产生通胀压力，并可能会造成一种现象，即一个国家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环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上游原料生产商），都是

由一个企业或少数的几个企业控制。在此类投资的前五年，塞拉利昂每

年平均收到7300万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 2012年，塞拉利昂所收到的国

有企业投资与2011年的相比，增长了23倍。

表4.3  国有企业国际兼并与收购的十大国家

目标国家 国有企业的国际并购 国际并购总额
国家内部国际采购所占

份额
澳大利亚 13436 49332 27%

巴西 7975 38069 21%
加拿大 6 808 49 239 14%
法国 1 591 18 106 9%
挪威 3 255 11 930 27%

葡萄牙 3 526 6414 55%
塞拉利昂 1 500 1 500 100%

瑞士 9 044 17 574 51%
英国 5 831 93 264 6%
美国 7 363 139 969 5%
总计 69491 425398 16%

资料来源：Dealogic 的并购分析，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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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启示

针对全球价值链的政策都比较新，而这方面的文献也并不多。其中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国际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围绕着传统的“账户单位”

如国家（如 OECD 国际投资和多国企业宣言与区域、双边一体化协定）、

行业（如传统的投资促进、产业政策）和公司（如商业法规和规章）发

展的。在制定投资政策时将全球价值链纳入考虑范围的想法尚且比较新

颖。政府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许多政策议题和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一）国际投资政策架构是否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保持一致

根据定义，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多边现象。个别价值链可以跨越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国家，涉及从中小企业到全球跨国公司的数以千计的企业。降低

投资壁垒，是国家通过国际投资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双边和区域协定也可以用于促进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

然而，当前的国际投资政策架构比较复杂，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双

边和区域投资协定，这些都可能会产生不确定性，从而限制全球价值链

中国际投资的发展。多边合作对于保持开放和可预测的国际投资环境而

言必不可少，而迄今为止，这种投资环境都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中国际投

资的发展。最近的危机以及它所产生的一系列去全球化的例子，都可以

时刻提醒我们，全球价值链是不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适当的政策也有

利于它们的发展。

（二）关于经济活动而非产业的政策

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战略逐渐转向产业集中型，这表明政府投资促

进和便利化政策也同样应该更具有针对性，而不是广泛地吸引所有的产

业。相反，政府需要保持警惕，避免发生激励战争。虽然部分全球价值

链创造的价值可能比其他部分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投资，

从全球价值链获得的收益可能比国际投资激励所获得的收益更好、更加

可持续。OECD（2011）讨论了全球价值链如何使国家的政策发生改变以

更好地吸引国际投资。

政府也需要认识到，全球价值链中国际投资的流体性质。随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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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价值链中国际投资的增长，国际撤资也一直是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其结果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衰退周期。从投资促进和便利化的角度

来看，这种流动性强调投资者在初步投资之后后续保健服务的重要性。

很大一部分的国际投资都以“后续”投资的形式呈现，即在投资项目被

证实对公司有价值之后，就开始建立一个初始的投资项目。

（三）鉴于全球价值链广泛的福利含义，管制问题非常关键

大型跨国公司，包括在某些情况下的国有企业，通过国际投资已经

成为某些全球价值链上游部分的主要参与者。这也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对

竞争和下游市场的影响政策担忧。更一般的，考虑到全球价值链的广泛

福利影响，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应时刻注意在全球价值链管制方

面各自的角色和职责。

全球价值链不同的管制结构需要不同的政策和监管办法。它们对全球

价值链的利益分配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正如格莱菲等

人（Gereffi et al.,2005）指出，“全球价值链的管制对于了解一些问题非常重

要，如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可以参与全球市场，进入全球市场可能带来的好

处及避免的风险是什么，以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净收益是如何增加的。” 

（四）全球价值链可以促进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另一个相关的话题，全球价值链可以作为促进最佳实践的一个通道，

如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其中包括合理应对环境问题。事实上，跨国

公司对不负责的商业行为（甚至是与不负责任的行为相关的）、供应商，

甚至是国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符合社会的期望）非常敏感，以至

于它们甚至选择不参与某些全球价值链。《OECD 跨国企业准则》和《OECD

尽职调查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负责任的矿物供应链指南》就是很好

的例子，此类政策工具致力于通过全球价值链促进负责任的企业（见专

栏 4.1）。

专栏 4.1  通过供应链减少排放：中国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参与和支持的试点项目（中国绿色供应链试点项

目）涉及 8 个顶级的供应商。该项目由上海通用汽车和世界环

境中心实施。经过短期的培训课程之后，供应商能够识别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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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利于节约资金及改善环境的行动和投资，包括：使用风力发

电工具取代电动工具；通过安装透明的屋顶和墙壁，使用调光开

关和降低照明工具的瓦数，消除或减少电力照明；消除空气和水

系统中的泄漏；减少紧急交付的需要和实现紧急交付所必须耗费

的能量；以及在传送带上安装传感器，以便在没有承载物时关闭

电源。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改进措施，但是这些改进将能净节省

20 万美元，节省超过 1800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并可以节约大量

的水资源。

资料来源：世界环境中心、OECD。

（五）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投资如何创造价值

要探讨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如何创造与使用收入还需要更多的分析，

包括知识型资本（如收入、特许权使用费、许可和其他知识资产）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作用的收入。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国际投资实际去向，

并了解如何正确使用国际投资才能更好地反映它是在哪里以及如何创造

价值的（见第 2 章和第 7 章）。

注释

1 此类文献的综合分析，请参阅：邓宁和伦丹（2008）。
2 格莱菲等（Gereffi et al., 2005）和莫兰（Moran, 2001）对不同行业

涉及国际投资的全球价值链管制结构进行了案例研究分析。 Gereffi等认

为有五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管制结构：层次型、捕获型、关系型、模块型

和市场型。

3 该数据涵盖十大行业：化工、消费品、汽车、食品饮料、电信、计

算机和电子、机械、石油和天然气、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和能源。

4 就业是这种归纳的一个明显例外，但它的份额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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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这得益于全球价值链，它使各国能够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融入

全球经济之中。公司对节约成本、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市场规模或增长的

追求，使其将价值链中的大部分活动转移到新兴市场。随着其在全球经

济活动中参与度的日益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也快

速增长。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只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垫脚石之一。鉴于它们

在劳动密集和低成本活动方面的特有优势，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都寻求沿着价值链向上移动。

一、经济全球化的地理转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中，典型代

表有所谓的金砖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南非）。

其他国家也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OECD 成员，如智利、

韩国、墨西哥、波兰和土耳其，以及非 OECD 成员，如阿根廷、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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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菲律宾和泰国（O’Neil，2011 ；Hanson，2012）。在这些较大的新兴

经济体背后，许多国家（通常为小型国家）也往往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

已经在某一特定行业中占据了强势地位（哥斯达黎加、越南、捷克、匈

牙利和欧洲中部的斯洛伐克）。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

与度较小，甚至不参与。

新兴经济体也已经从全球贸易的外围国家变为主要核心国（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2012）。OECD 成员已逐步失去了其在国际市场上中的市场

份额，而金砖六国的出口份额也逐渐增大（见图 5.1）。事实上，中国已

经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此外，中国也是金砖六国中其他国家

的一个重要出口市场；随着中国和印度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巴西和

俄罗斯天然资源的出口需求也不断增长。

中国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南非

印度 巴西
OECD（右轴）

出口市场份额-BRIICS% 出口市场份额-OECD%

图5.1  出口市场份额

（货物与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数据库。

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地区，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

流入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从 1995—1999 年间的年

均 500 亿美元，升至 2005—2009 年间的年均 1500 亿美元（见图 5.2）。目前，

中国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对象国，仅次于美国。 金砖六国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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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已增长了 9 倍，而印度的对外资金流动量则已增长 7 倍之多。

新兴经济体日益加速的经济一体化有各种原因。首先，随着它们将

其产业战略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主导型发展，它们经历了多轮的贸易自

由化。通过单边贸易改革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双边、区域和多边），

贸易壁垒显著下降。1 汉森（2012）报告，1994 年和 2008 年间，15 个中

等收入国家所有商品的平均关税壁垒（进口加权）已经从 12% 下降至了

4%，2 而中国的贸易壁垒则由 29% 下降至了 8%。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

平均关税壁垒已经较低，因此进一步的降幅可能会不大。3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按

当前汇率的十亿美元)

 
图5.2  由欧盟、日本和美国流向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2003—2009年）

注：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资料来源：OECD（2011A）。

国际投资也逐渐被放宽限制，使跨国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在新兴经济

体建立分支机构。虽然一些多边协定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如贸

易相关投资措施协议 [TRIMs] 和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投资自由化经

常发生在双边和地区水平上。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2A），双边投

资协议已经从 1990 年的 385 个增长到 2011 年的 3164 个；最近，区域一

体化趋势也有所强，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协议，这其中包括数个新兴国家。在转型国家，贸易和投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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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化也是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一个

明确举措。所谓的边境政策的变化通常伴随着宏观经济稳定政策、重组

和私有化计划，以及法律和体制的改革。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全球价值链的崛起，这已经显著改变了国际贸易

和投资模式。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对全球经济的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

时也使新兴国家（见第 1 章）的作用更加突出。

生产活动的地理转移以及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

日益增长的贸易（北南贸易），重新燃起了人们对比较优势的兴趣（Hanson，

2012）。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期间，发达国家具有贸易优势，对此

普遍的解释规模是这些国家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这种所谓的北

北贸易通常发生在收入和禀赋相似的工业国家之间。然而，作为贸易

的一个来源，比较优势是指国家专注于它们擅长的生产活动（Eaton and 

Kortum，2012）；要素禀赋（赫 - 俄贸易模型）和 / 或技术（李嘉图贸易

模型）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日益增多的

现象。

越多的生产活动可以基于比较优势在全球拆分，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就可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Dean et al.，2011）。例如，金砖

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供给，进而就专注于技术含量低的生产活动，而发达

经济体则专注于高科技产业（见图 5.3）。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同

时高度关注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然而，在全球价值链中，比较优势

逐渐开始在活动或阶段或任务而不是行业水平上被衡量。因此，中国既擅

长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活动，又专注于高技术行业的任务（见下文）。

新兴经济体日益融合的经济也促进了南南贸易（即在新兴或发展中

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的增长。联合国贸发会议（2012B）估计，在 2010

年南南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量的 23%（1995 年占 12%），并占新兴市场或

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 54%（1995 年为 43%）。4 大多数南南贸易都发生

在亚洲地区：80% 的南南出口均来自亚洲，其中 74% 是亚洲区域内的出口。

由于国际生产分割加大了亚洲合作伙伴之间的中间品贸易流量，尤其是

在制造业部门，亚洲地区内垂直分工不断加深就必然导致了东南亚地区

强劲的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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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巴西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南非

图5.3  显性比较优势

（出口产品，精选的OECD和金砖国家，2010 年）

RCA指数OECD成员（上图），金砖六国（下图）

 

注：（1）显性比较优势为出口总额中的 RCA（X））计算公式为 (Xi,c/

Xi,world)/(Xeconomy,c/Xeconomy,world)，其中 Xi,c 和 Xi,world 分别代

表C国和世界行业 i 内的出口，而Xeconomy,c 和 Xeconomy,world 则分别为

C国和世界的经济出口总额。 （2）附录 5.A1 提出了 OECD对高、中高、中低

和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类。

资料来源：OECD（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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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和全球价值链

（一）制造业的全球性程度日益增加 

在过去的十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尤其是在制造业，逐

渐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制造业的全球化程度日益增加。5 在发达国家构

思和设计的产品，经常在如中国之类的发展中国家制造和装配，而其中

间投入则来自其他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占据大多数制造业，

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亚洲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拉丁美洲的 4 ～ 5 倍（见图

5.4）。在 2010 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 19%，并已成为世界领先

的制造商。除中国之外，在 2010 年，亚洲国家占全球制造业的 12% 左

右，而南 / 中美洲则占 5.6% 左右。非洲仅占 2010 年制造业增加值的 1.6%，

这个迹象可以表明，非洲基本上仍然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

新兴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那些较发达经济体的成本低，因此是劳动

力密集型活动的最佳选择（Pilat et al.，2006）。虽然劳动力成本仅占生产

总成本的一小部分（各行业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它却是企业选择生产

活动地点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6。新兴地区也增加了其增加值份额，尤

其是在传统行业，如食品、饮料、纺织品和服装、皮革和鞋类、纸张等

（Hepburn，2011）。随着劳动密集、低增加值活动的地理转移，新兴国家

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出现了强劲增长（见图 5.4）。但是，这种增长

有时候会被认为是以（大量）牺牲 OECD 成员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为代价。

有人认为，OECD 成员的公司将制造工厂设在中国，只是为了利用其劳

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从而本国的制造业空虚化，而提高了中国的竞争力。

实际上，我们很难断定全球价值链加速了发达经济体低技术和劳动密集

型产业中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损失。

然而，关于制造业（和制造业就业机会）未来发展的讨论非常复杂。

有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消费者变得更加

富有）制成品的需求较服务有所下降，而其生产力则有所提高，促进了

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这已成为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特点之一（Pilat et 

al.，2006）。尽管离岸外包通常不被看好，它也可能会极大地有利于本国

生产力、创新和竞争力的提高。将劳动力密集型工作离岸外包到低成本

国家的公司，也可以保存其国内就业机会，因为离岸外包可增强其国际

竞争力；离岸生产的活动可以提高未离岸活动的生产力（见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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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   中国     南亚    东南亚   拉丁美洲   墨西哥   中东北非 撒哈拉沙漠  南非

（除中国）                          除墨西哥                   以南除南非

    东亚    中国      南亚    东南亚   拉丁美洲    墨西哥   中东北非 撒哈拉沙漠  南非

（除中国）                        除墨西哥                    以南除南非

图5.4  世界制造业中主要新兴地区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

增加值（上图），就业（下图）

 

注：东亚（除中国）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蒙古、韩国和中国台湾，南

亚包括印度、伊朗、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东南亚包括印尼、马来西亚、

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拉丁美洲（除墨西哥）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

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委内瑞拉、哥斯达

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拿马，中东和北非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

摩洛哥、突尼斯、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土耳其，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南非）包括博茨瓦纳、喀麦隆、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

亚、加蓬、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尼日尔、塞内加尔、

斯威士兰、乌干达、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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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其（直接）就业和（名义）增加值的重要性逐步递减，

制造业仍然在 OECD 的经济活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 2010 年，OECD

成员仍然占世界制造业总价值的 60% 左右。许多 OECD 成员也进行了一

些重组，墨西哥和东欧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吸引着

庞大的制造业活动。

（二）出口加工区的作用：进口以供出口 

在新兴经济体，制造业活动往往发生在处于特殊行政和监管状况的

地区，目的是促进贸易和投资（OECD 和 IDE / 日本贸易振兴会，2011）。

描述这些区域所使用的最广泛的术语是“出口加工区（EPZ）”；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它是指“设立专门激励机制吸引外国投资的工业区，

在这里，进口材料在再次出口之前，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加工”（国际劳

工组织，2011）。除组装和简单加工操作之外，这些地区还逐渐包括了物

流中心、金融区和高技术 / 科学园区。

出口加工区（EPZs）已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主导

型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新的估计指出，目前在 130 个国家中正

在运营的出口加工区有 3500 个，为 68 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Boyenge，

2007）。其中，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提供了 61 万个就业岗位（见表 5.1），

其他出口加工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总就业机会 1% 以上的地区有美洲（特

别是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北非洲。其中该比例极高的国家包括

毛里求斯（24%）、阿拉伯联合大公国（25%）和突尼斯（8%）。

表5.1  出口加工区的直接就业人数
直接就业

（百万）

占全国总就业的百分比

（%）
全球 68441 0.21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61089 2.30
美洲 3084 1.15
西欧 0.179 0.00
中欧和东欧及中亚 1590 0.00
中东和北非 1458 1.59
撒哈拉以南非洲 1040 0.2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

出口加工区不仅生产成本低，而且便于进口和出口，进而吸引了许

多外国投资者；低或零关税贸易壁垒和最低行政管理要求，使企业能够从

国外有效引进中间品，将其组装成最终产品，然后再出口。新兴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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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洛勒（Farole, 2010）显示，出口加工区的成功更多的是得益于其高质

量的基础设施和物流，而非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由于非洲的管制不完善，

政局不稳定，外国投资者通常认为非洲的出口加工区不能为它们提供有

效的保护，因此该地的许多出口加工区都并没有取得成功。在一些国家，

出口加工区也一直被认为是一条“捷径”，能够通向更全面、通常被认为

不可能实现的结构改革（消除官僚习气、腐败、高关税和税收等）。

根据 OECD 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得报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中约 1/5 的出口均来自于出口加工区（见图 5.5）。亚洲作为全球价

值链中的制造业枢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得意于出口加

工区。中国有五个经济特区，并几乎占世界出口加工区出口总额的 70%。

出口加工区在促进国家出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OECD 预计 2013 年一半

左右的中国出口都源于出口加工区，而这一比例在墨西哥则为 40%。出

口加工区已经明显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并为新兴国家创造了就业机会，

但是如果以增加值的角度核算，其促进作用就会稍弱，这是由于其出口

商品中的进口成分较高（见下文）。

图5.5  出口加工区的出口占国家出口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2011）。

（三）生产活动随市场而定

生产活动往往会聚集在能够节约成本的地区，而廉价的劳动力也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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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市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它们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

素；市场规模及增长是吸引国际投资的主要原因（OECD，2011B）。巴西、

中国、印度和南非之所以能够吸引外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

较大且迅速增长的国内市场。 Brantstetter and Foley（2007）显示，到 2006

年为止，美国企业都将其工厂设在中国，以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子公司销

售总额的 75% 都来自中国市场，而只有不足 10% 再次出口到美国销售。

新兴市场的增长空间是巨大的，一些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拥有迅速

增长的中产阶级，而 OECD 成员的市场往往接近饱和。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具有较高的 GDP 增长率。

它们正在迅速成为许多行业中企业的重要市场。虽然此前全球消费需求

一直都集中在（富有的）OECD 成员，但是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级 7 正在

蓬勃发展（见图 5.6）。虽然到 2020 年，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可能会从 18

亿上升到 32 亿人，而到 2030 年，可能会增至 49 亿人，但是，预计近

85% 的增长都来自亚洲。2000 年，亚洲（日本除外）仅占全球中产阶级

消费的 10%，但到 2040 年，该比例可能会达到 40%，远期则有可能接近

60%（Kharas，2010）。

其他国家 EU 美国 日本 印度 中国亚洲其他国家

图5.6  全球中产阶级

（按国家分，2000—2050年）

资料来源：Kharas（2010）。

新经济增长中心的出现将会显著改变世界经济重心，使之向东转移

（Quah，2011）。卡拉斯（Kharas, 2010）认为，1965 年全球经济重心在西班牙、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150 欧洲中点、美国和日本。从那时起，经济中心开始向东南转移，靠近轴心国，

连接华盛顿特区和北京。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有望拉动经济

重心进一步向东部转移。

三、中国是世界工厂吗

（一）“中国制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制造”

中国强劲的出口表现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有人声称，中国已

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中国不仅仅是低成本、低技术制成品（玩具、纺

织品、鞋类）的出口大国，也逐渐成为复杂产品（电子、计算机等）的

出口国（见图 5.3）。然而，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出口总值的数字掩盖

了最终产品中来自国外的中间品的作用。出口产品不再完全由出口国生

产，而且还包括出口中间品的国家的生产活动。

在全球价值链中，越来越多的国家专注于特定的生产阶段、活动和

任务。中国的出口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装配活动：中国从其他国家进

口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品，并将其 40% 的产出出口至国外，其出口率远

远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Koopman et al.，2008）。2000 年，中国已经不仅

是一个出口大国，也是一个进口大国，而且其进口紧跟其出口，近年来

有一些分歧（见图 5.7）。

在中国，很大一部分的组装活动往往通过出口加工区的加工贸易 8

实现。如果进口中间品仅用于生产最终出口至第三国的最终产品，那么

公司在进口这些中间品时就无须支付关税。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加工贸易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迅速增加，在 1991

年和 2010 年之间，该比例维持在 50% 左右，而其总量则以年均 17% 的

速度增长（见图 5.8）。加工贸易导致了三角贸易模式的产生，较发达的

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生产零部件，然后出口到中国，

将不同的中间品组装成最终产品。几乎 80% 的中国进口加工产品，包括

高科技中间品，都源于东亚其他经济体（Chang et al.，2008）。组装后的

最终产品将会出口到亚洲地区或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洲，在那里进行

进一步的加工（包装、营销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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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进口总额

图5.7  出口和进口商品

（中国，1992—2011年）

 

资料来源：OECD（2010B）。

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加工贸易和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密切相关。日本和工业化经济体如韩国、香港（中国）、新加坡和中国台

湾，逐渐将其低成本生产活动，转向海外出口平台 —— 亚洲低收入国家，

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进一步促进了亚洲劳动力的垂直分工。这不仅有助

于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升其工业能力和出口，同时，也有助于较晚

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中国，发展其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

外资企业在中国强劲的出口表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初，受出

口加工区内低劳动力成本和优厚的待遇所吸引，外国企业将其劳动力密

集型制造业工厂迁移到中国，以降低生产成本。随着加工贸易在中国

出口中所占份额的扩张，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份额也迅速上升：从

1992 年的 39% 上升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 70% 左右，以及 2008 年的

85%（见图 5.9）。 布兰兹特尔和弗雷（Brantstetter and Foley，2007）指出，

大部分的 200 强出口企业都位于亚洲国家，主要是中国台湾、香港（中国）

和韩国。10

外国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不仅限于加工贸易。外国子公司在非

加工贸易出口中的份额也有所上升，从 1992 年的 5% 上升至 2008 年的

29%（见图 5.9）。这表明，中国的外资企业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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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都不再仅仅涉及进口投入的装配活动，而是越来越多地涉及和中国产业

互动的生产活动，包括本地采购等加工贸易制度之外的活动。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出口 其他特殊类型的出口
加工出口的份额（%右轴）

出口（十亿美元）

图5.8  中国的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出口

（1981—2010年）

资料来源：Pilat et al.（2012）。

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份额(%)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出口

图5.9  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占比情况

（1992—2011年）

资料来源：Pilat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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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相对较小，但在不断增长

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中国将创造多少价值；组装活动通常

只占最终产品和劳务价值的一小部分。（新兴）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强

势地位（反映在其出口数据上），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国家对价值

链的价值有相当大的贡献。首先，我们可以使用经常被引用的苹果公司

的 iPod 案例来解释（Linden et al.，2009）。虽然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但

是在中国的增加值仅占工厂价格（144 美元，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及美国

最终零售价（300 美元）的一小部分（4 美元）。11

中国的汇总数据显示，2007 年中国制成品出口总额中国外增加值所

占份额为 40% 左右（Koopman et al.，2008）。相比较而言，全球出口总额

中国外增加值所占份额则较少，约为 25%（Johnson and Noguera，2012）。

当然，iPod 并不能代表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水平，但是它也体现了中

国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重要性。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中该份额可上升至

62.7%，这表明中国出口商品剩余的价值与其在中国的（组装）活动相关（见

图 5.10）12。不同行业之间，国外增加值份额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电子产

品中的国外增加值数量最高，而纺织品行业则低于平均水平（Dean et al.，

2011；Koopman et al.，2008）。中国非加工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数量显著较高：

在 2007 年，84% 的出口值是在中国创造的。

与中国类似，墨西哥出口加工区（如美墨联营工厂和临时加工出口计

划 13 项目）的加工贸易非常庞大，且在不断增长，自然也出现了类似的

结果（De La Cruz et al.，2011）。大约 72% 的墨西哥加工出口价值均来自

国外采购的中间品，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中间品（见图 5.10）。非加工贸

易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所占份额要低得多，但仍然占出口总值的 20.2%。

鉴于加工出口在墨西哥出口总额的重要性（比中国更大），墨西哥出口总

额中约 2/3 都代表国外进口投入所带来的国外增加值。只有 1/3 的出口值

来自墨西哥本国的增加值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含量也有所增加；估计

表明，2011 年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国内增加值已达到 66.2%。14 相比之下，

由于国际生产活动分割，全球出口总额中国内增加值的份额则呈整体下

降趋势（Johnson and Npguera，2012）。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份额

上升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加工贸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见图 5.8）。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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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现在能够创造更多的增加值。出口加工区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都不

再仅从事简单的来件装配活动，而逐渐上升到“全包”的制造活动，中

国企业也逐渐控制各个生产阶段，从材料采购到产品设计（Pilat et al.，

2012）。相比之下，非加工贸易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日益增加，这表明非

加工贸易出口中从国外采购的中间品数量呈上升趋势。

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内成分的高含量表明，中国正在升级其生产活

动，以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最近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密集

活动也正在从中国大陆转移到柬埔寨、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中国也已

成为大型的中间品（特别是零部件）和资本货物出口国，虽然它在组装

方面仍具有专业优势，但却逐渐开始从事高价值的生产活动（OECD，

2011a）。随着其他国家逐渐承担低价值生产活动，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东

亚各国之间的垂直分工。雁形的比喻（Akamatsu，1961 ；Ozawa，2008）

经常被用来形容东亚地区的产业升级。一个经济体（如日本）就像 V

形飞雁队中的第一只雁，带领着其他经济体（如韩国）走向产业化，

同时也会将其旧技术传给新的追随者。目前，这个过程似乎依然存在，

例如一些国家如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越南，逐渐接过中国的纺织及成

衣业务。

四、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发展

（一）加入而非新建一个价值链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重点

都放在进口替代品：用国内产品取代国外进口，降低对外依存度。政府干

预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高关税壁垒、补贴、重点行业以及国有化等，

在创建内部市场和提高制造能力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

些政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这些政策都逐渐

被放弃，而发展战略越来越多地变为出口带动型。东南亚国家采取了双

路径措施，将进口替代物与出口平台的发展相结合，创造新的产业（幼

稚产业参数）（Baldw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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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国内增加值总额

（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出口，中国和墨西哥）

中国（上图），墨西哥（下图）

 

注：墨西哥的估计数据是上限估计，其中美墨联营工厂和临时加工出口计划

都算作加工贸易。

资料来源：库普曼等（2008），德拉克鲁兹等（2011），中国科学院（2012）。

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出口竞争力，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必须建

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并建立自己的价值链。外商直接投资得到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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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鼓励，使得跨国公司带来先进的知识，此外还应设置产品中对当地含量

的要求，以确保国内企业可以学习外国的专业知识。这对于轻工业制成品，

如服装和鞋类相对简单，但是因为经济规模、知识外溢效应和集聚经济，

这对于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成品而言则较为困难。在克服这些行

业中的各种问题及复杂性方面，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使用干预

政策达到国内临界质量，以便加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Rodriguez-

Clare，1996 ；Rodrik，1995）。

当今，全球价值链是一个显著特色，各国现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

入全球价值链，并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出口。15 工业化国家可以

专门从事特定的生产活动，发展其出口竞争力，而不是通过垂直整合产

业（生产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继续其工业化发展。如前所述，中国在电

子行业最终产品的组装领域占有优势，并已成为信息、通信和技术（ICT）

产品最大的出口国（OECD，2010a）。其他国家可能擅长中间品的组装（如

墨西哥的机动车辆子系统）或简单零部件的生产。

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口不同类型的商品，低收入国家通常只可

生产少数商品。随着国家的发展，它们可以使其出口投资组合多元化，

直到它们重新集中在较高收入水平（Imbs and Wacziarg, 2003）。密集边际

（通过现有贸易流量的增长）能够有效推动出口增长，而粗放边际（通过

贸易流动的新产品和 / 或新的目的地）的扩展则有助于促进国家出口的

多元化发展（Cadot et al.，2011A）。OECD 最近的工作表明，国际生产分

割有助于调节中间品市场中新出现的竞争者（Beltramello et al.，2012）。

新兴经济体通过使其出口组合多元化，已显示出相对强劲的粗放边际增

长。16 对此的一种解释可能是最终产品出口（例如研发、品牌推广及其

他形式的知识资本）所需要的投资门槛较高。另一种解释是中间品贸易

对最终产品贸易的依赖低于对市场规模或“本土偏好”的依赖（Miroudot 

et al.，2009）。

图 5.11（中国和哥斯达黎加）和附录 5.A2（捷克、墨西哥和泰国）

代表着五个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表现，这五个新兴经济体目前均已成功融

入某些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之中。其出口发展清楚地表明，全球价值链对

其出口所取得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显性比较优势（RCA）应用广泛，

也是测量出口竞争力的有效指标（Balassa，1965），而融入全球价值链也

已被进口中间品投入品所代表。Ng 和 Yeats（1999）认为，以进口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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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口中间品投入而非出口为基础计算的巴拉萨指标，能够说明一个国

家在某一给定行业的组装领域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理由是，一般中间投

入本身并没有太大用处，而是通过交易用于进一步组装。进口份额高于

平均水平的中间品，可能表明该国在组装业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2000

年和 2010 年对这些新兴国家出口组合的一个分析表明：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国（中国、墨西哥）也包括一些较小的国

家（哥斯达黎加、捷克、泰国）的出口总量出现大幅增长（反映在 2000

年和 2010 年之间数据中的泡沫膨胀），这使得一些行业具备了强劲的出

口竞争力（RCA（X）> 1）。

中间品的生产和装配占据了出口表现的很大一部分份额（反映在黑

暗泡沫规模上）; 中间品出口在这 5 个国家的出口产业中已经变得越来越

为重要。

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包括终端产品以及中间品，已经与进口中间品

紧密相连；在生产活动出现国际分割的行业如模块化的行业（如电子），

这种相关性特别清晰。

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极大地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专业方向。它们已经

从更传统行业（如食品、纺织）迈向更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电脑、电

视、广播和电信设备）。这种模式与比较优势的观点不一致，后者认为

新兴国家在传统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则专注于技术先进的产

业和产品。

对出口竞争力的传统衡量方法（如基于出口总额的显性比较优势）

可能会歪曲国家的实际出口竞争力。成功的出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早期

生产阶段生产的进口中间品，并可能会更能代表进口产品中国外增加值

活动的竞争力。这并不能体现国内经济创造了多少价值：对中国和墨西

哥的估计如上。捷克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 61%，泰国为 59%（见第 1

章），而哥斯达黎加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含量则约为 36%（Costa Ric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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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出口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

（中国和哥斯达黎加，2000年和2010年）

注：（1）垂直轴代表出口总额中显性比较优势的指数（RCA（X）），计算方

法为 RCA(X)i,c = (Xi,c/Xi,world)/(Xeconomy,c /Xeconomy,world)，其

中 Xi,c 和 Xi,world 分别代表 C 国和世界 i 行业的出口，而 Xeconomy,c

和 Xeconomy,world 则分别为 C 国和世界的经济总出口；横轴表示进口中间

品中显性比较优势（RCA）的指数，计算方法为 RCA(M)int-i,c = (Mint-

i,c/Mint-i, world)/(Mint-economy,c /Mint-economy,world)， 其 中

Mint-i,c 和 Mint-i,world 分别代表 C 国和世界 i 行业的进口中间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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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t-economy, c. 和 Mint-economy,world 则分别指 C 国和世界进口中

间品的总额。

（2）泡沫的大小与国家出口总额成正比，而且只应该在一国之内而不是不同

国家之间相比。

资料来源：基于OECD（2010B）。

（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正在正面竞争

传统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收入会增长，而其（生产产品

和出口）质量也将上升，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竞争力的迅速增加，

特别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已经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在一篇

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你出口什么最为关键》，豪斯曼等 （Hausmann et al., 

2005）证明了就中国所处的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出口层次极为复杂 17（see 

also Rodrik，2007）。肖特（Schott, 2008）发现中国和 OECD 出口到美国

的产品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重叠；虽然中国之前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为竞争

关系，但是其出口组合正在迅速朝向如德国、日本或美国等发达国家聚集。

在一般情况下，新兴国家的出口结构将会逐渐同发达经济体的出口结构

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

在表面价值上，这表明中国与 OECD 成员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而中国的出口已经逐渐可以替代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即使是如 ICT 设

备等先进产品。毫不奇怪，这已引起发达经济体的关注，它们开始担

心这种“新型”竞争对 OECD 劳动市场的影响。18 然而，虽然中国出口

明显较为复杂，但这种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统计数据的误导，因

为新兴国家的出口中包括大量的进口中间品，而这些进口中间品往往

来自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中国加工贸易对

中低技术含量出口的贡献只有 30%，但是对高科技出口的贡献则高达

90%。

如果取消加工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则会基本消失（Van 

Assche and Gangnes, 2007）。外国子公司（来自 OECD 成员，而不是中

国台湾和香港）通过加工贸易活动，对中国出口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做

出了很大贡献（Xu and Lu，2010）。事实上，中国的出口可能反映

了日益增长的垂直分工，而不是复杂性（Dean et al.，2011），中国

和 OECD 的出口目的地存在显著差异，但是随着中国出口中国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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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反映了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含量（Amiti and Freund，

2010）。它表明，中国之所以能够出口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

是因为它从其他的国家进口了所需的高增加值零部件（Brantstetter 

and Lardy，2006）。

虽然由于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增长，高科技行业的竞争压力已有所增

加，但是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出口之间的相似性也逐渐增加，这也反映

了它们之间更大的互补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由于劳力密集

型生产活动高度外包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新兴经济体也已转向高技

术产业的低技术活动（如装配）。在全球价值链中，比较优势也逐渐体

现在各个生产阶段之中，而不是整个行业和产品的水平上，即新兴经济

体在复杂或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或行业的低技术阶段具有比较优势。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新兴经济体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增长也表明，虽然

国家可能出口相同的产品，但它们的出口种类可能也并不相同。最近的实

践证据表明，即使是在同一产品类别之中，产品种类和细分市场方面也可

以会存在贸易专业化和竞争。新兴经济体可能会以较为低廉的价格出口低

质量产品，而其市场细分程度往往也较低，而发达经济体通常会将目标放

在高度细分的市场。分析出口的价格或单位价值（以贸易值除以贸易量计

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情况。19 因此，我们认为，以较高单位价值出

口的国家可以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并可以更高的价格销售相同的产品（市

场营销、广告、质量），或专注于高价位段（Aiginger，1997）。

总而言之，所有分析结果表明，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中确实存在

出口质量阶梯；对于任何技术类产品，金砖六国的单位出口价值显著低于

发达的 OECD 成员的出口价值（见图 5.12）。20 在高科技出口领域，中国

主要以低等或中等价格出口货物，而发达 OECD 成员一半左右的出口都

能够以较高的价格实现。因此，中国的出口与较为发达国家的出口存在

一定的重叠（与中国出口同一产品），中国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则明显较

低（中国在低价格 / 质量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整体上，中国产品是以折扣价出售，该事实表明，发达国家的竞争

主要放在价格之外的其他领域，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出口竞争可能并

不像有人假设的那么激烈（Rodrik，2007；Branstetter and Lardy，2006；

Schott，2004 and 2008）。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别美国和中国公司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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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产品方面，不存在正面竞争，但是这些结果表明两者之间通常存在不

同级别/一种竞争（价格与质量）。

低价格产品 中等价格产品 高价格产品
高技术        中高技术         中低技术         低技术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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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德
国

日
本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日
本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日
本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日
本

美
国

高技术        中高技术         中低技术         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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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技术出口和价格水平

（选定的OECD和金砖六国，2010年）

OECD成员（上图），金砖国家（下图）

注：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已被列为基于全球水平的三大质量范围。最高质量的

产品被认为是最昂贵的（即具有最大的单位价值）。继Fontagné等（2008），世

界单位价值UVI，world 为计算每个HS-6产品，而UVijk 代表该产品所有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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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交易单位价值的中位数（i是产品 i，j 代表出口国，而k为目的地国）。三个质量

范围的定义如下：

高质量：UVijk在 [1.25×UVi, world; max(UVijk)] 的最后九十个分位数中;

中等质量：UVijk在 [0.75×UVi, world;1.25×UVi, world]之间，在[1.25×UVi, 

world; max(UVijk)] 的第一等分，在 [min(UVijk); 0.75×UVi,world] 的最后一

个十分位数中 ;

低质量：UVijk 在 [min(UVijk); 0.75×UVi,world] 的前九十个分位数中。

使用中位数和间隔单位值时需要考虑单位价值有时出现的高变异；中等质量

的定义范围较为广泛，以包含重要的贸易份额。

资料来源：基于OECD的 CEPII BACI 数据库计算。

正如对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讨论中提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正在迅速改变。显然，中国正在攀爬质量阶梯。在 2000 年和 2010

年之间，中国出口中高品质 / 价格产品所占的份额大幅增加，特别是在

高科技产业（见图 5.13）。全球价值链似乎也促进了出口中的这些动态变

化；在加工贸易盛行的一些产业，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在世界非常高（Pula 

and Santabarbara，2011）。图 5.13 显示，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从国外进口高

质量的中间品，以用于高科技产业。因此，全球价值链和国外的生产活

动（通过进口中间品和外国跨国公司），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出口表现（在

规模、构成和质量方面，见专栏 5.1）。中国的升级过程中，也将涉及越

来越多的国内资源（Pilat et al.，2012）。

高价格产品

高技术        中高技术         中低技术         低技术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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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格产品 中等价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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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        中高技术         中低技术         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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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出口总额和中间品进口技术和价格水平

(中国，2000年和2010年)

2000年（上图），2010年（下图）

注：请参阅图 5.12，了解所采用的方法。

资料来源：基于OECD的 CEPII BACI 数据库计算。

专栏 5.1  如何解释中国产品的质量提高

通过分析贸易类型（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 [ 即非加工 ]）和

出口商 / 进口商（外国子公司、国内、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

产品层面上的信息，有可能进一步深入了解是什么驱使 2001 年

和 2009 年之间中国进口和出口的单位价值上升（可代表质量）。

第一轮结果表明：

出口单位价值增幅最大的是加工贸易。特别是外国子公司

和国有企业，其出口的单位价值出现了显著提高。例如，在电

子行业中，外国跨国公司也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提高。

进口到中国的产品单位价值增加最明显的是加工贸易。中

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进口的中间

品具有更高质量。

外国子公司（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似乎大幅增加了加工

出口的价值，因为进口单位价值的增长幅度明显小于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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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产品单位价值的增幅。

在一般贸易的范畴内，国有企业提高了其出口产品的质量，

国内民营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的出口单位价值也有所增加，但

幅度较小。

出口单位价值的增幅大于进口单位价值的增幅（一般贸易），

再次表明在中国的活动日益增加价值。

资料来源：De Backer 的持续分析，Van Assche 和 Ma。

五、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政策

（一）参与全球价值链支持经济发展

国家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参与全球经济，而后者目

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Gereffi and Lee，

2011）。参与全球经济可以为国家开辟新的市场，提供更好的信息，并

有助于其快速学习新的技术和技能（Sturgeon，2013）。参与全球价值链，

可以加速国家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发达国家之前进行生产活动逐渐外

包转移，这不仅可以带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生产力的投资，刺

激其出口表现，也可以为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崛

起有助于推动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即使这些国家的出口

产品的国内含量相对较低，因为出口的快速增长必定会导致国内价值以

及国内生产总值的强劲增长。

基于 TiVA 数据库的一种新度量标准能够估计经济体通过生产制成品

（最终、资本和中间品）从全球价值链获得的增加值，这些制成品通常可

销往世界各地（Timmer et al.，2012 ；见第六章）。如图 5.14 所示，新兴

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有所增长，其全球价值链

增加值也有所上升。在 1995 年和 2009 年之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收入

增加了五个指数。在巴西、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和印尼，全

球价值链收入增长虽然较缓，但依然非常显著。

较小的经济体，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越南，由于其国内市

场规模小，为了满足国外的最终需求，也参与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并

从中受益。中国的制造业也主要是面向国外最终需求，此外，因为中国

约有 2/3 的国内增加值都直接进入国外市场。相比之下，其他大型新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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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在制造业领域的全球价值链收入，则更多地依赖于国内市场：几乎一

半的印度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收入都是针对国内市场，在巴西该比例则高

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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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创造/捕获的增加值

(1995年和2009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二）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和整合

这些新兴经济体成功参与全球价值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了其

他经济体，促进它们努力参与国际生产网络。但是，即使在（劳动）成

本方面具有优势，这些经济体在其他方面可能也处于劣势地位。由世界

银行、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联合开发的一个新型全球双边贸易成本数据集

表明，发展中经济体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较高的贸易成本，在与全球

其他地区的联系方面也存在较大的约束，这也增加了将生产活动外包

到这些国家的成本。贸易成本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物流、运输成本

等，此外还包括地理和文化差异，并与人均收入成负相关（Arvis et al.，

2013）。参与全球价值链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货物、服务、资本、知识

和人力等国际流动的易用性和成本。表 5.2 代表了中等和低收入经济体的

各种联系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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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营造有利的营商环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企业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参与度，需要有效的边境和国内经济政策。由于结构性改革通

常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消除贸易壁垒，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有时

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方式，如出口加工区或科技园区，以克服这些障碍（见

专栏 5.2）。本节关注可能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政策领域。

第一，有利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边境政策包括降低贸易壁垒（见

第 3 章）。贸易壁垒取决于关税的水平和是否存在非关税贸易壁垒；边境

和海关程序的效率也是决定进出口所需成本和时间的一个重要因素（见

表 5.2）。商品在到达最终消费者之前可能需要多次跨越国界，因此贸易

成本在全球价值链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Yi，2003 ；Ma and Van Assche，

2010）。国内法规和与贸易相关的官僚作风也是决定成本的重要因素，因

为贸易能否顺利及时进行非常重要（WTO 和日本洲经济研究所，2010）。

表5.2  高等、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外包成本的一些决定因素
高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低等收入国家

交通基础设施的质量

机场的质量，指数0-7（2005年） 5.9 4.2 3.3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指数0-7（2005年） 5.5 3.5 2.9

建设机场每1000平方千米（2006年） 2.6 1.2 0.1

通信基础设施的质量

电话主线每1000人（2005年） 499.6 210.1 36.7

手机每1000人（2005年） 837.8 376.7 76.5

互联网用户每1000人（2005年） 523.4 114.3 44

故障，每100个固定线路（2005年） 8.4 16.8 40.5

经商机构质量

法规，介于-2.5和2.5的指数（2006年）  1.2 0.2 0.9

执行合同的时间， 天数（2006年） 548.2 629.1 625

法规，介于-2.5和2.5的指数（2006年）  1.2 0.2 0.9

执行合同的时间， 天数（2006年） 548.2 629.1 625

执行合同的步骤，步骤数（2006年） 34.2 38.2 40.8
执行合同的成本，占要求的百分比

（2006年） 20 28.7 53.6

时间相关的障碍

创业所需时间，天数（2006年） 22.2 51.3 58.3

获得许可证所需时间，天数（2006年） 162.6 217.7 265

出口文件， 数目（2006年） 4.8 7.2 8.6

出口所需时间，天数（2006年） 11.3 25 41

进口所需时间，天数（2006年） 12.9 29.3 49.6

资料来源：WTO（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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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2  高科技产业的科技园区：西贡高科技园区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已经建立了科技园区，以连接到

高科技全球价值链中，特别是当这些高科技行业尚未成为国民

经济的一部分时。科技园区可能有助于解决——在有限的范

围——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通过为这些园

区提供国家最先进的实体、通信和社会基础设施，政策制定者

希望能够为其高科技行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Infodev / 世界银

行，2008）。

西贡高科技园区（SHTP）证实了这种方法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在胡志明市政府和越南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于 2002 年

的 SHTP 拥有许多外国公司，包括英特尔、日本电产（日本电脑

马达风扇的生产商）、声扬（生产用于蜂窝电话的微声零件的丹

麦生产商）。截至 2012 年，SHTP 内共有 61 个本地和外国公司，

雇用人数超过 1.7 万，注册投资已达到 20 亿美元。

SHTP 已经较成功地将越南整合到知识密集型全球价值链之

中。交通基础设施完备，距离港口和机场不到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从而降低进入出口市场的成本。此外，它具有充足的技能禀赋；

园区位于市中心胡志明市和大学附近。 SHTP 创建了现场培训和

研究中心，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服务，在那里租户公司的

新员工可以接受就业预备课程。 SHTP 还设立了研究实验室，胡

志明市政府投资建立了技术基础设施和设备。研究实验室的管

理仿效业务模式，与政府和租客公司签订合同。最后，制度的

改进也促进了 SHTP 园区内的公司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政府授

予 SHTP 园区 “一站式服务”，以缓解商业交易，并提供税收优

惠政策。

SHTP 在吸引外国公司、刺激经济活动包括就业，以及促进

越南整合到全球价值链之中等方面都非常有效。然而，也存在

一些争论，质疑 SHTP 园区在促进越南的产业结构向高增加值和

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到底如何。这是政

府的目标之一，也是 SHTP 最初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的

租户公司继续专注于低价值活动（即使在较高技术的产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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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园区的作用可能过于局限。例如，SHTP 的高级培训

中心和研究实验室与该国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能力水平

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投资门槛较低能够促进国际生产网络中的经济整合，因为它

们有助于领军企业（跨国公司）投资（见第 4 章）。除了特定的投资规则

或限制之外，广泛的政策范畴将会决定国际投资的吸引力：投资政策、贸

易政策、竞争政策、税收政策、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企业管治、负责

任的商业行为、公共治理、促进和便利化（见专栏 5.3）。

专栏 5.3   哥斯达黎加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整合战略

在政策是如何促进一个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方面，哥斯

达黎加就是一个好例子。从 20 世纪 80 年代，该国从进口替代

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为一个模型的基础上整合国际贸易和知识

密集型产业多元化出口的经济模式。高新技术行业的外国子公

司将哥斯达黎加经济与全球价值链连接在一起，外国直接投资

在这一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哥斯达黎加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非常成功。首先，它的政

治比较稳定，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实行民主法治。其次，其中

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水平很高，这使的劳动力形成了具有吸引

力的技术成本组合。此外，1982 年，哥斯达黎加开发出了有效

支持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框架，它专门成立了投资促进事务局

（CINDE）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它还建立自由贸易区（FTZ），为

在该国投资的公司提供财政激励措施，包括非传统产品出口的

财政信用。1986 年，对外商业外交部（COMEX）负责协调促进

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建立了机构（PROCOMER）促进哥斯达黎

加的出口。最后，哥斯达黎加与 54 个国家有优惠贸易协定，以

及众多的双边投资条约。蒙赫有野（Monge-Arino, 2011）介绍

了哥斯达黎加如何利用贸易谈判与 42 个国家达成的 11 个协议，

在全球价值链行业，如电子，医疗设备，汽车和航空 / 航天业提

高了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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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资金回报良好，在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哥斯达黎加的外国直接投资目前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37%，仅

次于拉丁美洲的智利。英特尔在 1990 年决定在哥斯达黎加制造

微处理器是一个转折点 ; 之后巴克斯特、IBM、P ＆ G、HP 以及

超过 200 家公司在哥斯达黎加投资（Costa Rica，2011）。该国

进入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导致其贸易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

一个香蕉和咖啡的主要出口国转型成为一个高科技产业如电子

产品、医疗设备和商务服务的重要出口国。通过哥斯达黎加自

由贸易区制度，这些非传统产品的出口量得到了增长，占到了

出口总额的 50%。

虽然哥斯达黎加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一直非常成功，

但是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提升（国内）价值链，并把其全球价值

链整合纳入国内增加值。然而，该国低水平的市场“厚度”阻

碍了当地企业和外国知识密集型价值链领先企业的联系。国内

供应商有适当不足，而且所需的技术资格也不过关，特别是在

博士水平。这种小型的内部市场，再加上在研发活动方面相对

较低的投资（GDP 的 0.4% 左右）限制了国内技术能力的发展。

第三，基础设施的质量日益成为国际生产网络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

决定因素。高质量的运输基础设施和主要的国际通道，如飞机场、港口、

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网关端口、

集线器和内陆运输连接对于货物、服务和人员的国际转移，至关重要。

集装箱运输也大大促进了海运：货运的标准化、自动化和多式联运，加速

了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转移。航空运输对于一些商品的

（国际）运输特别重要，如高价值和低容量产品、对时间敏感的货物、即

时生产的产品和其他精益生产的货物。

速度和灵活性不仅对于实体商品或服务的交换至关重要，对于信息

流动也是如此。坚持国际标准对跨越国界的信息交流越来越重要。全球

价值链也主要取决于各公司和经济体之间信息的不间断、无缝流通；此外，

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也是各地区业务信息和数据顺畅流通的有效渠道，

有助于实现跨区域高效协调的活动。发达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通

信、宽带等）在连接各个国家经济价值链活动方面，非常必要。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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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Globerman，2011）。

第四，除了“实体”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之外，“软性”基

础设施（促进政策、程序和机构）对于全球价值链整合也同等重要，甚

至更为重要。体制框架的质量可能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Grossman 

and Helpman，2005）。由于全球价值链涉及不同公司（跨国公司、独立

供应商）的多种活动，因此是否能执行合同就是该价值链能否顺利运作

的关键。具有良好法律制度的国家复杂产业的出口逐渐增多（Costinot，

2009 ；Levchenko，2007）。此外，在具有运作良好的合约机构的国家，需

要复杂合约约束的任务（如研发、设计、品牌等）也能够以更廉价的成

本实现（Acemoglu，2007）。以不良管制和政治不稳定为特征的经济体，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一些经济体，尽管它们承诺给予外商保护，

不受当地政策影响，也无法将外国投资者吸引到其出口加工区（Farole，

2007 ； Cadot et al.，2011b）。

第五，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极度依赖高效的服务投入，包括制造

业在内（见第 3 章）。嵌入式服务是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和全球价值链贸易

投资服务枢纽中的企业活动之间的“胶水”。投资于物流服务（将货物从

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通过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国际运输业务，以及

有效跟踪和追查出货量，可以加强贸易。高品质的物流对贸易的影响，

要高于政策依赖较弱的因素，如距离和运输成本；最近的 OECD 研究结

果表明，货物出口和进口的过程中每耽误一天，就会减少约 4% 的贸易

（Korinek and Sourdin，2011）。同样，通信和信息的发展，也可作为全球

价值链杠杆“辅助”，促进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整合；这些服务也可将新

兴或发展中经济体变为离岸服务的中心（如印度和毛里求斯）。

最后，国内企业（通常是中小企业）的供给能力也会影响经济是否

能够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些企业通常会在国外市场上寻求独立供应商，

进而会被吸引到“更大”的市场，因为大型市场有助于它们找到合适的

供应商，如果有必要也可以找到合适的替代品（OECD，2008）。一些经

济体已经采取了特定措施，以增加本地企业和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

机会，其中包括提供信息、培训设施及课程、能力建设方案、升级活动，

以及提高其意识等（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 ；OECD，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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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造与利用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升级和价值链上移

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

但它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步。许多欠发达国家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之中

收益颇多；接近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越来越需要升级它们的活动，并沿着

价值链向上移动。21 在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 / 低价值活动中

使用进口技术，通常会促进第一阶段经济的迅速增长（见图 5.15）。然而，

收益及生产力增长在部门间的重新分配（从农业到制造业），以及技术追

赶最终会逐渐削弱，而上涨的工资也会降低劳动力密集型活动的竞争力。

因此，许多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经济增长放缓的阶段，有时甚

至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Agenor et al.，2012 ；Eichengreen 

et al.，2013）。之后，为了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就需要转向

高增加值的生产活动（见专栏 5.4）。

专栏 5.4  马来西亚新的经济模式：利用全球价值链进行经济结构转型

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价值链，

通过升级实现结构性变化。该计划于 2010 年提出，旨在使该国

在 2020 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确保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增

长。许多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着类似的发展挑战：经过较快上升

期进入中等收入行列，马来西亚自亚洲金融危机后增速有所放

缓。1998 年和 2010 年之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4.2%，在许

多新兴市场，特别是在亚洲，这一比例相对落后。

新经济模式的关键因素是提高马来西亚在全球价值链中对

高增加值活动的专注度。近年来造成其低增长经济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其一贯坚持放缓劳动生产率。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低

收入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开展相同的活动，其专门从事制造

业低增加值的活动的可行性已经面临巨大的压力。与这些高容

量、低成本的策略经济体相比，马来西亚不再具有竞争力。

新经济模式是通过经济转型计划来实施的，该计划确定了

12 个经济领域，预计在今后的几十年将贡献马来西亚近 3/4 的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于广泛的协商，政府、科研机构和商业

部门等 11 个部门和一个地区（大吉隆坡 / 巴生谷）的代表入选。 

为各经济领域创建了“经济实验室”来制订行动计划，设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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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体目标（创造就业机会和对 GDP 的贡献），并确定所需的资源（技

术、资金等）。

对于与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的领域，实验室确定了马来西

亚低增加值活动的专业化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对于电子行

业，实验室指出：I）低增加值的组装业务过度集中 ; II）来自中

国的竞争不断增加 ; Ⅲ）对出口的贡献减少 ; 及 IV）专注于广泛

子行业的范围过于宽泛。在增长和规模方面，四个子行业（半

导体、LED、太阳能、工业电子及家电）最有吸引力；为了使马

来西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上升，实验室为每个子行业制订了具

体的行动计划。

除了这些对子行业有针对性的行动计划外，实验室也提出

了水平政策：

促进私人投资和财政支持，以吸引国内外投资。

扩大职业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刺激在国外工作马来西亚人

回国工作，在所需区域优化移民政策，以方便吸引外来人才。

改善营商环境，以鼓励私人投资和创业活动：使某些行业自

由化，放宽商业运营计划，减少中小企业的行政成本，在政府

和私人机构之间设立更有效的沟通机构。

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特别是在宽带和物流方面。

此外，决策者往往希望看到自己国家能够通过全球价值链，在国家

层面获得更广泛的利益。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是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

大的经济效益，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和发展（OECD，2012）。经济和社

会升级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但是它不会自动发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经济体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提高国内企业及工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位置。

参与全球价值链往往需要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实现，这一事实

好像使东道国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因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不会受

到约束，并可以很容易地将其生产转移到其他经济体。因此，虽然全球

价值链有助于这些国家融入全球经济，越来越多的东道国承认，它们也

面临着“被挤出”全球价值链的风险。此外，外国投资者往往位于出口

加工区，这里的生产活动与本土的生产活动联系不多，因此对国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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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溢出效应也非常有限。政策上的挑战是，确保全球价值链中的出口业

务能够创造价值和（高技能）工作，而这些往往与东道国的经济有一定

的“黏性”。鼓励合作和加强与外国公司的联系的政策可以刺激全球价

值链中溢出效应的发展。包括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摩洛哥在内的

一些国家，都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促进跨国公司和国内生产者之间的互动

（OECD，2013A）。

由于跨国公司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它们可以促进结构

改革。因此，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工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

虽然国内企业精神以及越来越多的初创企业也在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升级

和多元化。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自 21 世纪初以来，人们对新型

和旧式产业政策也时不时抱有一定兴趣，比如越来越多的政府采取针对

性措施以促进经济发展（OECD，2013a）。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采取不

同的方法，制定产业政策，反映它们的体制能力、禀赋和战略选择。

升级和转型较为困难，但是，现在可能比以前更为困难。全球价值

链往往会“压制”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路径，随着传统阶段（从自然资

源到制造 / 装配，到研发 / 创新，以及服务）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重叠，所以，

急起直追的线性过程非常困难（Sturgeon，2013）。传统上，后期发展者

通常都具有后发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吸收其他地方创造的知识，学习早

期发展者的成功经验；它们可以仿效之前的良好做法，同时避免在他处无

效的政策和方法，超越早期发展者。然而，想要追赶发达经济体或向更

高增加值活动移动的新兴经济体（如研发和创新），通常会追逐移动中的

目标，因为这些（新）发达经济体通常在同一领域有重大投资（Whitttaker 

et al.，2008）。与跨越式方法相比，渐进式可能是促进经济升级和发展更

为有效的方法。此外，升级也不一定不存在风险，在竞争激烈、产品生

产周期日益缩短以及研发投资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通常需要大量甚至沉

没的投资。

在过去，经济发展往往意味着从轻工业（如服装、纺织品等）转向

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汽车、信息和通信技术等）。今天，面临的挑战

是实现产业内以及产业之间低增加值活动向高增加值活动转移。国内企

业和经济体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和获得更多的价值，并以多种方式

“沿着价值链上移”。通过更高效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升级产品，可以实

现升级过程（即转向同一活动中的高增加值产品），这通常被认为是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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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即转向全球价值链中高增加值功能，及价值链升级，即从一个价

值链转向另一个。这些更难实现，尤其是对于小规模企业，因为这种升

级往往需要大量的投资。

一些经济体已经成功地进行了价值链的升级（过程、产品的功能以

及价值链）；越来越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已经推出了全球知名品牌，

并扩大其海外业务：如中国的联想、TLC 和华为科技。其他行业内成功

的例子包括塔塔（印度，汽车）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飞机，巴西）。

其他公司一直以来不太成功：中国台湾的公司能够升级，从主要供应

商到原始设备制造商，但并（还）没有成功转变为原始品牌制造商，

因为它们可能会与其客户产生直接竞争关系（计算机全球价值链中的领

军企业）。

此外，如果企业不能意识到发展其产品设计、开发和物流等方面的

重要性，那么它还存在一个风险，即专业化的生产和组装活动将会使经

济体陷入低价值的活动中。直到最近，中国的电子行业已经陷入所谓的“模

块化陷阱”，尽管其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中国公司仍主要从事低价

值的活动，深陷其中，几乎完全不能提升自己的能力（Song，2007）。

升级的可能性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和

龙头企业的战略，这些往往都位于发达经济体：买方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中

的大型零售商和业务员，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的大型制造商（见

第 1 章）。龙头企业通常控制着核心技术、设计和品牌等，这使得它们能

够从中抽取最大的租金，因此，它们也控制学习、创新、知识转移和产

业升级的多种机制。至于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条件下，龙头企业允许或

鼓励低一级供应商沿着价值链上移，这一点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在一些

全球价值链中，龙头企业利用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源，但是不向它们转移

任何知识或帮助其真正实现升级（Cattaneo and Miroudot，2013）。

在一般情况下，当龙头企业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以规管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中的本地供应商时，这些经济体的升级机会就会相当有

限。当龙头企业选择外国直接投资，它们通常会尽可能地保护它们的专

有知识，并自己承担所有的高增加值活动。当龙头企业通过公平交易的

方式从本地供应商处购买投入时，这些经济体升级的范围也会被限制，

而它们所购买的投入通常也只是低技术、低增加值的中间品（Gereffi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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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5）。

如果供货企业有足够的吸纳能力，其他治理结构原则上就允许更多

的合作和知识转移，因此往往更有利于供应商升级。从龙头企业到所谓

的专属供应商之间的技术转移，往往局限于少数的任务和活动；在这种

情况下，功能升级将很难进行，甚至不可能实现。然而，在关系化和模

块化全球价值链（Gereffi et al.，2010）之中，本地供应商有更多的责任，

并能够受益于知识的交流和相互学习（Gereffi et al.，2010）。在这种治理

结构下，工艺和产品升级更容易实现，而且功能升级的范围也更加广泛。

例如，在汽车和电子行业，发展中经济体的供应商已经能够沿着价值链

上移（见上文）。

龙头企业往往采用质量标准，以确保整个链条的质量。产品规格、

交货时间等方面严格和昂贵的要求可能难以遵守，并限制了进一步升级

的空间。然而，标准也可能刺激各国参与高增加值链，从而提供升级的

可能性（Gereffi and Lee，2012 ；Humphrey，2008）。

南南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发展中经济体的龙头企业逐渐崛起，

这些都会增加这些经济体中本地供应商升级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在质量

和种类方面不太复杂的产品的需求，也可能会降低特定全球价值链的进

入壁垒。这将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供应商。基于它们对当地市场的知

识，它们可以从事高增加值活动，包括开发、设计和品牌（Kaplinsky et 

al.，2011）。但是，如果它们集中于低收入市场，本地供应商就有可能会

陷入低质量和低利润率的生产活动中，而这些活动往往竞争激烈（Brandt 

and Thun，2011）。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行业结构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各行业

升级的可能性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天然资源升级（特别是功能升级

和链升级）的空间往往有限，因为沿着价值链其在能力和投资方面都有

具体要求。例如，铜的提取和制作需要完全不同的工艺和能力。因此，

很难从提取升级到衍生产品，升级主要涉及过程或产品的提升。22 此外，

在农业价值链中，升级的可能性往往小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因此，升级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只有一些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不

同产业链和价值链之间，创造价值的地方都不同，这表明，没有一个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升级方法。一个有利的营商环境将会有所帮助；能够有效

促进全球价值链整合的边境和边境后政策，也将有助于经济升级。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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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高速通信网络，可以帮助各经济体摆脱中等收

入陷阱。但是框架政策应作为能力提高政策的补充，以加强国内业务部

门。熟练的工人和受过培训的人员在吸引和培养高增加值活动方面非常

重要，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需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如果人才的搭配不合理，可能还需要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Agenor et al.，

2012）。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也有助于强化从事高增加值活

动的激励机制，如创新和设计。创新和知识扩散，不仅会导致新的举措，

也有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四）被挤出全球价值链的危险

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新的机遇，使各国可以通过相对较低水平的初始

投资，参与生产过程，全球经济的进入壁垒已经大幅下降。在一些非常

多样化的经济体中，如萨摩亚和柬埔寨，专业化的任务如汽车零部件的

组装等，也使它们可以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在十年前它们是绝不可能以

这些方式参与的。卢旺达想要发展农业食品，并对 5 种主食作物的价值

链进行了评估，以提高在卢旺达和该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主要食物的价值

和 / 或产量。

不过，虽然各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已经能够参与全球价

值链，许多低收入经济体仍然被排除在外。其原因包括地理位置不存在

于现有的贸易网络，缺乏进入全球价值链中的最基本的天然资源，缺乏

必要的基础设施或技能，或者是其商业环境不能提供进行一些投资的必

要条件。在贫穷的经济体中，法规（执行合同、知识产权及投资者保护）、

腐败和政治不稳定等非市场因素尤为重要。

继经济危机之后最近发生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也可能会导致经济落

后。只有还能够继续提供合适“任务包”的发展中经济体，才能够保持

稳固的全球价值链中供应商的地位（Cattaneo and Miroudot，2013）。例如，

在纺织部门，全球知名品牌和零售商要求它们的供应商能够提供完整成

套的服务，其中包括设计、市场营销或航运服务。曾经参与全球价值链

但仅仅具有制造能力的经济体，也存在不能继续从贸易中获益的风险。

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是采用一种更为广泛的策略，铲除其自

身在全球价值链中整合和提升的主要障碍。能力建设可以帮助发展中经

济体，解决一些制约因素，但是对于其中最为贫穷的经济体可能帮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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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适当的政策支持时，发展合作也可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充分利用价值

链。通过“贸易援助”倡议从捐助界获得的支持，也有助于减少边境手

续的复杂性，并发展适当的基础设施。此外，这些程序也有助于生产者

满足公共和私营标准，并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见专栏 5.5）。然而，我

们也需要互补的公共政策，创造有竞争力的部门并克服国家内部的限制，

尤其是在小规模的经济体中。

贸易援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发展中国家与主要的价值链和生产网

络联系起来。许多项目都旨在提升传统出口产品的质量，或降低贸易成

本，因为这些都不利于国家参与价值链（OECD/WTO，2011）。这包括在

喀麦隆改进香蕉和大蕉、在西非改进棉花和水稻、在卢旺达提高茶叶品质、

在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改进咖啡、在孟加拉国提高服装行业产品质量、

在危地马拉改善有机作物、在洪都拉斯改善东方蔬菜、在格林纳达改善

渔业、在秘鲁提高牛奶的质量、在莫桑比克振兴腰果加工出口、在汤加

控制果蝇以及在印尼提高奶牛畜牧业等项目。捐助者资助的一些项目，

都旨在帮助生产商满足其国内和出口市场的质量标准。例如，欧盟援助

提高斐济的渔业产量、洪都拉斯和莫桑比克渔业以及加纳的棕榈油等。

此外，捐助者也想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产业、银行和

旅游业，促进其私营部门的发展，并于 2008 年和 2011 年之间，向这些

国家每年提供 160 多亿美元。捐助者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战略、

治理问题，以及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方面，创造一个有利营商环境。23

对私营部门的援助活动还包括，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克服信息不对称，并

提供业务发展服务。一些捐助活动针对个别企业，为它们提供技术援助，

信息和咨询服务以及融资。到现在为止，对捐助活动的长期影响仅评估

过几次，这远远不足。

专栏 5.5  贸易援助和全球价值链

2013 年由 WTO 和 OECD 推出的贸易援助捐助问卷表明，价值

链对捐助项目的影响日益加大（OECD，2013b）。①虽然爱尔兰表

示没有“适用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捐助者会优先考虑它们提供

支持的价值链。自 2010 年以来，丹麦价值链的发展一直是其战

略重点。新西兰的贸易援助，重点旨在帮助太平洋各岛国进入

价值链，并鼓励其更多地进入新西兰市场。德国的首要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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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提高发展中经济体本土私营部门在区域和国际价值链中的整合，

并加强其遵守社会和环境标准（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2011，

第 6 页）。德国也帮助中小企业和小规模养殖场，提高它们的出

口和市场营销能力，并帮助它们在微观层面上更好地利用价值

链，实现更高水平的增加值。OECD发展援助债权人报告系统（CRS）

提供了捐助计划项目的详细信息，这些项目都是在官方发展援

助承诺和支出的基础上实现的。CRS 显示，美国和英国之类的

捐助者，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直接关系到价值链的问题。

例如，美国通过其农业发展价值链提升计划（ADVANCE），已设

立一个价值 3200 万美元的计划，用于在 2009—2013 年，改善

加纳国内和区域市场中（重点在三北地区）主要农产品价值链

的竞争力。非洲自由贸易区计划（AFTI）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支持，它旨在帮助 300 多万人民直接受益于价值链，这一目标

预计在 2015 年之前通过非洲企业挑战基金（AECF）实现，因为

AECF 包括各种项目，能够帮助人们受益于非洲的农业价值链。②

世界银行（2011）描述，从如沃尔玛和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等跨国公司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私营部门在能力建设、

促进生产者进入全球价值链、提高质量和安全标准并促进贸易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评估表明，这些项目正在取得预期

效果。③国际开发部对价值链活动和贸易项目援助的中期监测结

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收入、工作条件和就业机会都有所

提高。荷兰最近评估了其茶叶、棉花和可可的价值链计划。其

积极影响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和可持续性的增长。

注：

① 2013WTO/OECD 报告，《贸易援助一览》将特别关注全球

价值链。

② www.aecfafrica.org

③ DAC 评价资源中心（DEReC）有一个数据库与从捐助机构

获得的评估报告，以促进学习，并向评估证明，在不同行业和

国家内什么证据奏效、什么证据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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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最近几年区域贸易协定有所扩散。

2. 为了市场规模：巴西、韩国、墨西哥、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波兰、南非、泰国、埃及、哥伦比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和智利（Hanson，2012）。
3. 胡梅尔斯（2007）报道，在 1960 年和 1995 年之间，全世界所有

国家的平均进口关税从 8.6% 下降至 3.2%。

4. 南南贸易是指在 77 国集团成员、中国、在 WTO 框架中被列为发

展中国家的其他国家和联合国货物贸易统计中包含的其他发展中地区之

间的贸易。

5. 然而，印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服务出口国，由于许多公司向印度

外包了一系列的知识流程、业务流程和信息技术操作（Fernandez-Stark 等，

2011）。
6. 劳工成本应被视为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相关。如果国家具有

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那么它们就可以接受高劳动成本，而劳动力成本

较低的国家通常其劳动生产率水平也较低。

7. 全球中产阶级是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那些人均每天收入在 10
美元和 100 美元之间的家庭（Kharas，2010）。

8. 加工贸易的定义是经营企业进口的全部或部分的原料和辅助材料、

零部件、元器件和包装材料，并将这些材料 / 部件进行加工或装配为成

品后再次出口的经营活动。

9. 例如，45% 在中国加工区组装的最终产品都出口到欧洲和美国。

10. 在 200 家最大出口企业中，来自美国、日本和欧盟的跨国公司仅

占 11%。这似乎表明，对这些跨国公司而言，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市场。

11. 其他研究针对其他产品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iPod 也可以代表其

他高度模块化的电子行业（第 1 章）；其他行业表现出较高的国内增加值

（第 2 章）。

12. 活跃在加工区的企业往往是外资企业，也让人们不得不怀疑，其

余的增加值是留在中国经济中（通过劳动报酬）或返回到了跨国公司总部。

13 临时出口计划章程。

14. 墨西哥最近也将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从 30% 增加至 36.2%。

15. 鲍德温（2011）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可能是进口替代战略减

弱的一个原因，因为当进口替代作为一种可行性战略消失时，第二个分

拆就开始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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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16. 由于在粗放边际，新兴国家出口组合多样化的空间较大，因此其

出口通常增长得更快。然而，中国的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密集

边际实现的（也可参见 Amiti and Freund，2010）。
17. 收入水平指数衡量的是商品中隐含的复杂性技术。它是以出口一

个货物的国家出口收入的加权平均计算；将衡量比较优势的传统方法（巴

拉萨，1965）作为权重。该指数往往被用来计算与一国的出口专业化模

式相关的收入 / 复杂程度；一般而言，主要由发达国家出口的货物，通常

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质量。

18. 正如第 1 章中讨论过，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样且复杂的。

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日益增长，在公开辩论中，有人认为这会显著影

响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对高技能工人的影响。有些人认为，这些

影响应该有限，因为中国的出口并不足以替代发达经济体出口的产品

（因为垂直专业化、质量差异等）（Edwards and Lawrence，2008 ；Schott，
2008）。克鲁格曼（Krugman, 2007）认为，其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可

能大于以往，因为即使在高技术产业，中国出口也有很高的劳动力成分。

19. 在把单元值解释为质量指标时，需要非常慎重，因为单位价值

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在其垂直属性上（Fontagné et al.，2008 ；Silver，
2007 ；Schott，2008）。哈拉克和肖特（2011）注意到汇率失调或单位

价值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同生产成本。替代方法不仅需要考虑价

格或单位值，也应该考虑到数量和市场份额（Hallak and Schott，2010 ；

Khandelwal，2010 ；Berry et al.，1995 ；Pula 和 Santabarbara，2011）。
20. 巴西、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高科技产业中高品质产品占据大量份

额，这主要是得益于某些特定产品，因为它们高科技出口的份额非常小。

21.“沿着价值链上移”这种说法有点含糊，因为这可以通过沿着价

值链下游移动实现。有证据显示，例如电子行业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有

很大一部分是在上游及下游建立的；因此，“沿着价值链上移”指的是上

游或下游更高价值的活动。

22. 智利必和必拓（BHP Billiton）领军的铜价值链是企业参与经验的

一个例子。详细分析，请参见 OECD（2013A）。

23. 有人认为，私营部门的发展政策主要取决于捐助国私营部门本身

的性质和利益，并纳入了大量的附带条件援助（Velte et al.，2008）。但是，

最近的研究似乎表明，近年来通过捐助方案获得的商业支持服务似乎有

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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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A1  行业的技术分类

使用 ISIC 第 3 版活动拆分，根据所涉及的技术密集型，将制造业进

行分类。分类的依据是一个排名，该排名使用 12 个 OECD 成员在 1991—

1999 年间的数据，具体为研发经费支出除以增加值和研发经费支出除以

产量。

高科技：

· 制药（ISIC 2423）

· 办公、会计和计算机械（ISIC 30）

· 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ISIC 32）

· 医疗、精密和光学仪器、钟表（ISIC 33）

· 飞机和航天器（ISIC 353）

中高技术：

· 不含药品的化学品（ISIC24 不足 2423）

· 机械及设备其他未分类（ISIC 29）

· 其他类中不包括的电气机械及器材（ISIC 31）

· 汽车、挂车和半挂车（ISIC 34）

· 其他类中不包括的铁路设备和运输设备（ISIC 352 加 359）

中低技术：

· 焦炭、精炼石油产品及核燃料（ISIC 23）

· 橡胶和塑料制品（ISIC 25）

· 其他非金属制品（ISIC 26）

· 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ISIC 27-28）

· 修造船舶和船（ISIC 351）

低技术：

· 食品、饮料和烟草（ISIC 15-16）

· 纺织品、纺织产品、皮革和鞋类（ISIC 17-19）

· 木材和软木及木材产品（ISIC 20）

· 纸浆、纸、纸制品、印刷及出版（ISIC 21-22）

· 制造其他未分类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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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A2 出口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墨西哥、泰国和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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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垂直轴代表出口总额中显性比较优势的指数（RCA（X）），计算方法为 

RCA(X)i,c = (Xi,c/Xi,world)/(Xeconomy,c /Xeconomy,world)，其中Xi,c 和 

Xi,world分别代表C国和世界 i行业的出口，而Xeconomy,c和Xeconomy,world

则分别为 C 国和世界的经济总出口；横轴表示进口中间品中显性比较优势

（RCA）的指数，计算方法为 RCA(M)int-i,c = (Mint-i,c/Mint-i, world)/

(Mint-economy,c /Mint-economy,world)，其中 Mint-i,c 和 Mint-i,world

分别代表 C 国和世界 i 行业的进口中间品，而 Mint-economy, c. 和 Mint-

economy,world 则分别指C国和世界进口中间品的总额。

（2）泡沫的大小与国家出口总额成正比，而且只应该在一国之内而不是不同

国家之间相比。

资料来源：基于OECD的 CEPII BACI 数据库计算（2010B）。



  第六章  全球价值链和竞争力

    随着各国与各公司逐渐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网络中，各国为提

高竞争实施的现行政策也面临挑战。价值链上下游的相互关联增加了竞

争力政策的相互依赖性，限制了国别政策的有效性。在有一些国家出现

了出台支持特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政策的呼声，但是在当今全球价值

链的世界，保护国内企业的防御型政策日益无效，而离岸和外包却能通

过提供更便宜、更多样、更优质的投入品而增加出口竞争力。

一、互联经济体的竞争力

（一）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关系

由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模式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大多

数国家的政策议程中，竞争力都处于重要位置。虽然有关如何界定和衡

量国家竞争力的辩论仍在继续 1，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达成共识，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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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在美国经营的公司不仅能够在全球经济竞争

中取得成功，还有助于不断提高美国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Porter and 

Rivkin，2012）。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基于其长期生产力 —— 其利用生产

要素（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等）制造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程度 ——

这也是其平均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Baily and Slaughter，2008）。在全球

经济中，企业可以找到和 / 或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这意味着，国家经

济需要具有国际吸引力。

随着企业和国家嵌入国际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的出现使人们逐渐

开始质疑有关竞争力的政策思考。现在的经济不再完全依赖于国内资源

生产和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它们的出口越来越多地能够体现其进口中间

品国家的技术、劳动力和资本。因此，国家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

其合作伙伴的竞争力。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这些模式，并知晓国际采购

的集中或多元化程度。

这项政策情报不仅仅需要包括公司进口中间品的地理起源，因为这

只考虑到最后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中间品。这些中间品很有可能也包括

国外增加值，也就是说，它们本身也是通过使用第三国的中间品而制造的。

如想全面看待一个经济体出口竞争力的起源及其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相

互依赖关系，我们需要中间品所包含的所有价值的原产地域信息。

在经济体范围的增加值方面，表 6.1 列出了国际采购的矩阵。矩阵中

的每个单元格显示了出口国家的国外增加值。例如，捷克的出口包括来

自于德国 9% 的增加值 ; 对于捷克，中间品的其他主要供应商是中国、法国、

意大利、日本、波兰、俄罗斯、美国（国外增加值高于 2%）。对角线上

的单元表示出口国家的国内增加值（捷克是 61%）。增加值的地理分布和

出口产品内容，显示了捷克与其他国家在竞争力方面存在相互依赖关系。

对于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包括汽车）及商用服务业，附录 6.A1 也出现

了类似的结果。

此表显示了一些更为普遍的观察结果 2 ：

在广泛的经济层面，大部分中间品都源于国内经济，对于较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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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增加值也较高，可达到 50% ～ 60%。相比之下，在商业服务的出口方面，

国内增加值显然更高。

国际采购有很强的区域维度，中间品主要来源于欧盟、北美和亚

洲（另见第 1 章）内的区域集团。邻国之间的双边（包括规模较小的）

采购也进一步验证了距离的重要性。对于运输设备制造业，区域采购

特别重要：高额的运输成本使洲际航运变得更加昂贵，尤其是在下游行

业（如完整的汽车或子系统）。此外，政治压力也可能促使龙头企业使

其生产地点靠近终端市场；如果进口汽车占已售出车辆份额过大的话，

汽车产品的高成本以及其可见性也存在引发政治风波的风险。出于操作

方面的原因，供应商在区域生产系统中的协同定位也存在一定压力，如

及时生产、设计协作和全球汽车平台支持等方面（Van Biesebroeck and 

Sturgeon，2010）。

每个区域块都有许多集群（特别是在制造业）。他们多集中在较

大的国家：欧盟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北美的美国，亚洲的日

本和中国。例如，德国与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双边联系，

它 为 这 些 国 家 提 供 中 间 品 投 入， 也 从 它 们 那 获 得 中 间 品。 在亚洲，

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之间也存在很强的双边采购关系。

由于一些国家为世界各地提供中间品，这些枢纽的重要性已明

显地超出了其所在的区域范围。在电子和运输设备方面，中国、德国、

日本和美国几乎能为所有国家提供重要的投入。法国、意大利、韩国、

俄罗斯和英国是制造业中间品的主要区域供应商；在业务服务方面，

也有较少的世界（美国）和地区（德国、日本和英国）供应商。

在全球价值链制造业的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处于领先地位。它虽

然是金砖六国中其他五个国家（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

南非）中间品的主要供应商，但是中国从这些国家中采购的中间品却

较少。

（二）对国家政策的限制日益增加

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意味着，不仅是国家政策，还有其他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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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也可促进竞争力增长。这限制了政策制定者直接影响本国经济增长

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然而，近些年来 OECD 对于涉及新兴经济体的

产业政策重新产生了兴趣。在 2008—2009 年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

OECD 成员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来源。一些国家

担心，它们的经济增长轨迹不能够保持平衡。在其他国家，也有人呼吁

制定加强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技术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如先进的制造

业、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或“绿色”经济，以谋求新的经济增长来源。

新兴经济体将其产业政策作为其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Warwick，

2013）。

在生产活动分散且分割的全球价值链前景下，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工

业或竞争力政策并不容易。例如，促进国内活动的政策，可以通过参与

全球价值链，在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由于国外最终需求中具有高

比例的增加值（见图 6.1），以国内需求为目标的政策将可能无效。在

2008—2009 年的经济危机时，采取政策措施刺激国内消费是一个重要

的政策问题。一些国家采取了限制性条件，以增加国内经济刺激方案的

效果。

这种情况与以促进国内生产和输出的措施类似，因为在经济生产中，

进口中间品的份额在日益增加，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也有利于国外

中间品的生产（见图 6.1）。如果国内企业不能找到足够的国内供应商，

并不得不为满足需求而重新在国际上采购的话，溢出效应的影响可能

会更大。

相反，为确保国家的政策措施能够影响国内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

集中在国内的生产要素上。然而，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崛起，一些生产要

素已越来越不受束缚，并且企业也能够在国家间调动生产活动和资源。

因此，与其增进潜在流动性很强的生产活动和要素，不如专注于那些与

国内经济“紧贴”的因素（Baldwin，2012）：人力资本和技能、高品质的

基础设施、发达工业大学之间良好的联系以及健全的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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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最终需求的国外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 进口中间品占生产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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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图6.1  最终需求和生产的对外依存度

（2009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个别企业真正的全球性战略

与增加当地就业和增加值的“国家”政策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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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一些跨国企业比一些国家经济体还要庞大 3，国内国有企

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却无从知晓。此外，由于公司本身通过国际采购变

得日益全球化，公司与它们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已经有所减弱。因此

促进国内经济的竞争力不再等同于促进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见第 1 章）。 

全球经济日益增长的复杂性需要良好的（产业）政策，在刺激经济

的国际化导向和获取全球价值链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随着各国的决策

者面临着严重的预算约束，为寻找更有效和成本较低的政策干预，各国

对国家政策及其对其他国家所能产生的潜在溢出效应的有效性的关注正

在不断上升。此外，具有较重国家侧重的产业政策可能会限制当地企业

的国际参与，对它们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旨在维持本国产业的防御

政策忽略了当今全球经济的现况：在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世界里，企业

需要从国外进口产品，并可能需要将一些活动离岸外包，以保持其在国

内的竞争力。将一些活动迁往国外会导致重要的生产力提高，可以在整

个经济中创造就业机会。对国内经济活动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可能会

对整个经济的中上游和下游带来高额的成本，最终削弱整个价值链的竞

争力。

二、国际采购，出口的专业化和竞争力

（一）全球价值链不断挑战传统（出口）竞争力评估

通常，国际竞争力是以出口市场份额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标为基础进

行评估的（RCA）4。随着国家的出口专业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从国外进

口的中间品，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对竞争力的评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相

反，使用增加值表示出口流量，有助于我们计算各国在各类生产活动之

中所创造的增加值。例如，在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方面，美国仍然

是 2009 年最大的出口经济体，但如果按出口总额来计算，结果将大大不

同（见图 6.2）。许多经济体如中国都极大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如果

以国内增加值而非出口总额计算，其总出口所占份额要低得多。如果以

国内增加值而非出口总额计算，美国、日本和英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和巴

西等经济体所占份额则会出现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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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总增加值计算的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重 基于出口总额的总出口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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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出口所占份额（2009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在全球价值链的时代，比较优势日益反映了在活动、任务和生产阶

段层面的优势。竞争力不再（仅）体现在行业或产品的水平，而是可以

体现在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你要做的事情比你卖什么更重要”; 经济

咨商局，2012）。完全基于出口数据的指标可能会歪曲国家的特色，它

们可能只会反映一个国家擅长于货物总装，但是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所

有必要的中间投入，并且为产品创造的增加值很少甚至为零。库普曼等

（Koopman et al., 2011）表明，以增加值出口流量为基础的 RCA 评估更能

准确地反映经济的竞争力，特别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行业和国家。例如，

它们的报告指出，如果以增加值活动核算，中国和印度的排名会出现显

著下降，因为这两个国家多以简单的装配活动为主（以低增加值为特征），

而发达经济体的排名通常会有所上升。

图 6.3 给出了在“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业”和“电气和光学设备”方

面的总值和增加值的 RCA 评估。同时还介绍了对德国和斯洛伐克的工业

更为详细的分类。它显示了 RCA 评估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排名和规模

的显著变化。当排名发生变化时，排名也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稳定性 5。意

料之中的是，涉及高水平国际采购的行业，在两个 RCA 评估方面，都显

示出来更大的相异性。以增加值为基础的 RCA 测量值为各国的国际分工

提供了新的信息。在一般情况下，在两个 RCA 评估方面，较大的国家普

遍具有较小的相异性，因为它们对国际采购的依赖较少。附录 6.A3 显示

了在 RCA 评估方面国家和行业层面上的相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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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业（ISIC27-28）
总值RCA 增加值RCA

澳大利亚
卢森堡

南非
俄罗斯

保加利亚
挪威

土耳其
希腊
巴西

奥地利
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
加拿大

斯洛伐克
瑞典

拉脱维亚
比利时
意大利

捷克
德国
日本
波兰

爱沙尼亚
葡萄牙

芬兰
墨西哥
西班牙

中国台湾
韩国

新西兰
法国
印度
中国
荷兰
英国
瑞士

印度尼西亚
美国

阿根廷
匈牙利

丹麦
智利
泰国

以色列
立陶宛

马来西亚
冰岛

柬埔寨
新加坡

中国香港
越南

爱尔兰
菲律宾

澳大利亚
卢森堡
南非
俄罗斯
保加利亚
土耳其
希腊
挪威
斯洛伐克
巴西
奥地利
斯洛文尼亚
瑞典
罗马尼亚
加拿大
捷克
比利时
墨西哥
意大利
拉脱维亚
葡萄牙
波兰
德国
日本
西班牙
中国台湾
印度
韩国
芬兰
爱沙尼亚
荷兰
法国
新西兰
中国
瑞士
英国
印度尼西亚
美国
匈牙利
阿根廷
智利
以色列
丹麦
泰国
立陶宛
冰岛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中国香港
柬埔寨
越南
爱尔兰
菲律宾

图6.3  基于出口总值与增加值的RCA

（两个行业和两个国家，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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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和光学设备（ISIC30-33）

 

总值RCA 增加值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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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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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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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韩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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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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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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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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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丹麦
英国
爱沙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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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基于出口总值和增加值的RCA

（两个行业和两个国家，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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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29:机械设备

34T35:运输设备

27T28: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

40T41: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

23T26:化学品和非金属矿物产品

20T22:木材、纸张、印刷和出版

70T74:房地产、租赁和商业行为

50T55:批发兼零售;酒店和休息

15T16:食品、饮料和烟草

30T33:电气和光学设备

36T37:制造业;回收

60T64:运输、仓储、邮政和电信

75T95: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65T67:金融中介

45:建筑

01T05:农业、林业和渔业

17T19:纺织品、皮革和鞋类

10T14:矿业和采石

29:机械设备

34T35:运输设备

40T41: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

27T28: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

20T22:木材、纸张、印刷和出版

23T26:化学品和非金属矿物产品

70T74:房地产、租赁和商业行为

50T55:批发兼零售;酒店和休息

30T33:电气和光学设备

15T16:食品、饮料和烟草

36T37:制造业;回收

75T95: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60T64:运输、仓储、邮政和电信

65T67:金融中介

45:建筑

01T05:农业、林业和渔业

17T19:纺织品、皮革和鞋类

10T14:矿业和采石

总值RCA 增加值RCA

斯洛伐克

 
34T35:运输设备

45:建筑
27T28: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

20T22:木材、纸张、印刷和出版
30T33:电气和光学设备

01T05:农业、林业和渔业
36T37:制造业;回收

40T41: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
75T95: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23T26:化学品和非金属矿物产品

15T16:食品、饮料和烟草
29:机械设备

17T19:纺织品、皮革和鞋类
50T55:批发兼零售;酒店和休息

70T74:房地产、租赁和商业行为
60T64:运输、仓储、邮政和电信

65T67:金融中介
10T14:矿业和采石

45:建筑
27T28: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
20T22:木材、纸张、印刷和出版
34T35:运输设备
30T33:电气和光学设备
36T37:制造业;回收
75T95: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01T05:农业、林业和渔业
40T41:电力、燃气和水的供应
15T16:食品、饮料和烟草
23T26:化学品和非金属矿物产品
29:机械设备
17T19:纺织品、皮革和鞋类
50T55:批发兼零售;酒店和休息
60T64:运输、仓储、邮政和电信
70T74:房地产、租赁和商业行为
65T67:金融中介
10T14:矿业和采石

总值RCA 增加值RCA

图6.3  基于出口总值和增加值的RCA

（两个行业和两个国家，2009年续）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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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价值链中，中间品的国际采购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获得更高

质量的投入，并提高其生产率和（出口）竞争力。许多研究已经证明，进口

投入和企业的生产率（见第 1 章）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在近期一些研究才

指出国际采购对出口效绩的积极作用：（Bas and Strauss-Kahn,2011; Bas, 2012; 

Feng et al., 2012; Aristei et al., 2013).）。此外，离岸影响超越了企业层面上提高

之后的出口效绩 ; 离岸对一个国家的出口专业化和竞争力也非常重要。

对国家比较优势 6 的传统分析进行扩展可以表明，全球价值链可以通过

扩大国内经济和国外采购的可能性，对各国的国际分工产生积极的影响。表

6.2 的实证模型通过离岸外包增加了出口专业化决定因素的现有框架之间的

相互联系。该分析涵盖了外部经济规模、国家捐赠资金（行业层面对资本强

度的依赖 ; Romalis，2004）和高技能的劳动力资金（行业层面依赖于高技能

人才的力度），并将此作为变量，以获得更多对国际贸易的传统解释。

出口专业化或竞争力是以 RCAs 总额以及增加值来计量的，这反映

了在全球价值链中传统 RCA 评估的局限性。迪尔朵夫（Deardorff, 2012）

介绍了如何将 RCA 评估与其他数据一起作为指导，说明国家间的实际贸

易模式是什么，以及这些是否是由对比较优势的传统解释或由其他因素

所驱动的 7。附录 6.A4 给出了模式发展的详细信息，以及变量（包括固

定资产）和样品（其中包括 OECD 和非 OECD 成员）的构建。

行业层面上的外包和离岸，可以增加中间品采购，这反映了公司为

其生产过程采购投入时面临的选择。外包表明了公司将其中间投入的生

产外包给独立供应商时公司内部发生的变化；在行业层面，这可以在“中

间品的使用强度”中获得（即中间投入成本占输出总额的比例）。离岸外

包与生产的地理位置有关，并涉及将中间投入的生产转移到国外的公司；

这是由“中间品进口强度”（即进口中间品在该行业所用的中间品总额

的比例）表示。这两个变量都是相对于在同行业中世界平均水平表示的，

因此指出了两项中任一项生产活动偏离生产技术规范的强度。

与其测试国际分工的传统解释，不如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使用控制

变量来确认国际贸易理论专业化的核心决定因素：物质和人力资本禀赋则

青睐在能够集中使用这些因素的行业中进行出口发展。大的市场规模带

动了各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并指出了行业间规模经济（外部）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尽管以出口总额和增加值核算，其结果之间可能存在重大的

定性差异，但是各种决定因素的影响方向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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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外包和离岸对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出口总值中的RCA（对称）

      变量        I          II           III          IV        V          VI          VII                 

国内需求指数
0.079*** 

(0.004)

0.077*** 

(0.004)

0.081*** 

(0.004)

0.081*** 

(0.004)

0.079*** 

(0.004)

0.079*** 

(0.004)

0.074*** 

(0.004)
实物资本禀赋×

实物资本强度

0.001***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高技能禀赋 × 

高技能强度

1.828***

(0.253)

1.849***

(0.251)

2.057***

(0.251)

2.104***

(0.249)

1.724***

(0.247)

1.866***

(0.254)

1.807***

(0.249)
外包指数(广泛定

义中间品使用

强度)

0.165***

(0.020)

0.154***

(0.019

离岸指数（广泛

定义为进口中间

品强度）

0.097***

(0.006)

0.097***

(0.006)

外包指数(狭窄的

定义中间品使用

强度)

0.058***

(0.004)

0.065***

(0.004)

离岸指数（狭义

定义为进口中间

品强度）

0.006***

(0.001)

0.008***

(0.001)

观察值R平方
18639

0.192

18612

0.197

18603

0.209

18603

0.212

18612

0.205

18603

0.197

18603

0.211

出口增加值的RCA (对称)

  变量          I          II        III          IV          V        VI        VII

国内需求指数

0.077***

(0.004)

0.075***

(0.004)

0.079***

(0.004)

0.078***

(0.004)

0.071***

(0.004)

0.077***

(0.004)

0.072***

(0.004)
实物资本禀赋×

实物资本强度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高技能禀赋 × 高

技能强度

1.963***

(0.255)

1.961***

(0.254)

2.124***

(0.254)

2.151***

(0.254)

1.858***

(0.250)

1.992***

(0.257)

1.935***

(0.252)
外包指数(广泛定

义中间品使用

强度)

0.098***

(0.020)

0.088***

(0.019)
离岸指数（广泛

定义为进口中间

品强度） 0.075***

(0.007)

0.074***

(0.006)
外包指数(狭窄的

定义中间品使用

强度)

0.057***

(0.004)

0.063***

(0.004)
离岸指数（狭义

定义为进口中间

品强度）

0.006***

(0.001)

0.008***

(0.001)

观察值R平方

18639

0.191

18612

0.193

18603

0.2

18603

0.202

18612

0.203

18603

0.195

18603

0.208

注：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差。显著性水平表示为：*** 1%，**5%， *10%的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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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存在一种假说，即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外包和离岸

外包能够加强各国出口的专业化和竞争力，而实证结果则广泛支持这一

假说。离岸和总 RCA 的正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口的总额越来

越多地包括（进口）的中间品，因此，这意味着外包和离岸有利于提高

竞争力。但是在增加值方面，其对 RCA 的积极作用清楚表明日益增加的

资源采购对出口专业化和国家竞争力产生的重要影响。更多地利用国内

和国外采购的中间品，能够使国家增加出口活动的增加值。

当外包和离岸仅局限于行业内中间品（“狭义定义”）而不是任何形

式的外包和离岸（“广义定义”）时，采购将能产生积极的影响。8 更好地

利用中间品使企业和国家能够根据自己的优势，从事专业的产业和活动。

利用更便宜、更具差异化和高质量的投入，也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并使

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取得成功。

事实上，离岸和外包不仅对企业的竞争力有积极的作用，对国家的

政策还具有重要意义。外包和离岸外包都与公司的倒闭和失业、中间品

的进口包括外包相关，通常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实际上它能够增加国

家的出口能力。旨在限制竞争影响，保护个别公司或行业的政策干预，

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进而降低竞争力。

三、制造业的竞争力

（一）发达经济体之中的制造业还有前途吗

在过去的几十年，全球价值链已经大大重塑制造业的竞争模式。由

于 OECD 成员已经失去了大量的出口市场份额，在全球制造业中，有关

成熟 OECD 成员当前和未来的竞争力质疑不断出现（见第 5 章）。然而，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在全球价值链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出口市场份额并

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事实上，（出口）市场份额的损失与许多案

例（如 iPod 的）的研究发现并不相符，如欧洲、日本和美国公司仍然在

制造业价值链中获得巨大价值，这是因为这些国家能够专注于高增加值

的活动，如品牌和设计等。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输入分布显示，发达经济体仍能够创造和获得

大量的增加值，仍然能够在制造业内保持一定的竞争力（见图 6.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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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TiVA 数据库的新指标显示了国家参与全球制造业所获取的增加值。该

评估方法分解了全球制造产品的销售，并能够表示来自不同国家和行业

的增加值投入 ; 国家通过生产最终制成品和中间品（货物和服务）获得增

加值，其中包含的这些制成品（Timmer et al.，2012）9。在全球价值链的

组织生产中一个国家创造和获得的增加值能够更好地体现该国的竞争实

力。如以贸易增加值为基础的 RCA 评估（见上文），在经济体专业化时，

这一指标可以能够准确地反映不同产品以及不同活动的竞争力。

此外，该指标反映了经济体在国内和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在国外获

得一美元与在国内获得一美元等价（Timmer et al.，2012）。附录 6.A2 将

更加详细地显示全球价值链的收入。

1995-2009年制造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中所占份额（%） 

非OECD成员OECD成员 欧盟27国

日本美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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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亿美元）

生产制造业

市场服务（ISIC50到74

十亿美元

世
界
其
他
国
家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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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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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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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制成品和市场服务全球价值链中特定经济体和地区

创造/获得的增加值

（1995—2009年）

注：其他新兴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东南亚包括文莱、

柬埔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和越南。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新兴国家在制造业上的强势和迅速崛起体现了非 OECD 成员占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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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增加值的份额越来越大；新兴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增加值都

有显著增加，这些增加值是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中

所创造和获得的（见第 5 章）。在 OECD 成员中，日本的制造业增加值

份额已经下降 ; 在 21 世纪初，美国加强其对制造业的贡献，这主要是

由于 IT 的热潮，但在最近几年美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位置。欧洲一直

保持着其在制造业上的整体地位，但是这隐藏了巨大的转型调整：随着

欧洲全球价值链的东移，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制造业活动

扩展得很快。在增加值方面，OECD 成员中的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都

获得了明显收益。

虽然它们的整体份额有所下降，但是 OECD 成员仍然给制造业产品

增加了大量的价值；事实上，在 2009 年，全球超过 60% 制造业产品的

销售量都源自 OECD 地区创造的增加值投入。来自欧洲和美国全球价值

链制造业的增加值仍然比中国高。第一个原因是，OECD 成员是以高价值、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产品有关系”）以及制造高增加值活动（“从事

的活动有关系”）为特征的。其次，成熟经济体的制造业的高增加值主要

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服务作为对制成品的（差别化）输入（见下文）。

虽然日本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增加值出现大幅下降，但是高增加值

生产活动和产品的专业化也使成熟经济体在 1995 年到 2009 年之间增加

了其全球价值链制造业的增加值。 Hausmann and Hildago（2011）从先进

的知识和能力允许分散复杂产品专业化的角度，探讨了其是如何对成熟

经济体的制造业竞争力做出贡献的。新兴经济体一般更多地专注于劳动

密集和低成本的组装活动，而其创造的增加值一般较少。然而，在一般

情况下，成熟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受益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参

与。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他进我退的零和博弈游戏。

除了制成品中巨大的且不断增加的增加值之外，OECD 成员也通过

参与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增加值（见图 6.4）。这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它们向服务导向型经济的转变。新兴经济体市场服务全

球价值链中创造的增加值显著降低；它们在市场服务全球价值链中所参

与的活动也比制造业少得多。与此同时，中国、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在

1995 年到 2009 年之间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收益，制造业比服务业要多

出很多。

这些影响深远的竞争力格局的变化引发了人们对“制造东西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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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规模的就业。蒂莫等（Timmer et al., 2012）表明，在过去的十年中，

随着 OECD 成员越来越多地转向创造想法、概念和服务，而不是实物

商品，成熟经济体中的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力从全球价值链中所获

得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小。这导致一些国家给出政策建议，劝阻（制造业）

公司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外。然而，在发达经济体中创造新的制造

业就业机会很可能会继续保持在适当的数量，部分原因是持续的技术

进步使生产力进一步增长。保护现有就业岗位的政策，只考虑了全球

价值链中现实的一部分。这种目光短浅带来的风险可能会损害国内经

济的竞争力。

为支持制造业而倡导“新产业政策”的另一个理由是，防止全球价

值链中新兴经济体在升级（有时是重要的政策干预与支持）时受到发达

经济体中制造业长期竞争力的威胁。这种说法表明，核心生产活动的损

失可能会造成侵蚀价值链中的上游和下游活动的后果，包括创新和设计

的相关活动，所有这些都可能最终削弱 OECD 成员的竞争力（Pisano and 

Shih ，2009，2012）。言外之意是，高收入国家可能很难留住创新型以研

发为基础等高增加值的活动：放弃制造业上的相关能力可能会对长期的研

发和设计能力造成损害。

在一些国家，这也导致了一些将会对制造业提供隐性支持的政策措

施的产生。然而，以特定工业支持政策为特色的旧式产业政策或全国领

导性金融机构在当今全球价值链的世界中并没有发挥作用。它们扭曲了

国际竞争和价值链的高效运行，并具有引发国际津贴战争的风险，其中

纳税人是主要的损失者。更根本的是，有针对性的支持或补贴并不能够

鼓励长期的投资和能力建设。

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维持制造业的能力方面没有发挥作用。支持包括

技能、基础设施和研究的在内的新能力建设的战略和政策，为确保发达

经济体中制造业的未来提供了前进道路。最近的技术进步，如 3D 打印技

术的出现，可以使制造企业以大批量生产的效率从事更加接近市场的量

身订制的生产。这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劳工成本将不那么重要，这

可能会抑制将制造活动迁往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考虑到劳动力（成本）

在这些生产活动中有限的作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能够创造新的就业

机会。此外，考虑到高水平的技术强度 11，大多数新的就业机会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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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高技能行业。

（二）制造业服务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制造业特征正在剧烈改变，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也会变得越

来越模糊，最近的经验证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制造产业的“服务化”。12 制造

业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和生产服务，并将其作为它们的产品投入（Nordas，

2010），服务对于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今天的制造业比纯商

品生产应用更广泛，上游和下游公司的服务相关活动越来越多。生产的

产品价值越来越反映服务投入，服务和产品一同销售或一体化。例如，

服务为瑞典制造企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销售份额（Kommerskollegium，

2012）。

同样，制造出口产品也包括大量源自服务行业的增加值，这进一步

表明服务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性（见图 6.5）。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

OECD 以及非 OECD 成员的服务投入都占据显著份额。一般而言，小型

国家需要从国外获得更多的服务投入。

服务对制造业已经变得越来越为重要，其中原因有很多。首先，物流、

通信服务和商业服务等，促进了价值链的高效运转，因为他们能够帮助

传送货物、数据和技术，并且（管理层）知道如何迅速和顺利地跨越国

界统筹分散的活动。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是全球价值链中的骨架，通常

由专门的供应商（国内或国际）通过这些网络提供服务，直接使生产活

动受益（见第 3 章）。13 这些（配套）服务特性与其产品的生产地有一定

联系。

其次，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利用服务来获得竞争优势。服务不仅有

助于提高生产力，还有利于分化、定制和升级产品，并使其与客户的关

系发展得更为紧密，合作关系更加长久（Kommerskollegium，2012）。服

务活动（内部开发或购买）促进了瑞典制造企业的出口活动（Lodefalk，

2012）。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企业机能越来越分化，纯粹的生产活动

越来越集中在新兴经济体中，OECD 成员的制造商更多地依赖于非生产

功能的互补来创造价值。

制造企业不再单独销售产品，而是销售一连串的服务，包括设计、

开发、市场推广、保障和售后护理。像劳斯莱斯这样的公司，不再只是

销售汽车，而是提供“解决方案、成果或体验”，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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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施乐公司已经改制成一个“文件解决”的公司，

提供先进的打印机系统，同时也提供如文档管理和咨询的服务；事实上，

服务约占施乐公司营业额的 40%，预计很快就会达到 50%（Benedettini et 

al.，2010）。在把制造公司的活动分类为“制造”和 / 或“服务”的报告

中，尼利等（Neely et al., 2012）指出了国家间生产服务活动相结合的重

要性正在日益增加。预计未来制造业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将来自所谓的“制

造服务”，将先进的生产与一系列的服务相结合（Sissons，2011）。

仅仅专注于制造业的政策可能会忽略服务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中日

益增长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制成品的生产。这需要一个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综合视野，并明确考虑到它们互补的特色。此外，服务仍然 —— 至少

在现在 —— 不易受国外搬迁的影响，将创新和知识转化为就业机会也很

可能发生在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之中，但需要强大的制造业来支持能够

创造就业机会的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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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服务增加值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比例（2009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三）是否会出现内包趋势

全球价值链是动态的，并且随着成本的增加、技术的不断变化，公

司会重新考虑其业务范围，全球价值链将会继续发展。新兴国家制造业

的外包是否会放慢脚步，全球价值链是否会返回到发达经济体？许多公

司（尤其是在美国的公司）已经指出它们正在考虑把外包给中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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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包给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的分析表明，这种“回包”的趋势（也

称为“内包”或“再外包”）可能使美国制造业“复兴”。14

由于新兴国家生产的成本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回包的吸引力越来越

大，并且这使得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成本差距正逐步缩小。例如，

在中国，每小时的平均工资每年正以 15% ～ 20% 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

损坏了该国在劳动密集型活动中的成本优势。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印度、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工资涨势也很明显（见第 5 章）。新兴

国家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估计是 2000 年美国平均水平的 2%，在 2015 年预

计将达到 9%（见图 6.6）。随着生产率差异的缩小，劳动力在总生产成本

中份额的缩小，离岸外包的节省成本也会逐渐缩小。公司为响应劳动力

成本的上升，新兴国家将会加强建设自动化工厂，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其

他新兴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偏低，和 / 或最终会导致特定

生产活动回包。

中国

印度尼西亚

美国

德国

日本

发展中国家

印度

菲律宾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平均工资与发达

国家的百分比

预 计 未

来增长

图6.6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时薪

 

资料来源：德勤分析，经济学人智库的数据，发表于世界经济论坛（2012）。

 

对回包趋势的另一种解释是，一定的隐性成本没有被充分考虑进外

包决策里（Porter and Rivkin，2012）。在海外建立生产流程时，企业往往

会把太多的重点放在劳动力成本上，而忽略了其他成本。2011 年，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研究显示，超过 1/3 的美国制造商，在进入高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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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旅游和人员成本、运输成本、更高的淘汰率和库存成本、意料之

外的知识产权亏损，这些产生的间接成本可能会出乎预料的高。在新兴

市场国家制造却旨在国内市场中销售的产品，可能会产生更高的“总到

岸成本”。

在平衡全球价值链的节约成本和分散风险方面，回包也与企业的战

略有关。自然灾害，如近期日本地震 / 海啸和泰国水灾等，导致全球价值

链的中断，并终止了几个行业最终产品和中间品的全球供应（见第 8 章）。

即时生产模式，价值链中偏倚的生产结构和冗余等情况，也意味着价值

链的一部分会崩溃，这很快会对整个价值或供应链造成不利影响。为了

分散复杂供应链内存在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考虑同一产品的替

代价值链。除了低成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之外，企业还在靠近其主要市

场的成本较高的国家设立了全球价值链（通常较短）。

将制造活动移回到国内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为公司提供了更大的

操作灵活性。跨越几个国家的漫长而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组织限制了企业

根据市场信号调整生产工艺的能力。最终需求的负面冲击并不能很容易

地纳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计划中来；2007—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

了下游活动的放缓是如何使上游输入需求减少，进而放大其效果的。由

于开发人员、工程师、制造和操作人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离本国越近，

特定客户的需求（“按需制造”）就越能够迅速地得到满足。地理距离往

往会降低合作和不同生产阶段协调效率。

预计技术进步会支持这一趋势：依靠结合新型材料和新型生产技术

的先进软件（如纳米技术）的数字化制造，有望重塑制造业的生产过程。

虽然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将继续按照传统制造 — 更加自动化和灵活的 — 方

法进行，但新的生产方式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和更智能的生产流

程（世界经济论坛，2012）。数字技术将广泛降低小批次生产成本；随着

经济规模缩小，“按需制造”有望在经济上实行。叠加式生产，例如 3D

打印技术，利用连续的层次材料生产产品，并满足个别客户定制产品的

需求。

尽管回包的吸引力在不断上升，但对这种趋势的影响范围尚未达成

共识。据预计，即使这些国家的成本不断上升，对于新兴国家，离岸外

包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新兴国家为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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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型且快速增长的制成品市场。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在以快速产品

周期为特色的技术和质量生产中，回包可能会变得更为普遍，而且市场

的反馈也变得非常重要。劳动力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商品化的产品极

有可能继续集中于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新兴经济体。

注释

1．克鲁格曼（Krugman, 1996）给出了一句著名的评论，我们可以

讨论公司的竞争力，但不能够谈论国家的竞争力。如果企业不执行其业务，

它就无法维持其经济地位的，也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了竞争力，它最终

就会被淘汰，而你不能说一个国家缺乏了竞争力。

2．在表中没有被列出的个别国家，被分在了“世界其他国家”组

里，这也解释了对应列中的高比例。未来 OECD/WTO 贸易增加值数据库

（TiVA）的工作是扩大预算的地域覆盖范围。

3．应该小心地解释这种对比，跨国公司生产 / 销售（这是一个总的

概念）总是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这是一个增加值的概念。

4．具有相对优势的实证措施要追溯到巴拉萨（1965）的开创性工作。

一个部门在国家的出口份额要与这个部门在世界上的出口份额进行比较。

比值大于 1 说明这个国家拥有相对优势，并专门从事该行业，而当比值

小于 1 点时，就说明是相对劣势。但是，相对优势的措施存在很多缺点（概

述，请参阅 Sanidasand Shin，2010）。
5．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 OECD/WTO 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的高水平产业聚集 ; 更加细分的行业通常会使 RCA 评估在总值和增加值

表现出更大相异性。

6．相对优势源于什么的问题与有关国际贸易的研究一样，长久以

来困惑着人们。人们已经试图找出决定相对优势的经济条件。里卡多

（1772 ～ 1823）把这种相异性归结为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俄林（1933）
归结为国家相对集中的生产某些产品的禀赋，以及最近克鲁格曼的新贸

易理论（1979）认为不完全的竞争和规模经济是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相对优势广泛地反映了产品的低机会成本，并促进

了国际贸易。

7．大多数的研究都是用出口流量来研究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

素 ; 只有以少部分使用计量经济模型中的 RCAs（Dalum et al.，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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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由于外包力度与 RCA 指数在结构上的相关性，在广义的离岸外

包和出口的专业化之间可能出现内生性问题；在使用狭义的外包定义时，

这些问题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9．世界范围内，全球制造业产品的支出代表了全球制造活动的增加

值。蒂莫等（2012）指出，这不一定保持在国家水平上，当前账户失衡

将导致生产增加值高于 / 低于一个国家的最终消费。

10．“美国或日本制造”等讨论含有类似的观点。

11．这种高科技制造业不仅限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它也可能涉及更

多的传统行业（例如服装业）。

12． 使 用 的 其 他 术 语 是 servicification，servicisation（ 服 务 化 ）

（Kommerskollegium，2012）。
13．越来越多地将服务应用在制造业中，一定程度上也是统计学的

产物。之前，许多服务活动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但现在制造企业进行

的外包和离岸外包越来越多（pilatet al.，2006;Ramaswamy 和 Rowthorn，
1998 ；“经济学人”，2011）。

14．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在如运输、计算机、金属制品和机械等领域，

到 2020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 10% ～ 30% 会在国内制造，这将使

美国每年的产出提高 200 亿～ 55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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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A2 � 全球价值链收入、制造业和市场服务

               （10 亿美元，2009 年）


制造业 市场服务（ISIC50到74）

柬
埔
寨

冰
岛

爱
沙
尼
亚

拉
脱
维
亚

立
陶
宛

卢
森
堡

斯
洛
文
尼
亚

保
加
利
亚

斯
洛
伐
克

越
南

新
泽
西

智
利

匈
牙
利

罗
马
尼
亚

马
来
西
亚

以
色
列

菲
律
宾

新
加
坡

爱
尔
兰

芬
兰

中
国
香
港

葡
萄
牙

挪
威

南
非

丹
麦

阿
根
廷

泰
国

希
腊

瑞
典

奥
地
利

中
国
台
湾

比
利
时

波
兰

瑞
士

印
度
尼
西
亚

土
耳
其

荷
兰

韩
国

澳
大
利
亚

墨
西
哥

俄
罗
斯

加
拿
大

印
度

西
班
牙

巴
西

英
国

意
大
利

法
国

德
国

资料来源 :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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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A3 � 按行业和国家分以 RCA核算的总值和增加

值（2009 年）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土耳其
中国
日本
马耳他
美国
印度
斯洛文尼亚
德国
澳大利亚
波兰
英国
拉脱维亚
墨西哥
法国
巴西
芬兰
加拿大
匈牙利
希腊
韩国
奥地利
立陶宛
卢森堡
爱尔兰
保加利亚
爱沙尼亚
印度尼西亚
中国台湾
荷兰
捷克
西班牙
丹麦
比利时
意大利
葡萄牙
瑞典
斯洛伐克

私人家庭
酒店和餐馆
建设
皮革和鞋类
木材
机动车
采矿和采石
卫生和社会工作
水运输
零售贸易
教育
农业、狩猎、捕鱼
纸浆、纸、印刷
房地产活动
金融中介
制造，回收
纺织品和纺织产品
运输设备
其他非金属的矿物产品
邮电
电力、天然气和水
陆地运输
其他社会和个人服务
辅助运输活动
机械
电气和光学设备
其他业务活动
公共管理和国防
批发贸易
食品、饮料和烟草
航空运输
橡胶和塑料
基本金属、金属制品
化学制品
可乐、精炼石油

经济体 行业部门

注：显示的值（1减去斯皮尔曼系数）介于增加值和出口总额之间。

资料来源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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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A4  数据和样品的描述——计量经济学模型

经济体：奥地利、德国、荷兰、加拿大、中国、比利时、希腊、波兰、

美国、印度、保加利亚、匈牙利、葡萄牙、日本、爱尔兰、罗马尼亚、韩国、

捷克、意大利、斯洛伐克、拉丁美洲、澳大利亚、丹麦、拉脱维亚、斯

洛文尼亚、巴西、中国台湾、爱沙尼亚、立陶宛、西班牙、墨西哥、土

耳其、芬兰、卢森堡、瑞典、印尼、法国、马耳他、英国、俄罗斯。

年份：1995—2009 年。

产 业： 国 际 标 准 产 业 分 类 3 版 AtB、C、15T16、17T18、19、20、

21t22、23、24、25、26、27t28、29、 30t33、34t3、36t37、E、F、50、

51、52、H、60、61、62、63、64、J、70、71t74、L、M、N、O、P。

回归量

国内需求指数：引入该指数旨在作为外部规模经济（考虑到如下因

素，如发达的基础设施、可用便宜的投入或增长的历史）的对照。国内

需求为特定年份内国家部门中家庭、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最终需求（来源：

WIOD）的总和。具体细节与 RCA 类似：该部门占国内总消费的比例，相

对于其在世界总消费量中所占的份额。

资本禀赋 × 行业强度：在国家层面上，资本禀赋对一国产生的影响

与该行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关，有一定条件限制。资本禀赋与劳动力规模

相关（资本存量除以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小时数，兼职工作的时间也计算

在内）。资本强度在行业层面计算，其中以增加值核算的支出份额以 15

年的平均水平为准。参考国家：美国。

高技能熟练劳动力养老 × 行业强度：这种影响通过行业层面上高技

能强度与国家层面上高技能总量的相互作用计算。禀赋是指国家层面上，

高技能工人的工时占该国总工时的份额。在行业层面的高技能强度的计

算公式为平均 15 年内支出份额在劳动报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参考国家：

美国。

外包指数：中间品的使用强度（中间品支出不包括生产总值中能源支

出的比例）相对于同一年所有国家该行业比例的平均水平。

离岸指数：进口中间品的使用强度（进口中间品占中间品总额的比例）

相对于同一年所有国家该行业比例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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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系统性偏差，以及某些部门内跨国家的系统偏差。如果某个国家

控制着某部门的生产与出口，那么该部门跨国家的 RCAs 系统得分可能

会较低 ; 部门的固定效果将会完全掩盖这种不对称性。同样，一个国家的

出口可能缺乏多元化，而由少数行业主导；而这种情况下跨部门的平均

RCAs 将较低，这种结果可通过国家固定效应与年份的相互作用抵消，以

确保这种结构随着时间不会发生太多变化。

由于独立变量和因变量均为索引号，可归为各种类型的不对称，因

此无法直接解释结果中的系数水平。相同的回归系数将不可以按有序方

式在两组回归之间进行比较，为讨论留有思考余地。



  第七章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知识资本的作用

    知识资本已经成为了全球价值链取得成功的一个驱动力。全球价值

链创造的价值不是平均分布的，主要依赖于参与者提供难以模仿的复杂

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越来越多地以知识资本的形式呈

现，例如，品牌、基础研发、设计以及软件与组织结构的复杂整合。知

识资本还可以让公司塑造全球价值链架构以获取全球价值链所创造的更

大份额的价值。因此，OECD成员和许多新兴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

注重对知识资本的投资，以期让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价值更高的细分

市场，并提高它们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 本章把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与 OECD 成员对知识资本的研究结

合在了一起；它的背景资料与第 5 章的背景资料相同，即《支持对知识资

本的投资、增长和创新》（OECD，2013） 。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226

一、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与升级

（一）升级模式

通过引进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产品（商品或服务）、流程或方法进行

创新，一直被认为是经济绩效和社会财富的中心。1 有实验证据证明了创

新、价值创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OECD，2010）。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中，

对创新的讨论经常采取（经济）升级和公司及（发展中和新兴）国家为

提高它们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创造和获取的价值所付出的努力的形式进

行（Gereffi， 1999）。从传统上来看，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通常分为四种类

型（Kaplinsky and Morris， 2002）：

流程升级。当公司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缺陷率完成任务，并

且与竞争对手相比，能够接下更加复杂的订单时，就实现了流程升级。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鸿海精密集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严格的技术要求下执行大规模生产的能力而享

誉全球，它主要为苹果、戴尔、三星和索尼这样的主要电子品牌服务。

产品升级。当公司凭借高超的熟练技术和品质可以供应比竞争对手

更高的价值增加值产品，并且能够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推出创新

产品时，就实现了产品升级。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 ASUSTek，一个抓

住了顾客对低成本、易使用的便携个人电脑的需求的笔记本的创造者

（Kawakami， 2012）。另一个例子是丰田汽车公司，它第一个推出了大产

量的混合动力车辆普瑞斯（Prius）。

功能升级。当公司能够提供属于全球价值链的新细分市场或活动，

并且具有更高的价值增加值的竞争性产品或服务时，就实现了职能部门

的升级。对于以前专门从事生产的公司而言，这就意味着在像设计或营

销的上游或下游活动中更有竞争性。例如，通过收购 IBM 的个人电脑部门，

联想获得了高端的研发能力和已被承认的 ThinkPad 品牌。有了这一部分，

它就从一个个人电脑制造商升级为技术和咨询服务的供应商。利丰公司，

一个位于香港的消费品中间商，通过收购产品开发、营销和品牌推广等

职能部门，升级成为一个供应链管理公司。

供应链升级。当公司利用从当前的供应链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能

够参与可生产具有更高价值增加值的产品或服务的新全球价值链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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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价值链升级。最近的例子有三星公司，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

生产商，决定在十年内向一些新行业投资 200 亿美元，迄今为止包括仪

表盘、发光二极管（LEDs）和电车电池。还有食品行业的巨头雀巢，最

近大量投资于以健康为导向的加工食品，这些食品具有更高的利润空

间，并且比传统包装食品更有进行破坏性创新的空间（经济学人，2009 ； 

2011）。

菲楠德兹 - 斯达克等（Fernandez-Stark et al., 2012）还区分了“终端

市场升级”，它是指进入到具有更高价值的新终端市场细分部门（从地理

位置或行业的角度来看），例如，纺织品供应商，从服装制造进入医疗或

建筑行业。此外，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有时候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升

级的第一步（见第 5 章）。

流程升级通常被认为是升级的第一个阶段，因为它是基于通过做事

情来学习的（Gereffi， 1999）。然后，随着公司增强了技术能力，它们在

更复杂的产品上变得更具竞争力（产品升级）。当公司变得能够设计新产

品或创建自己的品牌时，它们就实现了功能升级。最后，当公司有足够

的技术背景和商业知识，可以将活动扩张到利润更高的新行业时，就实

现了供应链升级。

成功的升级依赖于公司的收购，以及 / 或者探索价值链上每一个细

分部门的新的初始特性和品种的能力的开发。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司

都升级之后，其经济也会升级（Fernandez-Stark et al.， 2012）。新兴国家

通常主要是想提升价值链，通过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活动创造并获取

更多的价值和更广泛的经济利益（见第 5 章）。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问题

就变成了如何保住它们的竞争优势（并开发新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具有

更高价值增加值的活动，以及如何在全球经济中继续竞争。随着如资本

累积和技术模仿等资源的增长潜力的耗尽，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

要来源。

流程、产品、职能部门和供应链的升级，都承担着创造和从全球价

值链的活动中攫取更多价值的作用。当看一个国家出口的（国内）价值

增加值含量时，整个国家的升级轨迹和创新动态就会变得非常明显。通

过这个指标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通过出口创造了多少价值，它基本上就

是这个国家所有公司的不同升级战略的结果。图 7.1 展示了几个国家电子

和光学机械行业的出口在 1995 年至 2009 年之间的国内价值增加值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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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国内价值增加值含量（%）   在全球价值增加值出口中所占的比例

中国
韩国

德国
墨西哥

意大利
英国

日本
美国

图7.1  电子和光学机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和价值创造

（ISIC30-33，1995—2009年）

注：

1. 在比较中国在 2005 年前后的数字时要多加小心，因为所获得的数据只能

对 2005 年以后的出口进行加工贸易产品和非加工贸易产品的划分。这可能会影

响结果（见第 2章）。

2. 只能获得对 1995、2000、2005、2008 和 2009 年的估计数字；两个年份

之间的数字是利用插值法计算得来的。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这些数字在很大程度上确认了一点，即发达国家通常专门从事该行业

内价值增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活动。中国和墨西哥以及韩国的出口的国内价

值增加值含量大大低于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此外，1995 年—2009 年之

间出口的国内价值增加值含量有所下降，因为进口中介和全球价值链的重

要性增长了（Johnson and Noguera， 2012）。最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出

口的国内价值增加值含量出现了重大变化。在 1995 至 2009 年间，中国电

子产品出口的国内价值增加值含量大幅下降，很可能是由于价值增加值很

低的加工贸易产品的快速增长造成的（见第 5 章）。不过，自 2005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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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各种方式成功升级了它的电子产品的出口（见专栏 7.1），因而它

的出口的国内价值增加值含量又升高了。实际上，在全球的电子产品出口

所产生的总价值增加值中，中国现在几乎占到 25%。

专栏 7.1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帮助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商。

通过加工贸易和对跨国企业的吸引，中国利用了在国内市场上

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几年来，

升级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策，有许多证据可以表明，这确

实正在进行之中。

流程升级：随着中国公司控制了从材料采购到产品设计的流

程，中国的加工贸易正在从简单的合同装配向“全包装”制造

转变。中国公司现在开始进口零部件，并能够控制将要出口至

外国公司的产品的数量、价值和规范。从加工出口商到更有自

主权的多功能服务供应商的升级，从其他亚洲经济体中也能看

到，这是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最重要的早期阶段。

   单纯的装配 全包装 全包装PT本土公司的比例（右轴：%）

加工贸易（十亿美元） 全包装PT在所有加工贸易出口中所占的比例

中国国内公司的加工贸易的组成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

功能升级：从装配商到零部件供应商。中国在世界出口中所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230 占的比例有所增长，不仅最终产品所占的比例有所增长，零部

件所占的比例也增长了。从 1995 年到 2007 年，中国在全球零

部件出口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了 9.2%，而日本和美国的比例则分

别下降了 7.1% 和 6.3%。中国大部分收音机、电视和通信设备、

电子机械和办公、会计和计算机方面的出口都涉及了中间品，

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商。

全球价值链中知识密集型细分市场的新成员？中国现在是

世界上第二大研发投资国，仅次于美国（OECD，2011b）。2009 年，

商业部门占中国研发投资的 73%。在 1999—2009 年间，中国居

民持有的三方专利是在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及美国专利和

商标署都获得授权的专利组合，目前以 29% 年平均增长率增长。

不过，中国公司的专利，尤其是在美国注册的专利，大部分都

是被一些计算机、通信和电子消费品行业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公

司持有，像富士康、华为和中兴（Eberhardt et al.， 2011）。

美国 欧盟 日本 中国   亚洲8国

（地区）

世界其他国家

全球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的出口（10亿美元）

注：

亚洲 8 国（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

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欧盟不包括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卢

森堡、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中国包括香港特区。

资料来源：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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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领域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商业、金融和通信服务）

的出口也在扩张。尽管美国和欧盟仍然占这些出口的一半，

但中国截止到2010年已经将它在全球所占的份额提高到了近

10%。

中国升级的未来：中国的升级可能会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

体的升级不一样。第一，它的巨大而又增长快速的国内市场可

以在协助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升级的同时，也关注国内市场。中

国公司在通过参与外国的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来吸收先进知

识的同时，它们也可以利用这些知识为国内市场开发新能力和

新产品。这可以让它们升级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第二，

中国能够利用它巨大的市场吸引外国投资，这些投资通常带有

最先进的技术，并且能够形成一个集进口、设计、吸收和创新

为一体的缜密的循环。这可以让中国公司提高它们的能力，跟

上世界技术前沿的步伐（Breznitz and Murphree， 2011）。知

识的溢出效应不仅能为生产做出贡献，而且还能为中国公司的

创新能力做出贡献（Ito， 2011）。与国外跨国企业之间的合作

和竞争，对于中国的升级而言仍然至关重要，因为跨国企业在

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会把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更多细

分部门置于当地（Brandt and Thun， 2010）。第三，在国内市

场中与跨国企业的竞争激励着中国公司对技术和其他知识资产

进行投资。投资向国有企业和其他国家控股企业的集中，一部

分是由于它们现有的能力已经很强大（Zhang et al.， 2009），

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这样阻止知识和投资以利润

为导向的部署，从而降低中国升级的效率。中国的升级努力

当然会继续。根据最近的政策报告，“中国把它未来的繁荣昌

盛建立在创新上，要充分利用每一个人的创造潜力。它的成

功将依赖于它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不是更多的产品，这

可以推动它沿着价值链上升，与发达国家在同一产品空间里

进行全球性竞争。”（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2，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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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信息中提到的“塞浦路斯”是与岛屿南部有关的地

方。岛上没有代表土耳其和希腊塞浦路斯人的任何机构。土

耳其认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TRNC）。在联合国找到持

续且公平的解决方案之前，土耳其将保留其对“塞浦路斯问题”

的立场。

OECD 成员中的欧盟成员和欧盟所做的注释：

塞浦路斯共和国被除土耳其之外的所有联合国成员认可。

本书中与面积有关的信息指的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可以有效

控制的面积。

（二）功能升级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更多价值的一种（新）

方式

对特定产品的案例研究，通常是电子产品行业，已经证明全球价

值链中的价值创造在各项活动中不是均匀分配的（Linden et al.， 2009 ； 

Ali-Yrkkö et al.， 2011）。全球价值链中最多的价值创造通常位于诸如新

概念的开发、研发或关键零部件制造的上游活动中，或者诸如营销、品

牌推广或客户服务的下游活动中。当公司进行创新，使其产品和服务不

同于竞争对手时，有些价值链活动就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增加值。最终

的装配，一般是在新兴经济体中离岸进行的，通常只占创造价值的一小

部分。总之，可以离岸进行的活动，通常是可以商品化的，创造的价值

增加值相对较少。此外，那些涉及已经存在标准和高度模块化的活动，

例如，电子产品或机械的最终装配，可以由许多相互竞争的公司来完成，

这样可以降低成本。这是所谓的“微笑的曲线”背后的基本理念，该理

念在 1992 年首次被宏基公司的创始人施振荣（Stan Shih）用来解释中

国台湾的 IT 制造商所面临的问题，当时，这些制造商专门从事制造活

动（见图 7.2）。

有些人认为 OECD 成员有让“微笑的曲线”加深的趋势，随着制造

和装配在价值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降低，“微笑曲线”从相对平滑（沿

着链条的价值）的形式转变成 U 形（Baldwin， 2012）。劳动密集型活动

（通常在制造和装配行业）外包给低工资的经济体，实际上降低了这些阶

段的成本。当外包这些活动的公司在这些国家使用它们的先进技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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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价值链

21世纪初的全球价值链

价值增加值

价值链

活动生产之前的

无形活动

生产中的

有形活动

生产之后的

无形活动

服务

营销

物流

生产

采购

物流

研发

图7.2  微笑曲线：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增加值

资料来源：Based on Shih （1992）， Dedrick and Kraemer （1999）， and 

Baldwin （2012）。

这些活动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价值增加值在价值链上的分布不一定

遵循微笑曲线，但是，斯帕拉和肯利(Seppälä and Kenney, 2013）证

明，对许多精密金属行业的产品而言，制造活动可以占价值增加值的

很大部分。

而且，在实践中，发达经济体仍然在价值链上的许多部分进行竞争，

包括如农业、采矿业和食品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部门，以及许多包括纺

织行业在内的低技术行业。例如，意大利在纺织品和服装生产中仍然具

有很明显的竞争优势。通常，这反映了在利基市场活动中的专业化、持

续创新、高生产率和高品质能够让发达经济体的公司与具有较低成本的

新兴经济体的公司进行竞争。这里所产生的价值主要依赖于供应复杂且

难以模仿的产品或服务的能力。

因此，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是许多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问题。例如，

新兴经济体发现它们无法从大量的制造活动中创造 / 获取很多价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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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市场的份额，而且还竞争全球价值链中的高价值增加值活动。国

家通常把功能升级作为提高它们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所获得利益的最直

接方式。功能升级可以让公司和国家转向可以创造更多高价值增加值的

行业和活动。但是，很明显，升级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因

为被创造的价值在不同的行业和价值链中会有所不同。

功能升级可以促进流程和产品升级。复杂的研发、设计或营销可以

让公司提高它们的生产流程效率，并推出新产品。例如，中国台湾的电

子制造公司从最开始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升级为原始设计生产，

当他们开始提供如研发和设计等生产前服务时。这种功能升级让它们通

过笔记本的发明和对自有品牌笔记本个人电脑（如华硕、宏基）的大范

围质量改进来实现产品升级（Sturgeon and Kawakami， 2010 ； Kawakami， 

2012）。但是，功能升级需要对知识资本的大量投资。发达国家在较高的

价值增加值活动中的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人力资源

和知识资本的较大投入。如果支持功能升级的政策与比较优势的主要原

则相悖，则很有可能不会成功。

二、知识资本是全球价值链进行创新和升级的驱动器

高价值增加值活动通常集中于价值链中密集使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

本的活动，它们也被称为无形资产或知识资产。这些资产包括在研发、

品牌推广、设计，以及把软件与组织结构进行复杂整合方面非规范化的

隐性知识。这些活动的不明朗性，使得它们很难被模仿或复制。知识资

本也是很多较为成熟的经济体的制造竞争力的核心（见第 6 章）。它是开

发复杂产品所需的先进知识和能力的来源。先进能力越多，实现（产品）

升级的可能性越大（Hausmann and Hildago， 2011 ； Tacchellaet al.， 2012）。

要想转向价值增加值更高的活动，进入全球价值链上价值更高的细分市

场，则需要更多的知识资本。OECD 和许多新兴经济体中的政策制定者

都知道，知识资本是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

（一）什么是知识资本？

知识资本，在商业部门通常被称为无形资产，指的是对知识资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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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存量。尽管政策通常集中于研发、人力资本和软件，但它的范围是

相当广泛的。它的三大类别分别是计算机化的信息、创新性资产和经济能

力（Corrado et al.， 2005）。表 7.1 给出了以能力和资源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成果。

表7.1  知识资本的分类及其所产生的价值

知识资本 投资的类型（支出） 能力存量（资源）

计算机

化信息

计算机软件 软件的自有开发或购买
计算机化的流程、信息和知识

管理系统

计算机化数据库 数据库的自有开发或购买
辅助公司制定战略的数据库，

包括新产品开发、营销

创

新

性

资

产

科学研发

科学和工程研究（通过制造和

所选行业的自有研发和外包研

发来衡量）

知识和知识产权，可以产生新

的或具有更高品质的产品和生

产流程（参见专栏7.2关于制

药价值链中创新财产的讨论）

创新性资产

娱乐或艺术原创的开发（通过

非科学性研发来衡量：娱乐和

书籍出版行业的开发成本）

知识和知识产权，可以产生复

杂的艺术和文化创造

设计

产品的物理外观、品质和易使

用 性 ， 以 及 工 作 空 间 的 规 划

（ 通 过 外 包 的 建 筑 和 工 程 设

计，以及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

学方面的研发支出来衡量）

知识和知识产权，可以产生更

好的商业吸引力、产品差异

化、更高的效率

经

济

能

力

品牌权益

在广告和市场研究方面的支出

（通过外包的广告和市场研究

来衡量）

名声、形象、客户认可和关系

公司特定的人力资本
岗位培训、为与工作相关的教

育支付的学费

公司特定的隐性制造、加工和

管理技能

组织结构

在 组 织 变 革 方 面 的 支 出 （ 通

过 外 包 的 管 理 咨 询 服 务 等 来

衡量）

灵活而有竞争力的商业组织，

与其他公司、大学、政府等之

间的网络

资料来源：OECD（2012a）。

对知识资本的投资与对实体资本的投资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

（OECD，2012a）：

·缺乏可见性。根据定义可知，知识资本缺乏实体的表现。这样就很

难根据过去的投资流量对特定的知识资本存量进行评估。

·非对抗性。许多知识资本可以同时被许多用户使用，而不会造成其

基本用途的缺乏或减少。这里的例子包括软件或新产品设计。

·部分排他性。部分由于它的虚拟性质，有些类型的知识资本的产权

不能被清楚地定义和执行，因为它们可以是无形的。由于无法排除其他

人对这些资产的利益的享受，资产的所有者可能无法完全享受它们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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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及对风险的感知。对知识的投资可以发生在创新流程的整

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发明和实验的初级阶段。沉没成本可能

是巨大的，而失败则是司空见惯（Lev， 2001）。

专栏 7.2  科学知识和网络在制药价值链中的作用

制药部门是一个高度全球化，以创新为驱动的行业，业界

的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之间存在广泛的合作和竞争。制药价值

链的活动范围可从新治疗的探索到生产流程的测试、批准、营

销及分销。生物技术公司在越来越多地执行上游活动，例如，

基础研究和收购新发现的专利。这些公司通常是从大学或其他

研究所剥离出来的专门从事集中的研究。传统的制药公司——

通常被称为大型制药公司——会把这些新发现商业化为自有品

牌药物。它们对这些发现进行测试，并获得像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FDA）等国家机构的批准。它们购买专利，并通过其全

球销售和营销网络对药物进行商业化。相比之下，制药行业的

另一类关键从业者，即一般的药物公司，通常不进行研发，只

生产药物，而且所生产药物的活性成分是品牌药物专利到期之

后的活性成分。生物技术公司、大型制药公司和一般的药物公

司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竞争：生物技术公司是在诊断新问题和提供

创新性解决方案的领域；大型制药公司主要是识别市场潜力和相

关发现，然后创建将新技术进行商业化的体系；一般性的公司则

是基于已有技术在生产的成本效率方面进行竞争。

汉斯和弗杰尔斯达（Haanes and Fjeldstad, 2000）讨论了

在制药价值链中支持这三类从业者的竞争优势的知识资本的类

型。生物技术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先进的技术知识。这

种知识的建立不仅仅是通过基础研究完成的，而且还通过与大

学、其他生物技术公司和其他具有相关技术能力的从业者之间

在研发方面的正式和非正式合作来实现的。因此，一个丰富的

研究网络是生物技术取得成功的关键资产。大型制药公司寻找

具有商业前景的突破性发展的能力来自于其对最新技术和市场

环境的了解、对生物技术公司和能够提供新型解决方案的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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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网络的了解，以及作为一名可靠的合作者的名声。大型制药

公司迅速将突破性发展进行商业化的能力则是通过在实验室进

行实验的经验和监管审批程序的支持实现的。最后，大型的顾

客网络和公认的品牌名称对于在全球推广它们的药物至关重

要。凭借成本竞争优势而蓬勃发展的一般性的药物公司，主

要依赖于可以减少材料成本的高效的采购网络和广泛的客户

网络。

知识资本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至关重要。印度的制药公

司，像 Ranbaxy 或 Dr Reddy，最初是作为印度市场中廉价的一

般性药物供应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后来升级成为发达经济体

中的一般性药物供应商。最近，它们成为具有发明和开发专利

药物能力的制药公司。鲍尔和苏杰勒（Bower and Sulej, 2005）

认为，这种升级是在先进技术知识和一系列与业务有关的技能

和分销网络的支持下实现的，而这些先进技术知识则是通过与

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公司建立研究联盟和合资企业获得的，业务

技能和分销网络则是通过收购西方公司获得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知识资本的投资一直在增长。在美国

和英国，对知识资本的投资现在已经超过了对实体资本的投资。竞争

的白热化（由于进入的监管壁垒减少，对外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和

信息技术的出现，被认为是知识资本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的原因。其他

的可能推动力包括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这个提高有助于知识资本的

产生和高效使用，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家用产品日益成为知识

密集型并越来越依赖于基于软件的技术。尽管这些趋势存在于大多数

发达国家，但不同的经济体对知识资产进行商业投资的份额有所不同

（OECD，2012a ； 2013），它们的构成也有所不同。知识资本为几个

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例

如，在 2000—2006 年间，它为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贡献

了 24% ～ 30% 的年增长率，在同一期间，它为中国所做的贡献达到

16%（Hulten and Hao，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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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资本是全球价值链活动升级的资源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模式主要取决于知识资本的不同类型。例如，通

过更高的生产率和加工能力实现的价值创造（例如，流程升级）要得到

以软件和能够提高管理效率及实现精益生产体系的形式存在的计算机化

信息的支持。流程升级也可以以创新性资产为基础，例如使用专业知识

来设计高效率的生产线，或者以经济能力为基础，例如具有竞争力的采

购网络。知识资本的不同类型可以促成互补的流程升级形式。例如，宝

洁公司利用建模和模拟程序等计算机化信息形式来设计高效率的工厂和

生产线布局（Siemens， 2011）。

产品升级也可以得到计算机化信息的支持，其形式可以是能够提高

设计能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或者得到关于客户偏好或产品销

售的数据库的支持，它可以让公司开发满足客户需求的新产品或服务。

像亚马逊、乐购 或 Zara 这样的大型零售公司，都利用它们的供应链网

络来收集关于消费者偏好的数据，以便于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推出

新产品（McKinsey， 2010a）。提高产品品质和增加复杂功能的产品升级

也可以得到如先进技术的创新资产的支持。设计在产品升级中也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拥有成熟技术的行业，或者在依赖于类似技术

的公司中（专栏 7.3 讨论了设计在纺织品行业中的重要性）。最后，经

济能力，例如营销技能、分销网络和品牌形象，对于新产品的快速推出

非常重要。

要实现功能升级，需要公司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和非常下游的细分

部门具备非生产能力，像新概念、基础研究和产品设计，以及品牌推广

和营销。这些能力可以集体被认为是公司的创新资产，因为对于成功的

创新而言，新想法的成功商业化与前沿尖端技术同样重要（Corrado and 

Hulten， 2010）。优秀的创新能力依赖于许多知识资本形式的整合。例如

苹果凭借其核心技术、良好的产品设计、吸引人的品牌形象和它自己的

苹果店铺网络，从电子制造商升级为创新者和零售商。

供应链升级要求公司具备卓越的管理技能和灵活的组织结构；在这方

面取得成功的公司通常能够对潜在机会或威胁做出迅速响应。它们还能

够协调和重新配置自己的实体资产和知识资本，以便于把核心能力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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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域。公司级别上的管理技能和灵活的组织结构，有助于对内部资源

进行必要的重新分配。

专栏 7.3   价值链中的设计与价值增加值

设计越来越被认为是公司竞争优势的一项重要知识资产。

它不仅是新产品、研发和营销开发的必要投入要素（Hertenstein 

et al.， 2005），而且它还能通过加强与客户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树

立公司的形象和品牌来保证公司的竞争优势（Kotler and Rath，

1984 ； Noble and Kumar， 2008）。对有些产品而言，品牌和设

计是不可分离的。设计可帮助公司实现产品的差异化，脱离基

于成本的竞争。例如设计使得索尼对 Walkman 的定价比竞争对

手高出 25%（Czarnitzki and Thorwarth， 2009）。设计还对公司

的绩效和创新具有积极影响；设计支出与英国公司的生产率增长

（Cereda et al.， 2005）和荷兰公司的新产品销售（Marsili and 

Salter， 2006）具有密切的关系。把设计整合进新产品开发的初

级阶段，也能提高财务绩效（Gemser et al.， 2011）。

设计还会影响价值增加值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之间

分配。沃汶克和 拉维勒（Vervaeke and Lefevre, 2002）通过对

法国 Nord-Pas de Calais 地区纺织行业的分析进行了阐释。这

一地区是历史上以纺织品设计而闻名的地方。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都是制造公司的工程部分的一个子功能。设计基本上

是不知名的自有设计师的工作，或者从巴黎的制图商店购买，

由自有设计师重新定义。随着量化生产的开始，制造商设立了

专门的设计部门，由时装设计师指导和界定时装的趋势，根据

男人 / 女人的化妆模式进行设计。对设计的控制让制造商能够设

立自己的品牌，从而提高了新产品开发的价值增加值。

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连锁店、超市和邮购公司

一直在扩张它们自己的设计能力和品牌战略。分销商，作为买

方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导者，开始通过向制造商订制样式

和利用它们对消费者的接近便利来控制产品设计。结果，许多

制造商失去了它们的设计能力，成为分包商。尽管它们仍然参

与设计与制造之间的中间阶段，例如，原型的生产，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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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制造商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时装，但大多数都专门从事注册

商标下的高端产品的生产。尽管这种战略能够让它们从自己的

设计投资中获利，但是它需要在高端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

方面具备较强的能力。

（一）知识资本的不可复制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升级的价值

如果知识资本容易复制的话，公司的竞争优势和它们的升级潜力就

逐渐消失了。当无形资产具有如下特征时，可能会比较难以复制：

具有公司特性和不可分离性：有些类型的知识资本与公司的特性是分

不开的。这表明这些资产是公司特有的并很难进行交易。公司需要通过

长时间的投资来建立它们。

后来者的劣势：复制需要长时间投资才能建立的知识资本是很难

的。在短期内建立相当的知识资本将需要不成比例的高成本。同样，

如果知识资本会按比例提高回报，那么与已经具有较大的初始知识

资本存量的公司相比，后来者会很难积累新知识（Dierickx and Cool， 

1989）。

因果关系的不明确性：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本与竞争优势之间的联系

是不明确的，这让竞争对手很难识别它们需要复制哪一种类型的知识资

本来追随赶超。如果知识资本是隐性的，是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本的整合，

或者是公司或某种关系所特有的，那么这种模棱两可的性质会尤其明显

（Reed and Defilippi， 1990）。

轨迹的依赖性：某些类型的知识资本，例如，先进技术或具有竞争力

的组织结构，反映了公司进行技术投资、创业活动，以及成功和失败的

特定历史，竞争对手在实践中是很难复制这些的（Barney， 1991）。

在市场中可以获得的计算机化的信息（软件和数据库），是不太可能

成为升级来源的。群计算 3 大大减少了开发最新软件和数据组合所需要

的投资，而网页社区则提供了大量关于它们的有效信息。不过，公司关

于其客户和产品销售的数据组合，是它们用来营销和进行新产品开发的，

被作为非常珍贵的公司资产保护起来。对这些数据的利用，也需要对新

能力和组织变革的投资。因此，这样的资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

至少在获取和分析这些数据的技术和能力变得非常普遍之前是这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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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化的信息通常被整合到公司的组织结构中，因此它基本上是公司特

有的。除此之外，信息和通信技术与组织资本的结合，对公司生产率的

提高所做的贡献，比只对其中任何一种进行投资所获得的生产率的提高，

都要更高一些（Brynjolfsson et al.， 2002）。

尽管创新性资产，尤其是技术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复制，但

复杂的技术和设计仍然被认为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一般而言，如

果创新性资产被规范化为标准或界定完善的例行程序，则它会比较容

易复制。例如，关于生产成本和质量的管理知识，经常被转让给供应

商（Javorcik， 2004）。如果创新性资产包含复杂且抽象的知识，或者体

现为特定员工或公司体系的隐性知识，那么它会比较难复制。工人作

为隐性技能拥有的先进技术是不容易转让的。存在被竞争对手模仿的

风险的公司有强大的动机来提高隐性知识和未解密的专业知识在它们

的生产流程中所占的比例（Thoenig and Verdier， 2003）。创新性资产

也可能有路径依赖性。例如，复杂设计的长久传统让意大利 Lombardy

地 区 的 公 司 成 为 它 们 市 场 细 分 部 门 的 全 球 领 导 者（Czarnitzki and 

Thorwarth， 2009）。

许多经济能力都具备上面描述的特征。公司的品牌资产 —— 声望或

形象 —— 是通过战略支出和累积的专业经验建立起来的。由于它具有累

积和路径依赖性，所以很难复制。而且，创建一个品牌比创建一个流程

更加不明确（例如，营销对一个公司的品牌形象的贡献就不是很明显）。

类似的，具有公司特性的技能和组织结构是不可能与公司的其他组织特

性分离开来的，因此是不可交易的。它们也是隐性的，是在公司的整个

创业活动历时中建立起来的，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尽管它们的表面元素

通常会以文件的形式被记录和学习，但是通常也不可能界定它们为公司

的竞争优势所做的贡献。

在表 7.2 中，把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本与它们的升级潜力和复制的容易

程度互联起来。例如，经济能力，像卓越的管理、品牌资产和组织结构，

通常比创新性资产或计算机化的信息更难以复制。这说明，以这种资产

为基础的价值链升级所创造的价值，比以新奇技术或数据组合支持的升

级所创造的价值更多。但是，在实践中，通常是几种知识资本的相互结合，

构成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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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表7.2  全球价值链活动及相关无形资产的升级

升级类型 必要的知识资本 可复制性
通过升级所创

造的价值

供应链升级
公司特有的管理技能（从创业的试错过程中获得的），

灵活的组织结构
低 高

功能升级

复杂的技术和设计

被认可的品牌，营销能力

零售和合作网络

产品升级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质量管理技能，良好的设计

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大数据”

流程升级
丰富的流程管理专业知识

高效率的采购网络，软件和其他ICT复杂加工任务
高 低

资料来源：Kaplinski and Morris （2002）。

（二）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动态

知识资本日益成为公司商业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持续的竞

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创新，而创新反过来则是受到对研发、设计、组织

资本、员工技能、营销 / 销售经验等的投资的驱动（OECD，2010）。公

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的较高的价值增加值，大部分都取决于对卓越能

力的（持续）开发，以及公司特有的“资源”，这些资源通常是无形的、

不可交易的，并且难以复制的（Wernerfelt， 1984 ； Dierickx and Cool， 

1989）。Korkeamaki and Takalo （2010）计算了苹果 iPhone 手机的商业价

值，并估计专利技术（也就是创新性资产）大概占总价值的 25%。剩余

的很大一部分被解释为“软技术”（Bloom and Van Reenen， 2010），例如，

像设计、工程、管理、营销等能力，这些软技术一部分是通过以前的创

新和能够反映创新累积性质的产品建立起来的（例如，苹果的名称和公

司形象就是基于像 iPod 和 Mac 笔记本等早期产品建立起来的）。

知识资本在全球价值链的监管中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司可以使用

它们的特定能力来影响行业架构，以获取更大的价值份额。卓越的能力

不仅能够让公司实现创新，在自己的细分市场中进行竞争，而且还能改

变整个价值链的竞争状况。公司通常可以管理自己与其他公司在全球供

应链之中的联系，以便于让自己变得不容易被替代，同时又能让其他公

司更依赖于它们。由于后面提到的这些公司需要与它们共同合作来创造

价值，所以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它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获取更多的



第
七
章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升
级

：
知

识
资

本
的

作
用

243

价值。

由于行业和产品变得越来越细分与去集中化，表现系统整合技能的

经济能力可以改变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活动。占主导地位的公司

可以把价值链的不同阶段整合在一起，让不同的要素一起起作用。苹果

的例子表明，强大的设计能力可以让一个公司在把不同的要素和服务整合

到不同产品中的过程里起到领导作用。电子产品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导公

司不仅利用标准把知识转让给了它们的供应商，而且还降低了进入全球

价值链相应细分市场的壁垒，从而提高了供应商之间的竞争（Shapiro and 

Varian， 1999）。

在有些全球价值链中，有个别公司可以成功提供必不可少且不可替

代的投入要素（Teece， 1986 ； Jacobides et al.， 2006 ； Simon， 2009）。这样

的公司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中其他参与者对其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的增加

而享受它们的创新果实。例如，麦肯锡（McKinsey，2010b）描述了日本

公司如何在一系列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很高的价值增加值：“在税收超过 10

亿美元的 30 多个不同的技术部门，日本公司控制着 70% 或以上的全球

市场份额。它们是通过创建一种大部分行业都需要的‘关键’技术矩阵

来实现的。例如，Mabuchi Motor 制造了全球 90% 的用于调整汽车视镜的

微型电动机。Nidec 制造了世界上 75% 的硬盘驱动。在用于微处理器和其

他集成电路的基底及粘连化学物质领域，日本公司几乎占据了 100% 的全

球市场。”

网络行业的活动日益实现了同样的主导地位。像微软、任天堂或

苹果这样的供应商，提供了全球供应链上许多其他参与者创造价值的

基础设施，像程序开发商。当任天堂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美国市场吸

引了众多用户时，许多游戏开发商都在为任天堂娱乐系统写游戏，这

使得该系统变得更加受欢迎。由于这些开发商的游戏在任天堂娱乐系

统中获得的需求比在与之竞争的系统中获得更多需求，所以它们不仅要

向任天堂支付版税，甚至还承诺在游戏发布两年内不提供给其他系统

（Lev， 2001）。品牌化是这种优势地位中的一个常见案例：只有少数公司

成功创建了大家公认的品牌。这些公司以品牌作为最终产品的质量保证

（Jacobides et al.， 2006），并获取了全球价值链上所产生的价值增加值的绝

大部分（Gereffi，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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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层面的知识资本和升级：日本的调查结果

关于知识资本对公司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的重要性，几乎

没有什么分析。最近日本经产省（METI）4 进行的一项调查提供了一些

初始发现。结果表明，首先，日本的制造公司认为像制造技能、品牌资

产和灵活的组织这样的经济能力，是比先进的技术或计算机化的信息更

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见图 7.3）。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日本

公司，例如，那些进出口中间品或自己有离岸工厂的公司，与那些没有

对外贸易或外国工厂的公司相比，更加看重这些能力。与主要面向国内

市场的公司相比，它们也更看重先进的技术和“大数据”，将其作为竞争

优势的来源。

 
没有对外贸易或海外工厂的公司 
有海外工厂的公司 
 

有中间商品产品进出口的公司 
 

表明每一种KBC作为必要因素增加其竞争力或盈利能力的比例（%）

ICT
（软件等）

关于客户或
市场趋势的

数据库

先进技术 高级设计 制造技能 品牌、客
户的认可

灵活的
组织

管理专业
知识

最新的生
产设备

没有对外贸易或海外工厂的公司
有海外工厂的公司

有中间品进出口的公司

图7.3  日本制造企业的知识资本和竞争性

注：所有比例之和并不是 100%，因为公司可以选择它们认为重要的多种形

式的知识资本。上图显示了认为这种知识资本形式对于竞争力非常重要的公司的

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经产省全球价值链调查，2012 年 11 月。

其次，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公司在同时进行不同类型的升级，流程

升级和产品升级是最常见的组合。转向价值增加值更高的活动（例如功

能升级），以及进入新行业或价值链（例如，价值链升级）的努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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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牵涉到产品或流程升级。不过，进行功能或供应链升级的公司所占的

比例（分别是 6% 和 13%），大大少于那些进行流程或产品升级的公司的

比例（分别是 63% 和 70%）。这说明，功能和供应链升级更具有挑战性，

很可能是因为它们需要对知识资本的大量投资。

最后，日本的公司认为灵活的组织结构是进行功能和供应链升级的

必要知识资本。总之，调查结果表明，比较难以复制的知识资本类别（例

如，组织结构，公司特有的制造技能）是升级的中心（见图 7.4）。许多

公司也认为数据库的开发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通过对“大数据”的系统

使用来加强竞争优势，在日本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标志。

 灵活的组织 
管理专业知识 
品牌、客户的认可 

制造技能 
先进的技术 
最新的生产设备 
 

关于客户或市场趋势的数据库 
ICT（软件等） 
先进的设计 

表明每一种KBC是全球价值链活动成功升级的必要资源的公司所占的比例（%）

灵活的组织
管理专业知识

品牌、客户的认可

制造技能
先进的技术

最新的生产设备

关于客户或市场趋势的数据库
ICT（软件等）

先进的设计

流程升级 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 价值链升级

图7.4  日本企业的知识资本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注：所有比例之和并不是 100%，因为公司可以选择它们认为是必要资源的

多种形式的知识资本。上图显示了进行特定类型的升级的每一组公司以及认为这

种形式的知识资本形式对于升级非常重要的公司的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经产省全球价值链调查，2012 年 11 月。

（二）知识资本与国家的出口竞争力

尽管关于实体资本的数据长久以来都是可以获得的，但关于整个经济

体水平生的知识资本的数据，是最近才可以获得的。5 这些数据大部分都

仅限于发达国家，在解释下面描述的计量经济结果时，心里要记着这一点。

下面的分析把知识资本而不是比较传统的如实物与人力资本等出口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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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的决定因素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了测试。分析还在假设知识资本可以让

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并获取更多价值的基础上，探索了知识资本与

全球价值链活动如离岸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发现，在全球价值链

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资产决定的。

分析扩展了第 6 章使用的模型，通过对显性比较优势（RCA）的衡量，

论证了外包和离岸活动对国家的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性。在扩展的模型中，

知识资产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包括在内，这种要素是可以促进国家的专

业化模式的。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为了获得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化效果，

（在国家水平上衡量的）知识资本是依赖于整个行业对它的使用强度而被

纳入的 6。对出口竞争力的衡量也是在 RCA 的总量和价值增加值的角度

进行的，以此来确定价值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不均衡分布（见表 7.3）。

表7.3  知识资本对国家的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变量
出口总值中的RCA（系统的） 出口增加值中的RCA（系统的）

I II III I II III

国内需求指数
0.024*** 0.020** 0.019** 0.023** 0.019** 0.018*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实体资本禀赋×实

体资本强度

0.003*** 0.003*** 0.003*** 0.004*** 0.003***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高技能熟练程度×

高技能熟练强度

3.077*** 3.064***
（0.475） （0.483）

外包指数（广泛定

义——中间品使用

强度）

0.111*** 0.127*** 0.125*** 0.081*** 0.097*** 0.095***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离岸指数（广泛定

义——中间品进口

强度）

0.159*** 0.172*** 0.161*** 0.094*** 0.107*** 0.096***

（0.036） （0.035） （0.035） （0.035） （0.035） （0.035）

知识资本禀赋×高

技能熟练强度

0.040*** -0.01 0.041*** -0.007
（0.005） （0.009） （0.005） （0.010）

知识资本禀赋×高

技能熟练强度×中

间品进口强度

0.685*** 0.665***

 （0.097） （0.097）

知识资本禀赋×中

间品进口强度

-0.286*** -0.278***
（0.042） （0.042）

观测值

R平方

6585 6585 6585 6585 6585 6585
0.316 0.317 0.323 0.308 0.31 0.315

注：圆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显著性水平分别表示为：*** 为 1%，** 为 5%，

*为 10%。

资料来源：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计量经济学结果首先表明，知识资本提高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

竞争力。一个国家对知识资本的投资越多，它越可能在这些行业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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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形成比较优势（见表 7.3，第 2 列）。7 这一发现与实体资本尤其是

人力资本这类生产要素的积极影响是一致的（见表 7.3，第 1 列），而且

突出了知识资本作为一种多产资源的重要性。

知识资本的积极影响在高技能熟练程度和离岸密集型行业内的影响

更大一些（见表 7.3，第 3 列），并且表明了知识资本与全球价值链的整

合之间的强烈的互补性。结果表明，离岸活动以出口专业化的形式扩大了

知识资本的积极效应。拥有知识资产的国家很可能通过把技能熟练程度更

高和技术更高级的行业进行离岸操作而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中获得更多

收益。如上所讨论的，这些资产可以让公司进行更快更好的创新，从而

把自己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加值更高的活动中，并监管它们的全

球价值链结构。公司级别上的这些优势可以决定国家出口的专业化和竞

争力。

对上述计算进行的延伸，是分别衡量知识资本的三个构成要素（计

算机化的信息、创新性资产和经济能力）对出口专业化的影响（表 7.4 显

示了价值增加值中的 RCA 结果）8。经济能力作为一种知识资本类别，对

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专业化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计算机化的信息和

创新能力。这很清楚地说明，卓越的公司战略和具有竞争力的组织结构

对于行业的出口专业化非常重要，或许比常提到的技术领导力和研发还

要重要。三个要素的结果似乎又是主要由技能熟练程度很高和离岸密集

型的行业所驱动的。三种知识资产形式都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专业化，尤

其是在投入要素市场更加开放的行业。

表7.4  不同种类的知识资本对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变量
出口增加值中的RCA（系统的）

计算机化的信息 创新性资产 经济能力
I II III I II III

国内需求指数
0.023** 0.022** 0.021** 0.020** 0.017* 0.016*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实体资本禀赋×实

体资本强度

0.004*** 0.003*** 0.004*** 0.003*** 0.003***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外包指数（广泛定

义——中间品使用

强度）

0.092*** 0.090*** 0.092*** 0.091*** 0.100*** 0.099***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离岸指数（广泛定

义——中间品进口

强度）

0.104*** 0.098*** 0.108*** 0.101*** 0.111*** 0.092***

（0.035） （0.035） （0.035） （0.035） （0.035）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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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价值增加值中的RCA（系统的）

计算机化的信息 创新性资产 经济能力

I II III I II III

知识资本禀赋×高

技能熟练强度

0.150*** -0.062 0.058*** -0.022 0.162*** 0.005

（0.027） （0.049） （0.010） （0.018） （0.015） （0.029）

知识资本禀赋×高

技能熟练强度×中

间品进口强度

2.913*** 1.104*** 2.154***

（0.488） （0.179） （0.303）

知识资本禀赋×中

间品进口强度

-1.193*** -0.447*** -0.944***
（0.211） （0.077） （0.128）

观测值

R平方

6585 6585 6585 6585 6585 6585

0.306 0.309 0.307 0.31 0.316 0.322

注：圆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显著性水平分别表示为：*** 为 1%，** 为 5%，

*为 10%。

资料来源：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三）知识资本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

国家的流程、产品、功能和价值链升级结果可以从国家出口中的国

内价值增加值含量中体现出来 9。这里的概念是，知识资本可以让公司

和国家通过出口来创建和获取更多的价值。这里的模型与前面所使用的

模型类似，但是估算程序有些不同 10。知识资本（在国家层面上）的影

响是依赖于行业的技能强度，这样才能看到行业之间的差异（见表 7.5）。

分别对总的知识资本和下列三种构成要素进行了估计：计算机化的信息、

创新性资产和经济能力。

结果强调了知识资本对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性。知识资本禀赋

较大的国家更有可能从出口中创造并获取更多价值。每一种知识资本对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都具有积极影响。如同在关于出口竞争力的案例中所

见到的那样，结果表明，经济能力具有最大的影响，其次是创新性资产

和计算机化的信息。这样，结果基本上与关于知识资本的不可复制性及

其与升级价值之间的联系的推测是一致的。另外一个有趣的结果是，从

整体来看，研发的影响总体上要低于创新性资产的影响，这证实了非研

发性创新，像设计，对于价值创造的重要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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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知识资本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变量	
价值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例（VAX）

（1） （2） （3） （4） （5） （6） （7）
h×所有

KBC

0.9158*** 1.3840** 1.3865**
（0.1937） （0.6963） （0.6873）

h×计算机化

的信息

0.5746***
（0.2081）

h×创新性资

产

0.7913***
（0.2078）

h×研发
0.5135**

（0.2058）

h×经济能力
1.0086***
（0.2427）

f×财务发展
0.229

（0.9469）
每工作一小

时的实体资

本存量

0.3634*** 0.4472*** 0.3953*** 0.4262*** 0.3811*** 0.3478*** 0.3390***

（0.0437） （0.0463） （0.0436） （0.0438） （0.0492） （0.0743） （0.0789）

国家-行业

的固定影响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影

响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年份

固定影响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行业-年份

固定影响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数量

R平方

682 682 682 682 682 682 682
0.995 0.994 0.995 0.994 0.995 0.997 0.997

注：圆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显著性水平分别表示为：*** 为 1%，** 为 5%，

*为 10%。

资料来源：根据OECD数据进行计算。

五、政策考虑因素

尽管全球价值链升级中的主要角色是公司，但是政府可以通过各种

方式来提供支持。支持升级流程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提高生产率的政

策类似。因此，政府应该加强产品市场的竞争，以便于为公司提供激励，

使之提高生产率；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公司和商业部门；对可以提高生

产率的公共商品进行投资，例如，教育、研究和基础设施；提供支持商业

部门对这些领域进行投资的框架条件。界定完善的需求方政策，像以创

新为导向的竞争性公开采购，也能帮助增强创新系统，确保创新可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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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价值链升级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推动力，那就是对知识资

本的投资。对知识资本的投资不仅能够推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还能决

定价值链上的最终产品在消费者市场中的差异化程度，这反过来又决定

了全球价值链能够创造的总价值。商业部门对知识资本的投资支撑起了

大部分的知识经济。相应的，许多政策领域都会影响这些投资。框架性

条件非常必要，因为它们为知识资本投资和向新出现的增长源高效率地

分配资源提供了总体框架，包括那些依赖于知识资产的增长源。

此外，提高商业部门对知识资本的投资的政策，必须建立在这样的

商业部门就会降低对知识资本的投资证据之上。对于公司而言，完全内

化知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的能力在不同的资产类型之间是不一样的。最

有力的证据表明私有投资不足与研发相关支出有关。不过，积极的外

部经济效应，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次优投资，它也存在于设计和其他形

式的知识资本中（许多企业的设计是抄袭的，这是价值的溢出效应的一

种表现）。

知识资本，作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价值创造来源，对于制定可以提高

全球投资利益的政策有多重影响。认识到像数据、设计、品牌、管理和

组织安排这样的资产在获取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可

以打开政策制定的思维方式，远远超越以技术和有形资本为导向的政策。

知识资本的广度指出了更广泛的创新概念的必要性，而不仅仅是以研发

为主导的传统观点。关于创新驱动力的更广泛视角，要求对一些长期存

在的创新计划进行重新设计。

例如，大多数 OECD 成员都有协助公司从大学和公共研究组织中获

得与研究或技术有关的建议和信息的计划。这些计划安排（像创新凭证、

专有知识基金和技术延伸服务）通常经由创建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STEM）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来关注技术信息。关于知识资本的研究表明，

只关注 STEM 学科太过狭隘。企业还会因为除技术发展之外的原因与学

术界相互联系。

政策框架还应该促进在非研发创新领域的合作。由于创新的复杂性

日益增加，再加上对互补性知识的需求，使得与私有公司和公共研究实

体之间进行的研发合作在 OECD 成员中越来越常见。这种合作可以帮助

政府实验室或大学获得进行研究活动的基金，帮助确保他们的研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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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相关性，同时公司也能够获得这些机构的累积知识。新的 OECD 证

据表明，这样的合作与研发密集型部门公司的生产率增长有密切的联系。

在维持大学在基础研究中的关键作用的同时，政策可以把合作计划的重

点扩大到研发之外。有助于建立全球供应链参与者与当地知识基地（研

究与培训机构）之间的联系的政策，可以在知识资本与全球价值链活动

的升级之间建立积极的反馈环。这样的联系可以提高公司从全球价值链

的对应方那里吸收知识的能力。

证据表明，越能成功地把资源引向最有生产效率的公司的国家，对

知识资本的投资越多。创业活动对于把劳动力和各种形式的资本重新分

配给最具生产效率的用途这一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拥有高效率的分配有

形资源的机制，变得越来越重要 —— 为了实施和商业化新想法，公司需

要各种互补的有形资源来测试想法（例如，开发原型），制定营销战略，

最终达到商业上可行的规模。创新型公司在使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

多样化，以及支持升级流程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要在价值链升级中

使用知识资本，也要求各种规模的公司对新的业务模式和组织形式进行

试验。在产品、劳动力和（在较轻的程度上）信贷市场上有比较严格的

规章制度的国家，通常对知识资本的投资更少一些，而对知识资本的投

资与对债务人善意破产的法规之间存在积极联系。

融资也是一个关键领域，因为它可以支持创新和多样化。在传统的

债务市场上，有形资产（像设备和建筑物这样的资产）有界定明确的市

场价格，可以作为抵押资产。知识资本日益提高的重要性加强了市场增

加政策工具的必要性，以解决初级阶段的风险资本短缺问题，这个问题

会影响刚成立的知识资本密集型公司，它还增加了更好的方式，让公司

在它们的商业模型中传达知识资本价值的必要性。

降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也可以通过提高跨国境的知识扩散和

技术转让的方式来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源分配。由于知识可以部分体现在

进口的中间品（并且可以从中溢出）中，因此减少针对中间投资要素的

壁垒，与下游制造部门的生产率的大大提高有很密切的联系。减少针对

外国高科技中间投入要素的壁垒，可以促进与技术前沿密切互联的部门

的生产率，但是，对于那些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部门，则没有影响。在

OECD 成员的服务部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越高，就越会降低分配

效率。



互
联
经
济
体

受
益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252 由于知识资产的特定经济特性，尤其是它的无形性质，有些关键政

策设置也需要更新，其中包括税务、竞争、公司报告、知识产权领域的

政策，以及能够把数据作为一项经济资产进行利用的政策。在高度相关、

以知识为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经济中，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保护成为越来

越重要的一种框架条件。它保护了让公司创造价值并在全球市场中进

行竞争的关键知识资本，并帮助避免竞争对手轻易复制这些公司的新

设计和技术。因此，健全且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再加上良好的

贯彻执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些担忧，担心知识产权保

护体制的某些特性会阻碍创新和竞争，赶不上技术变化的步伐。在一个

日益依赖知识资产的世界，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必须与鼓励竞争的政策

和高效率的司法制度相结合，以帮助消除从垄断保护中产生的租用金。

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之间，也需要有更大的相互认可和兼容性，例

如，允许跨国境的版权许可。

知识资本的增加还扩大了某些已被认为非常必要的框架政策如教育

的重要性。对复杂的监管问题必须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例如，与数据隐

私和安全有关的问题。确实，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有关以知识资本为基

础的新规章制度的挑战也会出现。

 

注释

1. 有关创新的文献在传统上都是将创新分为四种类型的：流程创新、

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OECD，2010）。
2. 亨特（Hulten, 2010）调整了这一框架，使之适合微软，并报告称，

KBC 贡献了其生产率 40% 的增长。

3. 利用网络之外的人力来承担单个计算机用户难以完成的任务

（Miller， 2012）。
4.2012 年 11 月，日本经产省调查了日本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

信息是从 2269 家公司获得的，其中 54% 是制造公司，51% 是出口公司，

37% 是海外加工厂，涉及它们与全球价值链有关的各种活动，它们为了

实现更大的利润空间所做的努力，以及它们认为进行成功升级所必需的

KBC 形式。

5. 继续开展的工作将对这些资产进行更好的衡量（OECD）。关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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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资本的数据来自克拉泽等（Corrado et al., 2012），他计算了 14 个欧洲

国家和美国对知识资本的三种要素（计算机化的信息、创新性资产和经

济能力）的详细衡量。因此，检验假设所使用的样本少于第 6 章所使用

的样本。

6. 在缺乏部门级别上的知识密集程度数据时，用技能熟练程度来代

替。附录 7.A1 提供了更多细节。

7.OLS 的第 1 列结果重复了第 6 章在实验中使用的 14 个国家的子样

本的结果。第 2 列根据行业的技能熟练程度把熟练工禀赋替换为无形资

本禀赋。如同在第 6 章中所使用的模型，其他控制包括外部规模经济，

以及国家的资本禀赋，这取决于行业水平上的资本密集程度。第 3 列推

出了两个相互作用的变量，来分别衡量 KBC 禀赋对熟练技能和离岸密集

型行业的专业化的影响。

8. 在相同的细分下，将每一种要素分别代入方程式，此时另外两个

要被排除。

9. 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核算，并没有达成广泛一致的办法。迄今为

止所使用的核算方法，主要依赖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关于贸易在价值增

加值中的新结果，可以进行更具说服性的核算。

10. 比较两个时间点的差异（或者换句话说，在两个不同的 KBC 禀

赋水平上），得到问题中的估计值，与之前的模型很像。附录 7.A2 给出

了更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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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A1 � 知识资本和出口竞争力影响的计量经济学

模型

1. 数据

此项操作的目的是扩展第 6 章中的实证框架，以包括知识资本的措

施及其与离岸业务之间的相互作用。知识资本的相关数据来自科拉多等

（2012），科拉多等以 14 个欧洲国家和美国为例，计算了其三个组成部分

的具体措施。① 因此，此处测试假设使用的样本会远小于在第 6 章中所使

用样本。

出口总额数据直接来源于 WIOD 表。出口增加值则来自 OECD 成员

间投入产出（ICIO）系统，包括国内增加值的三个部分（直接、间接和

再出口），其计算方法为出口总值减去国外增加值，具体如下：

xit VA= Σj xijt VA= Σj (xijt – Vjt Bjit xijt) 

其中，xit VA 为 t 年体现在国家 i 出口至国家 j 的出口总额之中，跨

越伙伴国家 j 的国内增加值双边向量 xijt VA 的总和。该向量之中的每个

元素分别对应每个经济领域。Vjt 为对角矩阵，代表伙伴国 j 在 t 年的增

加值份额。而 Bjit 为分块矩阵，代表国家 i 每增加一单位需求，对国家 j

总产值的总要求。 Bjit 是全球列昂惕夫逆矩阵 Bt 的一部分，源自 WIOD。

有关 OECD 成员间投入产出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文献（OECD，

2013）。

2. 模型

仿照第 6 章使用基准线性 OLS 模型，构建显性比较优势（RCAs）、

国家禀赋和部门采购活动之间的关系模型，将此进一步扩张以包括无形

资本禀赋措施和其与离岸业务的相互作用。首选的计算方式如下：

① 年份：1995—2009 年；国家：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

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美国；产业：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第三修订版，部门 AtB, C, 15t16, 17t18, 
19, 20, 21t22, 23, 24, 25, 26, 27t28, 29, 30t33, 34t35, 36t37, E, F, 50, 51, 52, H, 60, 
61, 62, 63, 64, J, 70, 71t74, L, M, N, 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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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Aist = β0 + β1 Dist + β2 (Kit×ks) + β3 (IKit×hs) + β4 Intist + 

β5 Impist +β6 (IKit×Imps) + β7 (IKit×hs×Imps) + cit + cs + uist 

其中，因变量 SRCAist 代表 t 年国家 i 的 s 部门的对称显性比较优势

指数，计算公式为 (RCAist –1)/(RCAist +1)。劳尔森（1998）引入了此项调整，

可在个体双侧进行巴拉萨的 RCA 指数比较② 。

3. 回归量

Dist 国内需求指数：该指数为指定 t 年内，国家 i 的消费总量中 s 部

门的国内份额，相对于该部门占世界消费总量份额的比值：

Dist = (Dist/Dit) /(Dst/Dt)

该指数可衡量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该行业在国内消费之中的权重。

使用该指数可控制外部规模经济的影响，同时考虑针对行业需求的更好

的基础设施、廉价投入的可用性或增长历史等因素。国内需求 Dist 的计

算方法为家庭、非政府组织（NGO）和政府最终需求的总和。

Kit×ks 资本禀赋 × 行业强度：某行业内国家层面的资本禀赋（Kit）

的使用受一定条件限制，与同行业的资本密集度（ks）相互影响。资本

禀赋的计算与劳力成本的规模相关（资本存量除以该国被视为兼职所需

工作的小时数）。资本强度在行业层面计算，为单一参照国以增加值计算

的支出份额，为 15 年的平均值。所用的参照国是美国，因此将在随后的

样本中排除。

Hit× hs 熟练技工禀赋 × 行业强度：以考虑国家层面（Hit）丰富的

高技能工人与行业层面（hs）技能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禀赋在国家层

面计算，为高技能工人的总工时与整个经济体中所有工人工时之间的比

例。行业层面的高技能强度的计算方法为，单一参照国报酬总额中的支

出份额，为 15 年的平均值。所用的参照国是美国，因此将在随后的样本

中排除。

Intist 外包指数：中间品使用强度（中间品支出 Iist 不包括总产值

GOist 之中能源支出所占的份额）相对于同一年所有国家该比例的行业平

均值：Intist = (Iist/GOist) / (Ist/GOst)。

②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被限定为某一特定部门，那么它解决的不对

称是标准的 RCAs 范围从 0 到 1 的变化，RCAs 指数将从 1 到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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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Impist 离岸外包指数：中间品使用的进口强度（进口中间品 Iimpist 在

总中间品 Iist 之中所占的份额）相对于同一年所有国家该比例的行业平均

值：Impist = (Iimpist/ Iist) / (Iimpst/ Ist)。

涉及的不对称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领域没有专门的优势时，标准

的 RCAs 指数范围为从零到一，否则该指数范围则为从一到无穷大。

IKit×hs 无形资本禀赋 × 技能强度：某行业内国家层面的无形资本

禀赋（IKit）的使用受一定条件限制，与同行业的资本密集度（hs）相

互影响。因此，即使在单一维度（知识型资本），该指数也会随着国家

和年份的变化而变化，可摆脱其对特定产业的影响，这些产业为高技能

和离岸密集型产业。无形资本为三类资产的总和：电脑资讯的投资、创

新资产和经济能力，后者仅存在近期国家层面的数据（Corrado et al.，

2012），相对于劳力成本的规模（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小时数）。无形资本

强度由行业层面上的高技能强度表示，相当于单一参照国报酬总额中的

支出份额，为 15 年的平均值。所用的参照国是美国，因此将在随后的

样本中排除。

IKit×hs×Imps 无形资本禀赋 × 技能强度 × 离岸外包强度：某行业

内国家层面的无形资本禀赋（IKit）的使用受一定条件限制，与同行业的

资本密集度（hs，见上文）和产业的离岸外包强度 (Imps) 相互影响。行

业层面的离岸强度的计算为，单一参照国中间品使用的进口强度（进口

中间品占中间品总量的比例）为 15 年的平均值。所用的参照国是美国，

因此将在随后的样本中排除。请注意，为了更加方便地解释这三方之间

的相互作用，高技能和离岸强度随着国家和时间的变化将被忽视，在此

仅采取单一参照国内的部门（美国，因此将在随后的样本中排除），并求

出不同时间的平均值。该方程与知识型资本禀赋与离岸强度（见下文）

的双向相互作用互补，以确保主要影响为其互动效应的边际（所谓的边

际原则）。③

IKit×Imps 无形资本禀赋 × 离岸外包强度：某行业内国家层面的无

形资本禀赋（IKit）的使用受一定条件限制，与同行业的离岸外包强度 (Imps)

相互影响。

    ③  否则见内尔德, J. A. (1977)：“重新形成的线性模型”，载《皇

家统计学会杂志》卷 140（1），第48—77页。 



第
七
章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升
级

：
知

识
资

本
的

作
用

261

cit + cs 国家 × 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列入这些以便考虑特定

国家内 SRCAs 的跨部门系统偏差，以及某些部门内其跨国家的系统偏差。

一个部门可能系统性具有较低的跨国 SRCAs，因为某一国家可能会主宰

全球的生产和出口；这种不对称性将会被部门的固定效应掩盖。同样，一

个国家的出口也可能极其缺乏多元化，并由少数行业主导；因此跨部门的

平均 RCAs 将非常低，这也可被国家固定效应所掩盖，以抑制这种结构

随着时间可能发生的变化。

请注意，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均为索引号码，可归为各种类型的不

对称，我们将不在此直接解释结果中的系数水平。然而，同一回归量的

系数也可以有序的方式在两组回归之间进行比较，进一步增加此次讨论

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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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附录 7.A2 � 知识资本和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的计量经

济学模型

1. 数据

有关出口总额中国内增加值含量的数据来自 OECD/WTO 贸易增加值

数据库（TiVA），并基于国家间的投入产出（ICIO）系统估算。这些数据

为 18 个行业 1995 年至 2009 年的数据，以年度为基础。

和之前的计量经济模型一样，知识资本措施来自科拉多等（2012）。

这项研究可 “统一”估计欧盟 27 国的知识资本投资，其中也包括对美国

的估计。它还可估计 14 个欧盟国家和美国的知识资本的存量价值。

2. 模型

虽然有关知识资本的估计只适用于经济体层面，但是继拉詹和

Zingales（1998）之后，我们在此可使用一种新的方法，以探讨经济体内

各行业之间的变化。国家产业“双重差分（DID）”的方法涉及了一个经

济体内的比较，因此可比平常的跨国回归具有更强的因果关系，进而被

省略的国家因素也不会产生额外的问题。

该框架被应用于计算工业层面的国内增加值含量 (VAX) 和经济体层

面的知识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以下面的公式估算：

左侧为时间 t 内经济体 j 中产业 i 出口中的 VAX，转化为连续变量。

右侧的第一项为时间 t 内产业 i 的知识强度（由所有参与人员中受过高

等教育的员工的劳动报酬份额代表，来自欧盟 -KLEMS 数据库）与经济

体 j 的知识资本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有参与人员每小时产生的知识

资本存量以对数值表示。第二项是控制变量的向量，可能会影响 VAX 和

KBC。在标准回归中，只包括所有参与人员每小时在经济体 —— 产业层

面产生的实体资本。第三项和第四项分别代表经济产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和时间固定效应。前一个固定效应可控制每个经济体内某一产业中未观

测到的异质性，如经济体中某一产业的独特历史或开始融入全球价值链

之中等因素。后一个固定效果控制每一个时间点内世界经济状况的变化。

最后一项为误差，假设为独立并恒等分布在各经济体和产业之间，但是

可能存在跨时间的潜在相关性。我们也使用与误差一致的标准误差，以

消除序列相关的潜在影响。



  第八章  全球价值链：管理风险

    全球化已经使得本地风险更易演变成为全球风险。近来，全球价值

链由于其全球网络特性，已经成为这种风险的重要传播渠道。始于部分

地区的需求和供给短缺，可能会迅速蔓延至整个世界。例如2008年的金

融危机和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的全球系统紊乱带来的潜在的全球性系统

风险已经受到了决策者的关注。但是，由于全球价值链破坏可能性对国

民经济带来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隐患，为了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全

球价值链风险，公司站到了第一线，政府在这方面也能发挥它的重要作

用。在国际范围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将加速经济破坏前计划和破坏

后反应的速度和效力。

一、全球化与系统性风险

全球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将社会、国家及经济整合在了一起：如国际

贸易（商品和劳务）、外国直接投资、国际移民（包括高科技人才）、跨

境知识和技术流动等。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增加了这种连通性和国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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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相互依赖。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全球链接和地理集中使一个地区事件演

变为全球性紊乱更为容易。国民经济因而更加脆弱，整个系统被破坏的

风险更大。

在一个具备强大链接 1 的系统中，单个或者一组组件的失败，可能

会逐渐导致整个系统或大部分系统遭到破坏（Schwarcz， 2008）。不断增

加的跨境互联，也增加了此类冲击迅速扩散至全世界的风险。OECD

（2011a）将全球冲击精确地解释为“带有至少会覆盖两个洲的严重破坏

性的快速袭击事件”（OECD，2011a）。2008 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便

是一个覆盖范围很广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它清楚地显示了各经济体逐

渐增加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意味着更易受影响。不过，全球化本身并

不会导致这种不利的冲击，它是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传输机制发挥作

用。

如果产生于网络中某一部分的冲击并不明显，那么将会有一个系统

范围效应。最初，连通性越大越会降低个体风险 —— 通过风险扩散以及

多样化 —— 增加整个系统的稳健性 2。然而，当超过了某一临界值时，会

使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也会增加系统风险（Battiston et al.， 2009 ； Gai 

et al..， 2007 ； Watts， 2002）。系统与系统中的临界值各不相同，并且会直

接受到第二系统特性的影响：系统的冗长（备份）程度（Elmqvist et al.， 

2003 ； Korhonen and Seager，2008）。当系统丰富度和 / 或系统冗长程度被

消除的时候，系统的可替代性（系统中的其他部分能够提供与失败部分

同样服务的程度）也会降低。系统冗长程度越大，就越容易用系统中的

其他部分来代替失败的这部分。

最近几年中，几次重大的破坏已经引起了决策层对全球系统风险的

关注，包括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Goldin， 2010 ； OECD， 2011a）。关于

潜在风险的一些重要方面将在下面简单地论述。

（一）大规模流行疾病风险

由于生物流动更加频繁，全球化可能会增加患疾病的可能，从而

使普通疾病演变成为流行病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流行疾病。虽然流行病

通常被认为会局限于某一区域，但是，重大流行疾病意味着可能会高

度传染、蔓延至全世界甚至危及人口（例如，一种新型的流行性感冒）。

由于产品、人、牲畜等流动的更加迅速，也加快了病毒的传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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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病毒是通过少数几个交通枢纽进行传播。例如，近期的数据显示，

全球排名前 30 位的机场，运送几乎占全世界一半的国际旅客，处理着

全球几乎 2/3 的国际货物（国际机场理事会，2009 年）。世界排名前

10 的港口，处理着全球经济 50% 以上的集装箱运输（美国港务局协会，

2009 年）。

大规模流行疾病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损失。大规模流行疾病的经济成

本不仅仅是指典型的死亡、住院和治疗（即所谓的直接成本），而且还有

间接成本，例如旷工和生产力损失（OECD，2011a）。在大规模流行病期间，

很有可能会在运输、贸易、支付系统以及主要公用设施中出现供给冲击（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

（二）资源风险：食品安全范例

食品安全 3 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日益减少的国

内食品生产的危害。自 2007 年以后的两次食品价格高涨，已经使得食

品成本远高于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在 2005 年，当食品价格仍处在历

史低水平时，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类似营养不良的人（OECD，2011b）4。

一些人认为，全球化会加剧食品价格的波动，进而危及世界某些地区的

食品安全。其他一些言论则认为，并不是全球化而是食品贸易壁垒（此

时，还没有全球化）导致价格波动（Ghemawat， 2011）。

人口和消费的持续增加，进一步推动了全球需求，食品价格压力也

被进一步恶化。随着全球朝着标准化和单种栽培他的趋势发展，生物多

样性正在减少，而系统风险越来越多，食品安全也受到影响。因此，有

必要通过提高生产率以及增加更多的可持续的食品保障系统来改善全球

食品安全（OECD/FAO，2012）。目前关于是否应该在农业和技术上进

行投资，以增加全球食品产量，满足不断增加的世界人口需求仍有很多

讨论（World Bank， 2008 ； Ridley， 2010 ； Ghemawat， 2011）。

（三）地缘政治风险

全球化也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风险的特性，因为它给予了个体更大

的权力。全球化基础之下的通信和运输网络，可以被用于多种意图，例

如，社会和政治抗议，但是同样也可被恐怖主义、犯罪组织和腐败利用。

一个国家的公民动乱可能会引起一连串的事件，进而迅速地影响到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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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就像 2011 年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事件那样。

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到全球业务，因为这种活动会呈现

出地理性蔓延。一项针对董事会级别人员展开的调查表明，政治上的暴

力（包括恐怖主义）会让 37% 的董事们避开在该地区的投资，会让 22%

的董事改变他们的旅行策略以及 23% 的董事增加他们的保险支出（经济

学家智囊团，2007）。

（四）基础设施风险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制下，基础设施的效率和效力是决定业务和国

家竞争力的关键性要素。基础设施系统被越来越多地集中构造成网状结

构，围绕少数的几个枢纽或节点。当系统中有足够多的节点遭到破坏时，

这种复杂的系统可能会突然崩溃。例如，世界四大主要的航空货运公司，

占据了全球大多数的空运货物，以北美、欧洲和亚洲为空运枢纽，执行

所谓的轴辐式空运网状系统。当 2010 年冰岛火山爆发时，在欧洲的主

要空运枢纽领空上方产生了烟灰云，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许多家公司，都

不能将产品或重要部件运送至欧洲及全球的市场和生产系统（OECD，

2011a）。

全球重要基础设施网络（运输、电信、电等）的互相依赖程度越

来越高，导致一个系统的失败可能会影响其他互相依赖的系统（通过逐

级影响），并且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通信网络日益成为重要基础设

施系统以及全球经营活动的中坚力量。例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协

调活动便严重依赖 ICT 网络。2007 年，一项针对 465 笔业务的调查表明，

54% 的业务完全依靠不间断的互联网连接（Secure 64， 2007）。对大众

传播网络的依赖程度越高，公司面临（由电力故障、技术缺陷乃至自

然灾害引起的）系统故障时就越脆弱，也更易受到越来越复杂的网络

攻击。5

（五）金融 /经济风险

2008 年金融 / 经济危机显示，全球化加剧了危机的蔓延（OECD，

2010a）。在此次危机中全球价值链发挥着重大作用并导致国际贸易和 FDI

急剧下降，其扩散的程度涵盖了资产、机构和国家，迅速演变成为全球

性危机（Blanchar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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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化的目的是集中资产共同使用，通过各种参与者分散风险，最

终导致各金融机构间更紧密的联系。此外，扩张的信贷供给以及对风险

的估计不足，再加上中间使用，以及不受管理和不透明的借款方，进一

步破坏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当美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

中出现偿还困难时，由于高额的抵押贷款以及住房价格的暴跌，金融机

构此时都不愿意彼此拆借。家庭缩减消费，开始节省。与此同时，企业

获得贷款也变得更困难、更昂贵，这使其投资减少，尤其是小微企业的

投资。金融危机由此延伸到了实体经济，导致股票下跌，企业经营和消

费者信心恶化，并影响到所有经济运营者。

（六）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风险

全球价值链包含了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公司、行业和经济网络，

被认为是全球危机传染的潜在搬运工。为了降低巨额成本，公司建立的

价值链误差幅度很小，这极大地增加了风险。即时模式，依靠供应结构，

缺少回旋余地，这就意味着当供应链中一个部分破坏时，可能会迅速地

产生不利影响，扩展至整个价值链。此外，全球价值链已经变得更加复

杂、更绵长 6，产生了进一步的风险，但是，公司对这些风险不一定能

察觉得到，更不容易对此进行控制。甚至管理人员对价值链的日常构造也

非常模糊。

有许多原因或因素推动了供应链风险，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们

已经更加多变，因此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和复杂度变得更加重要。供应链

风险经常被归类为“公司内部”“公司外部”或者是供应链“网络内部” “网

络外部”（Christopher and Peck，2004）。在此基础上，几种全球价值链风

险分类被提出（参见附录 8.A1）。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公司行政人员调查

把外部事件分属于最有可能对全球价值链产生重大的全球性影响的一类

（见图 8.1）。在环境、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影响下，全球价值链

和其他全球系统风险的联系也变得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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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自然灾害
恶劣天气
大流行病

地缘政治

冲突和政治动乱
出口/进口管制

恐怖主义
腐败

非法贸易和有组织的犯罪
海盗问题

核/生物/化学武器

经济

突然的需求冲击
商品价格剧烈波动

边境延期
币值波动

全球能源短缺
所有权/投资管制

劳动力短缺

技术
信息和通信中断

交通基础设施瘫痪

无法控制的 受影响的 可控的

图8.1  全球供应链风险的推动因素

 

二、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系统风险之间的联系：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和 2011 年日本大地震

（一）2008 年金融 /经济危机期间贸易萎缩

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至实体经济，并在 2008 年第 3 季度和 2009 年第 2

季度这段时间内，引发了世界贸易的急剧下降。这是世界贸易自大萧条

以来的最剧烈、最严重的下降（OECD，2010b），鲍德温 (Baldwin, 2009)

将其描述为“严重的突然的以及同步进行的”。虽然危机开始时贸易的

下降与以前的个别国家贸易下降相似，但 2008/09 年的贸易崩溃，是很

多国家贸易急剧下降、强烈同步的直接结果：截止到 2008 年末，90% 的

OECD 成员出口下降（Araujo and Oliveira Martins， 2009）。到了 2009 年第

1 季度末，所有的 OECD 成员都出现了如此情况。在进口方面也出现了

同样的情况：从 2009 年 1 月到 3 月，OECD 成员超过 10% 的进口出现负

增长（见图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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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国家总数百分比
数量＜0 数量＜-5% 数量＜-10%

占国家总数百分比

图8.2  OECD成员的同步贸易状况

出口（上面），进口（下面）

资料来源：Araujo and Oliveira Martins， 2009。

国际贸易既是危机的牺牲品也是危机传播的主要渠道（Escaith 等， 

2010）。事实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连接有可能放大了需求冲击（OECD， 

2010a ； IMF， 2011）。以前的文献已经证明了国际贸易在传播商业周期

过程中的重要性（Burstein et al.，2008）。一些出口比例失衡的国家传染

上需求导向性的经济衰退，再将这种衰退传播到进口比例失衡的国家

（Ferrantino and Larsen， 2009）。2008 年的经济危机，把这种危机传播机制

通过各国之间贸易的互相依赖进一步巩固：国际贸易的同步下降放大了个

别国家贸易的下降，并在总量水平上进一步加剧了贸易的颓势（OECD，

20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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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商业周期联系（Burstein et al.， 2008 ； Bergin et al.， 2009 ； Ng， 

2010 ； Gangnes et al.，2011）。全球价值链是解释 2008 年国际贸易

大规模且同时崩溃的最主要原因。7 尽管全球价值链确实充当过不利

外部冲击的国际传播渠道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导致冲击的根本原因 8。

许多因素都可以用来解释全球价值链之间的联系及 2008/09 年的贸易

萎缩。

第一，全球价值链已经增强了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因为国际生

产分割（分工）增加了中间品（另外还有资本、消费品 / 劳务）的贸

易量。在最终产品整合完工之前，中间品被跨境交易几次，因此，要不

止一次被登记为“国际贸易”（见第 1 章）。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增

加值概念，而贸易则是用支出法来表示，因此，2008/09 年贸易的迅速

下降成为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倍数 9（Bems et al.， 2009 ； Levchencko et 

al.， 2009）。而且，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自上一个十年以来

已经有所增加，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2 已经增加到了危机期间的 3.5

（Freund， 2009）。伊斯卡兹等 (Escaith et al., 2010) 认为，在危机期间

计算出的高的贸易弹性系数，并不是反映长期的结构变化，只不过反

映了一个短期的（最多 4 年）变化，以及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

短暂的超调响应性。

第二，在 2008/09 年危机期间的巨大的贸易 / 国内生产总值乘数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结构效应，也就是最初的需求冲击其实是集中于所谓

的可递延商品（Baldwin， 2009 ； O’Rourke， 2009 ； OECD，2010b）。可

递延商品的生产，像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都是典型的分布在几个国家

的有组织的全球价值链模式。由于这次危机，受影响最严重的恰是这些

以国际生产网络为特色的行业（OECD，2010a）。相较于附加值核算，

在总值测算下，这些行业有更大的全球贸易份额（因为全球价值链和

中间品贸易），因此，需求下降对贸易造成的影响要比对国内生产总

值的影响大得多。10 当公司采用能够反映更低预期需求的生产计划时，

日益重要的全球价值链再加上结构效应，便放大了商业周期对贸易的

影响。

第三，近期一项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中的库存变化也是导致

2008/09 年贸易急剧下降的原因（Alessandria et al.， 2011）。供应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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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特征往往是所谓的“长鞭效应”，即使是最终需求方很小的改变，

也会引起价值链的上一级配件和零件需求的较大变动。因为需求信息

沿着供应链被逐渐扭曲，随着供应链的逐级提升，程序上的变化会被

放大。11 当下游的公司遇到最终产品需求降低时，它的第一反应是减

少库存；因此，下游活动减缓导致位于上游的公司的投入需求减少被

放大。这个效应在国际环境下会更加严重，因为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往

往都存在更加严重的库存管理问题（Escaith et al.， 2010）。此外，进

口企业的库存比例大约是只购买国内原料企业的两倍，其国际订单也

是购买国内原料的企业 1.5 倍，而购入频率仅为一半，（Alessandria et 

al.， 2011）。

阿尔多蒙特等 (Altomonte et al., 2011) 报告了法国进出口业务与之类

似的结果，并且解释了当贸易崩溃时，全球价值链内部的库存调整是如

何放大需求冲击的。他们发现跨国企业比小的以及国内的公司在面对负

的需求冲击时，能够更快地调整库存。由于不对称的信息更少，在危

机初始阶段，中间品的企业内部贸易便会迅速下降，但是恢复得也很

迅速。

第四，贸易颓势的同步性也与全球价值链结构特征有关。许多全球

价值链的‘适时’特征引起了一个国家最终产品的需求冲击，这种冲击

几乎会立即传递到另外国家的中间品供应商那里；这种逐级效应保证了

在整个供应链始末端都能感受到需求冲击。全球价值链还导致进出口贸

易的同时下降。一国出口依赖于进口的中间品，意味着当国内外需求

发生变动时该国的出口和进口趋向于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Bems et al.， 

2009）。

第五，全球价值链在贸易萎缩期间还起到了传播整个国家供给方面

冲击的作用（Escaith and Gonguet， 2009）。金融危机之后的信贷紧缩，减

少了可利用的资金，再加上需求进一步下降，迫使全球价值链中的公司（例

如零部件供应商）不得不停止运营。由于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的商品 / 劳

务大部分都是特定交易，都是针对特定的客户需求，这导致更高的生产

成本，甚至如果客户公司找不到可替代的供应商，会导致价值链的全面

中断。

法国（见图 8.3）、日本和美国的证据都表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

被贸易冲击完全扰乱（Bricongne et al.， 2012 ； Schott，2008 ； Wakasu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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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2009）。大部分贸易萎缩都包含了沿集约边际（如种类上的减少）非粗

放边际（如供应商数量的减少）做出的贸易调整。这表明危机后供应链

中的贸易流通可能更有利于适应像经济危机这样的不利冲击，这与正

处在发展阶段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包含的巨大沉没成本也有关系。公司在

减少他们的全球价值链之前，也会谨慎地考虑替代方案（Altomonte and 

Ottaviano， 2009）。

公司数量（适当规模）

3个月的移动平均线（公司数量）

总出口

3个月的移动平均线（总出口）
占国家总数百分比 公司（数量）

图8.3  法国出口总值及出口商总数量（2000年1月—2009年4月）

资料来源：Bricongne 等 (2012) 。 

  

（二）2011 年 3 月的日本地震和海啸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日本东北部海岸爆发的地震和海啸，给人类、

生态和经济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场自然灾害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

包括人员伤亡（这减少了公司的人力资源）和工厂、房屋和设备以及

公共基础设施（运输、电信、电力等）的有形损失。此外，在震后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计划性的管制（如电力方面）都导致了各种活动

中断。

地震和海啸造成的经济影响迅速蔓延到了日本以及全世界的其他地

方。据报道，灾难之后不久，几个日本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的生产减缓；

一些国外的行业也出现了减缓，例如自动化和电子行业 12，这些行业都

依赖日本的输入。13 由于直接和间接供应商都受到了灾难的影响，在日

本其他地方以及其他国家的流动生产投入开始枯竭，并且在某些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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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国际供应链的完全中断。因为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特别是作为全球高价值中间品（如零部件）的生产者，这些产品被

全球的工业所使用，因此，这次灾难产生的影响尤为严重。

灾后日本汽车制造厂不得不停止生产并关闭了一些工厂。这些工厂

不但为日本服务，还为全世界的装配厂提供必需的引擎和其他零部件。

例如，位于英国的本田和尼桑汽车厂被迫减少生产；其中一些车型，如丰

田 Prius Hybrid 的生产被完全关闭，因为日本是其唯一的生产国。欧洲和

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它们的中间品供应商在日本。其

中一个案例便是 Robert Bosch 公司，它是一个规模较大的供应商，几乎

为全世界每个汽车制造厂都供应零部件并且种类繁多（燃料喷射器、气泵、

液压装置、电子控制系统等），但均主要来自于它在日本的子公司或独立

承包商（What Car， 2010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10）。

货源单一似乎是导致全球价值链中一些汽车制造工业中断的重要

原因。由于它们的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许多汽车装配商发现其关

键部件对应两个供应商的标准规则随着供应链的延伸遭到规避。Merck 

KgaA，一个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工厂，生产全球所有的 Xirallac 涂料，

这种涂料被用于汽车油漆。由于地震和海啸，该厂被迫暂停运营，直

到 2011 年 5 月，导致许多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严重中断（华尔街日报，

2011 年）。

日本是一个重要的上游电子工业生产商，尤其是在高科技零部件方

面：据估计，日本在全世界的电子元件的供应份额占 16% 到 30%。IHS 

iSuppli 估计日本生产了全世界 21% 的半导体、49% 的光学元件、57% 的

摄像传感器、40% 的微控制器、33% 的显卡驱动以及 60% 的硅片。虽然

日本的大部分电子工业都集中在东南部，但是其中一些电子制造商仍然

受到了地震和海啸的严重影响（见图 8.4）。根据这些供应商的地理分布

来看，自动化电子厂受损颇为严重，而无线通信和数据处理厂只是受到

轻微影响（IHS iSuppli， 2011）。

地震和海啸给自动化及电子工业造成的影响说明，供给冲击是通过

全球价值链快速传播。由于生产具有连续性，即产品是由不同国家的产

业供应商生产出来，再运往下一环节，因此不利冲击会沿着供应链被迅

速传播。由于依靠库存和适时交货，因此在这个系统中不容懈怠，并且

关键部件的中断，能够引起全系统的关闭。显然，消除系统中的存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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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储备，当系统能平稳运行时，能大大提高效率，但会使蔓延问题变得更

容易（Jervis， 1997）。

 

图8.4  日本东北部主要的电子元件/材料制造商的位置

资料来源：IHS（2011） 。

地震和海啸之前，日本在电子和自动化中间品生产中的地位可以通

过它的出口表明。2009 年，14 日本在制造业中间品出口市场的总份额是

6.8%，在电子、汽车和钢铁工业行业，这一数字更高（见图 8.5）。由于

东南亚地区的强大的区域一体化，中国台湾、泰国、韩国、菲律宾以及

中国大陆都严重依赖日本的中间品进口（在这些国家的中间品进口中，

日本占到了 15% 或更多），其他经济体依赖日本进口的较少，但在美国，

来自日本的中间品进口有近 8%（图 8.5）。欧洲国家依赖日本进口的中间

品较少，可能受到的影响不是很严重。

东南亚地区在电子（医疗 / 精密光学仪器、电子器械、收音机 / 电

视 / 通信设备） 、运输设备（汽车）、化学制品、橡胶和塑料制品以及钢

铁对日本中间品的依赖程度特别高。中国台湾的许多行业对日本的进

口依存度超过 60% ；其他亚洲经济在这些行业的依存度为 20% ～ 30%

（见附录 8.A2）。当比较国家之间的垂直型贸易时，日本在电子和汽车

行业的中心地位变得显而易见（亚洲发展银行， 2011）。



第
八
章

全
球

价
值

链
：

管
理

风
险

275

日本在整个行业中间品的出口市场份额（2009年）

其他行业    

医疗、精密光学仪器    

办公室计算器械  

汽车、拖车和半挂车     

铁路运输设备    
钢铁    

ICT制造业     
收音机、电视和通信设备     

高技术产业   
电子设备及仪器   

橡胶与塑料产品  

中小型高技术产业   
总计  

金属制品
有色金属    

纺织、皮革和鞋类   
飞机和宇宙飞船   

低技术产业    

纸制品、印刷出版业

碳、石油产品及核燃料   

配药    

食品、饮料和烟草    

农、牧、林、渔    

木材、木制品和软木塞     

采矿业  

电力和燃气

全世界范围内中间品依赖从日本进口的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
泰国
韩国
中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香港（中国）

越南
新加坡
新西兰

美国
澳大利亚

全世界
墨西哥

巴西
南非

沙特阿拉伯
捷克
智利
印度

俄罗斯
加拿大
匈牙利

德国
荷兰
英国

阿根廷
爱尔兰

爱沙尼亚
挪威
瑞士
芬兰

比利时-卢森堡
以色列

法国
波兰

土耳其
瑞典

斯洛伐克
西班牙
意大利

图8.5  日本在中间品生产中的重要性

资料来源：OECD（20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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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显然，这种依存关系还并未对经济体面临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作出一

个完整的描绘，因为一种特定产品（特别是一种重要的、非冗余的投入）

的供应被破坏可能会导致一条全球价值链的完全破裂。在产品层次上的

中间品双边贸易流通可以给出一个更详细的判断。以泰国为例，在电子

行业的几个产品种类（HS 6- 数字类）上，对日本的进口依存度超过了

70% ；在一个更详细的产品层次上，依存度可能会更高（从进口依存度

的数量和规模这两方面条件来说）。

全球价值链断裂的风险迫使公司寻找可供替代的供应商。但供应链

中断的问题并非总是很容易解决，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矫。中间品通常

是特定交易的产品，变更其供应商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寻找、采用、

改变等等），因为他们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实时性的商业模式面临供

应商的改变无法及时做出反应。伊斯卡兹和刚吉特 (Escaith and Gonguet, 

2011) 估计了由日本自然灾害导致的全球价值链供给冲击最终给亚洲带来

的成本。15 结果显示，这次灾难导致了更高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在中国

台湾和泰国地区。这个结果与上述的进口依存关系结果也非常相符。强

有力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小型开放的亚洲经济体好像受损最严重；中国

和印尼似乎受影响较小（见表 8.1）。

表8.1  由从日本进口的中间品价格上涨30%

所导致国内生产部门成本增长的百分数

（2008年）

从日本到 中国 印尼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宾

中国

台湾
泰国 美国 平均数

化学产品 0.7 0.3 2.2 2.1 1.0 3.2 1.0 0.3 1.4
石油和石油产品 0.1 0.0 0.0 0.7 0.3 0.1 0.0 0.1 0.3

橡胶制品 0.6 0.6 1.7 1.1 1.2 2.6 1.3 0.4 1.3
非金属矿产品 0.5 0.4 0.8 1.3 0.7 1.2 1.2 0.2 0.9

金属和金属产品 1.0 1.4 2.8 4.5 2.2 3.6 2.7 0.4 2.4
工业器械 1.4 4.9 2.9 3.1 2.3 5.0 7.5 0.6 3.5

电脑和电子设备 3.6 1.5 3.0 4.3 7.4 5.6 5.7 0.8 3.9
其他电子设备 2.3 1.4 3.0 4.3 1.9 5.2 6.3 0.6 3.2

运输设备 1.4 1.6 2.9 3.8 2.1 3.4 5.8 1.0 2.8
其他工业产品 0.9 1.0 2.7 2.4 1.2 4.2 1.7 0.4 1.8

平均数（进口冲击） 1.2 1.3 2.2 2.8 2.0 3.4 3.3 0.5 2.2

资料来源：Escaith 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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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间，其他的自然灾害也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了影响，并

且使消费者、公司和政府都认识到了今天国际生产和供应网络固有的弱

点。最明显的案例可能是 2005 年 8 月对美国造成重大影响的卡特里娜飓

风、2011 年 2 月新西兰的克兰斯特彻奇地震以及 2011 年 11 月的泰国洪灾。

生产中断造成的影响是地区性的、国家性的还是全球性的，取决于受影

响的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以泰国洪灾为例，洪水泛滥的区

域，是生产全世界 45% 的电脑硬盘驱动器的地区，不但导致了全球在电

脑供给方面的中断，而且还导致了汽车工业的生产中断。图 8.6 对泰国洪

灾和日本地震 / 海啸给邻近的亚洲地区汽车生产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再次证明了亚洲经济强大的区域一体化。

（%：与前年同期月份相比）

地震灾害的影响 泰国洪灾的影响

（%：与前年同期月份相比）

日本

泰国 印尼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广东（中国） 泰国

图8.6  泰国洪灾和日本地震/海啸对亚洲汽车生产的影响

（2011年）

 

资料来源：日本经产省《2012 年国民经济与贸易发展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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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管理全球价值链风险相关的政策影响

（一）公司对供应链风险的管理

由于全球价值链断裂可能会给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公司正

努力在其供应链管理中做好准备以预防风险。调查显示，供应链冲击

的规模和频率近几年已经增加，预计将来会还会持续上升（见图 8.7 ；

McKinsey & Company， 2010）。一份 2011 年的调查发现，85% 的受访公司

在之前的 12 个月内已经遭受了至少一次重大的供应链破坏（企业持续发

展研究所，2011）。虽然并非所有的全球价值链中断都会导致全球性的逐

级危机，但受访公司减轻以及管理供应链风险的能力仍非常有限（麦肯

锡季报， 2006），这很可能是由于许多供应链风险都是潜在的。尽管供应

链风险属于公司内部问题，或者通过有效地组织大部分全球价值链问题

都能被解决，但是，典型的外部供应链风险很难加以控制，并容易受到

个别公司的影响（见图 8.1）。

大量增长

有所减少

大量增长

大量减少
无变化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供应链风险是怎样变化的？

未来5年，供应链风险将会怎样变化？

图8.7  上升中的全球价值链风险

 

资料来源：《供应链面临的挑战》， McKinsey & Compan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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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三年 过去的五年

受访者%（n=639）
在以前和未来目标之间
变化的百分点

降低运营成本

降低总的库存水平

改进产品或服务质量

改进消费者服务水平

提升产品或服务市场效率

降低资本成本

降低风险

减少碳排放量/创建一个“更环保的”供应链

图8.8  在供应链管理中公司首要的两个目标

 

资料来源：《供应链面临的挑战》， McKinsey & Company (2010)。

传统上来看，全球价值链管理的重点是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例如，

在日本地震 / 海啸之前，2010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风险管理在公司管理

的目标中优先级相对较低（见图 8.8）。实时商业模式、最低库存和制造

业依赖都已经大大降低了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整体稳健性，供应链中的传

统缓冲装置已经被移除。此外，全球价值链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时

具有很强的刚性，因为公司要依赖处在不同位置的几个供应商。

日本地震 / 海啸（其他自然灾害）过后，全球经济的脆弱性进一步显现，

各方都在探索更不易受到破坏的全球价值链。16 公司正在调整它们的采

购战略，以便更利于风险分散。虽然这样做不会带来最低成本，但有利

于保护组织的盈利状况以及生存能力（McKinsey & Company， 2010）。随

着整个世界变化不定，公司越来越多地尝试通过调整供应链，将“实时”

和 “以防万一”战略互补结合，以保证它们能够经受多种冲击。例如，在

与一些供应商谈判时，公司越来越多地关注怎样才能使它们的供应链更

集中，同时还要将它们的生产地理位置集中，以便于评价它们对自然灾害、

地缘政治风险（如恐怖主义袭击）之类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应对能力。它

们一方面努力在效率和成本降低之间寻找平衡，另一方面加强风险分散，

如保持更大的（关键性的）库存、鼓励供应商从地理位置上扩展生产能

力，将部分订单转移到（更小的）次级供应商，或者将全球价值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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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解”成为更短的以及不太复杂的供应链（Malik et al.， 2011）。2009 年针

对物流供应商的调查显示，接近 1/4 的北美和欧洲客户在一年之前已经采

取措施缩短了它们的供应链（Lieb and Lieb， 2009 ； Ghemawat， 2011）。

最近的趋势是朝着“内包”或者 “近岸外包”发展，这种趋势是公司

为了平衡全球价值链中的成本节约和风险分散的战略推动的。许多公司

（特别是在美国的）正考虑将已经离岸经营的业务迁回到本土（见第 6 章）。

这是由于为了分散供应链中固有的风险，公司有时会考虑更短期的可替

代的全球价值链，通常这与它们的主要市场有关。内包行动的其他目的，

有时是因为新兴经济体中迅速上升的生产成本，以及为了适应变化需求，

为公司提供更大的操作灵活性。

长期以来，公司已经深知风险管理和紧急应变计划的必要性。17 不

过，供应商之间互相依赖的复杂全球价值链关系网，要求风险管理的关

注必须扩展到个别公司以外。因为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部分有许多潜在

的风险源头，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是针对整个价值链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

评估 / 评价（如评价可能性和特定风险的后果）。为了建立风险管理责任制，

必须知道风险的源头和影响，因为灾难和源头可能不一样（Manuj and 

Mentzer， 2008）。一旦公司确定了所面临的风险并划分了优先顺序，可能

会开发并执行风险战略。通常为了避免供应链风险的暴露和 / 或为了减

轻谈论中的风险后果，公司会采取行动（Lessard，2012）。

供应链管理的总目标正在转变为提高全球价值链的稳健性（如在冲

击过后迅速恢复到稳定状态的能力）、灵活性（如按照预先确定的一套紧

急应变方案变化的能力）、敏捷性（当 / 如果方案失败进行改变的能力）

和弹性（当必要条件不再具备时重新使用该价值链的能力）。虽然这些从

头到尾都要求更完善的全球价值链风险管理，但上面提到的论据也证明

了全球价值链对于某级别的冲击具备一定的弹性。在金融 / 经济危机中，

全球价值链全部被破坏的情况是有限的，因为沿着集约的贸易边际其主

要部分已进行了调整（如公司降低产量）。2011 年日本地震 / 海啸之后，

几条全球价值链确实被破坏，但一段时间以后，公司都能更换其他供应商，

即使成本更高。据 IHS iSuppli 估计，截止到 2011 年第三季度末，整个电

子行业便已恢复；生产中断的持续时间不同，主要取决于与地震震中的距

离（见图 8.9）。距离震中最远的受到影响的公司，仅花了 1 到 2 周的时

间便恢复了生产，而距离灾难最近的公司，花费了差不多 4 到 6 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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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才回到正常状态（IHS iSuppli，2011）。

与与震中的距离

造成的影响

恢复原状耗费的时间

1-3周 4-6周 1-2个月 3-4个月 4-6个月

供给破坏、

受限

停电、

物流中断

余震

轮流停电

 劳动力中断安全、

食物、燃气受影响

 基础设施受损

电、水、道路

 设备和

建筑物受损

图8.9  供应链的影响和恢复——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

 

资料来源：IHS（2011） 。

（二）共同管理全球价值链风险的多方利益群关系

政府在管理供应链风险上的作用似乎比较有限，因为与供应链长度

以及可供选择的供应商数量有关的决策都完全属于公司问题。很难想象

让政府为公司的日常管理规定关键库存的最低水平以及横跨不同地理实

体的供应商的最小数量。不过，政府越来越需要对全球价值链风险加强

了解，并在某些情况下参与管理， 因为这些都是构成全球经济的支柱。对

于国民经济来说，全球价值链中断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安全

隐患。从国家安全的观点来看，当国家风险变得完全取决于一个（或少

数的几个）供应商时，在这一领域，供给安全便可以被视为具有战略上

的重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考虑制定最低储备或库存，就像

当前的石油供给情况一样。

因为全球价值链中断可能会严重损害国民经济，所以更好地了解国

家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置，政府将从中获益。处在全球价值链下游（更

接近最终消费者）的国家，在面对不利的供给冲击时，可能会比处在价

值链上游的国家相对更脆弱，更易遭受进口（最终以及中间品）供给安

全的危险。为了把整个价值链中可能存在的中断情况都考虑进去，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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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 18 也可被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供给脆弱性”。鉴于某些国家

的产出以及商品和劳务出口严重依赖于全球价值链中上游阶段所生产的

中间品进口，可以由此估计出这些国家间的直接和间接依存关系（见第

1 章）。

处在价值链上游（距离终端消费者较远）的国家，通过向处在价值

链下游的国家出口，具有典型的进口负需求冲击。由于国家在全球价值

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见上面），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库存调整可能

会放大这些不利冲击。从 OECD/WTO 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中

我们可以预览到“需求脆弱性”；图 8.10 表明了哪些国家的国内增加

值是在其他国家的终端需求实现的，以及怎样集中。我们认为，在其他

各点都相同的情况下，高度集中就意味着该国对来自国外的需求冲击

更脆弱。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显示出了相对较高的需求脆弱性，因为它

们 70% 的出口增加值都转向了五个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美国需求冲

击，将不但影响这两个国家，而且将通过全球价值链将对以色列、中国、

英国、爱尔兰和日本这些国家造成重大影响。19 对于大多数出口国家来

说，排名在前五位的（最后的）目的地国家，代表了约 40% 的国内增

加值。

个别公司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管理全球价值链中断带来的全球危机

以及逐级效应。系统性的风险需要私营部门（企业、专业团体、供应

商、消费者等）和公共部门之间的高度合作共同防控（世界经济论坛，

2012）。如共享信息和经验，以帮助识别全球价值链中的脆弱点，增强跨

国网络的弹性，加快中断前计划以及中断后的反应速度，并提高其效力。

另外，合作和信息交流也将有助于提高对全球价值链风险的认识。（中小

企业可以帮助研究不同方案，制定适当的解决对策及分配不同职责，确

保监管和规划环境反映重要的风险）。

私企与公共部门的合作可能有助于制定出预防并减轻全球价值链

风险的规则。一些全球倡议或将给予他们启发，例如，适用于跨国公

司的 OECD 指导方针，该方针包含了一套义务准则以及国际商业行为职

责标准。20 尽管不受法律约束，所有总部设在加入该准则国家的跨国公

司都要遵守这些指导方针，并且所附国家的政府对于违反行为必须予

以指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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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终端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取决于前5位的国家

图8.10  全球价值链中需求冲击的脆弱性（按经济状况划分，2009年）

 

资料来源：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TiVA）。

2012 年 1 月，美国发布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以促进安

全有效的货物运输，提高供应链弹性。该战略计划更新威胁和风险评估，

将计划与资源相匹配，建立适应性强的基础设施，鼓励政府、私营部门

和国际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美国白宫，2012）。

与全球价值链有关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风险，

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多方利益群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府、企业部门、

国际组织、学术界等跨越国境一起工作。来自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专

家观点认为，预见（而非单纯的预测）能够提供关于未来的各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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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系统性风险来说，我们的目标是降低这种风险的脆弱性。而对

于其他一些风险，尤其是最不可能以及无法预见的风险来说，关键是构

建具备灵活性和弹性的反应系统以有效应对以及控制危机产生的后果。

同时在危机期间以及过后，机构设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源的发展都

必须进行仔细的规划（Casti et al.， 2011）。这些国内的行动和政策将有助

于提高经济体的灵活性和抗冲击的弹性。

当前，OECD 及其他机构已经开始研究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应付新形

式下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全球性后果。G20/OECD 框架为灾害风险和筹资

提供了风险评估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政府采用节约成本的政策，在

与私企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关系中，预防和管理风险。另外，《OECD

成员风险管理准则》将于 2014 年发布，该准则旨在构筑国际性的政策

对话，支持国家为全球性风险所做的准备以及反应。这标志着应对危机

将越来越有必要协调政府，尤其是当出现灾难性的风险（所谓的“黑天鹅”）

事件。

我们应采取行动，在危机爆发之前提高认识和评定系统性风险的全

球性能力。明确全球互联数据库以及识别系统中（包括关键基础设施）

的脆弱中心点很有可能是确定风险的第一步，它们带来的风险有可能会

扰乱整个系统。鉴于这些冲击并不是频繁的发生，必须要有大量的数据

以估计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另外，需要对这种全球冲击的代价包括

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估计来引导政府行动（OECD，2011a）。

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建设能力也需要加以培训，以保持对全球价值链

风险更清楚的认识。全球经济不断增加的复杂度和互相联系，使得决策

者和分析家们越来越难以理解它们的经济运营状况和互联中涉及的关键

性特征。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监管（重新监管）的利益和成本在（全球）

政界已经被讨论过多次。开发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以预防导致全球性

危机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做法很困难。因为这种危机是非线性事件（它

们的出现没有很多预兆），很难察觉，甚至更难以证明（Spence， 2010）。

反对监管的人认为，信息缺乏将使得监管更容易发生错误并很大程度上

阻碍生产。然而，坐以待毙代价更高。对于监管看法更积极的观点则肯

定谨慎性措施的潜在利益，例如“预警、破坏者与缓冲”（Ghema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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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对风险的监控包括实施预警，如监视和早期预警系统，可以在早

期阶段发现全球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国家。当冲击出现时，决策者可以抑

制风险传播，阻止系统中的各部分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崩塌。如果预警不

足以阻碍危机，缓冲装置可以通过战略储备缓解系统遭受的打击。充分

的紧急应变计划和适当的预防措施，可以帮助国家减轻风险传染。

最后，在一些地方也讨论到了一个选择，即（设法）让全球化回到

原处，以截断全球风险传染潜在的渠道。不过，从经济增长、收入上升

和就业等方面来说，这一提议忽视了全球化为全世界数百万人们带来的

益处。全球化有助于降低风险，因为可以让国家和公司的风险多样化，

远离个别非系统性风险。经济一体化已经导致了不同国家消费者 / 供应

商的大量增长，使国家与公司更加暴露在风险之下。国内冲击脆弱性的

负面影响可能会增加外部脆弱性。全球化确实存在某些负面影响，包括

潜在的全球系统性风险。显然，为保护全球化的益处并减少其负面影响，

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注释

1. 全球化是造成越来越多的联系和互相依赖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恐慌行为可能是由于传染性，特别是在金融系统中。例如，当人们认为

将会出现危机时，可能会出现挤兑的现象。

2. 系统越大，个别参与者越有空间分散及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相

比之下，多样化并不能缓解系统性风险。

3. 食品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自然界、社会上和经济

上获得可以满足他们为了进行积极健康的生活而需要的足够的安全的以

及有营养的食物”（FAO，2003）。
4. 在中长期过程中，提高食品安全的政策挑战是寻找到一项有效的、

条理清楚的综合政策来：i) 提高食品产量，特别是通过生产率的提高；ii)
提高贸易和市场功能；iii) 解决食品危险的更广阔的发展及社会维度问题

（OECD，2011b）。
5. 参见 OECD（2011a）关于网络袭击的思考，包括发生率、影响和

经济影响。OECD 信息计算机通信政策委员会正致力于解决重要信息基

础设施和网络安全等问题。

6. 从技术要求（例如，由不同位置的多个供应商生产的中间品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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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入不断增加）和消费者要求（例如，不同种类的特定产品）方面来说，

制造和采购战略变得越来越复杂。

7. 其他原因指的是复合效应、信贷紧缩、“隐秘的”（隐藏的）保护

主义和财政刺激计划，以便为非贸易（如建筑业、基础设施）部门提供

相对强大的支持。

8. 2008 年金融市场中的冲击来源变化不定，导致需求急剧下降，因

为消费者、公司和投资者不断地延期购买及投资。

9. 与创造阶段相比，收入减少、贸易下降“不但可以通过制成品的

价值，而且还可以通过所有中间品贸易流通的价值”（Yi，2009）。
10. 另外，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较大的份额以及贸易的较小份额。

11. 长鞭效应是部分经济主体面临信息扭曲时产生的合理行为结果。

原因与价值链中缺乏协调和沟通、信息和材料流动延期差异以及批量订

单等因素有关。

12. 电子和汽车产业并不是唯一直接受灾害影响的产业。因为缺乏中

间品，化学制品行业同样受到影响，只不过受到的影响似乎较小。

13. 在 9 · 11 恐怖袭击后，也报道了类似的结果。

14. 使用的是 2009 年的数据，因为 2010 年的双边贸易的详细数据对

许多国家不适用。

15. 分析是建立在衡量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前向联系紧密程度的国际供

给使用表基础上，使用了名为 Gosh 的矩阵来估计对生产成本造成的影响。

在供应中断之后，从日本进口的资源性投入要素的成本会受到 30% 的影

响，这是建立在中间品的供应商之间具有很低的可替代性（Armington 弹

性）的基础上得出的。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16. 类似的，关于全球价值链管理，在 2001 年半导体行业的突然崩

溃中，电子行业中的一些公司也得到了重要的教训。

17. 前瞻性的风险管理可能会成为竞争优势，因为更强的适应性有助

于公司在市场竞争者战胜竞争对手，亦或者可以帮助公司以较低的（恢复）

成本更快速地进入市场（Zurich， 2012）。
18. 网络分析被用来估计参与者在系统中的位置，考虑它们之间的直

接和间接关系。

19. 这个标志没有确定国外负需求冲击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影响的实际

数量，只是说明国内经济对国外终端需求的依赖关系。

20. 例如就业及劳资关系、人权、环境、信息披露、打击贿赂、消费

者利益、科技、竞争以及税收等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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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些指导方针越来越具有全球价值链意义。2011 年指导方针不但

适用于企业自主经营，而且适用于它们的供应商。跨国公司一定要“恪

尽职守”，以保证与它们交易的公司遵守 OECD 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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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A1  全球价值链风险的分类

一个组织及其供应链所面临的潜在风险

外部相互链接的风险

- 自然灾害                            - 事故

- 阴谋破坏、恐怖主义、犯罪、战争      - 政治不稳定

- 缺乏劳动力                          - 市场挑战 

- 诉讼                                  - 科技动态

 

供应商风险

 

- 物理和监管风险                       - 生产问题

- 财务损失和保费                       - 管理风险

- 上游供应风险

分销风险

 

- 基础设施不可用                        - 容量不足

- 缺乏劳动力                           - 货物损坏或丢失

- 库存不充足                            - 系统不足或崩溃

企业内部风险

 

- 运营                                - 企业绩差

- 需求变异                            - 政治不稳定

- 设计不可靠                            - 人事可用性 

- 金融不确定性                          - 规划失败

- 测试无效                            - 设施无法使用

- 供应商关系管理

资料来源：供应链风险领导协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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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
典型的环境特征为超出

你控制的外部因素的频繁变化  

自然灾害

地缘政治干扰

需求的不可预测性

货币和价格的波动

技术故障

大规模流行病

故意威胁

旨在中断操作或造成人力

或财力损失的蓄意攻击

盗窃/盗版

恐怖主义/破坏

劳资纠纷

工业间谍活动

特殊利益集团

产品责任

外部压力

不是专门针对公司，却造成

业务制约或障碍的影响

竞争性创新

社会/文化变革

政治/监管变化

有竞争力的价格压力

企业责任

环境变化

资源限制
由缺乏生产要素而限制产出的约束

供应商能力

生产能力

配送能力

原材料供应

公用设备可用性

人力资源

敏感性

精心控制的条件对完整的产品和

工艺的重要性

复杂性

产品纯度

受限制的材料

脆弱性

设备的可靠性

安全隐患

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强度

品牌的象征意义

产能限度

连通性
相互依存和对外部实体的依赖度

规模/网络范围

对信息流的依赖

外包程度

进口/出口渠道

对专业人士的依赖

供应商/供应商

中断 

客户外力或供应商受外度理论

或破坏的敏感度

供应商的可靠性/信赖/忠诚度/

关系

客户中断

资料来源：Pettit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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